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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题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牗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致

张志扬，临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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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也许只有思考过类似问题的人才能理解本书”，这句话可以看成是一种猜测——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相关思考的人似乎很难理解它。序言不容置疑的口吻使这个猜测变成一种挑战：仅当你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想过一些相关的问题，才能理解它。但在我看来，实际情况却是，即使思考过相关问题，也未必能够理解。

我的读法依据6.54，通过理解书中的命题来意识到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希望读者最终会意识到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但要通过这些将要被认为无意义的命题本身达到这一点。因此，这些命题就构成一种指引，引导读者按某种方式去理解。如果这个指引是不确定的，那么作者的意图也就无从达到。最好，引导的过程是必然的，并且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阅读的次序至关重要。要严格按照写作的次序来读，从而按照作者安排的路线行进。按照作者原来的设想，全部论证都将通过引入恰当的概念和采用自然的顺序和衔接策略省去，以此达到阅读的顺畅和舒适，并以不可质疑的方式抵达目的地。但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过分突出哲学洞察力的做法为理解造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因此，我将给出一些必要的论证，以便更为明确地标出理解的路线；我也将在衔接的地方进行强调，以使局面变得更加醒目。

我将表明，这本书中的命题，至少在所有关键的地方，都有可靠的支撑和连接，这些支撑和连接部分来自于作者思考的深度，部分来自于作者本人的哲学旨趣，只不过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审美追求（一种智力上的自负？），支撑点被掩盖起来了。这是一种损失。我的指导思想不同于那些认为维特根斯坦仅仅是在做治疗工作的人。不存在一种没有系统的指导思想而仅仅凭借直觉的治疗工作。因此，我首先把《逻辑哲学论》看成标准的哲学文献，看作竭力要通过论证达到结论的议论文。其与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由此导出的结论要求重新看待已经表述过的论据、观点，甚至背后隐含的价值判断。

对于《逻辑哲学论》这本著作，我建议的阅读方式是，先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通读全书，形成自己的印象，然后对照它阅读我提供的解读和说明，要逐节逐节地理解，以便对维特根斯坦所设置的启承转合了然于胸。仅当读者形成自己的观点，我的写作目的才算达到，但这已经超出了我本人力所能及的范围。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做了以下几件事：（1）对照维特根斯坦的德文原文和两种现有的英文译本
(1)

 重新翻译《逻辑哲学论》的正文部分。这样一来免除了读者翻阅查对的麻烦，二来可以展示我所提供的解读的原文依据，以便自负文责。（2）按照《逻辑哲学论》安排的进程，逐段设置了“笺释”和“疏解”这两个环节。“笺释”所做的是疏通文字，打通局部的理解障碍，并容纳一些短的论证和评论。“疏解”则提供具有结构价值和全局地位的说明和论述。为了便于交叉索引，我为“疏解”编了序号。（3）为了便于把握《逻辑哲学论》正文部分的结构，我划分了章节，并为各章节加了标题。这项类似于句读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为了便于突出各部分间的衔接关系，维特根斯坦采用了编号式结构。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解设置了障碍，它使读者容易忽略主题和角度的切换。为了使结构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仍然采纳常见的章节结构。（4）在较长的附录2中给出较为易懂的梳理，在正式研究全书之前，通过这个附录可以获得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总体印象。

在这本解释性的著作中，我给出了一种与目前绝大多数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不同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对使用的关注是《逻辑哲学论》的基础。如果把维特根斯坦本人提供的命题看作水面上露出的尖角部分，那么这些命题勾勒出来的冰山的真实面貌将与所有流行的解释大相径庭。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在何种意义上《逻辑哲学论》是一部伦理学著作，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思考与人生问题以何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都将得到自然的理解。与此同时，《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将从中获益。关于这些问题我不单独讨论，所有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都可以在我给出的笺释和疏解中找到。

《逻辑哲学论》是我读到的最具建筑美感的哲学著作。维特根斯坦在写作时对布局谋篇倾注的热情甚至超出了哲学著作所能容忍的限度。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没有意识到这部著作所达到的智力水准。我的写作动机就部分地来自于，希望这种建筑学上的考虑得到公正的对待。为了尊重读者的鉴赏力，我没有把本书写成导论，而是限于指出各种支撑榫接的细节和局部，指出各条柱梁的走向和透视关系，最终的效果图要由读者自己来完成。我认为这对于像《逻辑哲学论》这样的邀请读者参与思考的著作来说，是合适的。

2008年春季学期我开设了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选修课，在课堂上我和哲学系的研究生们一起逐句阅读《逻辑哲学论》。这部研究性的著作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这是一次艰难但是有趣的经历，我们一起目睹那些结结巴巴的句子如何连缀成字字珠玑的思想。在此向参与这门课程的所有同学表示感谢。朱刚对照德文原著通读了我的译文，并在许多关键部位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刘小枫教授的慷慨相助使本书的出版得以可能，拳拳谢意，不以言表。

本书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析哲学运动及其遗产”（编号03BZX037）资助。

本书附录2的内容来自于我的《分析哲学导论》（即出）第七章。中山大学出版社授权在此使用，特致谢。

黄敏

2009年7月广州



————————————————————


(1)
  这两个英文译本分别是：C．K．Ogden（Barnes & Nobel Publishing，Inc.，1922/2003）和D．F．Pears & B．F．McGuinness（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1）。


1．世界

1．　世界就是所有如此的情况。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物的总体。


［笺释］
 1．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总体的概念。但这句话还说了什么，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翻译从句“was der Fall ist”。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实际情况”，进而翻译成“事实”，这样翻译就与1.1部分重叠，使得我们以为1.1所说的仅仅是事实与物的区别。但如果事实与物的区分是在1.1才建立的，那么在此之前提到事实，就缺乏内容和指向性。事实上，这种翻译错过了这样一条重要的理解路线：如果世界最初并不直接作为事实的总体给出，那么从1到1.1就是一个递进，正是通过这个递进建立了事实与物的区分。因此，对于“was der Fall ist”建议这样理解：它引入了不特指的情况，所有这些情况的总体就是世界。


［疏解1］
 关于1.1，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世界并不由物的列举以及关于这些物的事实所构成（就像是一场表演的节目单一样）……世界是什么，这是由描述，而不是由对象的列举所确定”。
(1)

 这个解释可以展开成一个论证。

首先，对物（不管这些物属于何种形而上学范畴，关键是由它们构成了事实）的列举不足以穷尽世界所包含的情况。假定我们的列举中包含两个物a和b，以及一个关系R，这个列举既相容于包含aRb的世界，又相容于包含bRa的世界，因而无法确定地给出一个世界。

即使在关于世界的列表中有a，b，R，以及aRb，我们仍然需要表明，单独列出的a和b构成了事实aRb，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关系，即构成关系。假定新的关系是S，于是又要把aS（aRb），bS（aRb）加入列表，如此构成无穷后退。也许我们会说，既然列表中的“aRb”就已经表明了它是由a和b构成的，我们不需要新的关系来表明这一点。但在问题的这个阶段，需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确定地存在，也就是说，需要确定的是实体。如果a和aRb都是实体，那么它们作为相互独立的东西给出，因而需要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论证可以推广得到两个结论。其一，在一个关于世界的列表中，构成列表的各项间不能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则进入无穷后退。其二，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不与任何东西建立关系的物是荒谬的，那么关于世界的列表中就不能有物。


［疏解2］
 还可以构造另外一个无穷后退论证，以表明上述论证的抽象结构。这个论证实际上就是布莱德雷著名的关系非实在性论证
(2)

 。假定一个整体是由一些元素组成的事实，设这个由a和b组成的事实写成aRb，可以证明这个整体不能还原成关于其构成要素的任何枚举集合。显然，集合｛a，b｝不能满足要求。如果在集合中加入关系R，那么得到的枚举集｛a，b，R｝也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新的东西来使这三者结合起来，如此进入无穷后退。如果把R理解成单独依赖于a或b的东西，这不足以表明a和b结合了起来。而如果把R理解成依赖于a和b的统一体的东西，那么这就已经假定了a和b的结合。

这个论证不仅可以得到与疏解1中的论证同样的推广结论，还可以得到事实不能还原成物的枚举这样一个结论。由此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即使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事实是由物构成的，世界也不能由物构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把世界由事实构成理解成一种还原，事实由物构成也不能是还原性的，因而这里的构成关系是不可传递的。不仅如此，这个论证也保证了命题与名称的区别。这两者中的前一个也不能还原成后一个的枚举。

可以看出，疏解1中的论证是这个论证的特例。这是因为，在前者中，随着新关系的加入，加入了新的事实，而后者直接针对加入新关系所引起的后退。罗素是从关系理论入手建立自己分析立场的，维特根斯坦肯定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这个论证。如果我后面的解释站得住脚的话，《逻辑哲学论》的起点可以看成是对这个论证的一种发展。因此，我称其为《逻辑哲学论》的主论证（the master argument）。


［疏解3］
 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与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s）的区分对于理解《逻辑哲学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区分来自于罗素对布莱德雷关于关系的非实在性论证的反应。罗素认为布莱德雷的论证建立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所有关系都可以还原成关系项的性质。罗素是否正确地解释了布莱德雷，对此我们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罗素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什么是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他把所有能够还原成性质的关系都称为内在关系，而不能还原成性质的就是外在关系。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所有非对称关系都不能还原成性质，因而是外在关系。原因是，非对称关系是不可逆的，因而与关系项的次序有关。例如甲是乙的弟弟，乙就不是甲的弟弟。如果兄弟关系可以还原成性质，那么只要分别提到甲和乙，而不论两者的次序，我们就得到所需要的关系事实；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不提到次序，将无法确定甲是乙的弟弟，还是乙是甲的弟弟。正是基于这一点，罗素认为关系是存在的，而这些存在的关系就是外在关系。

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区分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如果关系项依赖于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内在关系；如果不依赖，就是外在关系。如果认为关系项是什么，这一点依赖于关系项的性质，那么从前面的区分方式就可以导出这个区分。不过，人们通常单独地在这种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这一对术语，无论是否承诺关系项对性质的依赖。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用的。这个区分的结果是，如果一种内在关系存在，那么它必然存在，而如果一种外在关系存在，则它也可能不存在。也就是说，内在关系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而外在关系则是偶然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建立内在关系的双方不具有这种关系，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自身，而这是不可能的。

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区分内在性质和外在性质。内在性质就是具有性质的东西所依赖的性质，而外在性质则是具有性质的东西可以缺少的。例如是一个偶数，就是2的内在性质，而是白的，则是苏格拉底的外在性质。

我们也可以用这里的术语来表述主论证所达到的结论。无穷后退是通过把关系理解成外在关系得到的，这就表明得到一个关系事实的不是外在关系，而只能是内在关系。这就是说，除非关系项依赖于一个关系事实，我们得不到一个关系事实。但由于我们会认为关系事实以关系项为前提条件，认为关系项依赖于关系，这就构成循环。仅当我们试图得到关系事实的充分条件，这个循环才是需要避免的。因此这一点限制了关于关系事实我们能够处理何种问题，在承认内在关系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停止寻求关系事实的充分条件。

这个结论直接影响到关于性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一个关于性质的事实理解成关系事实，理解成一个实体与一个性质的结合关系。于是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即除非实体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性质事实，我们得不到具有性质的实体。

1.11　世界是由诸事实，以及这些就是所有这些事实，所决定。

1.12　因为事实的总体既决定了是如此的东西，也决定了所有不是如此的东西。

1.13　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笺释］
 1.11实际上提到了两类事实，一类是组成世界的诸事实，一类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单独构成的：除了第一类事实，没有其他事实。第二类事实其实与世界就是事实的总体这一点相对应。1.12则说，第二类事实既决定了是如此的情况，又决定了不是如此的情况。正是因此，在1.13中第二类事实消失了，并被“逻辑空间”这个概念所取代：这里说“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而不是“逻辑空间中事实的总体”。1.12与1.13连起来读作，因为事实的总体有这样的作用，所以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疏解4］
 什么是逻辑空间，取决于它如何取代了事实的总体。1.13所说的就是，只要在逻辑空间中给出所有事实，无需进一步说明，这些事实在逻辑空间中，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了这就是所有事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借助于总体这个概念加以排除的东西，即所有不是如此的东西，借助于某事实在逻辑空间给出这一点就可以排除。可以肯定，在逻辑空间中排除不是如此的东西，并不像总体这个概念所做的那样，把所有不是如此的东西一齐排除，而是一个事实排除另一并非如此的东西。情况的成对出现，例如对于这匹马是白的，就有这匹马不是白的，使这种排除比较容易理解。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种情况排除另一种情况，这一点要与通过确定事实的总体来进行排除等效，那么这种等效性是如何获得的呢？

1.2　世界分解成诸事实。

1.21　任何情况都可以如此或不如此，而其余的一切保持不变。


［笺释］
 从世界由事实构成，到世界分解成事实，并不是一个贫乏的过渡。1.21给出了过渡的要点所在，这个过渡表明了关于情况的可能性这个概念。可以如此或不如此的情况，其实就是具有可能性的情况。这匹马是白色，与这匹马不是白色，这是同一种可能性。1.21说与诸事实相关的可能性彼此独立。这匹马是不是白色，与那匹马是不是白色，就其是可能的情况而言，是彼此无关的。


［疏解5］
 由此可以理解1.13所说的逻辑空间。逻辑空间表明的是可能性，它包含了情况是如此和不是如此这两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属于同一种可能性，它们彼此排斥。我们可以把一个逻辑空间理解成具有若干维度的坐标空间，每个维度具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情况占据某个维度时，就具有两个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例如，如果这匹马是白的，那么情况就不是，这匹马不是白的。这两个情况彼此排斥，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种可能性。事实在逻辑空间中，这就是说，两个情况中的一个是事实。一个事实位于逻辑空间中，这就排除了另一个情况是事实的可能性。这样一来，1.12所说的通过总体的概念排除的东西，就可以通过位于逻辑空间中的事实来排除。如果这两种排除方式等效，就可以消除1.11所提到的第二类事实，进而，我们可以理解1.13。

现在可以回答，为何这两种排除方式等效。仅当逻辑空间所表明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由总体这个概念所决定的，才会有所需要的等效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逻辑空间所表明的可能性就是与其他事实共存的可能性，因此为逻辑空间中的事实所排除的那个可能性，就是为事实的总体所排除的东西。因此，事实就是与其它情况共存的情况。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分解路线：事先给定的整体通过分解得到了构成这个整体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必定为构成整体的部分所有。这条分解路线在这里就是：对世界的分解得到了事实，或者说得到了某情况是事实的可能性。

这条路线不同于另外一种贫乏的说法：如果由一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这些东西就具有了构成这个整体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不贫乏，在于这个整体确定了被归于部分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并且关键是，为了谈论这种可能性，我们不需要提及整体。对作为事实总体的世界来说，某情况是事实，这一点本身就说明了它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事实这个概念依赖于世界这个概念。一种情况是或不是事实的可能性，就是通过对世界的分解所决定的。但是，事实与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一个来定义另一个。它们间的依赖关系在于，对于事实这个概念的理解，要以世界这个概念为前提。


［疏解6］
 这条分解思路自然而然地阻止了无穷后退的发生。

依据1.11我们可以说，这里不仅有两类事实，而是有无穷类事实。例如第三类事实是这样的事实：除了第一类事实和第二类事实，没有其他事实；第四类事实则是，除了第一、二、三类事实，没有其他事实；如此等等。这种事实的分类方式可以引入类似于类型论的阶次，来避免彼此冲突。由此就进入了无穷后退。

这种无穷后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总体性这个概念的难处。一个总体就是包含其所有成员而不被其成员所包含的集合。如果对任一序列都存在总体，这个总体包含了序列中的所有成员，而不被这些成员所包含，那么由一切事物构成的序列就不存在总体，因为总可以找到一个东西来包含被认为是总体的东西。显然，一切事实的总体是个悖论性的概念。

产生悖论的原因在于，我们从给定的序列成员出发来确定这个序列的总体。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正好相反，从已经给定的总体出发，通过分解这个总体，来确定构成这个总体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在总体没有给定之前，我们甚至不能说这个序列中有什么。按这种从整体到部分的思路，当我们以某种方式谈及部分时，也就触及到了整体。换言之，当我们联系到逻辑空间来谈论事实，当我们谈论事实的可能性时，也就以某种方式触及到了世界这个总体。当然，我们不能转而把这样触及到的总体作为事实，否则就又要进入无穷后退。一个比较直接的限制是，当总体以这种方式触及时，就不能以受制于这一点的方式给出总体；也就是说，决定什么是事实的东西，本身不是事实。

有了这一限制，疏解5中所说的分解的非贫乏性就得到了保证。关于这个限制是如何满足的，在文本的展开中会逐步清楚起来。事实上，这个限制以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为基础，从而不仅体现为作为事实总体的世界与单个事实间的关系，而且体现为事态与客体间的关系。关于前一种关系，6.45说，把世界当作有限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这就否认了世界作为总体是事实。


［疏解7］
 显然，由疏解1，对世界的分解得到的事实间彼此没有关系。就避免无穷后退这一目的而言，这里所说的关系就是借以能构成新事实的东西。如果否认像“并且”这样的词表示这样的关系，那么在陈述事实时使用这个词，就不会进入无穷后退。

这点考虑使我们对于事实的组合性这种说法要多加小心。显然，事实本身是不可组合的，不同事实不能组合得到一个事实。但可以有逻辑上的组合，例如合取所表明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要给出了构成逻辑组合的那些事实，也就给出了所有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事实。逻辑组合对应的结构不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枚举这种意义上的结构，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我们期待后面会有所交待。



————————————————————


(1)
  Wittgenstein's Lecture
 ，Cambridge 193—1932，from the notes of J．King and D．Lee，ed．Desmond Lee（Oxford: Blackwell），1980，＃112.


(2)
  Sprigge，T．L．S.，“Bradley”，from Routledge Histroy of Philosophy
 ，Vol．7，Routledge，1994，Chap 15，p．378.


2．事实

2.0　客体、事态和实在

2.　确实如此的情况，事实（Tatsache），就是事态（Sachverhalten）的存在。


［笺释］
 这里要注意“Tatsache”与“Sachverhalt”这两个意义接近的德文词。前者一般翻译为“事实（fact）”，这基本上没有争议。后者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种是“原子事实（atomic fact）”
(1)

 ，一种则是“事态（state of affairs）”
(2)

 。前一种译法也为罗素为《逻辑哲学论》所撰写的序言所支持，至今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译法。

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得到支持。注意到这里出现的“Tatsache”是单数形式，而“Sachverhalt”则是复数形式（Sachverhalten），就会看到这里涉及到某种组合关系，即一个事实是由多个Sachverhalten组合得到的，而将“Sachverhalt”译成“原子事实”就表明了这种组合性。后一种译法受到另一个证据的支持，Sachverhalt的存在就是事实，而它本身应当不包含存在，这就构成一个区别，就其存在与否而言，我们关心的东西是事实，而若并不关心存在与否，就是Sachverhalt。这个区别使“Sachverhalt”译成“事态”。

看起来这两种译法都有自己的困难。前一种译法明显的困难是，如果疏解7所说的是对的，那么通过组合构成事实的东西就不可能是事实，从而也不能是原子事实。后一种译法的困难是，它在体现出Sachverhalt与事实的区分的同时，却难以表现事实的组合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里提到的组合性。我推荐后一种译法，并在本书中坚持这样译。我的理由是，存在一种特定的理解，使得这里所谓的组合性并不是一种事实（原子事实）组合构成了更大的事实。关于这个理由我到后面再详细讨论（参见疏解27）。


［疏解8］
 对世界的分解得到事实，而在这里我们有从一个从事实向事态的过渡。对于世界的分解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特定事实总是已经有了与其它事实共存的可能性，就这种可能性而言，它是事实或不是事实——但无论它是否事实，它之是或不是事实，这都已经是事实了。不过，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考虑这种是事实或不是事实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确定的情形，我们说其是事实或不是事实的，就是这种情形，这就是事态。事态与事实的关系是这样的：任何事实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事态存在着。

2.01　一个事态就是客体（实体、物）的一个组合。


［笺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没有说事态是客体通过某种关系的组合，而直接说事态就是客体的组合。这个说法得到2.03的呼应。


［疏解9］
 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不借助关系，我们能够得到事态吗？按传统的形而上学我们可以说，命题不仅包含殊相，而且还包含共相，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才能够从一个事态过渡到另一个事态。共相的存在使这种过渡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过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在不同的陈述中谈到同一个事态，或者说断定这些陈述所陈述的事态是同一个事态。因此共相的存在同时也是能够谈论事态的前提条件。这里所说的共相，就是性质或关系这些用谓词所表述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似乎否定谓词能够表示什么，那么他必须能够解决事态的过渡问题。


［疏解10］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没有像弗雷格那样区分对象与概念？弗雷格需要首先在命题中容纳真与假的区分，而这种区分依赖于能够在命题中加进否定——在能加进否定的地方与不能加进否定的地方就有饱和与不饱和的区别，这就是概念与对象的区别。但是，弗雷格没有清楚地说明这是属于可确定的东西间的区别，还是用来确定的手段上的区别。他用了同一种关系（Bedeutung）来表明概念和对象与其对应表达式间的对应，而这就使得一种可能是表达式的区别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别。

有理由否定对象与概念的区分。

在句子

（1）“马”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中，我们引入记号“［马］”来专门表示概念，于是得到

（2）［马］不是一个概念。

但我们允许

（3）这个［马］

这样的记号，它与

（4）这个是马

这样的句子等价。在（2）和（3）中“［马］”表示同样的东西。弗雷格对（2）的解释是，［马］与一匹马是不同的，前者是概念，后者是对象。但依据弗雷格，这一点是不能说的，因为，

（5）并非马［马］

是明显的矛盾，而在“马≠［马］”中“［马］”又被用作对象了。这个区别被认为是范畴区分，只要严格采用弗雷格的记法就不会提到这种区分。但是，为什么要在类的区分之外再加上一个范畴区分呢？究竟什么是范畴区分，这里根本就没有解释。我们只能说，“［马］”做主词构成的句子是无意义的，而这正是要求我们解释的东西。

把上述矛盾当作归谬论证，可以认为其中引入的一个前提被否定了。似乎可以认为，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表明的，“马”与“［马］”与其所表示的东西间具有不同的关系。不妨令“马”与其对象的关系为r1，而“［马］”与相应概念的关系为r2。但是，如果指称仅仅是引入命题之外的东西，那么区分r1和r2就毫无道理。这样就只好断定，这里根本没有对象与概念的区分。


［疏解11］
 取消对象与概念的区分，同时又承认对象存在，这是否与疏解1对于关系的本体论地位的拒斥相矛盾呢？在弗雷格的框架里，关系与性质同属于概念。如果排除对象与概念间的区分，那么关于关系就无从谈起（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只需注意到一点，这种表面上的冲突就消失了——在疏解1中谈到的关系是结合某物的东西，无论所结合的是对象还是概念，其中的观点都适用。因此，拒斥概念与对象的区分与拒斥关系，这两者可以在不同层次起作用，这两个层次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对关系的拒斥意味着，使事物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与事物处于不同的层次，而这就不必设定如此结合的东西对于结合起了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必象弗雷格那样区分出饱和的东西（对象）与不饱和的东西（概念）。在弗雷格那里，这种饱和与不饱和的区分正是结合为一个整体所需要的——饱和的东西填在不饱和的东西所留下的空位（主目）中，彼此嵌合在一起，而不需要第三方的结合。

2.011　能够成为一个事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一个物来说是本质性的。


［笺释］
 这是在说，如果一个客体构成了一个事态，那么客体本身中已经有构成该事态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不是客体之外附加的东西。我们不是先确定客体是什么，然后确定由该客体构成了什么事态，而是先确定客体构成了什么事态，然后由此确定客体是什么。显然，如果要使用这样得到的客体来解释客体是如何构成事态的，那么得到的就只能是贫乏的解释。因此，维特根斯坦所面临的问题决不是在假定了客体已经给定的情况下解释事态是如何得到的，而是在假定事态已经给定的情况下揭示构成事态的东西是什么。


［疏解12］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顺序呢？这个顺序正好与罗素式的以外在关系为基础的分析策略相反。罗素的外在关系理论主张，真正的关系不能还原成性质，而是在关系项之外附加的东西，它把关系项结合为一个整体。在罗素看来，哲学分析的目的就是寻求建立这种整体的外在关系，他称这种外在关系为“逻辑形式”。这就是罗素式的分析理念。但外在关系理论立即遇到疏解2所说的无穷后退问题。有趣的是，罗素的外在关系理论是在对布莱德雷的关系非实在性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能力应对布莱德雷的论证。类型论似乎提供了一条思路，它允许个体的存在与关系的存在并不处在同一层次上，因而不能在说个体存在的意义上说关系也存在。类型论导致的是一种层级本体论，但它的语义学却很难导出一种层级间的本体论关系解释，而给出这种解释的论证负担，却恰好落在罗素身上——何以能说存在的个体通过不存在的关系结合到一起呢？

与罗素不同，维特根斯坦直接把布莱德雷的论证拿来作为出发点，从它所要求的整体的优先性入手建立分析理念。虽然维特根斯坦式分析也包含着分解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目的和实现方式却与罗素式分析完全不同。罗素式分析是还原式分析，而维特根斯坦式分析则是阐明式分析。后者的目的是理解确定地给与的东西，而不是试图削减或者修饰它。达到理解的方式是，通过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整体的确定性就规定了部分的可能性，一旦了解了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就知道了整体的确定性所规定的是什么。显然，两种分析反差极大，把《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与罗素一起称为“原子论者”，是一种彻底的误解。

2.012　逻辑中不存在偶然的东西：如果一物能够出现在一事态中，那么该事态的可能性就已经在该物中预先决定了。

2.0121　先有一个就其自身而言独立存在的物，后来才有一个与之适应的情况，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偶然。

如果物能在事态中出现，那么这种可能性必定已经在物中了。

（逻辑中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逻辑处理所有可能性，所有可能性都是其事实。）

正如我们根本不能在空间之外设想空间之物，或不能在时间之外设想时间之物，我们也不能在与其它客体的结合之外设想任何客体。

如果我能在事态的结合中设想客体，那么我就不能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之外设想客体。


［笺释］
 客体能够出现在何种事态中，这一点决定了客体是什么。只有在这种依赖关系中，我们才会有一种关于客体的逻辑上的确定性。情况不是，客体的概念优先于事态的概念，而是事态的概念优先于客体的概念。这种顺序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顺序正好相反。通常的顺序是，事态由客体构成，因此可以在构成事态之前先给出客体。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才会有“不借助关系，如何把客体结合起来构成事态”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必须在给定客体之前在某种意义上给定事态，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伪问题。

括号中所说的“纯粹可能的东西”，就是一种它是什么还未得到规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成为X的可能性”这一语式中的“X”没有内容。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这可以理解为没有不与任何事态相联系的可能性。在逻辑中，唯有与事态联系起来才能确定可能性是什么。


［疏解13］
 如果在给定客体前就已经以某种方式给出了事态，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这样的：“如何能从给定的事态A过渡到需要解释的事态B”，这就是事态的过渡问题。这个问题是通过共享客体解决的。如果事态A与事态B共有客体，那么在这个共有的客体包含了A的可能性的意义上，也包含了B的可能性，因而在A具有可能性的意义上，事态B也是可能的。显然，必定有一种理解使我们能够说，某些事态属于同一个可能性，某些事态则否（例如空间事态的可能性等等）。无论这种理解是什么，都必定表现于这些事态能够共有客体。这些事态共有客体，这一事实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种可能性。


［疏解14］
 从这里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逻辑是什么。这里的逻辑概念显然不同于罗素所理解的逻辑形式。在罗素那里，逻辑形式就是把命题中的常项替换为变项以后所获得的剩余物，因此，形式首先在外延化的角度上理解，逻辑研究的是给定实体的外延化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这里，逻辑关心的首先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受制于构成的整体本身。只有在这种整体的规定之下，我们才会有其部分的可替换性，因此没有罗素所设想的那种意义上的变项，进而也没有与这类变项概念相联系的外延化理解。

在附加了类型论之后，罗素所理解的逻辑形式才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概念相接近。类型论要求以一种内涵的方式理解变项，但却又试图用替换规则（只能在同类型的变项和常项间进行替换）来体现这种理解。替换规则的表述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全称量化的形式（所有变项都属于已经规定了的那些类型），而这却又是外延化的方式，这就使类型论本身陷入窘境。类型论不能容纳罗素所洞见到的内涵要素，这是由于罗素已经行进在一条由外延化的逻辑理念规定好了的路线上。外延化的逻辑理念与罗素式的分析理念相关联。

罗素的分析理念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整体是什么，这受制于构成整体的原子结构，因此，这种原子结构不受制于整体是什么。这一点体现为，不存在一种事先给定的整体概念，依据这种概念对将要结合起来的原子进行筛选，也就是说，不存在变项类型的区分。只存在一类变项，这就是外延化逻辑的核心观点。蒯因显然意识到了类型论与外延化理念的不协调之处，因此他认为策梅罗的公理集合论要比类型论更可接受。前者通过公理化满足了单变项类型的要求。


［疏解15］
 维特根斯坦在2.012直接了当地建立了逻辑必然性的概念，看起来有些变戏法的味道。但他的思路一点都不含糊：客体本身是什么，这一点取决于它能与哪些客体相结合，因此，一旦客体被给定了，它能与哪些客体结合，也就必须事先确定了，而逻辑上的必然性就可以表述为，这就是所有可能性，其它的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思路有几点需要说明。

先回答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客体间结合的可能性呢？如果不是，那么即使客体决定了与其它客体结合的可能性，这样决定的也不是所有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所有可能性都是关于某种情况的可能性而不是关于客体的可能性，或者说，提到“X的可能性”这种语式，替换“X”的一定是对一种情况的描述。有时候我们说一个物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这个物的存在是可能的，进而是指构成这个物的东西可能构成了这个物，而这是一种情况。在模态逻辑中，适用于模态算子的一定是命题，而命题陈述一种情况。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客体间结合的可能性，就是所有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客体是什么，取决于它具有与哪些客体结合的可能性，那么为了确定一个客体，就要先确定其它客体，而这构成了循环。确实，这是一个循环，但如果所有客体一起确定下来，那么这个循环并不是有害的。如果客体仅仅是设定出来的，那么关于循环的问题是不相干的。后面我们将看到，客体是为了阐明命题具有确定语义而设定出来的，并没有一种关于客体的事实（参见疏解129及疏解189）。

第三个问题出于一种变戏法的感觉。产生这个感觉的地方是，如果客体是什么，这一点取决于它具有与哪些客体结合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能与哪些客体结合，决定了客体是什么，但由此不能得出，给定了客体，也就给定了与其它客体结合的可能性，因为在逻辑上我们不能从蕴涵式的后件（客体是什么）推出前件（可能与哪些客体结合）。这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问题。这里起作用的是本体论上的依赖关系，而不是逻辑蕴涵关系。就前一种关系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类比说明：如果儿子的性格依赖于父亲的性格，那么从儿子的为人，就会了解父亲的为人。如果把依赖关系写成蕴涵式，就绝不会出现前件为假后件为真的情况，因而总是可以从后件为真得出前件为真，这就是与逻辑蕴涵关系的区别之处。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思路的与众不同之处，它把可能性归于存在的东西，即客体。这不是说客体是可能的，不是说客体是承受可能性的东西（客体的结合才是），而是说客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给出可能性的东西，客体的存在保证了有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性具有了某种本体论地位，从而印证了2.0121括号中的话，即可能性是逻辑的事实。如果认为逻辑无关乎事实，那么就必须认为客体的存在不是事实——后面会看到，维特根斯坦同时坚持这两个观点。也正是这个特征，赋予了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逻辑以内涵性的特色。这种逻辑允许使用一些设定其存在的东西来锁定一些逻辑概念，而不必用形式化的方式来展开它们。

2.0122　就其可以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出现而言，物是独立的；但这种形式的独立却是与事态的一种联系，即一种形式的依赖。（词不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一种是单独出现，一种是在句子中出现。）


［笺释］
 客体的本质由其出现于其中的事态确定，而如此确定的是客体构成该事态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不知道由客体构成的是什么事态，也就不知道客体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客体依赖于事态。但确定客体的是事态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际出现的事态，就构成某一事态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是构成另一事态的可能性而言，同一个客体能够在不同事态中出现，这样理解的客体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性并不表现为客体的独立出现，而是表现为客体可以与不同的客体结合。


［疏解16］
 维特根斯坦用词来类比客体。括号中关于词的谈论可以直接用于客体。如果词在其单独出现中就已经有了确定的意义，那么在其出现于句子中时，我们就需要表明这是同一个词。这个困难类似于疏解1所提到的问题，即独立存在的词如何构成句子整体。给定一个独立的词，在已知这个词与句子中的某个词是同一个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解释句子是如何构成的。词如果本来就要构成句子，那么就只能出现于句子中。

不过这就遇到另一个问题，出现于不同句子中的词何以能够是同一个词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回答说：它们可以是同一个词，而这一点不需要预设它们同一于一个独立的实体（例如理想的具有确定意义的词）。如果一个词是不是另外一个词，这一点依赖于这两个词都与之同一的东西，那么新引入的同一性就仍然需要新的东西来保证，如此一来就进入无穷后退。

2.0123　知道一个客体，也就知道其出现于事态中的所有可能性。

（所有这样的可能性必定已经伏于客体的本质中。）

不可能在后来发现新的可能性。


［笺释］
 如果知道一个具有某个特定形状的客体，那么就知道它能够具有的所有形状。理解上的这种连带关系体现于形状这个概念中。例如，如果我知道什么是形状，那么也就知道什么是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等（当然，这不同于知道“三角形”、“平行四边形”这样的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形状的可能性都包含在形状这个概念中。这一点排除了这种情况：把所有可能性都列举出来，后来又发现了新的形状，这种形状不属于原来的形状概念，以至于把这种新形状加入序列以后，我们得到了新的形状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形状的概念决定了什么是形状的可能性；而不是，形状的概念是所有可能形状的集合。这样一来，知道客体具有特定形状，也就是在形状的概念下设想这个客体，从而也就知道所有形状的可能性。同理，知道一个客体，也就知道该客体所有的可能性。

2.01231　为了知道一个客体，必须知道的不是其外在性质，而是内在性质。


［笺释］
 在何种意义上知道一个客体呢？在这种意义上：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也就知道关于该客体的其它所有可能性。就其决定了客体的其它所有可能的形状而言，知道该客体具有的特定形状是什么，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具有形状。4.123说，内在性质就是客体不具有该性质是不可设想的。依据这个说明，一个客体具有特定形状，就不是内在性质，而是外在性质，而一个客体具有形状，则是该客体的内在性质。这里，决定客体其他所有可能性的是其具有形状，因而是其内在性质，而不是其具有的特定形状。内在性质就是我们在相应概念下设想客体，因而该客体所具有的性质，显然，决定客体其他所有可能性的，是其内在性质。它具有外在性质，这一点表明了它具有相应的内在性质；而为了表明这一点，它具有哪个特定的外在性质，是无关的。

2.0124　如果所有客体都给出了，那么所有可能的事态也就给出了。


［疏解27］
 2.012至本节的思路基本上是从事态到客体，然后又从客体到事态。2.0121通过事态规定了客体的本质或其内在性质，2.0122则强调客体的某种独立性，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单独把握客体的本质，而2.0123到2.0124则从单独把握的客体回到事态，这一次是回到所有可能的事态。因此总的思路就是，从给定事态到客体，由此确定的客体概念包含了事态的可能性，而对事态的可能性的确定则决定了所有可能的事态。这种往返式的思路可以这样概括：通过对事态的分解，我们得到的是事态的可能性的概念，而事态的可能性体现为构成事态的东西，即客体，一旦把握了客体，也就确定了从客体出发通过客体的组合可以确定的事态的总和，即所有可能的事态。通过分解得到的可能性概念在合并的过程中表明为就是限定被分解之物（在这里就是事态）的东西。这种分解—合并的路线在后面还会看到。可以说这条路线就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分析理念，即阐明式分析的基本特征。


［疏解18］
 这里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一开始给定的事态并不是所有事态，而仅仅是部分事态，那么，部分事态何以能够决定所有可能的事态呢？对这个问题直接了当的回答是：决定所有可能事态的东西，并不是给定的那些事态。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是所有可能的事态本身是什么决定的，而是，决定所有可能事态的东西，必定体现于确定给定的那些事态的方式中，因此，据以确定给定事态的方式表明了所有可能的事态是如何确定的。关键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要把所有可能的事态分析为给定的那些事态，也不是分析为构成给定事态的客体，这是罗素式分析所承担的任务；维特根斯坦所要说明的是，阐明了给定事态是如何确定的，也就阐明了所有可能的事态是如何确定的。所有可能的事态与给定事态都是按同样的方式确定的，即都是由其所包含的客体所确定的，因此确定了客体也就确定了这种方式是什么。

2.013　可以说每一物都在可能事态的空间中。我可以想象这空间是空的，但不能脱离空间来想象物。


［笺释］
 1.13中的逻辑空间这个概念在这里再次出现。事态的可能性在这里就是客体所在的逻辑空间，既然客体是什么，这一点为由其能够成何种事态所决定，我们就不能脱离逻辑空间来设想客体。这一点正像我们不能脱离空间来想象一个物体一样。

2.0131　空间客体必定处于无限的空间中。（一个空间的点就是一个主目位置。）

视野中的一个斑点不必是红的，但必定具有一种颜色；它必定被所谓的颜色空间所包围。音调必定有一种高度，触觉客体必定有一种硬度，如此等等。


［笺释］
 空间的无限性在这里不是说存在一个空间（例如广义相对论中的宇宙空间），而这个空间是无限的；而是说，我们的空间概念并没有为界限的设定留下余地。把空间的点类比于主目位置，而把位于这个点上的客体类比于主目，就会看到这一点。在命题f（a）中，a是主目，而“f（）”则用空的括号表示主目位置。是否应当有一个主目位置，取决于这里是否应当有一个主目，而并不取决于某种事先确定的关于主目位置的拓扑性质。例如，在三元关系f（a，b，c）中，我们需要三个主目位置，但限制主目位置的是我们要描述的是一种三元关系，而不是这三个主目位置本身的某种限制使得这里只能有三个主目位置。这一点决定了什么是主目位置，而主目位置的概念中并没有为设定其自身的界限留下余地。


［疏解19］
 逻辑空间是不是就是客体呢？一方面，客体所在的逻辑空间决定了客体是什么，另一方面，客体又决定了逻辑空间的可能性（2.0124），这似乎使我们认为客体与逻辑空间是同一回事。尽管逻辑空间与逻辑空间中的客体是一同确定的，它们的关系却可以这样概括：逻辑空间所表明的就是我们设想客体的方式，因此，就由此设想的是什么而言，我们谈论客体，而就以何种方式来设想而言，就关系到逻辑空间。虽然两者必定是同时确定的，但却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确定客体和逻辑空间。可以直接确定一个客体，我们说它是什么什么；确定了一个客体，就连带地确定了包围着它的逻辑空间。但不能直接确定一个逻辑空间是什么，正如不能直接区分一个空的二维空间和一个空的三维空间，我们也不能直接区分一个颜色空间和一个音高空间；我们通过引入客体来进行这种区分，这就像引入若干个点来区分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一样。

2.014　客体包含了所有事态的可能性。

2.0141　客体出现于事态中的可能性就是客体的形式。


［笺释］
 引入逻辑空间的结果是，我们可以独立地谈论客体，而不必连带上客体出现于其中的可能事态。逻辑空间的这种过渡作用在从1.11到1.13的过渡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在独立地谈论客体时，事态的可能性被归于客体，这就是客体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客体的形式就对应于客体出现于其中的逻辑空间。

2.02　客体是简单的。

2.0201　任何关于复合物的陈述都可以分析成一个关于其构成成分的陈述，进而分析成彻底描述复合物的那些陈述。


［笺释］
 客体的简单性是就其不能被分析而言的。这里显然参照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摹状词理论表明，那些以引入简单物的方式（指称）引入的复合物并不因此就成了简单物。我们可以把关于复合物的指称分析成一个关于复合物构成的命题，关于复合物的谈论有意义，仅当这个命题是真的。

2.021　客体构成世界的实体。因此它们不能是复合的。

2.0211　如果世界没有实体，那么一个句子是否具有涵义，要依赖于另一个句子是否为真。

2.0212　这样就得不到关于世界的图像（无论是真或假）了。


［笺释］
 这是一个关于简单物必须存在的论证。可以把这个论证陈述如下：如果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复合物，那么所有关于世界的命题就都可以按摹状词理论分解，使得这些命题有意义，仅当分解以后得到的命题为真；但命题为真，以命题具有意义为前提；因此如果分解以后得到的命题仍然是关于复合物的命题，那么这些命题具有意义，就要以另外一些命题为真为前提，如此就进入无穷后退。因此，必定存在简单物，这些简单物是对描述世界的命题进行分解以后得到的。这个论证实际上进一步表明了，描述世界的命题最终分解成的那些命题就是关于简单物的命题，由于构成世界的事态被认为是由客体构成的，这些简单物就只能是客体。指称简单物实际上就是指称客体。


［疏解20］
 1.1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物的总体，言下之意就是世界中没有客体；这里却又说世界的实体就是客体，这似乎是矛盾。但客体与事实确实是在不同层次上引入的。事实的引入是通过这样一个论证：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地谈论世界，那么我们实际上能够确定地谈论的只能是事实；而引入客体却是通过这样一个论证：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地谈论事实，那么我们的谈论手段必须以客体为基础。这里的层次区分就是能够被确定的东西和据以确定的东西之间的区分。

2.022　很清楚，无论想象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有多不同，它必定与真实世界共有某种东西——形式。


［笺释］
 这并不是说，构成想象的世界的材料来自于真实的世界，而是说，我们描述和理解想象的世界的方式与描述和理解真实的世界相同，而这种方式就是形式。当然，想象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共有形式，这并不是这两种世界的某种特征决定的，而是由这种共有的形式与世界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没有关系决定的。我们可以设想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能够描述和理解这个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必定能够成为真实的世界。显然，这里所谓的想象，对于是否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活动，是没有关系的。想象的世界就是可能的世界，所谓的想象是就其逻辑的意义而言的。

2.023　客体就是构成这种固定形式的东西。


［笺释］
 客体的形式与事态的形式是同一个东西。不过，当形式作为逻辑空间而被置于理解的背景中，客体本身就意味着形式。正如点标出了空间，客体提示了形式。

2.0231　世界的实体只可能决定形式，而不能决定任何实质的性质。因为实质的性质只能通过命题来描绘，而这只能通过客体的配置得到。

2.0232　可以这么说，客体是无色的。


［笺释］
 所谓实质的性质，就是只能被表述为命题的性质。例如“红的”所对应的性质就只能表述为“x是红的”这种形式的命题，使得x具有这种性质，当且仅当命题“x是红的”为真。如果这种命题预设了客体，那么客体本身能够确定的性质，就不必通过命题来确定，因而客体没有实质的性质。


［疏解21］
 我们可以区分客体本身的性质和通过与其它客体相结合才能确定的性质，前者就是客体的内在性质，就是客体的本质和形式，后者则是客体的实质的性质。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把一个性质归于某客体a。单单用名称“a”来指称，就在一种意义上确定了a的性质，这与由“a”构成的何种命题为真没有关系。这样理解的性质就是客体的内在性质。若要确定客体的外在性质，或者说它的实质的性质，就需要确定包含名称“a”的哪个命题为真。显然，客体的内在性质构成了断定某个命题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世界的实体所决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客体的实质的性质不是其内在性质，换言之，不属于客体本身。


［疏解22］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性质就是共相，而共相则是实体，进而是客体。按照这个说法，所有性质都可以通过指称的方式给出，并没有必须通过命题才能描述的性质。维特根斯坦显然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弗雷格关于对象与概念的划分似乎可以作为拒斥这个观点的基础。这个划分的实质就是把概念理解为函项，而概念与对象通过函项与主目的区分自动区分开了。但在弗雷格那里，谓词与概念的关系却是不清楚的，弗雷格用“Bedeutung”来表示这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主词与对象之间。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呢？

依据疏解10的说明，对象与概念的区分是可疑的。但是如果不要这个区分，按照疏解2给出的主论证的观点，除非整体已经给出，不可能通过部分的结合来得到整体，弗雷格赋予概念的结合功能就必须交给事先给定的整体，即命题。这样一来，实质的性质就是必须由命题来表达的性质，因为，即使我们把实质的性质理解为共相，它也不是自动地归属于某个客体，而是必须与客体结合起来才能这样归属，而这就意味着必须通过命题来进行归属。因此，实质的性质与形式间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形式本身已经属于客体，而实质的性质则是后来才被归于客体的，其本身还谈不上属于任何客体。

2.0233　除了其外在性质，两个具有同样逻辑形式的客体仅仅在其不同的意义上不同。

2.02331　要么一物具有其他东西所没有的性质，于是可以直接采用描述的方式将其直接区分出来，从而指称它；要么有若干事物与其共有所有性质，于是不可能挑出其中任何一个。

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来区分它，那么我就不能区分它，否则它就已经被区分出来了。


［笺释］
 这在两类性质对于客体的个体化功能的角度来阐述客体。如果两个客体有同样的形式，那么这里有两个客体这一事实就已经使其区别开了。这就像空间中的两个点，我们确定了两个点，它们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点。就形式而言，客体能够区分，除非它们已经区分开了。

能为区分客体提供依据的只能是外在性质，即实质的性质。把2.02331与莱布尼兹律对照起来看是有启发性的。莱布尼兹律说，两个东西本身同一，这与两者不可区分是一回事。如果一物与另一物有不同性质，那么它们不是同一物。而如果一物与另一物不可区分，那么按照莱布尼兹律，它们应当是同一的，因为不可区分物同一；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断定这一点，而只是说，如果不能这样区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区分。关于客体的同一性，会在5.53节以下得到详细说明。这里只提前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客体同一这样的事实，那么不可区分物同一，这个原则就什么也没有说。

维特根斯坦没有提到区分不同形式的客体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意思的情况。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客体，这一事实的存在就意味着这两个客体共有构成一个事态的可能性，因而就具有同样的形式。一个事态或事实不可能由彼此形式不同的客体构成。

2.024　实体就是那不依赖于情况是怎样的东西。


［笺释］
 有了实体，才能够确定地断定情况是怎样的，因此实体不依赖于情况是怎样的。

2.025　这就是形式和内容。


［笺释］
 这里的“这”并不指代前面提到的东西，而应当理解为一个形式主语。这句话读作“于是就有了形式和内容”。

2.0251　空间、时间和颜色（具有颜色）是客体的形式。


［笺释］
 要区分空间与特定的空间性质（例如特定的位置、方向、距离等等），前者是就某客体在空间中而言的。仅当在空间中，我们才能说这个客体具有某个位置，才能说它与另一客体的距离等等。同样要区分时间与特定的时间性质。对于颜色，要区分具有颜色与具有特定颜色，前者是形式，后者则是实质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客体是无色的，它也处于颜色空间中，从而能够具有特定颜色。

2.026　仅当有客体，世界才有固定的形式。


［笺释］
 是否能说形式本身就是固定的，因此世界只要有了形式，就有了固定的形式？不行。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叫做“世界具有形式”。世界具有形式，就是说构成世界的事态具有形式；事态具有形式，就是说事态是由特定客体构成的。


［疏解23］
 似乎可以说，同一事态可以由不同客体构成，因而可以有不同形式。但是，形式是通过事态来确定的，形式就是构成事态的可能性，因此同一事态不可能具有不同形式。这样看来，无须引入客体，我们直接就得到“世界具有固定形式”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却是贫乏的，这与“世界就如其所是”没有什么区别。问题在于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一点的。我们按特定的方式从一些事态过渡到另一些事态，而世界整个地是什么，对此的理解依赖于这种过渡。依据某些事态我们确定一些客体，然后利用这些客体构成另外一些事态，这就是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方式。而采取这种方式，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客体我们能够从一个事态过渡到另一事态，因而客体本身就必定包含着构成事态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借助于客体：除了构成事态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关心客体的其他方面，对我们来说，客体所确定的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即事态的形式。因此，2.026所说的是必然的。

2.027　固定的东西、存在的东西，以及客体，是同一个东西。

2.0271　客体是固定的、存在的；配置是变化的、可变的东西。

2.0272　客体的配置构成事态。


［笺释］
 这样就使形式与内容得到了说明。客体决定形式，而配置决定内容。形式是不变的，变化的仅仅是内容。例如空间中的两个点，作为客体它们仅仅是点，这一点是不变的；变化的两个点的距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摆放这两个点，取决于它们的配置。


［疏解24］
 事实上，甚至连说客体是固定的，这也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不变性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客体本身，或者说是我们给出了客体这一事实。也可以说，客体的不变性并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先给出了客体，后来发现它是不变的。不能说不变性是关于客体的事实，而是客体表明了关于不变性的要求。这一点从2.021—2.0212关于客体必须存在的论证中就已经可以看到。

关于客体这个概念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客体作为简单物，此时如果把变化理解为简单物的不同组合，就可以得出客体是不变的。这种理解我们称为形而上学理解。另一种理解则是把客体理解为2.021—2.0212所需要的语义确定性要求，按这种理解，客体之所以不变，仅仅是因为只有在客体的基础上才能描述或设想变化，因此客体是变化的标准，客体本身就表明了什么是不变性。这种理解我们可称为语义学理解。值得注意的是，2.021—2.0212同时涉及这两种理解，因此这两者是否能够分离还需要讨论。可以看出，如果持一种关于词项语义的指称理论，这两种理解是相互蕴涵的；而如果抛弃这种指称理论，则两者可以分离。我们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持一种指称理论，而在《哲学研究》中则放弃了。因此后来即使维特根斯坦批评简单物的概念，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与客体相关的一些观点。不过，此时客体这个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2.03　在事态中，客体就像链条的环节一样连接在一起。

2.031　在事态中，客体以特定方式连接在一起。

2.032　客体在事态中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事态的结构。

2.033　形式是结构的可能性。


［笺释］
 整个2.02节讨论的是客体，现在从客体回到事态。2.0272是从客体回到事态的过渡。这个过渡的自然性在于，一旦明白了客体是什么，由客体构成事态是怎么回事，也就清楚了。

2.03暗示客体连接在一起，并不需要连接的东西，也就是说，不需要关系来连接客体从而构成事态。这一点引起了很多讨论，原因是没有建立一种合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合适的角度上看，这应当是很自然的。前面疏解22的说明已经提供了这个角度。之所以不必引入连接的东西，是因为要说明是什么连接了客体，我们需要提到事态。例如为了说明什么是上下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是一个事态。只有整个事态能够确定什么连接了客体，因而为了构成事态，我们不需要连接客体的东西，否则就进入了无穷后退。

因此，2.031说，在事态中客体以特定方式连接在一起，而不说，客体以特定方式连接在一起构成事态。仅当客体已经连接了，我们才能得到客体的连接。为了得到新事态，需要一些给定的事态，使我们能够从此出发过渡到新事态。例如我们从书在桌子上这个事态出发，可以理解什么是猫在垫子上，如此等等。

于是，2.032提到的结构就是对事态的阐明，而不是对事态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先有了结构，然后用客体填充这个结构，以此得到事态——罗素就是这样想的；而是结构与事态一同给出，结构揭示了我们如何从一个事态过渡到另一个事态。

之所以在2.033引入形式，是为了表明事态间的过渡是如何可能的，或者精确地说，是为了表明这种可能性本身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事态过渡到另一个事态，是因为使其中一个事态成为可能的东西也使另一个事态成为可能，而这只有在两者共有一个可能性才能直接得到保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结构的可能性就是事态的可能性，从而就是事态的形式。


［疏解25］
 维特根斯坦对“形式（Form）”一词的使用与通常不同，通常在“结构”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而维特根斯坦很少这样使用。维特根斯坦有时候说客体的形式，有时又说世界的形式，后面还会提到事态和图像的形式。客体的形式就是其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而这实际上就是客体构成的就其可能性而言的事态，这样就可以过渡到世界或者事态的形式。世界和事态的形式通过客体加以确定。这种过渡有一种层次上的转换。当联系到可能的事态来谈论客体的形式时，形式就是据以确定什么是客体的东西；而当联系到客体来确定事态或世界的形式，形式就关系到所确定的东西是什么，即这里有一种什么样的事态。在谈到客体的形式时提到事态，事态不是构成客体的东西，而是客体出现于其中的东西；而在谈到事态的形式时则提到客体，客体构成事态。由于有这种转换，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二元的空间关系事态与一个三元的空间关系事态能够包含同一个空间客体，因而对客体的形式来说它们有同样的贡献；但是由于是由不同数量（尽管具有同样形式）的客体构成的，它们是两个结构不同的事态。

2.034　事实的结构由诸事态的结构构成。


［笺释］
 这里要注意，前面的“事实”用的是单数，而后面的“结构”则使用复数。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事实就是一些事态的组合。并非如此。这里谈的是事实与事态在结构上的对应性，而不是事实本身的组合性。前者是否蕴涵后者，取决于事态与事态是如何结合的，进而取决于逻辑连接词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后面讨论。

当谈到结构时，事实与事态是没有区别的。事实就是存在的事态，对事实来说我们关心它是否存在，而对事态我们并不关心这一点；但是，一个结构是否存在，这对于结构是什么来说没有影响。因此，这一节所说的仅仅是，为了知道一个事实的结构，我们需要知道若干事态的结构。

2.04　存在的事态的总体就是世界。


［笺释］
 从这里开始到2.063似乎在重复开头的某些观点，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分解的步骤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获得了一些理解，然后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回到被分解的东西，从而展示被分解的东西是什么。

2.05　存在的事态的总体也决定了哪些事态不存在。


［笺释］
 这似乎可以理解成，给定所有事态，从中去掉那些存在的事态，剩下的就是不存在的事态，因此存在的事态的总体就决定了哪些事态不存在。任何东西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种理解仅仅是在重复这一点，因而是贫乏的（trivial）。事实上，这个理解要求列举所有事态，而这是不可能的。要求这种列举，这本身就表明我们不具备总体这个概念，因而仅当给定一个总体我们才能对总体进行断定。当然，这个断定也是贫乏的。

这个句子真正要说的是，前面的铺垫表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总体的概念，而这种概念体现于我们能够依据某些事态的存在来有意义地（significantly）断定哪些事态不存在。例如，我们可以依据这匹马是白的这个事态（如果这可以算是一个事态的话）的存在，断定这匹马不是白的这样的事态不存在。前面提到的那种贫乏的理解仅仅对于单个事态起作用，现在的情况则是，我们在不同的事态间建立了关系，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态间进行过渡，使这种过渡得以可能的是逻辑空间。关于这匹马颜色的两个事态共有一个逻辑空间，它们就颜色空间所对应的逻辑可能性而言相互排斥。关键是，如果这种过渡以总体已经被给定为必要条件，那么我们能够进行这种过渡，就表明我们已经具备了总体的概念。显然，总体就体现于逻辑空间这个概念中。


［疏解26］
 如果一个事态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给出，而不能还原为部分的组合，那么从这匹马是白的这个事态存在，过渡到这匹马不是白的这个事态不存在，这个过渡就是不同事态间的过渡，它决不是贫乏的。这一点可以这样表述：情况不是，否定使得两个事态相互排斥，而是，两个事态相互排斥表达为否定。因此正确的顺序是先通过逻辑空间建立排斥，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否定。这个顺序在2.06中立即可以看出。

2.06　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实在。

（我们也把事态的存在称为肯定事实，事态的不存在称为否定事实。）


［笺释］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既谈论事态的存在，也谈论事态的不存在。这两种谈论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处于同一个层次：一个事态的不存在，同样也是事实，因而也是一个事态的存在。例如，这匹马不是白的，这个事态的不存在，同时就是这匹马是白的，这个事态的存在。这就可以定义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就这种平权性而言，就都是实在。

2.061　事态彼此独立。

2.062　从一个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不可能推出另一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


［笺释］
 从疏解1的说明已经可以看到，由世界分解得到的事实间是相互独立的。就事实是存在的事态而言，独立性是事实这个概念所要求的，因为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就以对世界的分解为前提，而这种分解是相互独立的东西之间的分解。因此事实间必须独立。既然每一事态如果存在就是一个事实，那么事态也就是独立的。事态的这种独立性体现为，从一个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不可能得出另一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事实上，这正是事实间的独立性，即从一个事实得不到另一事实。

不过，这立即与2.05和2.06的笺释相冲突。在那里我们设想了从一个事态的存在得到另一事态的不存在的情况。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化解这个矛盾——前面所认为的两个事态，其实是一个事态，也就是说，这匹马是白的，与这匹马不是白的，是同一个事态。把事态理解为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就非常自然，因为我们认为分离的这两个事态之所以能够如此过渡，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存在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这匹马是白的”和“这匹马不是白的”这两个命题相对应的，是同一个实在。


［疏解27］
 如果一个事实对应于多个事态，进而是多个事态的组合，那么从事实的独立性，得不到事态的独立性，能够得到的仅仅是，构成一个事实的一组事态，与构成另一事实的一组事态，这两组事态间独立。

这就迫使我们回过头来看对2.的笺释，在那里我们区分了对“Sachverhalt”的两种不同的翻译，我坚持译为“事态”而不是“原子事实”。这样翻译的结果是，必须认为一个事实就是多个事态的组合。维特根斯坦在行文中通过单复数的区分来表明这一点。在1919年8月写给罗素的信里，维特根斯坦也说，“Sachverhalt是当基本命题为真时对应于它的东西。Tatsache［事实］则是当基本命题的逻辑积为真时对应于它［逻辑积］的东西”
(3)

 ，这也印证了事实是多个事态组合的观点。但是，如果接受这个观点，那么由于一个命题就是其与自身的逻辑积，事态与事实的区别就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认为事实是事态的组合呢？情况应当是这样的，要断定例如句子“p”所说的是事实，就需要断定该句子所说的情况是什么，并进一步说明，这个句子是真的。这样，即使“p”是最简单的句子，即基本命题，从这个句子要得到事实，我们也需要两个情况同时满足，由此得到组合或者逻辑积的想法。例如“这匹马是白的”这个句子所说的是事实，就是说，（1）这个句子所说的是这匹马是白的，以及（2）这个句子是真的。这两个断定前者关系到句子的语义，后者关系到真值。这样一来，不管这个分析是否充分，要得到与一个句子相对应的事实，至少需要两个断定，因而与事实相对应的就是不止一个句子的逻辑积。

再者，把事态理解为句子所说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解释维特根斯坦为何说事态是对应于真的基本命题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句子所说的东西，就是在把这个句子理解为真的时，其所对应的情况，也就是该句子的真值条件（4.024）。这种解释还不至于使事态与事实变成同一个术语。事实就是真句子对应的东西，就事实而言，相应句子为真，这是给定了的。由于一个句子并不断定自己是真的，为了确定这一点，在给出句子的同时还要确定其为真。而为了得到句子对应的事态，却不需要附加上句子为真这一点。

罗素为《逻辑哲学论》所写的序表明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引起了多大的误解，维特根斯坦在抱怨的同时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在解释自己的观点上的软弱无力，使罗素这样的超级头脑在错误的理解路线上自行其是。维特根斯坦没有错误地解释自己的思想，但他没有把话说完。上面提到的分析中的（2）在使用句子的时候是可以消去并且必须消去的。之所以如此，在于理解句子和理解使用句子的行为，我们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句子本身并不断定自己为真，因此为了得到与句子对应的事实，我们需要添加关于该句子为真的说明；但是要理解用句子来描述世界的行为，却必须把说出的句子当作真的，以此才能把使用这个句子的行为当作是描述活动，此时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说明，当我说出“p”这个句子时，与之对应的就应当是事实（即使实际上不是事实）。因此在使用句子的行为中，类似于（2）的说明可以消去。稍加考虑就会看到（2）必须消去。如果与事实相对应的确实就是句子，而句子需要在添加关于其为真的情况下才确定对应的事实，那么添加的说明本身也必须是真的，因而需要继续添加说明，如此以至无穷。

既然如此，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这样向罗素解释呢？这时候起作用的通常不是该说些什么，而是该从哪个角度上说。维特根斯坦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入手解释自己的观点。即使是使用的角度，使用者所面对的也仅仅是句子，而不是使用句子的行为。这里有一种非常微妙的转换，使用者可以把自己说出的句子理解为从属于行为的句子，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脱离了使用的句子，尤其是当他向其他人解释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会在这两个不同角度上犹豫不定。维特根斯坦在决定对罗素说些什么的时候所面临的可能正是这一处境。在确定何种句子对应于事实时，需要添加说明，这样就使句子脱离了使用；而如果添加说明，添加上去的句子又是从属于使用的。使罗素误入歧途的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样一来，关于组合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并不是事态的组合，而是事态当其与使用中的句子联系在一起时，与句子和使用的组合相对应的东西。这个相当别扭的表述可以用更清晰的方式重述：当把句子从使用中分解出来，句子对应的就是事态；而若结合在使用中，句子所对应的应当就是事实。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同一个东西既是事实又是事态的情况，因而保证了两者的区别；与此同时还保留了两者在2.034中得到说明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结构上的，即使从使用中分离出来，句子仍然保留了结构。

更为关键的是，把疏解17指明的分解—合并法运用到使用行为与句子构成的整体就会看到，把句子分解出来，就得到句子被使用的可能性，而这意味着句子对应于事态；使用句子描述事实，这意味着句子对应于事实；由于在使用中句子对应于事实，其使用的可能性在于句子对应于事态，事态就可以被理解为事实的可能性，因而是具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的东西。

2.063　实在的总体就是世界。


［笺释］
 这样就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回到作为总体的世界。我们从1.中单纯给定的总体出发，通过分解这个总体，得到了这个总体的可能性，这就是逻辑空间中的事实，而事实就其作为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来理解就是事态；事态又分解为客体，客体是事态的可能性。从客体依据结构可以从一个事态过渡到另一个事态，从而可以依据某给定事态确定另一些事态；在逻辑空间中理解事态，使我们能够同时确定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而这使逻辑空间体现了总体的概念；总体此时就既包含事态的存在，又包含事态的不存在，因此，确定什么事态存在或不存在，也就是在确定实在是什么；既然实在的总体就是世界，世界至此就是可以确定的。于是，我们就从给定的世界，进到可确定的世界。如何能够确定这个世界，就是第2章后续部分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逻辑图像论。


［疏解28］
 把2.063与1.1相对照，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看来，事实就是实在，那么为什么在有事实这个概念的同时，还要引入实在这个概念呢？这个问题与2.06的笺释中遇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是有帮助的。在那段笺释中我们看到，虽然事实就是一个事态的存在，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说，一个事态的不存在也是事实，存在与不存在的这种平权性使我们要引入实在的概念。这种平权性在2.061和2.062的笺释中就是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间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这意味着与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对应的不是不同的事态，它们都是同一个事态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用“这匹马是白的”与“这匹马不是白的”这两个句子对应于同一个实在来表述这个意思。因此，实在就是就其作为事态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的事实，当我们使用实在这个概念时，就是从事态出发来谈论事实。

这就与直接谈论事实不同。在直接谈论事实时，事实作为给与的东西，此时这匹马是白的，与这匹马不是白的，即使对于同一匹马来说，也是不同的事实。由此得到事实间互不独立的结论。在实在这个概念的背景下谈论，我们就不会认为，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间的矛盾关系使事实间相互独立这一观点归于无效。相反，我们会认为相互独立的事实就是据以区分什么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的事实，例如这匹马是白的，与那匹马是白的，这两者相互独立意味着它们从属于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之所以引入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是由于我们运用这种区别开了的可能性来确定事实如何，而实在，就是这种可以被确定的事实。通过引入实在这个概念，直接给与的事实就表明是可以被确定的事实，此时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当其中一个相应于存在，另一个就相应于不存在，因而最终仍然只有一个事实，而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

2.1　图像

2.1　我们为自己制作事实的图像。


［笺释］
 这一部分说明什么是逻辑图像，其起点是说明什么是图像。

如果直接说，图像就是事实的图像，那么立即就面临一个问题：一个错误地描绘了事实的图像就不是一个图像，因为它所描绘的并不是事实。维特根斯坦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什么是图像这一点放在使用图像的行为中考虑。此时就必须说，图像是被用来描述事实的，只要我们这样使用，无论它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都仍然是图像。因此这里维特根斯坦就说，“我们为自己制作事实的图像”。


［疏解29］
 使用的观点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观点，一般认为在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所谓“前期”中并没有这一观点。
(4)

 我在这里给出的解读的基本特色就在于强调使用在其语言哲学的核心地位。使用的观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述，（1）参照使用能够阐明语义，（2）仅当在使用中才有语义。前一种表述是关于方法论的表述，后一种表述则是关于什么是意义的哲学论断。显然（1）不蕴涵（2），但（2）蕴涵（1）。（2）意味着意义内在于使用。我认为（2）是《逻辑哲学论》实际上坚持的观点。


［疏解30］
 为何要在讨论图像的第二章引入事实的结构以及客体的概念？原因只能是，这是图像所要求的。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一种关于客体的形而上学。设定客体，目的是为了谈论事实，而不是解释事实实际上是由什么构成的。当然，为了谈论事实而设定客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必须说事实实际上就是由客体构成的。这里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先记住这一点：这个区别正是言说与显示的区别。

2.11　图像表现（stellen）逻辑空间中的情况，表现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


［笺释］
 既然图像被用作图像，那么无论其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能够从图像本身中看到它要描绘的是什么。我们按照它所要描绘的是事实这一使用目的来看它要描绘的是什么。按照这种方式来看图像，图像本身就必须表明它所要描绘的是什么情况，并且这种情况要被理解成具有存在的可能性的情况。显然，图像必须表明的就是事态，或者说就是逻辑空间中的情况。进一步看，由于使用图像的目的就是描述事实，而事实就其可确定而言，就是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因此从使用的观点看图像，就可以说图像表明了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

“stellen”的德文原意是“摆置，直立”，引申为使某物显明，我把它译为“表现”或“表明”。这个词在后面通常与可分离前缀“dar”连用，意味着这种显明具有指向性。我们可以把这种表现理解为以指向另外一个东西的方式使自身得到显明。因此，尽管“stellen”的字面意思是使自己显明，但在这里要理解为，使自己作为指向另外的某个东西的东西显明出来。

2.12　图像是实在的模型。


［笺释］
 图像所描绘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因而就说图像描绘实在。从图像本身中就可以看出它所描绘的是什么，这就使图像是其所描绘的东西的模型。

2.13　在图像中，图像要素对应于客体。

2.131　在图像中，图像要素代表（vertreten）客体。


［笺释］
 图像要素就是构成图像的东西。2.13和2.131这两个句子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应于”和“代表”的区别。“vertreten”也有“represent”的意思，但维特根斯坦使用这个词而不是“stellen”或“darstellen”。正如Recketts所说，后者用于事态，而“vertreten”用于客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
(5)

 。这个区别到后面自然清楚。从2.13的“对应于”到2.131的“代表”其实是一个过渡。如果说图像描绘事实，那么图像必须与事实间具有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应当以图像要素与构成事实的客体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但是，既然我们需要能够从图像中看出所要描绘的事实，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就应当不是这样一种外在关系，仅当分别给出了图像要素与客体，我们才能建立这种对应关系；相反，应当是从图像要素本身就能够到达客体，也就是说，图像要素指向客体，从而表示客体。后面这种关系真正说来应当是一种内在关系，也就是说，作为关系项的图像要素如果并不表示客体，那么它就不是图像的一部份，从而就不是图像要素。这一点也影响到我们实际上能够具有的客体概念。

2.14　一物成其为图像，在于其要素以特定方式彼此结合。


［笺释］
 这个句子是接着2.131讲的。图像成其为图像，在于我们用它来描绘实在，因而在于它与实在间的联系。但既然要描绘实在，这要求我们能够从图像本身中看到所描绘的是什么，图像本身就必须有某种特征，使其满足这个要求。无论这种特征是什么，它都只能够表现为图像要素的特定结合。从2.131读下来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图像的这种能够从中看到所描绘的实在的特征本身必须包含了图像与实在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图像指向它所描绘的实在。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解释。

2.141　一个图像就是一个事实。


［笺释］
 图像肯定能够是一个物。例如挂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就是一个物件，这幅画当然也是图像要素（例如色块）的某种特定结合。这就意味着，图像要素的特定结合允许我们说图像是一个物，但紧接着2.14的2.141却说图像是事实，这必定意味着更多的限制。回过头来看，2.14所说的是使图像成其为图像的条件，这样一来就可以领会到，使图像成为一个物的那种特定结合并不是成为图像的条件。但是，情况显然不是，在图像中有两类不同的结合，一类结合使图像成为物，另一类结合则使其成为事实，后一类结合使图像成为图像。情况应当是，当图像作为图像时，我们这些图像使用者关注的是图像要素是如何结合的，而不是关注结合以后构成什么东西。这就是说，在使用者特定的关注方式之下，图像才是事实。


［疏解31］
 风景画既是物件又是事实，并就其作为事实而言是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图像。但物与事实的这个区别对于图像来说在哪里呢？

让我们从一个貌似无关的话题开始。一个东西发霉了，这是那个东西本身发霉。墙上的那张纸发霉了，这就是说，那张纸的某些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发霉，而纸的某些要素与霉点连接在一起，这使霉点成为纸上的东西。但一幅画发霉了，说的却是纸发霉，而不是画发霉。纸上的色斑是画的一部份，它描绘了远处的一棵树，但霉点却不属于画，它并不描绘例如树旁边的一块石头。画的任何特征都不能用来解释发霉，霉点也不属于画的一部份。显然，画与霉点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纸与霉点的关系。后一种关系，由于它们是本身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这构成自然的事实（brute fact）。但画与霉点却不能建立这样的联系。通过与霉点相对照不难看到，画与纸是不同的，如果它们联系在一起构成这张纸就是一幅画这个事实，那么这并不是其本身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使用者，或者说能看懂画的人，就是在这里插进来的。对一个懂画的人来说，这张纸就是一幅画；而对于老鼠来说，这幅画不过是一张聊以充饥的纸。这张纸是一幅画，是一个意向性的事实（intentional fact），也就是说，这张纸被使用这幅画的人看作一幅画。

一个意向性的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谈及某个图像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指称一个物，而是要求以某种方式去看这个被指称的东西，这种方式要求我们把这个东西与另外一些东西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与图像所描画的东西联系起来看。正是在这一点上意向性的事实区别于自然事实。自然事实仅仅是作为自身的事实。但是，当我们谈论某幅画时，并不是在谈论墙上的那张纸以外的某个幽灵一样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谈论的就是那张纸，但我们要以某种方式或者说从某个视角去谈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能够从这张纸看到一处风景。当然，这是要求我们从视角本身去看和谈论，而不是把视角当做某种性质附加给纸，我们不能说，以某种方式看待的这张纸就是图像；当我们说这是一幅图像时，就是要准备从中看到风景，但从中看到风景的东西并不是纸。

正因为画是被看作画的，图像才如维特根斯坦之所愿，停留在事实的层次上，而并不因此而滑向物的领域。物成其为某物，在于构成物的东西本身构成了物，这使我们有物本身的概念。因此，构成物的要素要以特定方式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这些要素本身结合，就像霉点与纸的结合构成一张发霉的纸一样，这种结合构成了一个物。这就是说，要构成一个物，我们需要的是其要素本身的结合。但图像要素的结合却不是这些要素本身的结合，这里根本就没有“要素本身”。在2.131的笺释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东西成为图像要素，在于它处于与客体的特定关系中，这种关系是内在关系，因此只有联系到其表示其他东西，我们才会有图像要素。正是这一点阻止图像成为物。

当然，这不是说，只要把某物看作事实，它就是图像，而应当说，把某物看作图像，这一点表明了图像只能是事实。正是这个“看作”，把物与事实在图像问题上区分开了。


［疏解32］
 依据疏解2所给出的主论证来理解这里的思路是自然的。图像x就是从x是图像这样一个事实中分离出来的东西，或者进而说是从我们用x来描画某物这样一个事实分离出来的，因此使用x的可能性就是使其成为图像的东西。只有在这种使用的可能性中，图像才成其为图像。使用的可能性就是图像作为图像所具有的本质。

2.15　图像要素以特定方式彼此结合，表明物也这样彼此结合着。

图像要素的这种连接称为图像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可能性称为描画形式（Form der Abbildung）。


［笺释］
 图像显然包含了据以向其所描绘的实在过渡的东西，这里就给出了这种过渡所能采取的最自然的方式。如果图像就是图像要素以特定方式结合所构成的事实，那么从图像看到其所描绘的实在，也就是直接把这种结合当作物在实在中的结合。这样一来图像中起作用的就是图像要素的结合方式。可以用图像的结构和描画形式来刻画这种结合方式。图像的结构就是图像要素结合的实际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即这些要素如此结合的可能性，就是描画形式。于是可以利用我们在解读2.032和2.033时所看到的结构与形式在事态的过渡中所起的作用，来从作为事实的图像，过渡到图像所描绘的实在。

从图像的概念到2.15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图像本质上要被看作其所描绘的东西，那么从图像已经是图像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图像中包含能使我们看到实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可以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2.151　描画形式就是物也像图像要素那样彼此连接的可能性。


［笺释］
 正如形式使事态间的过渡成为可能，描画形式使从图像到实在的过渡成为可能。图像所描绘的实在并不在图像中出现，图像仅仅是指向实在，而完成这一指向的方式自然是，我们从图像所表现的可能性中看到物在实在中结合的可能性。直接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图像所表现的可能性，即描画形式，本身就是物在实在中结合的可能性。

2.1511　图像就这样与实在相钩连；它触及实在。

2.1512　这就像用尺来度量实在。

2.15121　只有刻度线的最末端才接触被度量的东西。


［笺释］
 因此，图像与其所描绘的实在间的关系就好像是，在图像中已经预先确定了所要描绘的实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图像中已经包含了一种关于实在是怎么样的预期，这种预期正是描画形式所表明的。无论图像是否真地描述了实在，实在就已经以某种方式与图像联系在一起，这使图像就其是图像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触及了实在。

正如尺子度量物体。尺子所包含的一整套刻度线确定了如何读数，如何确定物体的长度值，而刻度线与要度量的物体相接触的点则表明了它度量的实际长度。依次排列的刻度线属于尺子，尺子本身包含了一整套读数装置，它所起的作用犹如描画形式，它表明了特定长度值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刻度线的最末端，即尺子与物体接触的那些点，才是具体的刻度值。而实际得到的刻度值并不单独取决于尺子及其刻度体系，而是由尺子和要度量的物体共同决定。

2.1513　这样看来，使其成为图像的描画关系（die abbildende Beziehung），也属于图像。

2.1514　描画关系由图像要素与物的同构关系构成。

2.1515　这种同构关系就像图像要素的触角，通过它图像接触实在。


［笺释］
 描画关系就是图像要素与构成被描画者的物间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并不决定图像的实际结构是什么，而仅仅决定了这样一点：如果图像要素在图像中以何种方式结合，那么物在被描画者那里就以何种方式结合。描画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要求，被描画者具有图像的描画形式。显然，由于图像的本质就体现为必须能够从图像中看到其所描画的是什么情况，而描画关系所保证的正是这一点，描画关系就是使图像成其为图像的东西。正像尺子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尺子本身所包含的东西使其能够用来度量，图像本身所包含的东西就已经使图像能够用来描画，而不必考虑被描绘的实在实际如何，使图像成为图像的描画关系应当包含在图像中。这样，描画关系就像是从图像伸出的触角，通过这根触角，图像与实在联系起来。触角的比喻在这里突出了关于图像本质的两点特征，其一，这是从图像到实在的单向联系，而不是需要双方参与的双向联系；其二，通过这个触角能够知道实在是怎样的。


［疏解33］
 描画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例如说在一幅图画中，桌子的形象在椅子的形象右边，而在实在中桌子也就在椅子右边？如果这样，那么由于描画关系正是使图像成为图像的东西，所有图像岂不是都是正确的？并非如此！描画关系是由图像单方面建立的关系。图像与之同构的是图像实际上描画的实在，而不是图像与之对比以决定其真假的实在。正因为图像能够单方面建立与实在的关系，图像与实在才会有一种关系。

2.16　为了成为图像，一个事实必须与其所描画的东西有共同之处。

2.161　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必须共有同一个东西，以使一个一般说来能描画另一个。


［笺释］
 前面2.15节只是说，描画形式，即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共有的形式，能够使图像成其为图像，而没有说，为了使图像成为图像，必须有这种共有的形式。这里补充了这一点。比起2.16，2.161有某种加强。2.16允许这样一种解释，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仅仅是一种相似关系，它们共有的仅仅是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使我们能够把图像与所描画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使一个描画了另外一个。2.161则排除了这种理解，它强调，共有的必须是同一个东西，而不是可以分别持有的东西；换言之，共有的东西必须既构成了图像，也构成了所描画的东西。


［疏解34］
 考虑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个论证，并且这个论证应当表明，2.161的强调是必要的。论证极易获得。如果一个图像描画了某个东西，那么从该图像中就能够知道它所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也就是说，该图像必定包含了这样的要素，我们依据它能够知道所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显然，无论这个要素是什么，都可以说是被描画的东西的可能性。无论被描画的东西是什么，它必须具有这种可能性才能是所描画的东西，因此是由这种可能性构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也必须是构成图像的东西。因为，如果图像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它就没有描画它所要描画的东西，而这意味着它不是图像。因此这种可能性同时是构成图像和被描画的东西的要素。

这立即排除了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仅具有相似关系的可能性。相似关系与共有构成成分的关系不同，共有构成成分的双方在这种共有的构成成分发生变化时都会发生变化，而两个东西在其相似点发生变化时则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两种相似的表情，当人们发现不再相似时，表情本身可以保持原样。如果使图像与其描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相似关系，那么它们间的共同之处不是构成它们的东西，因而即使它们不具有这种相似关系，也仍然是图像和被描画的东西；但是，如果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就是由相似关系建立起来的，那么相似关系的解除就使得它们不再是图像和被描画的东西——一个什么都不能描画的东西当然不是图像。

这里的要点是，一个事实是图像，这一点依赖于该图像描画其他东西的可能性，因而除非描画关系在某种意义已经建立起来，我们不会有图像。因此，图像内在于描画关系，一个事实是图像，依赖于这种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的描画关系。

那么，描画关系在什么意义上已经建立起来了呢？显然应当是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某个事实已经是图像，即使这个图像是什么样的还没有起作用，但它要描画的东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确定这些的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图像这一事实。在使用中，即使图像是怎样的还没确定，我们就已经准备用它来描画其他的东西，并且，我们按照所要描画的东西来制做作为图像的那个事实。

2.17　为了能按它自己的方式正确地或错误地描画实在，图像必须与之共有的东西就是描画形式。


［笺释］
 可以说正确的图像与错误的图像处于与实在不同的关系中，但是，这种不同的关系必定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的。这种方式显然能够容纳正确和错误这两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同一个可能性。例如，如果这匹马是白的，那么这幅画就是对的，而如果这匹马不是白的，那么这幅画就是错的；但这两种可能性是同一个可能性，因为这匹马是白的的可能性，就是这匹马不是白的的可能性（这匹马可能是白的，当且仅当，这匹马可能不是白的）。一幅图像无论对与错都是图像，因此图像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必定包含这种可能性，即描画形式。


［疏解35］
 描画关系与描画形式这两个概念的联系现在就清楚了。描画形式就是图像所具有的被描画之物的形式，而图像把描画形式作为自己的形式。惟有如此，描画形式才能够保证描画关系。因为，描画关系就是图像与被描画之物的同构关系，即其结构相同，而这意味着两者的结构的可能性，即形式，也必须相同。

如果考虑到描画关系是图像单方面建立的关系，它表明图像实际上描画的是怎样的实在，我们就可以说，描画形式使得图像能够描画，而描画关系则决定了图像如何表明其所描画的是什么情况。描画关系建立起来，这一点表明了图像具有描画形式。

2.171　图像能描画具有其形式的所有实在。

空间图像能描画所有空间之物，颜色图像能描画所有有颜色的东西，等等。


［笺释］
 一张桌子的图像是空间图像，而椅子则是空间之物，难道桌子的图像能够描画椅子？这个乍一看有些奇怪观点其实是很自然的。桌子的图像当然能够描画椅子，不过它错误地描画了椅子。这是就图像的描画能力而言的，而不是就其是否正确地描画而言。描画的能力来自于图像的描画形式，即被描画的东西所具有的可能性，而不是来自于被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

2.172　但图像不能描画它的描画形式；它显示描画形式。


［笺释］
 “描画（abbilden）”与“显示（aufweisen）”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逻辑哲学论》中后者显得尤为重要，“zeigen”（4.022）、“gezeigen”（4.1212）也译为“显示”。“描画”就是对另一个东西的描画，而“显示”则是对自己的显示。图像何以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而只能显示它？


［疏解36］
 这里“描画”与“显示”的区分就是后面要提到的“言说”与“显示”的区分。学界关于这个区分的讨论之多与理解之少对比鲜明。在这里我不准备介入讨论，而只是从一种最朴素的理解出发给出一幅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整体图景，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要由这幅图景的融贯、精炼和说服力来证明。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区分的字面意义，这就是，描画与言说都是针对另外的东西，而显示则是针对用来显示的东西。描画与显示的联系建立在图像的本质上。一个东西是图像，在于通过看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图像所要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因此，图像描画其所描画的东西，是通过显示自己的特征达成的。

2.173　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它的视角［Standpunkt］就是其表现形式［Form der Darstellung］），因此图像描画其对象有对有错。

2.174　但图像不能置身于自己的表现形式之外。


［笺释］
 这是关于为何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的论证。先解释这里引入的新术语，表现形式。

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其实就是说，描画总是对图像之外的东西，即不是这个图像的东西进行描画。这种内与外的区别就引入了视角的概念。视角使得图像的内容具有某种系统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影响了我们如何把图像的要素与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应起来。这正是描画形式所决定的。事实上，由于一幅图像总是从某个视角来进行描画，我们可以把描画形式与视角联系在一起，不说视角决定了描画形式，而说，描画形式总是在特定视角下的描画形式。出于这种考虑，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使用“表现形式”这个术语，但得出的是关于描画形式的结论。正是由于描画形式与视角的关联，可以说图像的视角就是其表现形式。

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构关于图像为何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的论证：如果一个图像要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那么它就必须来到自己的描画形式之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这里，所谓A在B之外，就是A独立于B，即，即使B不存在，A仍然可以存在。


［疏解37］
 一个描画自身的图像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也没有描画的东西，因而不是图像。依据疏解31，并没有一个东西本身就是图像，因此只有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所描画的是什么，我们才会说这是一个描画什么的图像。对于一个描画自身的图像，我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它自身是什么，才能确定它描画的是什么。但如果我们说它自身是图像，那么这就意味着为了确定它描画的是什么，就要先知道它所描画的是什么，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它描画自身，那么它自身就不是图像。当然，如果它自身不是图像，例如是一块木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块木头就是它自己的意义上说，这块木头是它自己的图像。这是一种没有意思的情况。

图像所要描画的东西必须先于图像确定下来，因而所描画的东西就其本体论地位而言独立于图像，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图像，其所描画的东西仍然是其所是。


［疏解38］
 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图像独立于其所要描画的东西，这是在图像已经确定了是什么图像，从而作为图像描画了其所描画的东西以后。即使不知道图像要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通过看图像，我们也能够知道它是怎样的。此时即使要描画的东西并不存在，图像仍然描画了其所描画的东西。

在同样的意义上，图像所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也独立于图像实际上描画的情况如何。这是由于，即使不知道图像描画的情况如何，我们也知道它所描画的东西是怎样的。例如，即使我们不知道在图像中桌子的形象是否在椅子形象的右边，我们仍然能知道，桌子实际上是否在椅子右边。

这样一来，何以说“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就清楚了。这仅仅是由于，图像所描画的情况是怎样的，与所描画的情况在实在中是怎样，这两者相互独立。图像不能来到其描画形式外面，也就是说，图像不能独立于其描画形式。如果不知道图像的描画形式，那么就不知道图像所描画的情况是怎样的，图像描画了其所描画的情况，依赖于其描画形式。


［疏解39］
 看来似乎有这样一个矛盾：之所以说要描画的东西独立于图像，是因为图像是什么，这一点依赖于其所要描画的东西是什么；而这与图像独立于描画的东西相矛盾。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整理一下图像与其所描画的对象间的关系。这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决定图像是什么的层次，一个则是决定图像描画了怎样的情况的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图像依赖于其所描画的东西，但在第二个层次上，图像独立于其所描画的东西。或者准确地说，图像在其是什么图像方面依赖于其对象，而在其描画的是怎样的情况而言，独立于其对象。

例如，要画什么画，依赖于要画的东西是不是一处风景，但要画的画是怎样的，则独立要画的这处风景实际上是怎样的。

这种分层次的情形类似于客体。对客体来说，一方面，就客体是什么（what），即客体具有什么本质而言，它依赖于它出现于其中的事态，依赖于与何种客体结合；而就客体是怎样的（how），出现于何种事态，具有何种外在性质而言，则独立于其他客体。我们也可以说，在形式的层次上客体依赖于事态或与其他客体的结合，而在内容的层次上客体是独立的。

这种类似来自于建立客体概念的方式与建立图像这个概念的方式上的类似。客体是通过分解事态得到的，由此确定的是客体的本质，确定客体的本质的是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客体的形式。图像则是通过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图像描画了对象这个事实，得到的，而这样分解的结果是确定了图像的本质，即图像具有对象的形式，这就是描画形式。描画形式是使图像能够描画对象的东西，它决定了图像是什么东西的图像；但要确定描画形式，则需要确定描画的是什么，因此图像在这种意义上依赖于它所描画的东西。

客体与图像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独立性也相类似。客体的本质就是其与某些客体结合的可能性，一旦这种本质确定下来，客体就具有这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体现为，客体既能与这些客体结合，也能够不结合，这就是客体的独立性。客体与什么客体结合，就构成了什么事态，从而就决定了客体具有何种外在性质，在这一点上，客体是独立的。与此类似，图像的本质就体现在具有描画实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却体现为，图像能描画它能描画的任何实在，无论实在是什么样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图像是独立的。当然，这种独立性是图像具有并体现其本质的方式。我们可以仿照2.0122的方式说，就图像能够描画它能描画的一切情况而言，它是独立的，但这种独立却是一种依赖。图像独立于所描画对象的方式，是由其依赖于描画对象的方式决定的。这其实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分解—合并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即通过分解由整体决定的东西，决定了分解得到的部分如何结合为一个整体。


［疏解40］
 2.173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论证，这个论证表明真值的概念如何与图像连接在一起。

论证本身极为简略：因为图像从外面描画，所以图像描画其对象有对错之分。在明白了图像与实在的关系以后，这个论证在说什么，就很清楚了。图像是否正确地描画了实在，是由图像中所描画的情况怎样以及实在的情况怎样共同决定的，而就这一点而言图像与实在彼此独立，画此图像是否正确，是图像无法单独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图像既可能正确，又可能错误。

有一个要点需要澄清。现在我们有三个观点：（1）在How的层次上图像与实在彼此独立；（2）图像既可能正确，又可能不正确；（3）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从前面的整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同时是（2）和（3）的依据，但是，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3）的依据是（2）。这样理解的理由是，在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时图像不可能错，但结合（2）就会看到，不可能错的图像不是图像，因此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这样理解其实就是把（2）当作关于图像的一个规范性的要求，而这样做的理由似乎是，一个不可能错的图像就是一个什么情况也没有描画的图像，因为我们不可能从这个图像是对的这一事实中得到任何信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个理由本身是如何成立的，就仍然可能回到（1）。按这个观点，要使一个图像毕竟说了些什么，那么其正确与否，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图像，还需要一个独立于图像的东西，两者共同决定图像的真假，而这正是（1）所蕴涵的。若要避开（1），就自然会采取另外一种关于真的观点，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2.18　无论其具有何种形式，为了能一般地正确地或错误地描画实在，所有图像必须与之共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


［笺释］
 这里给出了一个与描画形式不同但极为接近的概念，逻辑形式。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必须与2.17进行对照。显然，在界定逻辑形式时，并不考虑图像本身的特定形式，而这些形式在界定描画形式时却考虑在内。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用例子来说明。要描画同一处风景，我们有油画、素描、示意图和句子这四种图像，就其进行描画的特定方式来说，在油画的描画形式中包含了色彩，而这一要素在素描中被抽掉；素描中的表现形状及明暗对比的要素在示意图中被抽掉，但保留了表现三维空间的要素；而对句子来说，表现三维空间的要求也被抽掉了，剩下的仅仅是在纸上串行排列的记号。这些不同的描画形式都对应于特定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我们说这些图像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些标准之间当然有所不同，比如用素描的标准来衡量示意图，一幅正确的示意图也会是错误的素描画。不过，即使这样来衡量，我们也会说，这幅图画就其空间关系而言是对的，但明暗关系完全错了。对这些描画形式来说，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描绘手段所对应的标准来对图像的不同侧面进行评判，因此这些描绘手段可以分离出来。关键在于，这种评判的结果取决于描画形式中所包含的描绘手段。把四种图像依次排列起来看就会明白，对描绘手段进行分离和抽取，这种依次抽取的步骤使得描绘手段对于评价正确与否的影响越来越少，而这就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极限情况，为了评价图像的正确与否，我们不需要考虑描绘手段的限制。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描画形式就是逻辑形式。这时图像的正确与否，就仅仅取决于实在是什么样子的。


［疏解41］
 可不可以这样说，对描画形式进行概括，就得到了逻辑形式，因此逻辑形式就是一般的描画形式？

这个观点在一种意义上勉强可以接受，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错的。如果这里进行概括的描画形式是所有可能的描画形式，那么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观点；但如果被概括的描画形式是给定的描画形式，则这个观点不可接受。但不管怎样，这种观点没有弄明白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在引入了描画形式以后还要引入逻辑形式。

显然，引入逻辑形式的目的是要使得图像的正确与否直接取决于实在是怎样的，从而使得图像所描画的东西直接就是实在。既然图像是否正确同时取决于图像和实在，就要考虑图像与实在按何种方式结合，使得我们说图像正确，而这种结合的方式就由描画形式所规定。这就自然产生一个想法，要通过图像知道实在是怎样的，就需要两者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排除了描画形式的中介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引入了逻辑形式的概念。逻辑形式就是实在的形式。

2.181　如果描画形式就是逻辑形式，则图像称为逻辑图像。

2.182　所有图像也都是逻辑图像。（另一方面，比如说，不是所有图像都是空间图像。）


［笺释］
 在何种意义上所有图像都是逻辑图像呢？显然是在这种意义上：所有通过特定手段描画的东西，都可以不通过这种手段来描画，因此所有通过特定手段描画了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没有通过这种手段，而是用逻辑图像来描画的。前一笺释中关于四种图像的例子就已经表明，可以把例如油画的各个要素分解开，我们是通过逻辑图像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种分解，我们可以描绘油画所描绘的东西，它表明了在何种意义上，油画就是逻辑图像。我们能把油画看作是逻辑图像。

语言是表明什么是逻辑图像的最佳手段。说出的话与写下来的文字在表现手段上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但它们都是语言。而这是因为它们都是逻辑图像。

掌握了散文，才能评价诗歌的好坏。

2.19　逻辑图像能够描画世界。


［笺释］
 油画如何能描画没有颜色的东西，例如一个音节？描画手段限制了能够描画的东西，这种限制越少，能描画的东西也就越多。没有这种限制的图像能够描画一切，从而能够描画世界。这就是逻辑图像。

2.2　图像与其所描画的东西共有描画的逻辑形式。


［笺释］
 这一节刻画逻辑图像与逻辑形式的一般性质。

2.201　通过表现事态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图像描画实在。


［笺释］
 依据2.06，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实在，因此事态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属于图像所描画的实在，而不是图像。但是，图像必须这样被理解：处于图像之外的东西通过图像为人所知，而这种理解使得我们能够从图像到实在。但是，既然图像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图像所表现的就不能直接是实在本身，而是实在的可能性，即事态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

2.202　在逻辑空间中，图像表现可能的情况。


［笺释］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as Bild stellt eine mögliche Sachlage im logischen Raume dar”。两个英文译本都按这个顺序翻译。我采取不同的译法。无论介词短语“im logischen Raume”放在句首还是句末，都可以按我的方式翻译，但放在句末会有歧义，即这个短语究竟是作为全句的状语，还是作为“可能的情况”的定语。我认为这个介词短语应当理解为全句的状语，理由是，可能的情况本身就已经是逻辑空间中的了，再添加定语“逻辑空间中的”不起作用。《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用语极为经济，这种情况就显得不太协调。按我的方式翻译会有这样一个好处，由于通过图像所看到的情况并不包含在图像中（例如，不能说山环水绕这一情况就包含在山水画里），我们不能直接说图像表现了这种情况，添加了逻辑空间，就提示了看的方式，因而说图像表现这种情况，就是极为自然的。

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虽然事态就是作为具有存在可能性的事实，因而在实在之中而在图像之外，但图像表现实在，却是通过表现其可能性做到这一点的。这实际上就是说，要能够从图像中看出其所描画的事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按特定方式，即按其逻辑形式所要求的方式去看图像，而这就是将图像置于逻辑空间中去看。

例如，对于“山在河的东面”这句话，按照空间关系去看，这句话所说的就是山与河的空间关系，而句子中给出的就是关于空间关系的提示，按此提示我们能够了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情况。

要注意维特根斯坦对“情况（Sachlage）”一词的使用。这个词接近于“事态”，不过“事态”这个词更加强调一种情况就其与事实相关联而言的形而上学地位，而“情况”一词则是就具有这个地位的东西就其呈现而言的。情况就是从图像直接看到的东西。

2.203　图像包含其所表现的事态的可能性。


［笺释］
 不能把事态的可能性与事态本身就是的那种可能性混为一谈。事态本身所是的那种可能性是相对于事实而言的，事态是可能的事实，但这里提到的事态的可能性却是指构成事态的可能性，是相对于构成事态的东西而言的。这样区别了以后就很清楚，这句话所说的是，在图像中包含了据以构成其所表现的事态的东西。

2.21　图像与实在一致或不一致；它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真的或假的。


［笺释］
 如此一来，图像与实在间相互独立的关系就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图像独立地确定其所表现的事态，而这样确定的事态独立于实在所是的事态（事实就是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因而图像与实在的一致或不一致，就落实到事态的层次上，即双方所确定的事态一致或不一致。


［疏解42］
 事态这个概念的设计极具匠心。图像要描画实在，这就使图像所描画的东西必须是实在，但另一方面，图像的描画会出错，而在出错时所描画的又不是实在，此时图像却又不失为图像。如何化解这里的矛盾呢？把事态作为实在的可能性引入就解决了问题。图像描画实在，是通过确定实在的可能性，即事态，进行的。一方面，既然事态是实在的可能性，那么确定事态就表明图像能够描画实在；另一方面，既然事态同时容纳了肯定的可能性（情况是如此的）和否定的可能性（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在图像为错时，仍然描画了实在的可能性，因而不失为图像。这里非常巧妙的一点是，事态作为可能性，同时提示了图像要描画的是什么，以及实际上描画的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同时确定了决定图像正确与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要素。

2.22　通过其描画形式，图像独立于真假地表现其所表现的东西。


［笺释］
 图像独立确定其所表现的东西，而决定其真假还需要确定实在实际上是怎样的，由于这两点相互独立，图像表现了其所表现的东西，这一点独立于其为真还是为假的。当然，图像能够独立表现其所表现的东西，依赖于其描画形式。描画形式一方面决定了图像的结构是什么，从而决定了从图像能够看到何种事态，另一方面描画形式又是图像所表现的实在的可能性，因而确定了决定图像真假的，是什么实在。

2.221　图像所表现的是其涵义（Sinn）。


［笺释］
 既然图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事态，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图像的涵义就是图像实际上表现的事态。当然，我们可以弱化这个说法，从而消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限定，即表现了事态的图像表现的是涵义。

后面要注意维特根斯坦对“Sinn”一词的使用。这个词我译为“涵义”，以区分于另一个被维特根斯坦严格区别开的词“Bedeutung（指称）”。这里事先提醒一点，虽然维特根斯坦象弗雷格一样有所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术语，但其使用的方式却差别很大。这个差别我们到后面就会看到。

2.222　它的真假在于其涵义与实在一致或不一致。


［笺释］
 这时候给出一种关于真的符合论表述，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涵义在何种意义上与实在一致或不一致，这一点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回答。这种一致与不一致就是事态之间的比较，而决定什么事态与什么事态比较的，如2.22笺释所说，就是图像的描画形式。由于是同一个描画形式决定了相互比较的双方，可比性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即使这里给出的是一个关于真的符合论，维特根斯坦也不会面临弗雷格和詹姆斯所提出的问题，即究竟什么叫符合。


［疏解43］
 这仅仅是一个关于真的符合论表述，它不一定表明维特根斯坦关于真所持的就是一种符合论观点。符合论首先是一个关于真的理论，而建立这个理论也就预设了，存在关于真这个概念的系统说明，使得所有使用这个概念的场合都适用于这种说明。与符合论竞争的那些理论，都预设了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不存在这个预设，因而也就没有关于真的任何理论。

2.223　为了发现图像是真还是假，我们必须将其与实在相比较。

2.224　不可能单从图像本身知道其是真是假。

2.225　没有先验为真的图像。


［笺释］
 先验为真的图像，也就是其真仅仅取决于图像而与实在无关的图像。如果图像就是要用来描述实在的，那么这样的图像就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也不会称其为图像。


［疏解44］
 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这里所说的“先验（a priori）”并不是与经验相对立的那种知识论上的先验性。它与对象性相对立，与是否属于感觉没有关系，但与知识的本性相关。以后维特根斯坦要么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a priori”一词，要么是在“事先的”、“之前”这种词根意义上使用，而没有直接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

其二，没有先验为真的图像，这一论断是基于图像的本质而言的，而图像的本质取决于图像的使用。如果说这是依据真这一概念的质作做出的论断，那么真这一概念的本质也取决于图像的本质，从而取决于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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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cketts，“Pictures，Logic，and the Limits of Sense in the Tractatus”，in H．Sluga and D．Ster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
 ［A］，Cambride，1996，p．78.


3．思想

3．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Gedanke）。


［笺释］
 这当然不是说，只有那些表现了事实的逻辑图像才是思想，而没能做到这一点的，即那些假的逻辑图像就不是思想。假的逻辑图像仍然是思想，不过是假的思想、事实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方向，而不是思想实际拥有的东西。第二章就图像是什么进行了讨论，而在这第三章里，则就图像所描画的是事实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讨论图像是怎样的，以使其能够描画事实。

3.001　“一事态是可以思想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制作它的图像。


［笺释］
 德文句子“Wir können uns ein Bild von ihm machen.”Ogden译为“我们可以设想它”。这就没有区分思想一词的心理内涵和逻辑内涵。这里显然是在逻辑的意义上谈论，因此采取原文直译，即“我们可以制作它的图像”。


［疏解45］
 “思想”一词既有心理内涵，又有逻辑内涵。维特根斯坦追随弗雷格，取其逻辑内涵。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独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由于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理解为关于可能性的研究，这里思想一词的逻辑内涵就是，就其能够描画事实而言的可能性。无论思想体现为心理过程还是物理过程，这些过程所共有的就是其描画事实的可能性。

3.01　真思想的总体就是世界的图像。


［笺释］
 因此，真思想的可能性就是世界的可能性。由于思想为真的可能性与为假的可能性是同一个可能性，思想（无论其为真还是为假）的可能性就是世界的可能性。这样，序言中所说的为世界划界的工作，就通过为思想划界来完成。


［疏解46］
 但是，一旦涉及到总体，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这里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存在不可能思考的事实吗？如果事实总是可以通过其可能性得到确定，而图像通过其所要表现的可能性得到界定，那么就不可能有不能够为图像所表现的事实，有的只是没有准备去描画的事实。

3.02　思想包含了其所思考的事态的可能性。可以思考的也就是可能的。


［笺释］
 参见2.203及其笺释。前面一般在与某个东西相联系的意义上提到可能性，即成为这个东西的可能性。例如A的可能性就是指B，如果B成为A，这是可能的。单独提到某某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例如A是可能的，就是说B已经存在。

3.03　我们不能思考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要非逻辑地思考。


［笺释］
 换句话说，如果要思考非逻辑的东西，那么就要非逻辑地思考。思考某种东西，这要以某种思考方式为必要条件。尤其是，如果要思考的东西涉及到某种逻辑特征，那么这种逻辑特征就必须体现为思考方式的逻辑特征。

思考的对象何以与思考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呢？这里我们很容易被“思考”这个动词所迷惑。回到3和3.001关于思想的说明，事情就变得很清楚。既然思想就是事实的逻辑图像，那么动词性的思考就是我们以何种方式使用图像，或者说，以何种方式看图像，从而从中知道其所描画的东西。既然制作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使得我们通过图像看到它，从而就是要使图像中包含它的可能性，那么这就引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预设，图像所描画的东西受其可能性的限制，使得我们能够以获得其可能性的方式知道它是怎样的。合乎这个限制的东西就是合逻辑的东西，即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可能性来研究它；非逻辑的东西或者直接与其可能性相冲突，或者与其可能性漠不相关。在这种意义上，非逻辑地思考，就是切断图像所给出的可能性与图像所描画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显然，思考非逻辑的东西，就是非逻辑地思考。


［疏解47］
 动词性的思考与图像的用法联系在一起，与看图像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图像所要描画之物的可能性看作是包含于图像中的，从而把图像看作图像（参见疏解31）。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图像所包含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看图像的方式，因为它就是我们从图像所“看出”的东西。这样一来，图像为能够描画事物而必须具有的可能性，就是看图像的方式。这里所表达的正是这一点。而这就意味着，图像除非在某种使用中，就不能够进行描画。这个结论我们说就是意义内在于使用的原则。

3.031　人们常说，除了与逻辑律相矛盾的东西，上帝可以创造一切。真实情况是，我们不能谈论一个“非逻辑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笺释］
 非逻辑的东西当然是不能谈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我们不能制作非逻辑的东西的图像。这仅仅是因为，图像与图像所要描画的东西失去了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什么，它都将使我们能够从图像过渡到对象，并且为图像所包含，因而可以说，存在这种联系，就意味着图像中包含了对象的可能性。

3.032　要用语言表现任何“与逻辑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这就像在几何中用坐标来刻画一个与空间律相矛盾的图形；或者就像给出一个不存在的点的坐标。

3.0321　我们可以用几何的方式表现一个与物理律相冲突的事态，但不能表现与几何律相冲突的事态。


［笺释］
 为什么不能用几何的方式表现与几何律相冲突的事态呢？只要使用坐标，就承诺了相应点的存在，因此要求出一个不存在的点的坐标，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尝试。这里的要点是，使用什么东西来构成图像，也就限定了图像所包含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决定了能够描画什么情况。要思考与几何律相冲突的东西，就要按照与几何律相冲突的方式思考，这里的问题不是要表现的东西的某种性质不适合于图像，而是构成图像的方式与使用图像的目的相冲突，其结果不是得不出我们要表现的东西（只要愿意，我们总是表现了某个东西
(1)

 ），而是我们无法顺利地制作和使用图像。


［疏解48］
 虽然用欧氏几何提供的工具不能描写一个与欧氏几何冲突的事态，但我们可以用比如黎曼几何来描写。这种情况套用到逻辑中就是，如果按这种逻辑不能谈论，我们就换一种逻辑。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既没有逻辑一元论，也没有逻辑多元论。逻辑就是关于可能性的探究，如果说能够对逻辑的种类进行划分，那么这种划分无非就是对可能性的种类进行划分。但是，划分可能性种类的依据，仅仅是所谈到的可能性是成为什么的可能性，我们实际上是依赖于谈到的是什么东西来划分可能性的，而这等于说，我们不能区分逻辑的种类，能够区分的只是主题的种类。

3.04　一个先验为真的思想就是其可能性保证了其真的思想。

3.05　只有当思想的真能从其本身知道（而无需与对象对比），才能先验地知道一个思想是真的。


［笺释］
 怎么一来就谈到了先验为真的思想呢？这个话题在这里接着前面关于思想包含所思考的东西的可能性发展出来。3.02提出了这个话题，3.03及以下说明的是，思想包含思考对象的可能性到什么程度，这里是接着这一点说的。既然思想中包含了所思考的东西的可能性，那么就有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所思考的东西被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完全决定了。这就是说，思想包含了所思考的东西所有的可能性，以至于没有为对象留下任何余地。这种极限情况就是先验为真的思想。后面关于重言式的段落继续了这个话题。

3.1　命题记号

3.1　在命题中，思想以感觉可以感知的方式表达出来。


［笺释］
 显然，这就意味着思想是可以感觉的。思想就是逻辑图像，就像所有图像一样，逻辑图像也是把可感的东西看作图像得到的。可感的东西是图像的载体或记号。作为逻辑图像，思想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其可感载体的制约，即描画方式的制约过滤掉。


［疏解49］
 为何不把德文词“Satz”翻译成“句子”，而要翻译成“命题”呢？一个句子可以是可感的东西本身，此时我们说这是一个“标记句子（token sentence）”；也可以是就句子标记所表达的东西而言的句子，此时我们说这是一个“类型句子（type sentece）”
(2)

 。例如说出来的声音与写下来的文字“苏格拉底很勇敢”就不会是同一个标记句子，但却能够是同一个类型句子。但是“命题”一词仅仅是指后者。

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命题决不是象在弗雷格那里一样，是句子之外的实体。图像、逻辑图像、命题，这三个术语表明了关注点的依次转移，通过这种转移，我们以一种能够说明问题的方式逐步接近需要阐明的东西。引入图像，是因为我们是从描画实在这一事实开始，确定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是什么；引入逻辑图像，是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描画所有事实的可能性；而引入命题，则是因为我们要虑的是描画所有事实，这一可能性是如何达成的。这三个术语都不是指称某个实体，而是固定一种特定的关注方式，即一种视角。命题就是逻辑图像，从而就是图像，而图像是我们在使用某个东西来描画另一个东西时，把前者看成的东西。

在疏解31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说某个东西是图像，这是一个意向性的事实，这就是说，我们以某种方式去看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并不是物。这意味着，命题并不是实体。

即使象弗雷格那样区分命题与普通的物，区分抽象实体和物理实体，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命题也不是弗雷格意义上的命题。如果说成为一个命题，这是一个意向性的事实，那么命题所排斥的是把它看作任何对象，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排斥把它看作物理实体。

3.11　我们把命题可以感知的记号（声音记号或书写记号）当作可能情况的投影来使用。

投影的方法就是思考命题的涵义。


［笺释］
 记号（sign）总是就其可以感知而言的。记号与命题的关系，就像画布及其上面的色斑与风景画的关系。

通过命题我们会知道一种情况，这一点形象地说就是有一种从记号到这种情况的投影。

这里提到投影的方法。在投影几何中投影方法就是建立两个几何图形间的投影关系，使得一个图形中的几何要素与另一个图形中的几何要素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投影方法就是思考命题的涵义，这的确是一种别扭的表述。一种对应关系如何能够与一个动作（思考）相等同呢？不过我们可以把“投影的方法”理解成“如何进行投影”。这样一来这个表述就顺了，它说的是，思考命题的涵义，就是在揭示这种投影关系，或者说，这种投影关系的建立，就等于对命题涵义进行思考。思考命题涵义，就是制作命题涵义的图像。因此，这里所说的投影关系，就体现于关于命题涵义的图像中。这样一来这里的意思就清楚了，投影的方法就是思考命题的涵义，这是在说，记号与可能情况间的投影关系，其实就是记号与命题涵义间的投影关系。

3.12　通过它表达思想的记号我称为命题记号。命题就是与世界的投影关系中的命题记号。


［笺释］
 表达一个思想，就是给出一个关于实在的逻辑图像。这当然要通过可感的记号给出，此时记号就是命题记号。命题与命题记号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命题就是作为投影者的命题记号。或者这样说，当我们将其当作实在的投影时，命题记号就是命题。

3.13　所有包含在投影中的东西，都包含在命题中，而被投影的东西则否。

那就是说，被投者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投影者本身。

因此命题还没有包含其涵义，而包含表达涵义的可能性。

（“命题的内容”就是有意义的［sinnvollen］命题的内容。）

命题包含其涵义的形式，而非其内容。


［疏解50］
 这一段话解释什么包含在命题中，什么没有包含在其中。由于命题描述实在，其实就是通过包含在命题中的东西知道没有包含在命题中的实在，这段话的清理起了非常基础的作用。

“包含在投影中的东西”，与“被投影的东西”，这两个短语通过这句话就很清楚，即“命题是对实在的投影”。我们把“对实在的投影”分解开，就得到了投影和被投影的东西。被投影的东西就是实在，它不在命题中。而投影中的东西必定就是命题中的东西。

这样分解以后就很清楚，既然被投影者本身没有包含在命题中，但命题所投影的正是它，那么命题中所包含的就是被投影者的可能性。

既然被投影的是实在，而实在是作为可能的情况被投影的，那么命题与实在间的投影关系实际上就是命题与可能情况的投影关系。结合3.11就会看到，这种投影关系就是命题与其涵义间的投影关系。既然实在不包含在命题中，命题的涵义也就不包含在命题中。包含在命题中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知道命题涵义是什么，因此，涵义的可能性包含在命题中。

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命题的内容。括号中的那句话起过渡作用。“有意义”在这里是就其具有涵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具有使用价值而言的，后一种情况我们会在后面见到。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既然命题的内容就是有涵义的命题的内容，那么命题的内容就属于涵义，而不属于记号。于是我们就可以按前面区分客体的形式和内容的方式，来区分涵义的形式和内容。涵义的形式就取决于它能是哪个命题的涵义（它可能与哪个命题结合），即涵义的可能性，涵义是什么，而涵义的内容则是涵义实际上与什么命题结合，这个命题决定了它是怎样的。一旦涵义是什么特定命题的涵义这一点确定下来，命题所描述的是什么情况，也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命题的内容就确定了。

因此很自然地，涵义的形式，作为其可能性，就包含在命题中，而涵义的内容，作为涵义实际上是怎样的，则否。

3.14　构成命题记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的要素，即词，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命题记号是事实。

3.141　命题不是词的混合物（正如音乐的主题不是音调的混合一样）。

命题是音节清晰的。


［笺释］
 这是在就命题重复2.141就图像所说的东西。不过，由于有命题与命题记号在内涵上的细微区别，这里究竟在说什么是事实，还需稍加澄清。由于命题就是就其在与世界的投影关系中而言的命题记号，我们就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谈论命题记号，一种就是在投影关系中谈论，一种则脱离这种关系。显然这里是在这种关系中谈论命题记号，此时说命题记号与命题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这里的两个段落中就看到这种混用的情形。


［疏解51］
 看起来，3.141是在强调命题是有结构，与命题相对照的混合物没有结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有结构，而是在描述实在时起作用的是结构还是由结构构成的东西。接下来会表明这一点。

3.142　只有事实能够表达涵义，一组名称则不能。


［笺释］
 涵义有什么奇特之处，只能由事实来表达，而不能用名称表达呢？依据2.221，涵义就是命题所表现的事态。由于事态是客体的特定结合，要表达涵义，就必须表达这种特定结合。因此这里需要的前提就是，名称不能表达客体的特定结合，即事态的结构。


［疏解52］
 仿照疏解1和疏解2，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前提。假定我们要得到的是a和b的特定结合aRb，其中的关系是R。要用一组名称来表达这个结合，自然的想法就是用“a”、“R”、“b”这三个名称。但这样表达的既可能是aRb，又可能是bRa，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组名称来表示次序。当然，如果用名称的有序对来表达，那么能够表达结构的其实是名称的结构（次序），而不是名称。

罗素曾经想了一个方法，
(3)

 例如我们用aR'b来表示aRb，用aR''b来表示bRa。但这个方法不起作用，一来是困难变成了如何表达aR'b和aR''b，二来是R'和R''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不对称关系的两个方向）无法用名称来表达。

似乎可以用一个名称来表示整个结构。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命题的涵义，而命题的涵义没有包含在命题记号中，因此即使给出命题记号，也未必就给出了命题涵义。仅当以特定方式来看命题记号，才能够从中看到其涵义。这一点就严格地规定了，除非命题记号以某种方式表现了事态的结构，我们才能够了解命题所表现的事态，从而才能知道命题涵义。名称无法表现结构。名称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名称所指的东西具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也并不对名称要采取何种结构形成限制，因此名称具有这样一种外延化的特征：无论是何种结构的名称，只要它们与同一个对象对应，这些名称就都可以互换。因此名称的结构不起作用，它不能表达要求表明结构的涵义。

只能用事实来描述事态或情况，而不能用名称，这一点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稍微做一下引申。事实与客体（物、或实体）间的区别在于，事实是客体按特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不连接任何客体的关系就不是关系，那么事实与关系就必须是一同确定的。给出了事实也就给出了关系，反之亦然。这就意味着，如果事实不能用名称表达，关系也就不能这样表达。事实与客体以何种方式区别，关系与客体也就以何种方式区别。

3.143　命题记号是事实，这一点被书写或印刷的表达式通常的形式所掩盖。

（因为，在例如印刷出来的命题中，命题的记号与一个词没有表现出本质上的区别。这就使弗雷格有可能把命题称为组合的名称。）

3.1431　把命题记号想象成是由空间客体（例如桌、椅、书）而不是书写的记号构成的，其本质就很清楚了。

这些东西相互的空间关系就表达了命题的涵义。

3.1432　不要说，“复合记号‘aRb’说‘a与b具有关系R’”；而应当说，“‘a’与‘b’具有特定关系，这一点说aRb这一情况”。


［笺释］
 命题起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它包含了一些对应于某些东西的记号，而在于这些记号具有特定关系。而记号具有特定关系，这一点只能说是事实。命题记号是由这些记号按特定关系构成的，就这一点而言命题记号也不过是记号，即一个与表示某个东西的记号没有什么区别的物。事实与物这两个相互区分的形而上学范畴同时适应于命题记号，这正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命题记号总是作为已经构成了的东西，以书写或印刷的方式给出（这似乎不同于说出的命题，说和听的过程似乎把记号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展开了，至少使其成为可以分辨的），但命题记号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却不是依赖于这种完成品，而依赖于建立这种完成品的关系。

出现于3.1432中的那两句被多次讨论过的话正是要突出命题中需要突出的东西。为了突出命题记号作为事实起作用这一点，3.1431用了一个有些怪异的类比，把放在一起的桌椅板凳类比于命题。这个类比的用意并不是要我们真的把桌椅板凳看成命题，也不是要我们以一种异常的方式构造命题，而是要我们象把桌椅板凳看成桌椅板凳本身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命题记号实际上所包含的东西上，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命题试图表达的东西上。我们通常看待命题的方式就是依据命题所表达的东西来识别和理解一个命题，这就诱使我们认为命题中所包含的东西总是对应于命题所要表达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通常理解“aRb”这个命题记号的方式。我们说这个记号说的是“a与b具有关系R”，因此记号“R”，对应于关系R。这样一来命题“aRb”就被理解成了一组名称，而使这些名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就视而不见了。

因此在3.1432推荐的描述命题的方式中就没有出现单独的“R”，而是出现了我们通常使用的结合形式“aRb”，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象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在说一种情况。“‘a’与‘b’具有特定关系，这一点说aRb这一情况”这种说法给出了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即关于记号的一种关系事实对应于实在中一种可能的情况，这种关系事实正是命题。


［疏解53］
 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说“‘a’与‘b’具有特定关系R”。显然，“R”不能出现在这里。原因很简单，要说例如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这个事实，在我们使用的命题中，“柏拉图”这个记号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这个记号的老师。因此维特根斯坦说记号间有一种特定关系，但并没有说这种特定关系就是R。他也没有说这种特定关系是什么。由此引出的问题很有趣——这应当是什么关系呢？

一种看起来十分自然的回答是，既然我们要注意的是命题记号本身，那么在记号“aRb”中我们看到的就是，“a”和“b”分别处于“R”的左右边。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定的关系，并且正是3.1431提到的空间关系。但是，如果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设想的构成命题这个事实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况：同样的空间关系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情况，而这些空间关系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使用“R”的地方使用了不同的记号。于是自然引入了这样一个问题，“R”与其它记号，例如“S”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无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两个记号的区别都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的区别，因而就意味着，“R”确实表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使相应的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这就离用名称来表示关系不远了。而疏解52就已经说明了，关系不能用名称来表达。

我推荐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记号“R”以及其他所有关系记号都不是真正构成命题的记号，而是表明如何构成命题的一种辅助标记。这种理解的依据是，既然命题就是图像，因而不存在命题本身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物，既然命题是意向性的事实，那么我们看到的记号本身就不直接是命题的一部分。可以用一种看似类比其实意义严格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关于一幅画可以有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例如画的标题，画的提款署名等等，这些都不属于画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理解画的背景，它们帮助我们看到画里所画的内容；关系记号正是这样一类标记。

如果这样理解记号“R”，它所提示的就应当是逻辑空间。在这种提示之下，“a”和“b”具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应于空间关系，但不是空间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什么，由于我们不能用名称来提到一种关系，这个问题就不能直接回答。一种间接的回答自然而然是这样的，如果知道aRb是什么情况，也就知道记号“a”和“b”间的特定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3.1432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关系是什么的原因。

3.144　情况能够被描述但不能被命名。

（名称就像点；命题就像箭，它有涵义。）


［笺释］
 描述使用命题，而命名则使用名称。命题与名称间的区别这里用了一种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名称没有方向，而命题有方向。维特根斯坦的意思似乎是，我们只能用有方向的东西来表达方向，而一种情况有方向，因此我们只能用命题来表达它。


［疏解54］
 这里所说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疏解52中已经可以看到，例如aRb和bRa就表明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不过这仅仅是一类较为特殊的情况，它只适合于不对称的关系，例如空间中的左右关系，一个数大于另一个数这样一些关系，但不适合于像a不同于b、a遇见b这样一类对称关系。因此这里所说的方向，并不是指构成事态的关系是有方向的。应当说是事态作为情况而言有两个相反的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如果存在，就分别是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例如aRb与并非aRb就是同一种可能性，但却是两种彼此相反的情况。这使我们既有理由说它们是同一个事态（它们实际上分有同一个可能性），又有理由说它们是不同的事态（一种情况应当就是一个事态）。使用“情况”这个有意模糊的词来替代“事态”，可以避免陷入这种有些不必要的术语纠缠。无论如何，一种情况总是有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情况，它们属于同一个可能性，由同样的东西构成，这一点就是情况的方向性。

不过这就引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情况具有方向，而表达情况的命题也有方向，那么这两种方向是如何对应起来的呢？我们既可以用向左的箭头来表示向左，也可以用向右的箭头来表示，同样，我们既可以用“aRb”表示aRb，也可以用“并非aRb”来表示。命题的方向性在4.0621涉及。

3.2　简单记号

3.2　在命题中思想可以这样表达，命题记号的要素与所思想的客体相对应。


［笺释］
 在讨论了命题记号以后，编号以“3.2”开头的这些段落说明的是名称。由此给出的命题分析的概念是后续讨论的基础。

3.201　就称这些要素为“简单记号”，称命题为“完全分析”。


［笺释］
 接上面说，与客体相对应的记号就是简单记号，而以简单记号为要素的命题记号，或者说就是仅仅包含简单记号的命题记号，就是一个完全分析。“完全分析”是与其它命题联系在一起使用的，通常会说某个命题的完全分析；一个命题的完全分析就是把这个命题分析为仅仅包含简单记号的命题记号。这样，命题记号与实在间的关系就通过简单记号与构成世界实体的客体间的对应关系而得到揭示。

3.202　命题中使用的简单记号称为名称。


［笺释］
 “简单记号”是相对于其他记号而言的，而“名称”则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这两者是如何等同起来的呢？这一点需要考虑。

3.203　名称指称（bedeuten）客体，客体是名称的指称（Bedeutung）。（“A”与“A”是同一个记号。）


［笺释］
 要注意“指称”与客体和名称相联系，而“涵义”则与事态和命题相联系。3.203括号中的那句话似乎有些不相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何种意义上说“A”与“A”是同一个记号呢？是依据其所指称的是同一个客体。“A”与“A”在物理上不同，但就指同个客体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名称。

3.21　简单记号在命题记号中的配置对应于客体在情况中的配置。


［疏解55］
 并不是因为简单记号已经对应于客体，简单记号的配置才与客体在情况中的配置相对应，这要求简单记号与客体的对应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3.203已经提到名称与客体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在3.202笺释中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这种对应关系视为已经确定了的。因此编号以“3.20”开头的那三个段落最好看作是一个提示性的说明，看成是对于简单记号、名称以及完全分析这样一些概念的提示，而不是这些概念如何建立起来的一种说明。

事实上，3.21才是这种说明的起点。命题中记号的配置与客体在情况中的配置相对应，这是3.1诸节建立的结论。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引申，即命题中记号的配置应当是所有参与表达情况的所有配置，而不仅仅是记号所表现出来的那些配置。正是这个引申要求完全分析，即把所有参与表达情况的配置都分离出来，使其显明。

这种做法决不是自找麻烦。思路的顺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要选择的是，命题表达其所表达的东西，这一点是从整体开始的还是从构成命题的记号开始的。如果是从构成命题的记号开始，那么就与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情况这一点相冲突。事实上，这也与从我们的解读工作一开始就建立的基本思路相冲突。

3.22　在命题中名称代表客体。


［笺释］
 先建立配置上的对应，然后再建立构成配置的那些东西的对应，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实际上采取的路线。正是由于名称的配置要与客体的配置相对应，名称与之对应的，才必须是客体。

这样就回答了在3.202笺释中提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不在与客体对应的意义上理解名称这个概念，而仅仅是在名称的结构是不相关的意义上宣称简单记号就是名称，然后再建立名称与客体的对应关系。

3.221　客体只能被命名。记号表示它们。我只能够谈及（von）它们，而不能够说出（aussprechen）它们。命题只能说事物是如何（wie），而不能说事物是什么（was）。


［笺释］
 这里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是同一个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就是名称与命题、谈及与说出，以及什么与如何间的对立。它们间的关联在于，我们使用名称来谈及客体，而这样谈及的是客体是什么；我们使用命题来说出一种情况，而这样说出的情况关系到客体是怎样的。例如我们用“马”这个名称所谈到的客体就是马，这个名称表明了谈到的客体是什么；而用“马有奇数个蹄子”这个命题说出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表明了马有怎样的性质。

何以会有这样的对立呢？我们从说出与谈及的区别入手。说出就是通过表达式中包含的东西知道所要表达的东西，从而给出表达式就给出了所要表达的东西
(4)

 。由于表达式并不包含要表达的东西本身，说出的就不可能是就要表达的东西本身而言的东西；说出只能是就结构而言的。与说出相对照，谈及则是谈及要谈及的东西本身；谈及仅仅是指向表达式之外的东西，表达式本身包含什么与此无关。在这种意义上，说出的只能是一种情况，即要表达的东西的可能性；我们用命题来说出要说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客体是简单的（2.02），无结构的，我们就不能说出它，而只能谈及它。换言之，客体不能用命题来表达，而只能命名。谈及客体，也就是在命题中说出与其它客体结合的结构，此时说出的东西就是客体是怎样的，即客体的内容或者其外在性质。

3.23　设定简单记号的可能性，就是设定涵义的确定性。


［笺释］
 在2.021及以下三节笺释中给出的论证实际上可以更直接地使用在这里。


［疏解56］
 不能说，必须有简单记号，是因为有客体；而应当说，有客体，这是因为必须有简单记号。

3.24　关于复合物的命题处于与关于其构成成分的命题的内在关系中。

复合物只能通过正确的或错误的描述给出。如果复合物不存在，那么提到它的命题将不是无意义的（unsinnig），而仅仅是错的。

一个命题要素表示复合物，这可以从包含它的命题的某种不确定性看出。我们知道命题还没有确定所有东西。（概括记号包含了原型［Urbild］。）

把复合物的符号简并为一个简单物的符号，这一点可以通过定义来表达。


［笺释］
 把2.0201笺释所提示的与摹状词理论的关联用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这一节的主要意思。

首先要注意，由于设定简单物的目的在于保证涵义的确定性，这里所说的复合物并不是就其本身而言的复合物，而是就其结构对于谈到它的命题涵义的相关性而言的复合物。一个本身有结构的东西也可以被认为是简单物。因此，如果一个复合物作为复合物被命题所提到，那么复合物的结构就是相关的，从而必须被处理为结构，而不是由结构构成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复合物只能通过描述给出。

如果简单物已经出于涵义确定性的考虑引入了，那么复合物的不存在，将不会使命题无意义，而仅仅使命题为假。这实际上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利用简单物存在的论证，在那个论证中，如果简单物不存在，那么命题是否有意义，即命题是否毕竟在谈论一些对象，就依赖于另外一些命题是否为真；现在的情况既然是简单物已经被设定出来了，那么关于复合物的谈论就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于是复合物不存在，就使命题为假。这正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乐于接受的结果。

由复合物引入的不确定性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看出，对于“扫帚离这个点的距离为一米”这个命题，我们无法确定其为真还是为假，这一点表明了扫帚是一个空间的复合物。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对扫帚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建立关于其离一个点有多远的确定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扫帚到一个点的距离”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当然，对扫帚这个复合物的分析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摹状词分析的形式。这个分析将定义“扫帚到一个点的距离”这个表达式。


［疏解57］
 按照摹状词理论，关于复合物的命题可以分析为关于其构成成分的命题。这两个命题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内在关系，这就是说，这两个命题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罗素当然愿意说，这两个命题是同真同假的，或者说是逻辑等价的。当我们用“当且仅当”这样的连接词表明这两个命题的关系时，似乎还不是说它们实际上同真同假（蒯因的例子“x有心脏，当且仅当，x有肾脏”就是一个反例）；但如果说这意味着它们在逻辑上同真同假，却又预设了论题（beg the question），因为我们正是希望通过分析来充实关于逻辑的理解。在罗素看来，这两个命题说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准确地说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某某存在物可以用一个结构来代替。这就是用结构来代换实体这样一种罗素式的分析理念。这个理念要成立，就意味着一种结构实际上占据了一种实体所占据的地位，否则这种代换无从谈起，但这个想法的困难我们在疏解1和疏解2关于主论证的讨论中已经见到了。

我推荐这样一种朴实的理解：关于复合物的命题与关于其成分的命题，即一个被分析的命题和一个用来分析的命题，这两个命题处于内在关系中，无非是指，如果不理解其中一个命题，就不能理解另一个命题。这个朴实的表述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理解一个命题，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命题知道其所说的情况；由于命题能够表达一种情况在于其具有该情况的逻辑形式，理解一个命题，就是把握其逻辑形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如果两个命题处于内在关系中，那么这两个命题就共有同一个逻辑形式，从而理解了其中的一个，也就理解了另外一个。

这种理解与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个隐含的观点相协调，即除非通过整个命题，我们不能从构成命题的部分入手来理解命题。这个观点很容易得到，既然理解命题就是能够知道命题所说的情况，而一种情况只能够通过命题来表达，那么能够使我们理解一个命题的，只能是命题。现在考虑关于复合物的分析，既然复合物是语义复合物而非形而上学复合物，而这种复合性依赖于其所出现的命题，那么关于复合物的分析就必须采取命题分析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一个命题（分析项）进到另一个命题（被分析项）。

但是，这个说明似乎只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满足，因为毕竟，分析是一种看来要更为严格的过程，我们用“逻辑等价”来说明分析项与被分析项的关系，其内涵虽然需要进一步澄清，但至少透露了这种严格性。如果仅仅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两个命题是共有逻辑形式的关系，那么它们可以不同为真；但我们心目中的分析至少应当要求两者同真同假。

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A是B的分析，当且仅当A与B处于何种关系中。甚至在他说A与B处于内在关系中时，也没有丝毫想法去进一步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他只抓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条件使我们能够看出A（正确地或错误地）分析了B。如果我们得到这个条件，那么B应当分析成什么样子的命题，对此我们自有判断。

至于何以以这样的方式关心关于分析的问题，这取决于引入分析的目的。维特根斯坦显然没有罗素那样的形而上学诉求，即要通过分析来完成一项还原论事业；不过，如果说罗素是想用逻辑分析来替代形而上学研究（以逻辑结构取代形而上学实体），那么可以说与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才刚刚沾上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能够做并且我认为他实际上做的，就是展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命题，那么这种理解可以以何种方式展示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分析不过是展示我们的理解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实际上能够给出分析，并知道这就是一种合格的分析，这一点表明我们对命题的理解是怎样的能够知道分析展示了理解，这要以理解作为前提。

无论我们是以何种方式达成理解的，我们能够理解某命题，这一事实总是可以用相应的条件得到满足来表达，我们说这些条件就是理解能力的结构。但是，依据主论证不难看出，从构成理解能力的要素组合不能得到我们已经理解这一事实，因此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个事实。理解只能出于理解，对理解的解释只能以理解作为前提。能够做的充其量只能是，在已经理解的前提下说明理解是怎样的，但这绝不是对理解的解释，我们可以说这是寻求理解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阐明。


［疏解58］
 3.24第三段括号中的那句话需要解释。“概括记号包含了原型”，依据上下文可以看出这句话应当是在说，概括记号也可以看作复合物，因为有概括记号的命题中也有某种不确定性，而其中包含了原型，这一点解释了为何概括记号表示的是复合物。

概括记号包含量词，一个完整的概括记号表示对哪些变项进行何种量化。例如在命题记号“∃xF（x）”中就包含了对变项x进行存在量化这样一个概括记号，读做“存在一个x，它……”。这可以说是有某种不确定性，因为并没有指明特定的客体，但这是否是因为有复合物呢？维特根斯坦是肯定的。他的理由表明了他是如何理解量词的，这种理解相当能说明问题。他所提到的原型应当是我们据以分析概括记号的东西。可以这样理解：被量词所约束的变项总是有一个取值范围，即值域，对概括的解释必须提到值域，而值域是由原型确定的。例如，一个以所有人构成的集合为值域的变项，其取值范围可以说就是所有人，但我们也可以取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作为原型，而用“与之类似的客体”来表示值域中的任何一个元素。我们令“p”，表示原型，用“与p类似的客体”来表示值域中任何一个客体，然后定义与p类似的客体为“O”。这样来存在概括“∃xF（x）”就可以改写为“F（O）”。显然，其中的“O”就是一个复合记号，它可以定义为包含了原型p的形式。存在概括包含的不确定性正好可以得到解释。

3.25　对于命题有且仅有一个完全分析。


［笺释］
 这正是命题涵义的确定性所要求的。涵义的确定性就是其结构的确定性，从而就是命题结构的确定性，并且命题结构要是仅由简单记号构成的结构，这样才能得到涵义的结构。因此，这种命题结构就是命题的完全分析。如果命题存在不同的完全分析，那么就不存在确定的完全分析，从而就没有确定涵义。

3.251　命题以确定而又明确的方式表达其所表达的东西：命题是音节清晰的。


［笺释］
 命题表达了什么，这一点同时取决于命题在其记号中包含的东西和这些东西与要表达的东西的联系，后者就是命题表达的方式。既然要表达的东西，即涵义，必须是确定的，那么决定涵义的东西都必须是确定的，从而表达的方式也必须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命题表达涵义，就是要从命题记号中看到涵义，因此命题表达的方式必须是可以从记号中看出的，从而必须是明确的。


［疏解59］
 命题要确定实在到何种程度才算是确定呢？这显然要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得到一个完全分析。完全分析是仅由简单记号构成的命题，因此决定何种分析是完全分析的条件，其实就是决定何种记号是简单记号的条件。既然简单记号的简单性是一项语义学上的要求，那么命题确定实在的精确程度就不取决于实在本身，而是取决于命题。可以说命题自行规定要确定实在到何种程度。

3.26　名称不能通过定义进一步分析。名称是初始记号。

3.261　所有被定义的记号都通过定义它的那些记号进行标记，定义则表明了标记的方式。

初始记号和被初始记号所定义的记号不能按同样的方式标记。名称不能通过定义分解（任何独立具有指称的记号都不能如此分解）。


［笺释］
 被定义的记号表示复合物，而用来定义的记号如果是完全分析的话，就是简单记号，表示简单物的组合。被定义的记号是复合记号。简单记号指称简单物，但复合记号并不在同样的意义上指称复合物。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简单物不存在，那么简单记号对表达涵义就没有作用，包含这个简单记号的命题记号就不能够通过其结构表达涵义，命题就没有涵义；而复合物不存在，却可能是描述复合物的命题为假，因而包含复合记号的命题仍然可以分析为有涵义的命题，从而仍然有涵义。正是这个区别，使得维特根斯坦说，初始记号和被初始记号所定义的记号不能按同样的方式标记。

这种区别可以这样解释，简单记号指称客体，而复合记号在某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表示满足这种情况的整体，即那个复合物。因此，复合记号就可以说是按照特定方式表示其所要表示的东西，它们表示这些东西的方式就是设定需要满足的那些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是由定义给出的，定义就决定了复合记号表示其所表示的东西的方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继续说，对任何记号的分析，所得到的都是该记号进行标记的方式。这样一来，简单记号，即名称，就是一种极限情况——对名称不能进一步分析，因此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分析。名称具有指称，不依赖于任何除名称以外的其他条件，我们可以说名称就是独立具有指称的记号。独立具有指称的记号，就是对标记方式无所要求的记号由于任何分析都将表明它具有指称这一点依赖于其他东西，独立具有指称的记号不可能进行分析。显然，不可分析与独立指称，这两者相互蕴涵。而这意味着一个记号是简单的（即不可分析的），当且仅当这个记号独立指称（即是名称，或者说指称客体）。

3.262　记号没有表达的，通过记号的使用显示（zeigt）出来。被记号掩盖的东西，使用使其显明。


［疏解60］
 使用的引入在这里极其重要。它既是整个《逻辑哲学论》所提供的语言哲学的基础，也是他所讨论的整个哲学的基础。

使用一个记号，就是出于某种目的把一个记号与另外一些记号结合起来。引入了使用，也就引入了目的，通过对记号的使用，我们在记号中看到记号的目的。使用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在使用中，才存在简单记号，而所有记号具有确定涵义，这一点是通过简单记号的存在保证的。一般记号与简单记号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建立起来，即，对一般记号的使用可以用对简单记号的使用表现出来，这种关系落实到一般记号上就是通过其使用显示出来的东西。可以说，这种关系正是3.24所提到的内在关系。

使用的引入是从一个不起眼的起点开始的，这就是，命题作为图像是意向性的事实。这意味着只有在使用中我们才会有命题，从而，使得命题具有确定涵义的所有条件都属于使用，在这里就是，简单记号的存在以使用为前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命题间就其涵义而言建立的关系也是在使用的层次上得到的。因此，我在疏解57中指出，关于命题的语义分析所建立的并不是逻辑等价关系。因为这不是命题与命题直接建立的关系，而是使用与使用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是内在关系，当然是显示出来的关系。

3.263　初始记号的指称可以通过阐明（Erläuteru-ngen）得以揭示。阐明就是包含初始记号的命题。因此，只有已经知道这些记号的指称，才能理解它们。


［笺释］
 文中最后的代词“它们”就是指初始记号。

通过使用来显示一些东西，这就是阐明。阐明显然不是给出新的东西，而是提示旧的，我们已经了解的东西。简单记号就是初始记号。要知道初始记号的指称，我们能够依靠的仅仅是包含了初始记号的命题。例如，我们通过包含了一些词的句子，而不是辞典，来学会母语的基本词汇。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初始记号，所表明的仅仅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记号的指称。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就是阐明的目的。阐明就是分析的极限情况，分析必须建立在阐明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可以有一种全局的阐明方法。事实上，《逻辑哲学论》整个著作，就是按照阐明的方法筑就的。


［疏解61］
 “知道这些记号的指称”似乎可以理解为，知道所指的东西本身，而不知道它就是该记号的指称。这样一来，阐明所做的仅仅是把词与物对应起来。要辨析这个理解，就必须考虑什么叫做理解一个阐明。理解一个阐明，就是理解作为阐明的那个命题，并且能够从那个命题过渡到需要阐明的命题，从而在理解了前者的情况下理解后者。显然，如果仅仅是知道记号所指的东西本身而不知道其与记号的对应关系，就仍然不能理解作为阐明的那个命题。因此“知道这些记号的指称”所说的就必须既包含所指的东西本身，又包含其与记号的对应关系。


［疏解62］
 阐明就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分析理念。在疏解12、疏解17和疏解57我分别指出了这一理念的基本思想和特征，在这里比较一下阐明与解释的区别。事实上，这个区别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的维特根斯坦式分析与罗素式分析的区别。简单说来阐明就是给出既定的东西中所包含的东西，从而表明既定的东西是什么；而解释则是从既定的东西构成新的东西，从而确定新的东西是什么。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出需要解释的东西的充分条件（理想的情况是给出充分必要条件），使得该条件一旦满足，就将得到需要解释的东西；而阐明则是仅仅给出必要条件，一旦必要条件得到满足，被阐明的东西就是可以理解的。两者的目的因此也不同。解释的目的是求知，是知道要解释的东西是什么；而阐明的目的则是理解，在于表明这种理解所需要的限制性条件。

这个比较可以从它们处理课题的方式入手。解释的方法一般是先给定已知的东西，然后把需要解释的东西化归到这种已知的东西上去，化归的方法通常采取的是分析，即分离出能够确定需要解释的东西的各个要素，并表明这些要素就是已知的东西。在阐明中，也在某种意义上有这种化归的过程，即分离出构成要阐明的东西的各要素。但是需要采用阐明方法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样分离出的要素必须在其未分离的整体中才能够得到确定，因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设定这个整体才能进行这种分离。
(5)

 如果是要进行解释，这种设定就是不允许的，它引入了循环。这正是阐明与解释的分水岭。阐明只能满足一个较弱的要求，即寻求要阐明的东西的必要条件。这里的关键是，既然构成整体的各要素不能够作为初始的东西来确定整体，那么寻求必要条件的工作就不能说成是：有某些隐藏起来的补充条件，这些条件的加入仍然将得到一种合格的解释；我们之所以满足于阐明，不是因为这些隐藏的条件是智力所不能达到的。阐明不是一种次级的解释，而是与解释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

采取阐明方法可以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解释所要达到的求知目的是需要反省的，因为，既然我们只能在已经有所知的情况下才能知道新的东西，那么求知就仅仅具有相对的价值。解释必须设定已知的就是那些用来解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解释。显然，我们不能解释一切。这种处境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终极的东西不可能是知识，而是使知识得以可能的东西，或者说，是使得我们能够从已知过渡到未知的东西。这就是理解。阐明在本质上把自己定位为形成理解，而这是与解释完全不同的一项事业。

当然，阐明法不能这样设定自己的问题：究竟什么构成了理解。它不能回到求知的路线上，询问关于理解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从而对理解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对它来说有价值的问题是，理解是怎样进行的，它需要什么条件，从而使我能够理解。这是一个研究者置身于其中的实践过程，其为实践在于达成理解，而不是解释理解。正如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知识或可能的知识，只有在有所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新的东西。因此关于理解的课题只能对应于过程。与解释存在一个终点以标明成功与否不同，阐明只能满足于它所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只能提供这样一类副产品——说明理解所需要的条件是如何一一安排妥帖的。而这个过程的目标，即达到的理解，则永远不会在这个过程之外得到确认。

3.3　命题

3.3　只有命题有涵义，只有在命题语境中，名称才有指称。


［笺释］
 后半部分是在表述语境原则。结合后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并不准备说命题语境决定了名称指哪个对象，而是在说名称能够指哪些对象。名称实际上指哪个对象，这同时取决于命题与命题所谈到的实在，而名称能指哪些对象，则可以通过命题本身得到确定，从而是一个关于语义的事实。

在3.2节说明了什么是分析以后，3.3节则说明了分析是如何进行的，其机理是怎样的。


［疏解63］
 何以会有语境原则呢？语境原则在弗雷格那里意味着词的意义是其对于句子意义的贡献。但这个原则是如何建立的，它起作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这在弗雷格那里一点都不清楚。然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是极为清楚的。它不是凭直觉追求的一种工作方式，而是有严格的依据。

既然命题表达涵义是通过命题结构完成的，关于命题涵义的研究就必须从整个命题开始，而不能从构成命题的部分开始。从部分开始将得不到整体。这就意味着，名称对于命题表达的涵义来说不在于客体构成了涵义（事实上从客体开始构成涵义，也需要依据涵义来确定客体），而在于名称属于建立涵义结构的要素，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要求命题中出现名称，从而才有名称所指称的东西。这正是语境原则。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名称实际上指什么，这不重要吗？难道命题所要谈论的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吗？名称实际上指什么，就对命题的涵义有什么贡献，这是显然的；同样显然的是，我们用命题来谈论的就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取决于命题。但是，语境原则规定的仅仅是名称能够指称什么，即名称指称客体的可能性；名称实际上指什么，这在一种意义上以这种可能性为前提，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则是其结果。

考虑这样一个关于指称的基本事实，只有诉诸于指称，我们才能确定一种指称关系实际上是否建立起来了。例如要确定我是否用“月亮”指称了月球，就必须先指称月球，然后看这是否与“月亮”共指称。因此，指称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共指称关系的建立，或者说，词与物间建立关系，依赖于词与词间建立的关系。词与词是否共指称，我们断定这一点实际上依据这些词就指称的可能性而言的彼此限制，而这种限制正是通过命题语境建立的
(6)

 。因此，语境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指称的可能性，是建立实际的指称关系的前提。


［疏解64］
 维特根斯坦喜欢用一个短句子容纳多个想法，从而在这些想法间建立联系。在3.3中不仅表达了语境原则，还表达了对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分。除了某些例外，“Bedeutung”一词在《逻辑哲学论》的全书中被赋予了专门的意思，由于这个词首先与名称相联系（3.203），我将其译为“指称”。在另外一些不需要这样区分的情况下，我译为“意义”。与此对照，“Sinn”一词译为“涵义”。“Sinn”和“Bedeutung”在两个英文译本中都大体上以“sense”和“meaning”相区分。如果说在弗雷格那里把“Bedeutung”译为“指称”是不合适的，那么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是恰当的；“Bedeutung”主要与名称相联系，而“Sinn”则专门与命题相联系。命题是没有指称的，再加上3.3所说的只有命题才有涵义，我们就可以断定只有名称有指称。这样看来，即使维特根斯坦区分了涵义与指称，他的语义学也仍然是两个层次的语义学，而不是像弗雷格那样的三层次。

维特根斯坦有理由采取两层次的语义学而不是三层次的语义学，他并不像弗雷格那样理解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弗雷格在“Bedeutung”这个术语中放进了这样一个理论目的，用语义学的Bedeutung来表明命题达到其知识论目的，即达到实在。Bedeutung对于名称来说就是指称，而对句子来说就是真值，这些都是实在所决定的。语言与实在通过Sinn达到连接，如果没有Sinn，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任意的，这表明弗雷格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外在关系，Sinn就是建立这种外在关系的东西。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正如在2.13及2.131笺释中所看到的，图像与实在是一种内在关系，而语言就是图像，因此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就是内在关系。这就意味着，既然语言不处于这种内在关系是不可能的，那么给出了语言，也就给出的这种关系，我们不需要第三者来建立这种关系。疏解31说明了建立这种内在关系的机理。如果命题是一种意向性的事实，那么它对看命题的方式就提出了要求，而按照所要求的方式去看命题，我们看到的是命题所表现的情况，这就是实在的可能性。这样，语言与实在就在这种看的方式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所需要的内在关系。此时命题与名称的语义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上，都是通过语言所看到的东西。

3.31　命题中任一表明其涵义特征的部分，我都称为一个表达式（一个符号［Symbol］）。

（命题本身就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就是命题能够共有的、对其涵义来说重要的一切。

一个表达式标出了一个形式和一个内容。


［笺释］
 这里给出了表达式的概念。这意味着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关于表达式的分析。表达式被认为是符号（Symbol），而没有继续使用“记号（Zeichen）”这个术语。在后面3.32中区分了符号与记号以后，其意图自然清楚。

由于是分析语义，把表达式定义为命题中表明涵义特征的构成部分，就可以很方便地把要关注的东西分离出来。这里要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部分如何构成了命题或决定了命题涵义，而是如何能够从一个命题过渡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这个任务正是阐明涵义所必须面临的，因为阐明就是以一个给定的整体为前提，探究何以能由此确定另一个整体。因此表达式的定义不能够仅仅是对命题涵义有所贡献，而且要能够表明如何从一个命题过渡到另一个命题。这样一来，把表达式定义为不同命共有的部分，就是必要的。命题间的过渡必须通过共有的部分进行。

这样来，表达式与命题间的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客体与事态的关系。我们可以按类似的方式理解表达式的形式和内容。表达式的形式就是其与其它表达式结合的可能性，而其内容则是它与其它表达式的特定结合。如果不考虑整个命题是一个表达式的情况（这是一种不太有趣的极限情况），那么任何表达式都会有一个形式和一个内容，即它总是能与它能结合的表达式结合，并且总是与某个表达式结合着。

3.311　表达式规定了所有它能出现于其中的命题的形式。它是一组命题的特征标记。


［笺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表达式的形式就是构成这组命题的可能性。

3.312　因此它用由其表明其特征的那些命题的一般形式来表示。

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式是常项，其他一切都是变项。

3.313　因此表达式就表示为变项，其值就是包含该表达式的命题。

（在极限情况下，变项变成常项，表达式就是命题。）

我称这样的变项为“命题变项”。


［笺释］
 考虑“是红的”这个表达式。它标出的一组命题例如包含

（1）火是红的；

（2）太阳是红的；

（3）共产党员的心是红的；等等。

这组命题的一般形式就是这组命题共同的东西，即“是红的”这个表达式与某个表达式结合，因而可以写成“x是红的”。其中表达式“是红的”是常项，其它都用变项表示。当然，由于其中包含变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一般形式“x是红的”的整体当作变项。对这个变项取值，就是确定“X”用什么表达式来代换，其结果是得到上列那组命题中的某个命题。因此这个变项是命题变项。极限情况就是当表达式就是整个命题的情况，此时它仅仅标出自己，而我们得到的命题变项就是一个常项，即表达式本身。

3.314　表达式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指称。任一变项都可以看作命题变项。

（包括名称变项。）


［笺释］
 基于语境原则，任何表达式都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指称。另一方面，仅就其具有指称而言（不考虑极限情况），我们才说一个东西是表达式。因此，任给一个变项，如果确定其是一个表达式的变项，那么就预设了它出现于命题中，或者本身就是一命题，因而可以按上述方式理解为命题变项。名称变项，即取值为名称的变项，也可以认为是命题变项。

3.315　如果把命题的一个构成部分变成变项，就会有一组命题，它们都是由此得到的命题变项的值。一般说来，这组命题仍然依赖于那个命题的部分按照任意的约定表示什么。但如果我们把所有其指称任意确定的记号都换成变项，总是会有这样一组命题保留下来。它们不再依赖于任何约定，而只依赖于命题的本性。它对应于一个逻辑形式——一个逻辑原型。


［笺释］
 上述从表达式到命题的次序也可以颠倒过来，从命题到表达式。从那组命题中任意取一个命题，例如命题（2），把主语部分换成变项，就得到命题变项“x是红的”，它的值就是包括命题（2）在内的那一组命题。这组命题包含了哪些命题，这要依赖于“是红的”、“火”、“太阳”等等是什么意思，而这是任意地确定的。如果“是红的”不是现在的这个意思，那么“火是红的”，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命题。于是我们可以把“是红的”也换成变项，而把例如（2）换成命题变项“太阳y”，由此得到另外一组命题作为值，这组命题与前一组命题共有一个命题，即（2）。这两组命题都属于更大的一组命题，这组命题是命题变项“xy的值”。这组命题中包含了什么命题，不取决于任何任意确定的意义，而仅仅取决于表达式间彼此限定的关系，即表达式的形式。

这里引入了逻辑原型的概念，这个概念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是如何理解形式这个概念的。命题变项“xy”对应于一组命题，这组命题包含哪些命题，取决于由该命题变项所表明的形式，维特根斯坦说这是逻辑形式。看起来情况就是，如果把命题中所有的常项都换成变项，就得到了逻辑形式。但接下来，维特根斯坦却补充说，这就是一个逻辑原型，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仅仅是变项，还不足以确定相应的那组命题是什么，需要其它东西，确切地说需要一个示例，这个例子是任意包含在这组命题中的命题，例如像命题（2），使我们能够借此给出这组命题，或者能够判断任一命题是否包含在这组命题中。这就像造句练习一样。为了学会一个词，我们试着造出包含这个词的句子；而一旦学会足够的词，我们就可以依据给出的一个例子，造出与这个例句同类的句子。例如给出了一个例句（2），我们就可以用“红的”来造出像（1）这样的句。当然，造出像（3）这样的句子似乎还是不太容易的。


［疏解65］
 关于命题的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显然与罗素有不同看法。在罗素那里，逻辑形式就是把所有非逻辑常项换成变项以后得到的母式（matrix），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要添加一个逻辑原型，或者说仅当由此得到的母式被理解为原型时，才是逻辑形式。罗素的处理需要为变项指派值域，由此就有了类型论；维特根斯坦则不需要，因为形式与变项值域是一同给出的。事实上他连值域也不需要，因为他建立概念的顺序不是像罗素那样从一个独立的逻辑形式出发，来获得这个形式的实例，而是在实例已经给定的情况下，用逻辑形式来表明构成这些实例的可能性。罗素类型论的目的是给出所有的合适公式（well-formed formulae），但维特根斯坦这里根本就没有合适公式这个概念——所有已经使用的句子都是合法的句子。罗素是从命题的要素构造句子，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从已经构造好的句子中分离出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引入了形式这个概念，维特根斯坦就可以不用类或集合的概念。为了给出一些在哲学上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通常以规整的全称形式被提到），他只需确定这些东西共有的形式，然后按照原型就能够确定哪些位列其中，哪些则没有。这里既不需要定义一个类，也不需要枚举以构成集合。这种方式在后面会经常使用。

3.316　命题变项能取何值，这是规定好了的。

对取值的规定就是变项。


［笺释］
 给出了一个命题变项，也就给定了变项的形式，从而也就确定了该变项能取何值。另一方面，变项除了表明自己的取值范围之外，不独立包含任何其他东西。

3.317　通过指出变项是其共同标记的那些命题，命题变项的取值就规定好了。

这种规定就是对这些命题的描述。

因此要做出这些规定，只需处理符号，而不必涉及指称。

只有这一点对规定来说是重要的，只描述符号，而不涉及符号所表示的东西。

我们描述命题的方式是不重要的。


［笺释］
 命题变项是不参照涵义描述命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后面被发展为句法分析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法。如果命题的本质就像图像那样，要通过命题来看到命题所表达的涵义，那么要能这样做，就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地给出表达涵义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在不涉及涵义的情况下对命题做出规定。不管以何种方式描述如此规定的命题，只要它表明了符号结合的形式，从而表明了表述涵义的可能性，它就给出了命题。在这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描述命题，是不相关的。

3.318　像弗雷格和罗素一样，我把命题看作其所包含表达式的函项。


［笺释］
 一旦确定了命题所包含的表达式，也就确定了命题，因此可以把命题看作其所包含表达式的函项。实际上，这就是把表达式看作命题变项。

3.32　记号是符号可感知的部分。


［笺释］
 在3.31笺释中预告的记号与符号之分在这里正式提了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被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所误导，认为符号就是作为可感部分的记号在加上一个不可感的部分。维特根斯坦喜欢用术语的变化来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
(7)

 ，这里区分记号与符号就是一个例子。当谈到记号时，我们被要求注意在命题中所使用的东西，所使用的东西就是记号；而当谈到符号时，要求注意的则是如何使用这些记号，例如记号与指称的对应关系。

引入记号，就可以落实3.317的意图，即处理符号，而不涉及指称。

3.321　因而两个不同的符号可以有共同的记号（书写记号或声音记号），此时它们以不同方式表示意思。


［笺释］
 比如一词多义的情况。

3.322　决不能用不同的表示方法来使用同样的记号，以此表示两个东西具有共同特征。因为记号当然是任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转而选择不同记号，那么又该如何表明表示方法上的共同之处呢？


［笺释］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一个记号同时为两个符号所共有，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符号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上下文来区分这两个符号。关键是，可以采取不同记号来区分，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准确地说是使用目的）保留共用的记号。在使用共有一个记号的两个符号来表示两个东西的同时，还希望共有的这个记号表示这两个东西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就使记号承受了过多的语义负荷。记号具有的任意性在于，如果一个记号为两个符号所有，那么它们共有一个记号，这只是偶然的，我们随时可以使用不同记号来将两者区分开。这正是使用记号的方式决定的。我使用不同的记号，在于我想把不同的东西区分开，而在可以区分开的时候使用了同样的记号，这仅仅表明有其他方式将两者区分开，而不在于我在区分开它们的时候又想表示两者有共同之处。用一个记号表明两个东西有共同之处，这以这两个东西已经区分开了为前提，因此必须单独提供区分开这两个东西的符号。如果我们用符号来区分，那么用来区分这两者的符号不能同时又用来表明它们有共同之处。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记号具有任意性，同一个符号不能使用不同的记号。如果这样做，我们将失去表明这里有同一个符号的手段，因为符号中可以被感知的部分只有记号，而我们只能用可感知的部分来表明符号。


［疏解66］
 记号是任意的，这既不是指记号是完全偶然的东西，也不是指它是难以捉摸的，而是说，记号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因此我们要求于记号的，仅仅是在使用记号时保持一致。3.322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

3.323　日常语言中经常出现同一个词用不同的方法表示事物，因而属于不同符号，或者不同的词用不同方式表示事物，但在命题中看起来却按同样的方式使用。

比如“是”这个词作为系词，作为表示相等的记号，也作为表示存在的表达式；“存在”就像“走”一样是不及物动词；“相等”看起来就是形容词；我们既谈论某个东西，也谈论某个东西发生这样的事实。

（在句子“Grün ist grün．［格林是年轻的。］”中，第一个词是专名，最后一个词则是形容词，它们不仅表示不同的东西，而且是不同的符号。）

3.324　因此很容易产生最基本的混淆（哲学中就充满了这种混淆）。

3.325　为了避免这些错误，我们必须采纳排除它们的记法，在不同的符号中不用相同的记号，在记号以不同方式表示事物时，不用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记号。这就是一种遵守逻辑语法或逻辑句法的记法。

（弗雷格和罗素的记法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但它仍然没有排除所有错误。）


［笺释］
 这段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倍加关注的话建立了逻辑句法的概念。看起来逻辑句法非常简单，这就是使记号与符号建立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像在3.325中所说的，在不同符号中不用相同记号，而在已经这样使用的地方要保留可见的区别。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句法，是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最终要体现到记号层次上的秩序。但这种秩序绝不仅仅停留在记号层次，它表明了符号层次上的秩序。正是因为这是一种符号层次上的秩序，才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秩序。


［疏解67］
 记号上的区分使逻辑句法的秩序具有可见性，这正是“澄清混淆”这一说法的来源。“澄清混淆”就是使混淆之处变成可见的，从而不具有危险性。在类似意义上，阐明也是使某物可见。我们已经在疏解62对阐明法有所了解，阐明与澄清混淆，从而与逻辑句法有什么联系呢？逻辑句法建立的是符号层次上的秩序，从而就是使用的活动据以达成自我一致的秩序；阐明正是一种促成理解的实践，而理解的达成部分地体现为符号上的连贯有序。因此，逻辑句法分析是阐明法的一部分。

3.326　为了看出记号中的符号，我们必须考虑有意义（sinnvollen）的使用。


［疏解68］
 记号的任意性意味着必须把记号置于使用记号的活动中。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我们才会有确定的记号。因此为了看出记号中的符号，即，为了看到记号所表明的符号，必须考虑使用。

这里令人深思的是，如果仅仅是使用，我们实际上仍然一无所获。使用一个记号，这是一种简单到没有任何深度的事情，似乎难以给人以什么启示。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加了一个限定：“有意义的”。显然，这里的有意义并不是在就命题而言的有意义，而是针对行为；当然也不是说使记号有意义的使用，这样理解就预设了论题，因为所要考虑的正是何以使记号有意义。这里的“有意义”，应当是指有所影响，指能够促发而不是简单地消除或阻止一些预期的后果，指其与某个目标相一致，因而应当接近于我们常用的说法“这个会开得很有意义”中的那个“有意义”。有时候我们说的“有用”，就与此类似。

这样看来，维特根斯坦所推荐的分析符号的方式应当是，考虑使用符号所产生的后果，考虑这种后果与使用符号的目的间的一致性，以此区分不同的符号。在后面关于一些逻辑概念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这种分析方式的实例。

3.327　只有与其逻辑句法的运用一起，记号才决定逻辑形式。


［笺释］
 这就是说，只有在符号秩序中，记号才表现了逻辑形式。或者进一步说，只有在以特定方式对记号的使用中，记号才对应于逻辑形式，我们才从记号中看出逻辑形式。记号的任意性使其必须编织到使用的活动中才表现出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所表明的正是使用活动取得自我一致的方式，因此，从记号中看出的逻辑形式，作为这种秩序的表现，就只有在相应的使用活动中才能够与记号联系在一起，从而才是可见的。

3.328　如果一个记号没有必要（nicht gebraucht），那么它就没有指称。这就是奥卡姆剃刀所说的。

（如果一切表现得像是记号有指称，那么记号就有指称。）


［疏解69］
 这里“nicht gebraucht”既有“未被使用”之意，又有“没有必要”之意。语义上的联想暗示这里提到的必要性与使用相关，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用处的东西。这种朴实的理解更能表明维特根斯坦想说的东西。这里给出的与通常理解的奥卡姆原则不同。通常理解的是，如无必要，勿增设实体，这是一个关于形而上学的信条；而这里则是一个关于语义学的信条。可以说这对于维特根斯坦没有区别，因为实体总是可以用指称的方式引入，在没有指称的地方，我们无法引入实体。

这段话接着3.327看就很自然。没有用处，记号就没有与之对应的逻辑形式，因而不属于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在命题中也就没有地位，基于语境原则，它就不可能指称什么。

括号中的话具有典型的格言特色，表面上看出人意表，实则入情入理。如果逻辑句法已经就位，那么关于记号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记号实际具备的东西。这是因为逻辑句法就是要把我们实际上拿记号做的事情在记号中表现出来。记号的本质正是在于此，它以可感的方式使一种秩序可见，而正是这种可见的秩序，才能使记号发挥图像的作用成为图像，即，从记号中就可以看出记号所表示的东西。这样看来，如果一切都表现得像是记号有指称，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记号中看出指称所需要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从而意味着逻辑句法已经就位，于是记号看起来有所指，就实际上有所指。这里没有表里之别，记号的本质就是它最表面的东西。

3.33　在逻辑句法中记号的指称应当不起任何作用；它必定可以在不提及记号指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它应当预设的仅仅是对表达式的描述。


［笺释］
 这是逻辑句法分析的一般原则。紧接着上面关于奥卡姆原则的说明就很容易理解。逻辑句法表明了记号之间应当有的逻辑关系，记号能够表达涵义，就在于我们这种逻辑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从记号中看到涵义，因此逻辑句法必须能够先于涵义得到识别。而这意味着在建立逻辑句法时必须能够不借助语义，仅仅通过对记号的描述就能够得到这种句法。


［疏解70］
 不过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考虑：在建立逻辑句法时参照语义，这时我们得到逻辑句法的规则，而在构造命题时，我们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是针对记号的操作，此时则不涉及语义。这样做似乎不会违背记号本质的要求。例如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区分，这是一种语义上的区分，它所区分的是谓词与主目的语义；这种区分的结果是建立这样一个关于记号的规则，即作为谓词的记号不能充当主目记号，而为了遵守这个规则，我们不必考虑语义。

这其实就是弗雷格所理解的阐明方法。在疏解10中我们已经看到，弗雷格所给出的说明实际上无法达到融贯，这就使阐明具有某种权宜性。阐明不是建立观点，而是完成一种过渡。区分概念与对象，就是向函项逻辑过渡，一旦完成过渡，阐明中所说的东西就可以完全放弃。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阐明法也具有权宜性，他在6.54中自觉地表达了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如何逐步收回关于客体、基本命题这样一类概念的设定。这类概念正是用来说明语义的概念，其实际效果则是建立了句法，从而标出了如何在研究命题时保持正确的注意方向和关注点。一旦达到这个目的，这些概念的实质内容就被有意抽掉了。

3.331　按照这个观点再看罗素的“类型论”。罗素的错误在于建立符号规则时，他不得不谈论记号所指的东西。


［笺释］
 要注意维特根斯坦批评罗素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罗素的错误不在于给出了类型论，也不在于他以他实际采取的那种方式给出类型论，而在于他不得不以他所采取的方式建立类型论，即通过参照变项的值域来规定变项类型，也就是说，通过参照语义来规定句法。正是这个“不得不”，表明了一种逻辑观，即，既然逻辑的目的是要表达语义，那么命题的逻辑结构就必须受制于语义的结构。维特根斯坦批评的正是这种逻辑观。


［疏解71］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批评这种逻辑观呢？我们已经有一个直接的理由。逻辑句法是对记号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所要获得的是表达涵义的可能性，即，使记号中能够包含涵义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必须能够先于涵义给出，才成其为涵义的可能性。这个理由正是记号本质或者说记号的图像本质所决定的。

但是，用这个理由来批评罗素看起来有些过于勉强和造作。为什么不这样看待问题：记号的结构依赖于涵义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从记号过渡到涵义，因此参照涵义的结构来建立记号结构，参照涵义来建立逻辑句法，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这正是罗素愿意采纳的观点。按这个观点，命题记号本质上是透明的，它直接把实在写在脸上。

但这个观点无法处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后面维特根斯坦多次强调的逻辑客体是否存在的问题。像否定、析取这样的逻辑记号是否指称客体，这就是关于逻辑客体是否存在的问题。逻辑客体被认为就是逻辑记号的指称。如果采取记号透明的观点，那么逻辑客体无疑是存在的，因为有逻辑记号，而有逻辑记号，这件事依赖于涵义的结构，因此逻辑记号表示某个东西。这样一来，“这匹马是白的”与“这匹马不是白的”就对应于不同事实，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个逻辑客体。这立即由于不同事实彼此独立，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两个事实的排斥关系呢？而如果否认逻辑客体存在，那么这两个事实就不是两个，而应当说是一个，此时说它们是同一个实在（参见2.06和疏解28）。采用“实在”这个术语，这表明我们要按照其可能性而不是本身而言去考虑命题所表达的涵义。涵义本身是怎样的，变成了一个无法依靠的摆设，真正起作用的是涵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从哪里来断定这里有同一个实在。当然，这只能是从记号开始。

3.332　任何命题都不能谈及自身，因为命题记号不能自己包含自己（这就是整个“类型论”）。


［疏解72］
 分两步来理解。先看何以说命题要谈及自身，就要使命题记号自己包含自己，然后看为什么命题记号不能自己包含自己。

依据3.11和3.12，“命题”与“命题记号”这两个术语标出了看的角度。在与世界的投影关系中看，我们看到的是命题；这样看到的可以感知的东西，就是命题记号。一方面，命题要谈论的东西，其可能性（形式）包含在命题记号中。另一方面，既然命题记号是命题的可感部分，我们就要通过命题记号来知道命题，因此命题记号中就包含命题的可能性（形式）。这样一来，命题要谈论自身，其可能性就要包含在该命题的记号中；而命题的可能性正是命题记号，因此其可能性要包含在命题的记号中，也就是该命题记号要包含在命题记号自身中。

想象一下一个可以感知的东西如何自己包含自己。一座山当然不包含这座山本身，它仅仅是这座山本身。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可以说这座山除了包含自己，其它的什么也不包含。看起来我们似乎要做出一个稀奇古怪的决定。事情牵涉到“包含”是什么意思。显然，这里所说的包含决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包含，而应当说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A包含B，意思就是说，要知道B，就要以知道A为前提，除此以外不需要其它前提。例如图像包含了其所描画的东西的可能性，意思就是说，要知道它描画的情况，必须且只需看图像；命题记号中包含命题的可能性，意思就是说，要知道命题是什么，必须且只需看命题记号。如此一来，记号包含自身，意思就是说，要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我们需要先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不可能。

类型论的目的就是阻止自我述谓的情况发生。因此一种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有效方式，就是类型论本质上要表达的方式。

3.333　函项之所以不能作自己的主目，是因为函项记号已经包含了主目的原型，而它不能包含它自己。

例如，如果我们假定函项F（fx）能够作自己的主目，那么就有命题“F（F（fx））”，而外面的函项F与里面的函项F必定有不同的意义（Bedeutung）。因为里面的函项具有形式Φ（fx），外面的函项则有形式Ψ（Φ（fx））。两者共有的只是字母“F”，而这说明不了什么。

不写“F（F（u））”而写“（∃Φ）:F（Φu）.Φu＝Fu”，就立即清楚了。

这样罗素悖论就消失了。


［疏解73］
 罗素悖论产生于用函项做主目的情况。看起来这不是3.332所说的命题谈及自己的情况。但可以表明，正是使后者不可能的东西，阻止了罗素悖论。既然函项记号是表达式，而表达式可以像3.313所说视为命题变项，那么一个函项记号就已经把主目作为变项包含在内了。这就是说，一个函项记号就是一个包含了主目记号在内的逻辑原型。这样一来，函项以自己为主目的情况，就是一个逻辑原型自己包含自己的情况。由于任何一个包含该函项的命题记号都是相应的逻辑原型，逻辑原型自己包含自己，就相当于说命题记号自己包含自己，前面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此，3.332说命题记号不能自己包含自己，就是整个类型论。它阻止了罗素悖论的所有形式。

维特根斯坦给出的例子需要说明。一个其主目是一个函项的命题必须具有这样的形式，主目的形式已经表明了它是一个函项，因此这里给出的函项具有形式“F（fx）”，而不是“F（x）”。这样一来，当该函项是自己的主目时，就有命题“F（F（fx））”。既然命题中的主目和函项是同一个东西，这里所写的两个“F”就应当是同一个符号；但由于外面的“F”对应于命题变项“Ψ（Φ（fx））”，里面的“F”则对应于命题变项“Φ（fx）”，它们的形式不同，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个符号。

之所以认为内层函项的形式是“Φ（fx）”，是因为它独立构成命题的完整形式。当它出现于主目位置上时，在形式上就是一个命题出现在另一个命题中。如果进一步认为此时它的函项就是它自己，那么即使这在内容上并非一个命题谈及自身，在形式上仍然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认为记号“F（F（fx））”表示一个函项是自己的主目，是因为这里采取了同一个字母“F”。但记号必须在使用中，即在其符号中，才表达涵义，而这种使用部分地表现在它出现于何种语境从而具有何种形式，因此这里仅仅是不同符号共有同一个记号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引起的混淆，可以把“F（F（u））”（主目“fx”替换为u）写成“（∃Φ）（F（Φu）∧Φu＝Fu）”（我们把《数学原理》中的记号改为现在熟悉的记号）。这个改写形式实际上引入了一个关于内层函项的摹状词，这不摹状词把外层函项的形式和内层函项的形式，即“F（Φu）”和“Fu”，分开了。

3.334　只要知道每个记号是如何表示意思的，逻辑句法的规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笺释］
 类型论的目的是建立逻辑句法规则。无论如何，建立句法规则的基础和目的都是记号的用法。在这种用法的基础上，规则的合理性是可以判定的；而规则的目的正是要把正确的用法与不正确的用法区分开。因此只要知道记号的正确用法，句法规则就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判断一种规则是不是合理。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使规则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疏解74］
 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用法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为句法规则提供依据的只能是正确的用法，而句法规则的目标也正在于确保这一点。就我们不总是知道正确的用法而言，我们也不总是能够判定规则的合理性。但要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单独提到用法，而是说，“知道每个记号是如何表示意思的”。这是就记号已经表示了意思而言的，只有在记号正确使用时才是如此。用法的正确与否并不依据来自于外部的标准来判断，而是依据使用的一致性来判断，即特定的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使用记号的目的就是表达涵义，因此如果记号表达了涵义，我们的用法就是正确的。正是因为用法的正确与否，不需要借助于外来的标准进行判断，句法规则才不是按一种他律的方式或者说独立于使用的方式起作用。如果句法并不独立起作用，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约束性的东西，而应当说是一种揭示，其所揭示的是，就使用的目的而言，记号的本质是什么。

3.34　命题具有本质特征和偶然特征。

偶然特征是由于作出命题记号的特定方式而具有的特征。本质特征是单独就能够使命题表达其涵义的特征。


［疏解75］
 这一节应当说是确定了句法分析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揭示命题的本质特征。在揭示命题的本质特征时，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描述这些特征是什么，而是仅仅指出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特征。这里说明的正是如何看到这些特征。

偶然特征就是例如口述命题的节奏和语调，书写命题的线型排列诸如此类与给出命题记号的特定方式相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些方面确实也限制或者丰富了命题的表意能力，但既然所有说出来的东西也可以以书面的方式得到表达，所有书面表达的东西也可以说出来，这些与产生记号的特定方式相联系的特征对于表达涵义来说不是必要的。

关于本质特征的说明却存在需要考究的地方。这里的德文句子“Wesentlich diejenigen，welche allein den Satz befähigen，seinen Sinn auszudrücken.”在Pears的英文译本中翻译为“本质特征就是缺少它们命题就不能表达涵义的特征”。这个翻译在原文字面意思的基础上做出了修改，它几乎可以说表达了一个不同的意思。Pears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按一种自然而然的理解，命题的本质特征应当是命题表达涵义的必要条件，但原文字面意思却将本质特征说成是充分条件。如果理解成充分条件，我们就不能直接得到3.341，即本质特征是表达同样涵义的所有命题共有的，因为充分条件的蕴涵顺序是从本质特征到涵义，但要得到涵义相同的命题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却需要从涵义到本质特征的顺序，而这正是必要条件所能有的顺序。可以说Pears的翻译在解释的基础上作了修正。

我认为这个修正是不必要的。应当说命题的本质特征就是命题表达涵义的必要条件，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出发点，这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如果本质特征是表达涵义的必要条件，那么就是充分条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命题表达涵义，就是通过命题的特征看出涵义，这些特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能够从中看出涵义，因而对表达涵义来说就是充分的。

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没有说本质特征是必要条件，是因为这一点就包含在本质这个概念中，他不准备重复关于本质的定义。他转而说本质特征单独使命题表达涵义，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质特征上，而不是所表达的涵义上。他要求的是锁定这些本质特征。

3.341　因而本质特征就是能表达同样涵义的所有命题共有的。

同样，符号中的本质特征，一般说来就是所有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符号所共有的。


［笺释］
 本质特征单独使命题表达涵义，因而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命题所表达的是什么涵义。因此命题具有同样的含义，这一事实表明了它们已经共有本质特征。这个推论类似于疏解15中所指出的那个关于客体的推论（如果客体是什么，依赖于它具有构成何种事态的可能性，那么一旦给出客体，所有的可能性也就给出了），这是从命题涵义依赖于其本质特征，得出给定了命题具有同样涵义，也就给定了其所共同的就是其本质特征。3.341第一句话说的实际上是，一些命题能够表达同样涵义，这一点表明了它们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它们共同的东西。谈论涵义并不是目的，本质特征才是目的。

容易看到，这里所说的那些能表达同样涵义的命题，是指所有可能的命题中的命题，而不是指实际给出的某些命题。

3.3411　于是可以说，真正的名称就是表示同一客体的所有符号共有的。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对于名称来说任何形式的组合都不是本质性的。


［笺释］
 对于名称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试图找出所有指称同一客体的记号的共同之处，就会发现没有共同之处。由此可知，名称的结构不是本质。与此相反，命题的本质特征总是包含在结构中。


［疏解76］
 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得出弗雷格把句子也看成名称的结论。弗雷格把所有能被认为指某个东西的记号都称为名称，为此他还给出了语法上的判定标准，即含有冠词。按这种方式，所有命题都是真值的名称，或者是真值真的名称，或者是真值假的名称。而若按维特根斯坦的方式看，这就得出所有命题结构都不是本质特征的结论；这个结论连弗雷格本人也不会接受。

3.342　在我们的记号体系（Notation）中确实有些任意的东西，但是有不是任意的东西，即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任意地确定下来，就有某些其他东西必定会发生。（这取决于记号体系的本质。）


［笺释］
 从命题的本质特征是所有表达同样涵义的命题共同的东西，可以得到本质特征表现为命题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所表达的涵义表现出来，而要表达的涵义是什么，并不取决于采取何种记号体系。因此，即使记号体系中存在任意性（例如所有名称都是任意决定的），由这些记号构成的命题之间仍然有不取决于记号体系的关系。为了能够表现这种关系，记号体系也必须接受某种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记号体系中特定的记号法之间，存在约束关系。

例如说，一种语言中如果有动词记号，就必须有表示时态的记号。

这里所谈的是记号体系，这是一种推进，即从命题推进到记号体系。这里提到的记号体系的本质，可以说就是据以使构成的命题记号表现命题本质特征的那种特征。

3.3421　记号特定的表示方法可能是不重要的，但这是一种可能的表示方法，这一点总是重要的。在哲学中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单个事例一再被证明是不重要的，但各个事例的可能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世界的本性。


［笺释］
 一种表示方法是可能的，意味着它具有表达涵义的能力，因而能够表明我们所关心的本质。

3.343　定义就是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规则。任何正确的记号法都可以按照这种规则翻译为任一其它语言。这才是所有这些语言共同的东西。


［笺释］
 定义不在命题层次上起作用，而在记号体系的层次上起作用。通过定义，一个记号体系的命题记号转换为另一个记号体系的命题记号，并且表达同样的涵义。因此，定义表明了在何种意义上两个记号体系中的命题共有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在记号体系的层次上就是本质特征。因此，通过定义，或者说通过翻译字典，我们得以锁定记号体系的本质。

这段话中强调的“这”不是指正确的记号法，也不是指翻译规则，而是指按照翻译规则能够翻译这一事实，或者说是语言的可翻译性。语言的可翻译性表明了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东西，因而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每一种语言中。

3.344　符号中表示意思的东西，就是所有符号中按照逻辑句法规则能够互相代换的东西。

3.3441　例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真值函项的所有记号体系中共同的东西：这一点对它们来说是共同的，它们都可以用例如“～p”（“并非p”）和“p∨q”（“p或q”）的记号体系来替换。

（以此就可以表明，特殊的记号体系何以能够揭示一些普遍的东西。）


［笺释］
 本质特征是符号中共同的东西，但共同的东西并不作为共同的东西表现出来。能够表现特征的东西总是可感的东西，因而受制于做出命题记号的特定方式。共同的东西总是作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东西得到表现，作为就其可以由其他记号替换而言的记号得到表现。因此，本质特征并不作为我们能够用来解释命题所表达的涵义的那些特征起作用，而是作为使我们能够看到涵义的一种看待命题记号的角度起作用。

例如，我们可以不说类似于“～p”和“p∨q”这样的记号表达了真值函项，而说这样的记号与所有其他用来表达真值函项的记号共同的东西表达了真值函项。我们当然不能指出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如果知道任一种这样的记号如何用“～p”和“p∨q”这样的记号来替换，也就知道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了。而这就使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可以用这样的记号来替换。

3.3442　在分析时，复合物的记号不能任意分解，比如说，在不同的命题结构中按不同方式分解。


［笺释］
 分解复合物的记号得到的记号应当表明这个记号是如何表示复合物的（参见3.261），而这意味着分解得到的记号对于复合物的记号所构成的命题如何表达涵义，具有贡献。表明这种贡献的当然是分解得到的记号与分解同一复合物的其他记号得到的记号共同的东西。显然，如果同一个复合物的记号在不同命题中以不同方式分解，我们将得不到这种共同的东西。

3.4　命题确定了逻辑空间中的位置。仅仅是其构成部分的存在，有意义（sinnvollen）命题的存在，就保证了逻辑位置的存在。

3.41　命题记号与逻辑坐标，这就是逻辑位置。

3.411　几何位置和逻辑位置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存在的可能性。


［笺释］
 在3.3节讨论了命题的分析以后，我们获得了一种看待命题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上看命题，命题表达涵义。既然命题表达涵义是在逻辑空间中进行的（参见2.202及其笺释），这种看待命题的角度就体现为逻辑空间。因此，说明逻辑空间与命题的关系的3.4节就是一个小结。

在疏解5中我已经解释了什么是逻辑空间，这里进一步提到逻辑位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逻辑坐标。可能性与空间的类比关系就像一个音乐主题一样在这里得到发展。按疏解5的解释，我们可以把一个事态看作是逻辑空间的一个维度，每个事态表明一种可能性。就像几何空间的各维度相互独立一样，各事态的相互独立也使逻辑空间的各维度相互独立。每种可能性都具有两个相互排斥的情况，这就像每个维度都有正负两个方向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得到的逻辑空间就是一个多维空间。在这个多维空间中我们可以确定逻辑坐标和逻辑位置。命题所表明的情况包含了哪些可能性，其对应的坐标就包含哪些维度，命题所表明的情况对应于在这些维度中的取值。应当说这里的取值只有正负之分，分别表示相互排斥的情况中的一个。例如，如果一个命题所说的情况是救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和拿破仑兵败滑铁卢，那么它需要的就是一个二维空间，两个维度分别对应于救援部队及时赶到的可能性，和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可能性；这两个维度都有是和否两个方向，因此就有四个组合，每个组合都是一个逻辑坐标，对应于这个二维的逻辑空间中的一个位置。当然，与其说是一个个就像空间中的点一样的逻辑位置，不如说每个逻辑位置实际上是逻辑空间的一个象限。关于逻辑位置重要的是，命题的逻辑位置一旦确定，这个命题所说的是什么，也就确定了。

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就不难弄清楚了。首先，3.4所说的是，逻辑位置的存在（不是有哪些逻辑位置），是由命题的构成部分的存在，进而有意义的命题的存在（也无论它们是什么命题和什么成分）单独确定的。接着前面关于本质特征的说明就可以说，我要给出的是一个命题，我要用一些组件来构成这个命题，这一点对于存在逻辑位置来说，是本质性的。何以如此，这不难理解。只有在逻辑空间中，命题才能表达涵义，因此我准备用命题来表达涵义，这一点就表明逻辑空间已经存在了。逻辑空间存在，则逻辑位置存在。

特定的逻辑位置是在3.41加以说明的。它说的是，给定命题记号和逻辑坐标，也就确定了逻辑位置。但这个说明却存在这样的缺陷：一旦给出逻辑坐标，逻辑位置也就确定了，为此我们不再需要命题记号。似乎可以认为这里的“der logische Koordinaten”是指逻辑坐标轴或者坐标体系，而不是指具体的坐标值。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一旦确定了命题记号以及与之相应的逻辑坐标体系，也就确定了逻辑位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逻辑坐标体系保证了有逻辑位置，而命题记号则表明这个逻辑位置是什么。事实上，由于逻辑空间提供了使命题记号表达涵义的背景，既然表达的涵义就此能够得到确定，对应的逻辑位置也就确定了。

逻辑位置与命题所表达的情况之间的联系可以这么说，逻辑位置就是一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这就像几何位置一样。给定了几何位置，也就确定了，这里能够有一个空间物体存在。就这一点而言，确定了逻辑位置，也就确定了表现于命题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

3.42　尽管一个命题仅仅在逻辑空间中决定一个位置，整个逻辑空间必定已经就此给出了。

（否则，否定、逻辑和、逻辑积，等等，会一起引入越来越多新的要素。）

（围绕着图像的逻辑脚手架决定了逻辑空间。命题贯穿整个逻辑空间。）


［疏解77］
 逻辑位置的存在依赖于逻辑空间，因此给定了逻辑位置，就表明逻辑空间已经给出了。

第二段话，也就是第一个括号中的那句话却不太容易理解。这里的“新的要素”是指什么呢？这句话显然是对第一段话的一个补充论证，用来支持逻辑空间已经和命题一起给出这一论断。这样一来，第二段话所提到的“新的要素”就应当是指那些和命题一起进一步确定逻辑空间的东西；这段话是在说，我们不需要认为，逻辑连接词和命题一起确定了逻辑空间，而是命题单独就可以确定。相对于命题来说，连接词并不为确定逻辑空间添加新的要素。

逻辑连接词引入的是什么呢？对照第三段就会看出，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把逻辑连接词理解为围绕命题图像的逻辑脚手架，而不是图像的一部分。应当说逻辑连接词引入的新要素就是决定逻辑空间的东西。例如合取在这个例子中就决定了逻辑空间：对应于救援部队是否及时赶到的情况，我们有一个一维的逻辑空间，对应于拿破仑是否兵败滑铁卢的情况，有另外一个一维空间，合取的作用就在于把这两个一维空间变换成了一个二维空间。仿此，我们可以把逻辑连接词理解成一种空间变换程序，通过把一个逻辑空间中的位置按特定方式映射到另一个逻辑空间中，我们可以表现这种变换程序。逻辑连接词引入的新要素正是这种空间变换，这种空间变换决定了最后得到的逻辑空间。由于空间变换可以连续进行，我们总是可以在原有变换的基础上构造新的变换，因此逻辑连接词可以引入的新要素是可以累加的。

“命题贯穿整个逻辑空间”这句话的意思不太明确。这也许是顺着逻辑空间与逻辑位置的依赖关系说的。由于逻辑位置对应于命题，这种依赖关系体现为逻辑空间与命题间的依赖关系。既然一个命题必须设定整个逻辑空间已经给出，所有引入该空间的命题与该命题的关系都可以体现为空间与空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用空间变换或者逻辑连接词来表现。能够这样做，就已经表明，命题的“效力”贯穿了整个逻辑空间。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命题，只要引入这个逻辑空间，就必须与其既有的命题建立逻辑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体现为可能性的关系，体现为情况之间彼此限制的关系，从而体现为既有命题的某种效力，这种效力“充满了”整个逻辑空间。另一方面，逻辑空间中的变化也将体现为命题的变化，例如逻辑脚手架引入的空间变换，会改变命题涵义（参见疏解99）。

不过，一方面说连接词是确定逻辑空间的脚手架，另一方面又说连接同并不在命题之外添加确定逻辑空间的新要素，这似乎是个矛盾。但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文本来说，正确的解读方式是，在表面矛盾的地方找到某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矛盾消失了，这个角度就是维特根斯坦试图提示读者看问题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就是通过这种有点异乎寻常的方式传达他不愿直接说明的东西。在这里，这种不愿说明的东西就是，逻辑连接词不是命题之外的某个附加物，而是构成命题的辅助工具，或者说，就是构造命题的脚手架。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命题都已经在一个确定的逻辑空间中了。这不是一个意外的结论，因为命题具有确定意义，这一点恰恰表明，相应的逻辑空间已经确定了。

但是，在借助连接词进行逻辑空间的变换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命题和连接词一起确定逻辑空间的情况，而此时连接词不属于它所连接的命题，这是怎么回事呢？依据前面提到的分解—合并分析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说，仅当使用连接词的可能性以及由它所连接的命题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由此构成的命题中，这种连接才是可能的。而这意味着，通过连接词构成的新命题与原有命题具有同样的可能性。因此，空间变换的这种可能性体现为，我们可以把变换前后的空间不是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而是同一个空间，而空间变换则表现为位置上的变换关系。例如，在关于拿破仑的例子中，从一维空间到二维空间的变换，实际上就是在二维空间中的不同位置间变换。在这种意义上，连接词不是独立于命题起作用的附加物，而是显示已经确定了的逻辑空间如何构成的东西。这样理解与维特根斯坦的阐明目标是一致的。

按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命题贯穿整个逻辑空间”在说什么。它所说的无非是，给定任何一个命题，整个逻辑空间也就此给定了。我们并不是为不同命题单独地确定逻辑空间，而是在同一个逻辑空间中看待所有命题。

3.5　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题记号，就是思想。


［笺释］
 第三章的最后这一句话是孤立的一节。这是对命题记号分析的小结。思想这个概念是在第三章的开头引入的——“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3）。在对命题记号表达涵义的必要条件进行了说明以后，就从3.3开始展开关于命题记号的分析，或者准确地说，给出了记号分析方法的一个轮廓。可以说这个分析以一种退行的方式揭示了命题记号何以能够表达涵义，从而成为事实的逻辑图像。之所以说这是一种退行的方式，是因为当这种分析面向命题记号时，却并没有直接说明或者描述命题记号的任何实质性的特征，而是通过渐次引入一些概念（记号、表达式、符号、本质特征），来对看待命题记号的方式进行调校。整个过程就是在描述一个调焦距的过程，最终把命题记号与逻辑空间联系起来。由于逻辑空间对应于描画事实所需要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它就是看待命题记号的方式，或者说，就是对命题记号的使用或思考（参见疏解47）。在这个思路中，3.5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总结，一旦命题记号被置于逻辑空间中，它就能够表达涵义，从而就是事实的逻辑图像，即思想，而此时命题记号被使用和思考，因此被使用和思考的命题记号，就是思想。



————————————————————


(1)
  例如，我们可以按梅农的方式来处理不存在的点，说这种点“潜存着（subsist）”，这样就可以给出其坐标了仅就所描画的东西而言，我们使用的描画方式总是可以找到自圆其说的出路，从而总是描画了所要描画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对象不适合于图像，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把使用图像的目的确定下来。


(2)
  严格地说，类型句子并不直接是就句子所表达的东西而言的句子，而是直接就其语法形式而言的句子例如“凯撒遇刺了”与“有人谋杀了凯撒”就是不同的类型句子但是，如果追问语法区分的基础，并且同意这个基础就是语义，那么可以说类型句子的划分方式依赖于语义。这么说显然有不少争议，但这些争议对我们的目的没有影响。


(3)
  参见T．Recketts，“Pictures，Logic，and the Limits of Sense in the Tractatus”，in H．Sluga and D．Ster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
 ［A］，Cambridge，1996。


(4)
  Pears把“说出”译为“put into words”，即“置于词语中”，非常贴切；与之相比，Ogden译为“assert（断定）”，没有抓住要点。


(5)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因此只能阐明，不能解释。在这里我们只是比较这两者，因此暂时忽略这种考虑。


(6)
  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更大的语境，即使用语境。这个更大的语境可以看作是通过命题语境连接而成的。


(7)
  事实上，他的几乎所有概念以及甚至整本《逻辑哲学论》都带着引导读者以某种方式去看问题的意图。


4．命题的本质

4．思想就是有意义的（sinnvollen）命题。


［疏解78］
 看来有些像废话的这句话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多么讲究思想的引导过程。脱离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达到《逻辑哲学论》实际上达到的深度，它想说的并不是任何结论性的东西，而是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作为实践的哲学。

不妨先把3.5和4连起来看，这样就得到：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题记号就是有意义的命题。如果保持一种朴素的常识就会看到这样说不对。这似乎是在说，只要使用了，就有意义。我们在什么时候说命题有意义呢？当然是在使用的时候。命题的意义是我使用命题的原因，这表明命题具有意义，决不能以使用为条件。这里无法衔接的原因是，当我们使用一个东西时，常常是有道理的，但这些道理必定不包含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这个事实。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命题记号和命题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上。命题记号是就其是可感的东西而言的，但作为命题记号的使用者而言，我们会说这是个命题，而不只是命题记号。既然命题是在与世界的投影关系中的命题记号（3.12），一个命题记号是不是命题，这依赖于如何看命题记号，换言之，命题的概念是依赖于描述方法的；另一方面，命题记号如何描述，却不重要。命题记号与命题的差别在于，前者包含于使用记号的事实中，对这个事实的描述不得不提到记号，使用是关于命题记号的事实；命题则是使用者所看到的东西，它与使用者愿意使用这个命题的理由相联系，我们会说它是个意向性的事实。但强调这两者的区别绝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意思，相反，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

事实上，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过渡正是从3.3开始的调焦过程的继续。这个调焦过程就是一个为了得到能看出问题而移动视角的过程，但描述这个过程的方式却不是为这个视角定位，而是说自己看到了或能看到什么。从命题记号到命题，就以这种方式标出了一个过渡。从4开始，维特根斯坦着手从使用者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使用的内部来进行描述。这个转换利用“思想”这个概念作了过渡，从而使不能联系起来的两个侧面（命题记号／命题）区分开。3.5和4就这样标出了这个过渡。


［疏解79］
 不过，维特根斯坦仍然会说，命题与命题记号当然是同一个事实，否则关于命题记号的逻辑句法分析就没有价值——这种分析恰恰要揭示命题的本质特征。因此这里并没有所谓的过渡或者转换。前面所说无法衔接的情况其实也是可以衔接的，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东西能被我使用，是由于已经有人使用过它，从而使它表现出某些用途——用途构成了我使用它的理由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被使用这一事实，因为正是它被使用，表明了它具有相应用途。我们可以说，命题记号被使用，这一点表明命题记号就是有意义的命题。

其实，只要结合维特根斯坦一贯的分解—合并法，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使用命题记号，这是给定的事实，一旦把命题记号从这一事实中分解出来，那么其中就包含使其具有使用的可能性的东西，就命题记号表现了这种可用性而言，它就是命题。分解—合并法的关键正是在这里：分解得到的可能性在由此合并得到的东西中表现出来。我们对使用命题记号的事实进行分解，由此得到的命题记号所包含的可能性就构成了我们愿意称其为命题的东西，而使它被称为命题的，正是被分解出来的命题记号回到（被合并到）使用中的方式。这样，事情就很清楚，命题的本质特征，或者说决定命题可用性的东西，可以从命题记号中找到，从而也就能通过逻辑句法的分析发现。

这样说明的正是转换的方式，这是一种无缝连接。这是通过描述看到的东西渐次表明了什么来转换看的角度。从分解到合并的过程正是这种转换的过程。这里的关键是，使用仍然不能支持一种使用，也就是说，被分解的事实，即命题记号被使用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支持把命题记号看作命题，我们需要其他东西。分解所得到的东西是记号所包含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形式的说法，它只是标出了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使命题成其为命题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按照这种可能性所指示的方向去关注命题记号，就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理由。因此，不是被分解的使用为使用提供了支持，而是通过分解使用看到的东西提供了这种支持。这样就有一个需要去填补的角色，这就是使用者——是使用者按照使用目的的要求来看命题记号，从而从记号中找到使用记号的理由，找到使命题成其为命题的东西。在着手分解使用的事实时，我们并不需要这个使用者，我们描述记号；但随着引入使用记号的目的，并从这个目的出发来描述记号应当具有怎样的本质，看记号的角度已经包含在关于记号的描述中了。这种关于记号的描述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仅当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才能够看到所描述的东西。例如关于记号中包含了什么的描述，关于记号的本质特征的猫述，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种描述的其他方面。只有从使用者角度才能了解所描述的东西是什么，才能把这种描述理解为一种描述，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描述。


［疏解80］
 在《哲学评论》第28、29节中维特根斯坦这样说：

28．期待与寻找联系在一起，寻找某物预设了我知道要找的是什么，而不需要寻找的东西一定存在。

……我如何知道我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呢？（我所期待的发生了，如此等等。）

我不能把以前的期待与发生的事情对照。

发生的事情取代了期待，是对它［期待］的回答。

为此，某事必然要取代它，这当然意味着期待必定与被期待者处于同一空间中。

这里，作为必然要实现或落空的东西，我才是在谈论期待，才不是在凭空谈论期待。

29．取代期待的事情回答了期待，这种取代就构成了回答，以至于不能提出它是否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这类问题针对的是命题的涵义。例如，“我期待看到红斑”描述了我的心理状态，“我看见了红斑”则描述了我期待的东西，这与前者完全不是一件事。难道不能问“红”一词在两种情况下有不同的意义吗？难道前一个命题不是在用一种完全不相关的非本质的事情来描述我的心理状态？可能像这样：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我这样描述它——我看见红斑这件事使其得到满足。这就像我会这样说：“我饿了，通过经验我知道，吃某种食物会止住我的饥饿。”但期待不是这样的！期待不能通过援引被期待的东西而外在地加以描述，正如饥饿不是通过吃什么食物能止住它来得到描述一样——需要什么食物，说到底这只能是一种猜测。不，通过被期待的东西来描述期待，所给出的是一种内在描述。
(1)



这些段落说明了什么是内在描述。它直接讨论的是关于期待的语法。既然期待预设了所期待的东西，那么关于期待的描述就必然蕴涵了所期待的是什么，因此像这样一种描述就是错误的：给定了期待，但什么东西是所期待的，需要猜测来加以确定。在需要猜测的地方，期待与被期待的东西之间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联系。如果一种描述中所出现的东西与所描述的东西之间仅仅有这样一种偶然的联系，那么描述就是外在的；如果这种联系是必然的，那么描述就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必然／偶然之分仅仅是内在描述的一种标志。描述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这种描述是行为者对自己的意向行为的描述，也就是说，是第一人称描述。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食物来描述饥饿，只有对于饥饿的人来说，食物与饥饿才有这样一种“超强的”联系，使得“我想吃包子”成为饥饿的必然描述；而对第三者来说，情况就可以能是，“她想吃的也许是包子”。把“我发现自己在期待”与“我要……”区别开的，是说话的角度。使联系必然地建立的是第一人称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才有内在描述。意识到这种联系是必然的，也就进入了这个视角。就以这种方式，看到的东西表明了我们是怎样看的。

4.00　语言

4.001　命题的总体就是语言。


［笺释］
 按照《逻辑哲学论》编号的一般原则，在前一编号的基础上后面多加一个零，是就后面的讨论进行准备性的说明，例如那些以“2.0”开头的部分就是对客体和事态进行说明，以便为后面讨论图像做好准备。后面以“4.0”开头份量颇重的部分则为关于命题的几个基本概念作出了说明（涵义、逻辑多样性、真等等），由此看来，这里以“4.00”开头的几段话应当是更为基础的说明。这几段话给出了关于语言和哲学的简要说明，因而十分重要。

不过，我们应当考虑为何要把这个说明放在这里而不是开头或者更靠后一些。把这个说明放在这里，应当表明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结束了一个阶段开始下一阶段之前，插进关于哲学与语言的基本观点，显然有助于提示读者后面要注意什么。可以说这一段与第3章结尾的那几段遥相呼应。在我看来，正是3.5到4的那个转折使这里明显地区分了阶段。可以说前一阶段构成了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了铺设背景、搭建脚手架、确立方法论原则的任务，而后一阶段则是正式运用这种方法，利用铺设好的背景和脚手架来进行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前面的解读站得住脚，后一阶段就是要在使用者角度上进行记号描述和逻辑句法分析。

再看4.001说了什么。说命题的总体就是语言，但这里的总体显然不是所有命题的集合，即包括所有人们使用过的和没有使用过的命题的集合。“所有命题”应当指人们能够说出的所有命题，它针对使用命题的能力，或者说构造命题的可能性。就像给出世界一样，人们不需要给出所有世界上存在的东西的清单，就可以辨认出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存在于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1.113），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逻辑空间，或者说，是拆解世界得到的可能性。同样，从若干命题可以知道什么是命题，知道命题的可能性，从而知道命题的总和，起作用的仍然是构造命题的可能性。事实上，前面3.34节从记号过渡到记号体系，就已经从命题过渡到记号体系，从而过渡到语言了。因此，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存在于逻辑空间中的命题记号就是语言。


［疏解81］
 不妨注意一下与3.4节建立的衔接关系。3.4节也是讨论逻辑空间中的命题。想一下这个问题：从3.4到这里，角度有什么变化呢？

4.002　人具有制造语言以表达一切涵义的能力。在制造语言时，人不必知道每个词有什么意思或如何具有其意思，这正像人能够说话而不知道每个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日常语言（Umgangssprache）是人类机体的一部分，其复杂不亚于机体。

从中直接获知语言的逻辑，已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

语言伪装了思想。这就好像，从服装表现于外的形式不能推知里面思想的形式，因为服装表现出的形式不是为了让人认出身体的形式，而是具有其他目的。

理解交际语言需要的隐秘约定，是极为繁复的。


［笺释］
 “Umgangssprache”的直接意思是“用来交际的语言”，英文译为“口语”（Ogden）或“日常语言”（Pears）。这里译为“日常语言”，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它强调的是我们实际上使用的那种语言，而不是基于某个关于语言的本质的理解而过滤加工过的语言现象。

这段话涉及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语言能力的直觉性，一个则是语言对于思想的伪装。就这两个主题维特根斯坦说了什么，这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看来一点都不清楚。

“人具有制造语言以表达一切涵义的能力”，这是不是在说，任意给定一涵义，人都能够为此找到一种语言表达呢？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句话要是真的，就必须单独确定涵义是什么以及语言能够表达什么，进而论证前者的范围为后者所包含。以这种方式是否能得到这个结论，一点都不明显，文本中也没有给出这样的论证。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为这个结论寻找依据，而是弄清如果这句话为真，它表明了什么。因此应当这样解读：能够用语言表达一切涵义，这表明涵义依赖于语言。不是有一种涵义等着我们去表达，而是我们要表达的涵义取决于语言，取决于逻辑空间中的命题，即可能的命题。

可以按这个线索思考语言能力的直觉性。也许我们会认为，维特根斯坦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直觉能力，因此不需要以相应的知识为前提。这种理解表面不错，但实际是错的。从哪里得到这种直觉能力的想法呢？没有任何铺垫，随后也没有任何呼应。这种极不自然的论断维特根斯坦是不会做的。仔细看看上面的说明。如果语言能够表达什么涵义，这要由语言本身来决定，涵义绝不能独立于语言。但是，如果语言能力要以语言知识为基础，那么这种知识必定是关于涵义的知识，而这意味着涵义能够独立于语言给出。因此，从语言能够表达一切涵义，就能够推出语言能力不需要知识。但是，正因为关于语言能力的这个观点是这样得到的，直觉性不是语言能力本身的某种性质。理解的次序不是：语言能力的直觉性蕴涵其不需要知识；而是：语言能力的运用不需要知识，因此语言能力是直觉性的。直觉性不是对于语言能力的一种描述，而是说语言的人被语言所强加的处境的一种表现。

这种处境就是语言伪装了思想，或者准确地说，遮蔽了思想。语言遮蔽思想，这个说法不应当理解成某处有一个思想，我们的语言盖住了它，或者使它变得面目全非；而应当理解成，语言实际上起作用的方式与表达思想的要求相互背离，使我们从语言中认不出思想来。正是因此，关于语言的隐秘约定才趁虚而入，为思想穿上了交际服装。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并不是语言不够纯洁，或者像罗素在序言里所表达的理解那样不够理想，而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思路是这样的：由于语言要描述世界（即表达思想），因此必须包含世界的可能性，进而必须包含涵义的可能性；正因为语言包含涵义的可能性，语言先于涵义，而涵义依赖于语言；语言要表达思想，就要求涵义要表明语言与世界的关联，即语言表达涵义时所描述的是独立于语言的世界；但是现在，既然涵义依赖于语言，这种关联就无法为语言所表现。也就是说，正是要表达思想这个目的遮蔽了思想的表达！


［疏解82］
 语言伪装思想的观点似乎有某种变戏法的色彩。语言的目的就是要表达思想，怎么一来这一点就遮蔽了思想的表达呢？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这里发生的视角转换。语言要描述实在，因此在语言中必须包含实在的可能性，进而，命题中必须包含涵义的可能性。这是在与实在的关系中考虑语言，此时我们可以把涵义的可能性理解成建立在命题与实在共有的逻辑形式上。但是，一旦我们作为语言的使用者要通过命题来表达涵义，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命题，我们实际上无法在与实在的关系中来理解涵义，并且既然我们要能够在命题中得到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就必须把涵义理解成是依赖于语言的。因此，涵义依赖于语言，这是更深层处境的表现：我们只能是使用语言的人，我们不能跳出这个位置去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伪装思想，不过是这个更深层处境的表现。

这个处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当认为自己在处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时，我们实际上所处理的仅仅是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背离了语言的目的。语言就像一张网一样阻断了通往实在的路。这一处境我称之为“语言的内在性”。

从语言的内在性很容易引出语言伪装思想的观点。既然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语言，既然我们要从这些东西中挖掘出思想，那么语言所附加的所有东西都将把我们引向某个我们以为是思想的方向。这里我们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从而没有思想。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悄悄起作用的繁复约定，不是这些约定的干扰，而是允许这些干扰插进语言与思想之间的间隙，这正是语言的本性所留下的间隙，即语言的目的与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的背离。由于产生这种背离的内在性处境，使得关于语言的那些约定都是隐秘的——这些约定已经与语言一起成为人机体的一部分了。

4.003　哲学著作中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错的，而是无意义的（unsinnig）。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只能指出它们是无意义的。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源自于不懂我们语言的逻辑。

（它们与这样的问题同属一类：善是否比美更加同一。）

因此不奇怪，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


［疏解83］
 怎么一下子就从语言跳到了哲学，并且对哲学做出了这样一种近乎武断的评判呢？文本所提供的线索过于纤细，以致于需要我们自行补充细节。

如果确实能够从一种关于语言的看法过渡到关于哲学的看法，那么这种过渡最自然的方式就是考虑哲学问题和哲学命题的表述。我们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命题的评判只能依赖于迄今为止文本所呈现的观点，因此维特根斯坦所提到的哲学大体上适合于这些观点。这样一来就能够了解维特根斯坦所评判的哲学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就是关于世界总体的思考，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某些关键概念（就像4.003第二段括号中所提到的“善”和“美”这样的大词）的知识，这些知识应当是必然的。这两种意义上的哲学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可能性的概念，因而与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逻辑地位对等。这里，之所以说作为总体的世界是与可能性相关的，是因为世界在作为总体时正是可能性的来源，或者如疏解5所说，世界正是限定事实的可能性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把这样理解的哲学说成是无意义的（unsinnig）。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这类哲学无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关于可能性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了解，这些了解使我们足以理解这里所说的内容。

先以世界为例来说明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作为总体，规定了所有事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命题得以描述事实，就必须与事实共有其可能性。现在，如果要描述的是关于这个总体的事实，那么相应的命题就要与这个事实共有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作为事实的可能性是由世界所规定的。如此一来就需要世界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可能性的东西。但是，既然世界规定某个东西的可能性的方式是将其包含在内，从而在将其与其他东西分离时规定其可能性，那么仅当世界真包含某个东西（即不仅包含它，而且包含别的东西），才能规定其可能性。因此世界自己规定自己的可能性，就意味着世界真包含自身；但是就世界被真包含而言，它就不是总体，除了它还有别的东西。

再来看关于概念的必然知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触及到概念的本性，而这就使我们产生表述这种本性的念头。可以说一个概念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描述某个事实的东西，此时这个事实就是关于这个概念的一个实例。进而可以说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实例的可能性，并且在一切可能性都是必然的
(2)

 意义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必然的。但是，既然这种可能性是实例与语言所共有的，那么就不能用语言来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描述，语言所能描述的必须是独立于它的东西。在类似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作为规定事实的可能性的东西，也不是独立于语言的，因此语言不能描述它。

因此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说的无意义，就是指使用语言的目的与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相背离或不一致的情况。在他所批评的哲学中，语言要描述的东西是实际上不能描述的。就使用语言的目的和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都包含在语言实践中而言，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无意义，就是语言实践的不一致。


［疏解84］
 回过头来看看语言的内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路都是对这种内在性的反应。关于哲学无意义的说法就是这个反应的一部分。语言的内在性表现了语言实际上起作用的方式，从这一点还不直接导致语言的目的与其实际起作用的方式相背离；要得到这一点，还需要考虑语言的目的。也就是说，还要取决于语言的目的是要表达独立于语言的东西。

依据疏解39的讨论，语言与其所要表达的东西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说，即在可能性的层次，两者处于内在关系中，两者相互依赖，给定了其中一个，也就给定了另外一个的可能性；而就其内容而言，即两者分别是怎样的而言，却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一来，语言的内在性就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而言具有不同的后果。

在可能性的层次上，如果语言并不试图描述就语言与实在相互依赖而言的可能性，那么背离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对于维特根斯坦所批评的哲学来说，如果语言要就这种可能性来进行描述，那么就必定预设了所描述的东西独立于语言，这样就直接产生了背离。并且背离以这样的方式是无意义的：并没有这种哲学语言所描述的那种独立于语言的东西。这正是4.003括号中给出的例子所具有的特征，“同一的”作为形容词，或者说作为一元谓词，并没有被赋予意义（参见5.4733）。显然，避免这种无意义的对策就是指明语言的这种使用是无意义的。

而在内容的层次上，由于语言的目的注定了就是描述那独立于语言的事实，背离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前面三章的准备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化解这种背离的资源。仅当语言起作用的方式与语言所要描述者的独立性两方面相互冲突时，这种背离才会发生，而我们有理由说这种冲突不会发生。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是，语言决定了涵义的可能性，而涵义的可能性就是限定语言所要描述的东西的可能性，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种限定与语言要描述的东西独立于语言，这两方面是相容的。我们把前者归于可能性的层次，而把后者归于内容的层次或者说实在的层次，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仅仅在对两个层次不加区分的意义上，疏解82把语言的目的与其实际起作用的方式的背离作为语言内在性的后果，才是合适的。如果对层次不加区分，就会使得我们把语言要描述的东西在实在层次上的独立性加给可能性，从而直接与语言起作用的方式相冲突。由于语言的内在性，我们实际上没有直接可用的手段来避免这一点，而给出一种间接有效的方法，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要做的事情。

4.0031　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批判”（但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罗素的贡献在于他表明了命题表面的逻辑形式不一定是其实际的逻辑形式。


［疏解85］
 这段话给出了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哲学的正面形象，因而需要更多注意。

显然，“语言批判”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要揭露语言所造成的某种幻觉。把所有哲学都说成是语言批判，这意味着这种对语言幻觉的揭露必定有哲学的或者反哲学的目的。所谓哲学的目的就是说要达到一种关于哲学问题的正面效果。即使所有哲学问题和哲学命题都如前所说是无意义的，这也并不蕴涵着，产生哲学问题的根由不值得重视。我们可以把产生哲学问题的根由说成是某种智力上的病症，但对这种病症的处理却有正面效果，这种效果是什么，依赖于把健康的状况理解为什么样的。所谓反哲学的目的，就是仅仅消除那些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命题，而对产生它们的智力病症或者置之不理，或者认为对此没有丝毫哲学上的兴趣；也就是说，对于反哲学的目的而言，语言批判就意味着没有哲学或哲学研究。

目前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流行的Cora Diamond的解释是，语言批判是反哲学的
(3)

 。我则持相反观点，即语言批判是哲学的。因此我必须表明，这种智力病症是什么，它是如何得到处理的，这种处理的哲学趣味何在。这个观点是否有说服力，依赖于对整个《逻辑哲学论》的理解是否站得住脚。

维特根斯坦以毛特纳和罗素作为参照来说明这种哲学形象，他不同意毛特纳，而同意罗素。先看他何以不同意毛特纳。依据韩林合
(4)

 与斯鲁格
(5)

 的描述，毛特纳相信，（1）语言没有本质，（2）语言不能表述任何知识。因此，在毛特纳看来，语言批判就是要揭示我们对语言所怀有的幻想。就我们这里进行比较的目的而言，这些幻想中关键的是，其一，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逻辑，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逻辑，这种逻辑不过是人们使用语言所得到的心理效应；其二，语言不能表达任何知识，语言实际上是社会共同体互动的结果，而这仅仅属于人类自然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由于描述了什么而有价值，而是由于它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毛特纳关于语言的观点看起来很接近于《哲学研究》中正面陈述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后来维特根斯坦从他那里借用了一些说辞。但无论如何，毛特纳所做的批判，仅仅是用一种被说成是事情的“真相”的东西来取代被认为是虚假的东西；关键是，他陈述这些“真相”时仍然使用了他所批判的语言，并且正是在他所批判的那个意义上使用的！维特根斯坦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悖谬之处，一种哲学的语言批判必须先是一种自我批判。因此4.112就说，哲学并不制造观点（哲学命题），并在6.54中把《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中所表述的内容（这些东西以观点的形式出现）都判定为无意义的。我们也许会说这是一种更为融贯的语言批判，但这决不是要点。从这种融贯性出发可以进一步认为，正是因其融贯，所陈述的观点才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判定其是否融贯的标准（即与这种观点是否一致）才是不重要的。而这等于舍弃了融贯性要求。要点在于，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语言批判，是应对语言强加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对策，一种姿态，一种视角。依据斯鲁格的描述，毛特纳是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自然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能正是毛特纳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即关注语言实际上起作用的方式，但用《逻辑哲学论》那种既具有建筑学上的高度美感又自成一体的方式勾勒出这种方式的抽象结构，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毛特纳很可能碰巧充当了靶子，而不是启发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

也许，维特根斯坦同意罗素的方面体现在摹状词理论上，他也利用了摹状词理论的技术，这里所赞同的是摹状词理论的哲学后果，即表面逻辑形式与实际的逻辑形式的区分。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正是实际的逻辑形式所决定的。在疏解84中我们已经看到造成语言遮蔽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区分可能的层次与实在的层次，一旦实际的逻辑形式被展示出来，这种遮蔽就能消除，从而使能说的都说清楚（4.116）。

不过，在4.0031中维特根斯坦表明自己同意罗素的地方也许不是摹状词理论，而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类型论。之所以说可能不是摹状词理论，是因为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中分析的东西虽然在罗素本人那里被叫做“逻辑形式”，但却是一种构成具体命题的逻辑关系，因而实际上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结构（参见2.032）；而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逻辑形式”则相当于罗素所说的“逻辑类型”。罗素给出类型论无论这个举动本身是否正确（参见3.331及其笺释），维特根斯坦都可以同意制定类型论的动机，即变项实际上具有何种逻辑形式，这一点并不直接表现于命题中，我们需要一种程序来表明它。而这正是表面的逻辑形式与实际的逻辑形式的区分。

无论维特根斯坦在何种意义上同意罗素，语言批判都有其正面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揭示语言的逻辑。一旦做到这一点，关于语言的幻想就可以解除了。

4.0　命题的图像本质

4.01　命题是实在的图像。

正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命题是实在的模型。


［笺释］
 这一节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命题是实在的图像。

第二段的那句话似乎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已经有所预期，并且在命题与这种预期相吻合的意义上，命题“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实在的模型。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命题是不是实在的模型，就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有可能不是实在的模型——但在它不是实在的模型的时候，命题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句话呢？要注意，这句话决不是在简单地陈述命题是实在的模型这一事实，而是要通过注意这个事实来描述我们如何把命题当成模型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何种意义上命题是实在的模型，我们就在何种意义上设想一个命题。因此这句话的着重点在前面，即我们是如何看待命题的。

提醒一下，这正是内在描述的特征，通过描述看到的东西，来提请注意看的方式。如果不理解这种阅读方式，就无法理解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段落，尤其是不能理解这些段落是如何衔接起来的。

4.011　猛一看，命题，比如写下来的命题，不像它所涉及的实在的图像。但猛一看乐谱也不像是音乐作品的图像，表音文字（字母）也不像我们口语的图像。但即使在“图像”这个词最朴素的意义上，这些记号语言仍然是其所表现的东西的图像。

4.012　我们显然把形如aRb的命题看作是图像。这里记号与其所标记的东西显然有一种相似性。


［笺释］
 这里怎么又提到相似性呢？模型当然与实物相似。我们是通过某种相似性来确认一个东西是图像的。在与实在的东西极度不相似的油画作品面前，我们对它是否是一幅画感到犹豫不决。

但问题出现了。相似性却不是像一个物件一样摆在那里的。这样看时不相似，但在那样看时，这种相似性却又是显然的。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呢？回想一下，怎样看没有相似性，怎样看又有了。

对照疏解34，再对照疏解80，看看关于相似性的谈论起什么作用。

4.013　如果深入到图像性（Bildhaftigkeit）的本质中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并没有被表面上的不规则性所破坏（例如在乐谱中使用了#和b）。

因为这种不规则的东西也描画了它们要表达的东西，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笺释］
 图像中的不规则性就是在被表现的东西中缺乏对应项的东西。乐谱中的变音记号并不对应于音乐中任何一个声音，甚至也不对应于这些声音的特征，因此变音记号是不规则的。但在乐谱中这些符号确实表达了一些东西（某种演奏指示）。这段话说的是，如果我们把握了图像性的本质，也就是说，把握了图像成为图像的必要条件，那么图像表面上的不规则性并不会破坏图像与实在的相似性。

相似性使我们认出一个是另一个的图像，我们也确实用这种相似性来解释何以有一个图像。但这个解释并不是从表面的东西入手，不是从具有不规则外观的东西开始的。相反，应当说相似性表明了这里有一种图像性的本质，它就是相似性的可能性，一旦把握了这种可能性，图像中不规则的东西也会各就其位，从而为建立相似性服务。

4.014　留声机唱片、音乐思想、乐谱以及声波，这些都处于描画的内在关系中，这种关系存在于语言与世界之间。

它们都共有逻辑结构。

（就像故事中的两个年轻人、他们的两匹马、以及他们的两朵百合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同一个东西。）

4.0141　事实上，有种通用的规则，按这个规则乐师能够从乐谱读出交响乐。也有种规则能让人从唱片的槽线认出交响乐，并按前一种规则写成乐谱。这些初看起来迥然不同的东西之间有种内在的相似性。这里的规则就是从交响乐到乐谱语言的投影法，就是从这种语言到唱片语言的翻译规则。


［笺释］
 图像与被描画的东西间能够建立一种对应规则来使我们从图像进到被描画的东西，这种规则使它们间的相似性落到实处，同时也表明它们共有的逻辑结构。

4.015　我们语言中所有比喻和形象说法的可能性都包含于描画的逻辑中。

4.016　为了理解命题的本质，不妨考虑一下象形文字，它把要描述的东西画出来。

由它发展出没有丧失其描画本质的字母文字。


［笺释］
 有一个从图画到命题，从形象到文字的渐进谱系，这个谱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是什么使得图画和命题都是图像。这就是它们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图像性”。


［疏解86］
 能否说这里所谓的“图像性”，其本质就是使用呢？在一种意义上能这样说，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能。能说，是因为图像作为意向性的事实只有对于使用者，即看到图像的人来说，才是图像，因而图像与所描述的东西间的相似性是看图像的某种方式的结果；不能，是因为这样说无助于揭示图像该如何看才是图像——相反，直接诉诸于相似性却是一种无法绕过的方法。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放到使用者的位置上。只有当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图像，他才是图像的使用者，这是使用者唯一能够接受的方式；即使声称他就是使用者，也丝毫无助于使他看到图像。

意向性的事实是看到的东西，但不就是被看的东西。这里的区别类似于说，我可以看一个东西而没有看到它。在测试色盲的时候，我们就预设了看一个东西和看到一个东西之间的这种区分。这就是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的区分。第一人称视角具有不可描述性，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描述，来表明一个视角就是第一人称的。换言之，通过描述，无法表明所描述的就是被看到的东西。这不是由于描述得不够详细，而是由于任何描述都是在第三人称意义上进行的。即使描述的是看到的东西，这种描述也是作为关于被看的东西的描述出现的。这一点我称之为“第一人称视角的投射性”。这种投射性蕴涵第一人称的非自返性，即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不能描述自己所在的视角（参见5.633）。由于第一人称视角具有投射性，如果在它与第三人称视角间存在区分，那么这种区分就不能通过描述给出，从而就不能表明描述是在第一人称视角上做出的。

当我们说一个图像是一个图像时，就是在描述一个从第一人称视角所看到的情况。这时图像直接就是图像，看图像的人直接就从图像中看到与被描画的东西间的相似性。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图像对于使用者来说才是图像时，就是在对一个第一人称的情况作出描述，这个描述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做出的。这个描述无助于确保所描述的那个视角确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即使某人被认为是使用者，他也不一定真的看到了图像。除了相似性，我们没有其他手段来判断他是否真的看到了图像，但相似性仅仅表明了这是图像，而不是解释了这件事。

这种不可描述性使得揭示图像性变得似乎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考虑这一点：就相似性表明了图像性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图像性包含了相似性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相似性，或者说他把握了相似性的可能性，那么他就处于第一人称的地位上。看到某物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应于视角。内在描述就是描述使用者所看到的东西，通过这种描述来提示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内在描述的方式就是，通过描述使用者所看到的东西，来揭示看到它们的可能性，从而达到进入第一人称视角的目的。


［疏解87］
 为何又要进入第一人称视角呢？为何不满足于用使用来解释一切？这个问题所问的正是维特根斯坦运思的独到之处。即使在《哲学研究》中明确提出“意义即用法”这一口号，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就此滑向这条方便但却流俗的思路。相反，他在那里仍然坚持内在描述的方法，以此展示一幅看似捉摸不透的图景。

回答既简单又明了，正是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不可描述性，这样做无助于我们把握什么是命题。把命题建立在使用上，由此可以确立一种关于命题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即命题不存在独立的必要条件
(6)

 ，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什么是命题”这个问题。但这并不等于消除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对命题的理解。这个问题正是“何以把握什么是命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形式，它为“什么是命题”这个问题所蕴涵，但并不反过来蕴涵它，因而是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对“什么是命题”的回答预设已经回答了“什么是对命题的理解”，即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知道其本质。

4.02　无需解释我们就理解命题记号的涵义，从这个事实我们看出这一点。


［笺释］
 接上文，“这一点”是指命题是图像。由此开始向命题的图像本质过渡，后面将讨论的是，对命题的使用者来说，命题的图像本质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4.021　命题就是实在的图像，因为如果我理解命题，就能够知道它所描述的情况。并且无需向我解释其涵义，我就能理解命题。


［笺释］
 这段话是对4.02的补充说明，说明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者会把命题看作是实在的图像。既然我们是从相似性认出图像的，图像直接就表明了它所描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正是这一点可以表明命题就是图像。我们可以分两个步骤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步骤是，不需要解释命题记号的涵义，我们就能够理解命题，就能够知道命题记号的涵义；第二个步骤则是，只要理解命题，就能够知道命题所描述的情况。这两个步骤合起来看就得到，命题直接就表明了它所描述的情况是怎样的。这就相当于说，看到了命题，就相当于看到命题所描述的情况，因此我们是通过相似性来理解命题的，因而命题就是实在的图像。

命题是图像，这一点在4.01节就已经被作为前提起作用了，这里回过头来解释为何如此，其目的不在于巩固这个事实，而在于表明这个事实是如何达到的。这是在进行内在描述。

4.022　命题显示（zeigt）其涵义。

命题显示如果它是真的，事情是怎样的。它说（sagt），事情确实如此。


［笺释］
 涵义作为使命题成为实在的图像的中间环节起作用，因此命题必须显示其涵义。这里用“显示”一词来强调涵义的直接性。对使用者来说，如此显示出来的涵义是如何起中间环接的作用呢？一旦知道命题的涵义，也就知道命题所表现的情况。这个过渡我们可以说是从命题的涵义到命题之所说的过渡。这个过渡是如何发生的呢？无论这个过渡是如何发生的，都必须并且只能从命题是图像这一点入手，也就是说，从命题是对实在的言说入手，以此表明使用者是何以进行言说的。


［疏解88］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未加铺垫地引入了第二个要素，即真。真是如何引入的？从行文来看似乎是把命题的涵义与命题的真值条件等同起来，从而有一种真值条件语义学。这种理解的实质是，首先把真与命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命题显示的东西通过命题的真得到进一步界定，即涵义就是命题的真值条件。这样一来，命题显示的东西和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成这样的：通过显示命题的真值条件，命题说情况就是真值条件那样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只要显示了这些，命题就是在说。但问题在于，说比显示要多出一个要素，显示的东西属于命题，而说则指向命题之外，因此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命题显示了，但没有说。比如这样一种情况，在“如果天不下雨，我们就去散步”中，“天不下雨”这个命题显示了其真值条件，但并没有说天不下雨，它没有断定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不这样考虑，而是把显示与说分开，不说命题一显示就会说，而是说命题的说就是把显示的东西作为命题是真的说出来，那么我们确实会得到从显示到说的过渡，并且能够避免前面的反例。但这就引入了一个额外的约定，即应当把命题作为真的说出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来支持这个约定。

上述思路的起点是把真首先归于命题，命题只要有涵义，就必然地或者为真或者为假；而把真归于言说则是第二位的，因而无论为真还是为假都不会影响其为言说。采取这个顺序，就要承担起从显示解释言说的责任，它的问题在于无法把显示的东西与言说衔接起来。

我们已经行进在另外一条解读路线上，这条路线的方向是从命题已经是实在的图像出发，从此入手揭示命题何以能够是图像。也就是说，命题是对实在的言说是出发点，需要探究的是命题何以能够言说实在。涵义的引入正是这种探究的一个步骤，它固定了关注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从涵义来解释言说。因此，如果在这里引入真，就只能够从命题言说实在这个事实中引入，而不是作为首先与命题本身相关的东西引入。

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用真和假来评价描述实在的行为，而在这个行为中，命题总已经言说了要言说的东西。我们之所以用真和假来评价使用命题来言说的行为，是因为这个行为已经承诺了以真为目的，我们用真和假来评价的，是这个行为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唯有使用命题描述实在是在把命题作为真的说出时，这种评价才是相关的。而这就意味着，真首先被归于命题言说实在这一行为，正因如此，作为构成这一行为的要素，命题才具有真和假的可能性。这是通过分解一个行为得到的可能性。按照前面已经说明的理由，从由分解得到的东西既不可能也不必解释这个行为是如何得到的。

对于言说者来说，由于第一人称的投射性（参见疏解86），评价自己言说行为的真假，就是评价其命题的真假。正是因为言说者是第一人称的，真假才首先归于命题。这就是为何4.022的行文显得好象是真与假是命题的性质，因而直接与涵义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段关于涵义与真的说明，就是说明在使用者看来，命题必须如何被看待。在这种意义上，涵义与真之间才建立了联系。


［疏解89］
 对照4.022对“显示”一词的用法与2.221对“表现”一词的用法（“图像所表现的是其涵义”），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前者意味着涵义属于命题，后者则意味着涵义不属于命题，而这是一个矛盾。

如果不注意4的笺释中所说明的那个过渡，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关于涵义以及事态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从而无法看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真实结构。这个过渡实际上就是从一般性地描述图像事实到按照某个特定视角来描述图像事实的过渡。在4以前，特别在第二章里（这个过渡在第三章后半部分才开始，直至4才正式完成），对图像事实的一般性描述是第三人称视角的，正是因此，才需要一系列论证作为补充，以表明某种看图像的方式具有强制性，例如图像必须是事实，图像与名称间的截然区分等等。过渡完成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具有强制性的视角，从而展开内在描述，即第一人称视角描述。此时的描述主要起引导作用，即把读者引向所描述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而真正进入第一人称视角。

这样看就很清楚，2.221之所以说图像表现其涵义，是因为我们是联系到图像所表现的东西，即作为实在来讲的东西，来看待图像的，因此在如此理解图像时所看到的东西就不属于图像。此时我们可以很方便谈论图像中的物理要素，例如描画形式就是结合了这种物理要素来谈的。但是，既然此时引入涵义概念所表明的是看待图像的方式，那么在内在描述中，由于第一人称的投射性，这种看待图像的方式将被归于图像，也就是说，就使用者来说，涵义已经是属于图像的东西。

如此一来，即使在4.021中涵义看起来是命题表现实在的中间环节，我们仍然得不到三层结构的意义理论。阻止我们这样看的，正是在内在描述中涵义属于命题这一点。不过，由于我们在2.221笺释中把涵义与事态对等起来，就会得到事态也属于命题这一观点。由于事态是事实的可能性，使用者不会认为它包含于命题中。但这不会产生问题，因为事态在内在描述中就是真值条件，而真值条件的完整表述是“如果命题p是真的，那么情况就会……”。这种理解与一种关于涵义-事态对等性的弱化解释相一致，即图像所表现的事态与其涵义是同时确定的。

涵义与事态在文本中交替出现，这与描述角度的细微调整联系在一起。就命题描述实在而言，命题具有描述的可能性，而实在具有被描述的可能性，前一种可能性被称为涵义，后者则被称为事态。一般性地谈论命题时，我们讨论涵义；而在使用命题时，则参照事态。涵义和事态作为可能性共有逻辑形式，这使我们能从两者的任何一个知道另外一个。由于它们实际上来自于同一个事实，即命题描述实在这个事实，它们是同一个可能性。

4.023　命题必须把实在限定到两种可能性：是或否。

为此，它必须完全描述实在。

命题是对事态的描述。

正如对客体的描述是通过其外在性质，命题描述实在是通过其内在性质。

命题借助逻辑脚手架构造世界，因而如果它是真的，实际上就可以从命题中看到所有的一切在逻辑上是什么样的。可以从假命题中得出结论。


［笺释］
 这一小节似乎容纳了几个互不连贯的主题，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

前两段话明显可以连在一起看。第一句话接着前面讲。既然命题所显示的是如果其为真，情况会怎样，那么通过其所显示的，结合其为真，就能够确定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命题就是真的，这一点从使用命题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我们用命题是否确实描述了实在，来判定其是否为真。因此，如果命题不是真的，那么情况就不是如此。既然我们用命题是否达到描述实在的目的来判定命题是否为真，那么命题确实是或不是真的，这一点就表明了实在已经被命题确定到这样的程度：它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对应于命题为真，另一种对应于命题不为真。

事情显然应当如此。如果实在除了这两种，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么在这第三种可能的情况下，命题就既不为真，也不是不为真，也就是说，命题不能说达到了描述实在的目的，也不能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说命题的目的就是描述实在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命题就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地描述了实在：它完全地确定了它所要描述的那个实在。如果命题是真的，实在就如其所描述的情况；而如果不是真的，实在就必须能够被它所描述的情况完全排除。在后一种情况下命题仍然完全地确定了实在，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命题所遗漏，那么实在中就会有相应东西没有被排除。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这匹马是白的”这个命题不是真的，那么对应的实在就是，这匹马是红的，或者是黑的，如此等等，我们会说实在没有被完全确定；但无论实在是哪种情况，情况都不是，这匹马是白的，因此都会被这个命题所描述的情况所排除，而没有任何东西剩下；因此即使这个命题为假，它也仍然完全地描述了实在。

既然命题为实在仅仅留下了两种可能性，并且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被命题完全描述了，那么命题所描述的就是实在的可能性本身，因而就是事态。由此我们回到了类似于2.221的结论，但这一次却是通过内在描述向命题的使用者揭示的。

现在向第四段过渡。对于客体的描述与对于实在的描述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没有穷尽客体的可能性，后者按照前面的说明，穷尽了实在的可能性。这种不同使得我们说描述客体是通过描述客体的外在性质，而描述实在则通过描述实在的内在性质。理由是这样的：如果关于X的描述穷尽了X的可能性，而这个描述给出的是X的性质P，那么X不可能不具有P，否则X将具有性质P以外的可能性，从而其可能性没有被描述所穷尽。相反，如果X的可能性没有被描述穷尽，那么X就能够不具有P，因而P是X的外在性质。

既然命题穷尽了实在的可能性，那么如果命题为真，就从可能性的角度确定了实在是怎样的，即从逻辑的角度确定了是哪个可能性成为实在。由于即使命题为假，它也在同样意义上确定了实在，我们也可以从该命题为假这一点得到结论，这些结论表明了所确定的实在是怎样的。例如我们可以从“这匹马是白的”为假，得出这匹马是红的或黑的或黄的等等。


［疏解90］
 命题完全地描述实在，这一点不能这样理解：例如客人下午两点过一分到达，这个事实将使得命题“客人下午两点到达”为假。确实，完全性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精确性，但这种精确性的程度依赖于使用命题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完全性是这样的，命题能够按照任何一种目的确定实在的可能性。事实上，从这里的论证顺序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命题到实在，即从命题是怎样的表明实在是怎样的，而不是从实在是怎样的，推出命题是怎样的。这正是语言的内在性所决定的（参见疏解82）。我们不能按后一条路线行进，而若按前一条，我们只能通过命题如何来表明实在如何。


［疏解91］
 这里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关于真所持的是二值性原则。二值性原则所说的是，命题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我们用命题是否达到描述实在的目的来判定命题是真还是假，命题要么达到了目的，要么没有达到，因此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

在哲学上通常会有这样的理由反对二值原则：命题不能无条件地给出真值条件，命题给出其真值条件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可以称为可断言性条件，而在可断言性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命题既不为真，又不为假。这样一来，命题就不能够完全地确定实在，而只能相对于可断言性条件来确定。

这个反对对维特根斯坦无效，因为它设定了独立于使用的命题，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真是从使用命题的行为那里获得规定性的（参见疏解88），其次才被用于命题。这样一来，如果可断言性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说这里没有一个使用命题的行为，或者这个行为并没有成功地断定它要断定的东西，从而没有一个命题被做出，而不是说有一个非真非假的命题。

4.024　理解一个命题，意思就是说，要知道如果命题是真的，情况是怎样的。

（因此可以理解它，而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要理解了它的组成部分，也就理解了它。


［笺释］
 第一段话是从另一个角度重复4.022。理解一个命题，可以说就是知道其涵义，即从命题知道它实际上描述的情况。既然命题描述了实在，即它要描述的情况与实在一致，这一点使我们判定命题为真，那么它实际描述的情况，就对应于它为真时实在是怎样的。

当然，维特根斯坦说第一段话的目的不在于重复一个事实，而在于从这个事实引出一些关于命题的看法。如果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知道在命题为真时的情况，那么即使命题不为真，我们也能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命题而不知其为真。

为了知道命题是否为真，我们需要知道命题以外的东西；但理解命题却不需要这些，为了理解命题，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命题。既然给出了命题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就能够由此构成命题，那么显然，只要理解了这些组成部分，我们就有了理解命题所需要的一切，从而也就能理解命题。


［疏解92］
 乍一看，最后的那句话与3.3所表述的语境原则相矛盾。其实不然。这里是在说理解组成部分是理解命题的充分条件，而语境原则则可以说是理解命题是理解其组成部分的必要条件，这两者可以协调共处。对于一个词A，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命题p来理解它，而得到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由此得到对命题q的理解，如此等等。

另一个问题是，最后的这句话似乎与我们在疏解2中表述的观点不一致。那个观点可以说就是，通过列举部分，我们得不到一个整体，进而可以说就是，部分不是得到整体的充分条件。当然，理解了命题的组成部分，也就理解了整个命题，如果这是对何以能够理解整个命题的一个解释，那么不一致之处就是很显然的。但这里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对何以能理解整个命题的解释，而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描述：确实，一旦理解了命题的组成部分，也就理解了命题。如果像刚才谈及语境原则那样看目前的情况，即对命题组成部分的理解中已经包含了关于构成整个命题的可能性的理解，那么这个事实与部分不是得到整体的充分条件这一点是可以协调的。其实，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要把注意力引向这个事实，也就是为了逐渐让人注意命题的结构的方面，正是通过这种结构，使这些部分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构本身不属于组成部分。

4.025　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并不是逐个翻译每个命题翻译，所翻译的仅仅是命题的组成部分。

（辞典不仅翻译名词，而且翻译动词、形容词、连词等等。它们都被同样对待。）


［笺释］
 翻译所做的仅仅是在两种语言的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而无论这些词是什么，起作用的都仅仅是这种对应关系。对词的拼装，总是在被译入的语言之内进行。

我们也许会说，一个人可以通过理解一种语言的句子的意思，然后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这种意思，因此会有一种整句整句的翻译。对此的回应可以是这样的：这不是在进行翻译，而是在交替用两种语言来表达。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人有区别这两者的经验，翻译与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4.026　简单记号（词）的意义如果要理解，必须解释。

我们通过命题来解释。


［笺释］
 翻译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被译入的语言的前提下才是一种解释。

我们不可能一个词一个词地学会母语。学习一个词，是以学会一些句子为前提的。为了理解这个词，要先理解一些句子。

4.027　对命题来说本质的是，它们能够传达新的涵义。


［笺释］
 我们并不是只理解已经理解的那些句子，否则语言毫无用处。我们用句子来说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必须要能够用句子来传达新的涵义。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

4.03　命题必须用旧词传达新的涵义。

命题告诉我们一种情况，因此它必须在本质上与这种情况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恰恰就是，它是它的逻辑图像。

仅仅在它是图像的意义上，命题言说某事。


［笺释］
 命题如何能够用旧词来传达新涵义呢？按4.024所说，只要理解了命题的组成部分，也就理解了命题，但是，那些我已经知道其意义的词，拼到一起来怎么就能够使我知道以前不知道的涵义呢？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感到有这样的问题：一种新情况出现了，但构成这种新情况的东西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因此，如果命题所说的东西在本质上就是这种我们不会对其有此类困惑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不会对用旧词传达新涵义而感到困惑。

因此事情必定如此：命题本质上就与它所说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命题是这种情况的图像，就表明了这种联系。我们必定是通过与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知道命题所言说的东西的，否则我们不会知道这种新的涵义；命题所言说的不会超过这种情况，否则将有我们不可能理解的新涵义，因此命题言说某事，就仅限于它是这个情况的图像这一范围。

4.031　在命题中，一个情况就好像试探性地（probeweise）构建起来。

我们不说，命题具有如此这般的涵义；而直接说，命题表现如此这般的情况。

4.0311　一个名称表示一个物，另一个名称表示另一个物，它们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个整体就像一幅生动的画一样表现着事态。


［笺释］
 在写一个句子的时候，仿佛面对的不是词语，而是事物。我们拼接词语，就好像在试探性地拼接事物，看是否由此得到我们想要的情况。

命题的本质正在于此：当我们面对命题时，面对的也就是命题所说的情况。

4.0312　命题的可能性建立于记号表示客体的原则之上。

我的基本思想是，“逻辑常项”什么也不表示，事实的逻辑是不能被表示的。


［笺释］
 这意味着记号必须表示客体。我们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原则，以此表明命题是如何被理解的。

但除了一个例外。像逻辑连接词这样的逻辑常项并不表示任何客体。我们也许会说，逻辑连接词表示的是事实间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因此表示事实的逻辑结构。但如果逻辑常项不表示客体，那么即使有这种事实的逻辑，也没有任何记号能够表示它们。

对这个例外维特根斯坦极其重视。很可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维特根斯坦确立了自己关于语言的基本思想。

4.032　仅在其在逻辑上具有结构而言，命题才是某情况的图像。

（即使“ambulo”［我走］也是构成的，因为其词根与不同词尾结合，其词尾与不同词根结合，都将得到不同涵义。）


［笺释］
 记号表示客体，这一原则是不是就是说必须要在命题所说的情况中找到这些客体呢？看来应当如此。这样一来，命题是图像，这就取决于两个要素，即结构和客体。客体就好象是旧词，旧词以不同方式连接构成命题，从而表达新涵义。但是，这里却似乎忽略了客体，而只强调结构。这是为什么呢？

看来我们没有认真对待4.027。如果按照它的说明，命题的本质就在于能够传达新的涵义，那么由于新涵义的出现确实是由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就只能强调结构。

区分了这样两个任务就很容易了解为何要这样做。一个任务是阐明命题的本质，也就是说，阐明使其成为命题，使其能够言说情况的必要条件；另一个任务是，揭示命题实际上说了什么，而这要求确定命题言说情况的充分条件。假想这两种情况，一个词表示客体A，命题言说一件事，而在表示客体B时则言说另一件事。这两个任务对这两种情况的要求不同。对于第一个任务来说，需要考虑的是这两种情况的共同之处，既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命题都能够言说，那么它们的共同之处就不包括记号表示什么客体。而对第二个任务来说，既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命题所说的东西不同，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就在考虑之内，这就是记号所表示的客体。

显然，这里的思路是由第一个任务规定的。此时命题的本质就是使命题具有表现能力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包括两个要素，其一，记号必须有指称，其二，命题必须有结构。对第一个要素，不需要明确记号指称什么，因此客体在这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仅仅是，它使结构得以确定。客体的这种地位就体现在命题的逻辑多样性这个概念中。

4.04　命题所包含的可以区分的东西必须正好与其所表现的情况一样多。

它们必须都有同样的逻辑（数学）多样性（参见赫兹的《力学》，论力学模型）。


［笺释］
 要确定命题的逻辑结构，就要确定命题所说的情况中可区分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间的相互关系。显然，客体的概念在这方面直接起作用，而这可以用逻辑多样性或者说数学多样性来表示。这样一来，命题要描述一个情况，其必要条件就是命题与这个情况具有同样的逻辑或数学的多样性。

4.041　这种数学多样性本身是不能被描画的。在描画时人们不能来到它外面。

4.0411　要表达例如说“（x）fx”所表达的东西，在“fx”前面加上标记得到“Alg·fx”，这样表达行不通，［因为］我们不知道被概括的是什么。如果用标记“a”来表示这一点，写成“f（xa）”，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概括的辖域。

在主目位置上引入记号，写成“（A，A）．F（A，A）”，这样也不行——我们没有确定变项的同一性。等等。

所有这些表示方法都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数学多样性。


［笺释］
 先解释一下4.0411，然后再回过头来看4.041。

这里设定的是这样一个任务：用另一个具有不同数学多样性的命题来表达命题记号“（x）fx”所表达的东西。按照目前通用的记号法，这个命题记号可以写成“∀xfx”，它包含两个变项记号，后一个记号出现在主目位置上，前一个则表示对这个主目进行全称量化。

维特根斯坦设想了三种描述方式。如果用表示全称概括的标记，我们会得到“Alg·fx”（采用德文版标记“Alg”）。这种形式的命题仅仅表明了，在函项“fx”中包含了被量化的东西，而没有指出被量化的是什么。如果“fx”中包含了另一个自由变项例如“y”，这种方式将不能表明是对“x”还是对“y”进行全称量化。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被量化的变项后面加上脚标“a”，由此就得到“f（xa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函项“fx”的实际形式是“gx∧hx”，那么“f（xa
 ）”就相当于“gxa
 ∧hxa
 ”，因而可以解释为“∀x（gx∧hx）”，也可以解释为“∀x（gx）∧∀x（hx）”。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全称概括的辖域不同，因此用加上脚标的方式不能表示辖域。弥补这一缺陷的方式可以是这样的，在被量化的变项所在的主目位置上引入一个概括记号，表示该主目被量化，然后在辖域内的表达式前面引入记号表示辖域。这样一来“∀x（gx∧hx）”就写成“（A）（gA∧hA）”，而“∀x（gx）∧∀x（hx）”写成“（A）gA∧（A）hA”，从而区分出辖域。但这样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在有两个变项时，例如“（x，y）f（x，y）”，就必须写成“（A，A）．F（A，A）”，这样一来就无法区分两个变项。例如，如果函项“F（x，y）”实际上是“gx∧hy”，那么“（A，A）．F（A，A）”就无法区分所表示的是“∀x∀y（gx∧hy）”，还是“∀x∀y（gy∧hx）”。而为了进一步弥补这个缺陷，就要用有所区分的记号来替代全称概括记号“A”，这样一来得到的其实就是原来的那个命题，即“（x）fx”。

上述三种情况给出的命题具有与“（x）fx”不同的数学多样性，因此这一系列的实验在于说明，只有具有特定数学多样性的命题才能描述相应的情况，具有不同数学多样性的命题则不能描述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印证了4.04。

4.0411与4.041的联系何在呢？如果在命题与命题所描述的东西间必须存在数学多样性的对应关系，那么要描述数学多样性的另外那个命题，就不是独立于这种多样性的东西，因而我们实际上不能说它在描画这种多样性。依据2.173就可以得到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东西，命题就要来到被描画者的外面；但我们无法来到一个特定的数学多样性的“外面”。

4.0412　同样，通过“空间眼镜”来看空间关系，这一唯心论的解释也行不通，因为它不能解释这些关系的多样性。


［笺释］
 用来描述的东西要独立于所描述的东西，而命题不能独立于自身的数学多样性，这促使我们解释说，这仅仅是由于待定的数学多样性就好像一架摆脱不掉的有色眼镜，命题是通过这架眼镜来描述的。按这个思路，可以进一步把逻辑形式也说成是一种主观的投射，因为数学多样性实际上是命题逻辑形式的一部分。这个解释类似于关于空间关系的唯心主义解释。维特根斯坦很可能就是指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按这一理论，空间概念对应于主体感知能力的结构，正是由于主体是通过这种结构来感知的，才能在经验中建立空间关系。维特根斯坦直接反驳了这个观点。这个反驳表述极为简略：唯心主义观点不能解释的正是空间关系的这种数学多样性。

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反驳展开来看应当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解释可以解释的是为何命题不能摆脱自己的数学多样性，但它不能解释为何会有这个特定的数学多样性——有多种数学多样性，但我们可以判断哪种多样性能够描述给定的情况，因此对于给定的情况只能用特定数学多样性的命题来描述。这正是4.0411所描述的事实。

就以空间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个反驳。任何空间关系本身就具有的特定数学多样性，这要取决于有多少可以区分的客体进入了这种关系，例如我们有三元的空间关系，其数学多样性不同于二元空间关系的数学多样性。对于我们有三元的空间关系这一事实，可以用我们透过相应的“空间眼镜”来看一个空间关系来解释；对于二元的空间关系也是如此。但是，用“空间眼镜”不能解释为何不能用二元的关系命题来描述三元的空间关系，而只能用三元的关系命题来描述它。


［疏解93］
 这个反驳要说的显然是，如果用“空间眼镜”来解释空间关系的数学多样性，那么这种多样性就仅仅取决于眼镜，而被看的情况本身则对于这种多样性是什么没有约束，同一个情况就可以数学多样性不同的命题来描述，因此它无法解释4.0411所描述的情况。

但这个反驳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驳倒了唯心论。一个很有力的回应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总是通过“空间眼镜”来看空间关系，那么任何被看到的情况都具有相应的数学多样性；于是一种情况是否能被多样性不同的命题所描述，在我们看来就变成了具有不同多样性的命题之间是否可以互译的问题；如果不同多样性的命题间不能互译，那么一种情况所具有的多样性就是恰好表述它的那个命题的多样性，具有其他多样性的命题不能描述这种情况。这样看来，不能解释的仅仅是某个情况为何恰好有其所有的那种多样性，不管怎样，它一旦有了这种多样性，就不能被其他多样性的命题所描述，这一点可以用不同的“空间眼镜”不能互换得到解释。

如果维特根斯坦准备建立一个反唯心论的观点，那么关于多样性他至少应当建立一个唯心论没有建立的解释。如果他心目中确实有这样一个解释，那么看来就只能是，数学多样性是所描述的情况所决定的。而如果唯心论者想建立一个解释，就会是，数学多样性取决于“空间眼镜”。这两个解释在解释力上对等，因为多样性究竟来自哪里，不能通过任何情况得到判定。

事实上，4.0412的目的极为有限，它不是要建立一种关于多样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而是要建立一个从使用者角度来看必须接受的关于实在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是使命题成为可以理解的一个中间环节。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既然命题要描述的是实在，那么实在就不可能不能被描述，并且必须认为能被描述的就是实在本身，即独立于命题的那个实在。在这种情况下，先验唯心论心目中的那个始终不能被描述的实在就被排除了，于是多样性不同的命题间不能互译就必定表明了一种情况不能被多样性不同的命题所描述，进而，循着维特根斯坦所提供的反唯心论解释的思路，就会得到一种关于多样性的实在论观点。

4.05　实在被拿来与命题相比较。


［笺释］
 这句话安排在这里是有用意的。既然命题要结合它是实在的图像这一点才能够说些什么，那么应当说命题与实在相比较才对，但这里的说法正好反过来，实在被拿来与命题比较。另一方面，4.0节的每一部分都对一个主题进行了几个段落的说明，但到了4.05，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句话，显然这句话是相当重要的。

接着4.0412来读这句话，其实是很自然的过渡。4.0412给出了一个关于多样性的实在论观点，自然就要给出一个关于情况的实在论观点。这里所要说的显然不是，命题所描述的是什么情况，那么实在就是什么样的，而是，既然命题所要描述的就是实在，那么实在就必须能够被命题所描述，也就是说，实在与之比较的，是命题所描述情况的可能性。实在与命题所共有的，也就是这种可能性。

这样一来就从与2.1节不同的方向建立了实在与命题共有逻辑形式的观点。2.1节以建立图像的概念为目的，讨论了图像成其为图像的必要条件；而这里则从已经建立起来的图像／命题概念入手，逐步揭示我们据以理解图像／命题的条件。相对于图像来说，两个方向一个是来，一个是往。在某种意义上讲，后面其实重复了前面的一些结论，但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重复。可以说前面建立这些观点是通过逻辑上的必然连接，后面的重复则是通过关注点上的引导。正是因此，前面以确切无疑的口吻陈述结论，到后面则是描述性的展示。

4.06　只有作为实在的图像，命题才是真或假的。


［笺释］
 这一节与涵义相联系讨论了真这个概念。由于真这个概念在语言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个讨论相当重要，它揭示了逻辑客体以及涵义与真最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象4.0411一样，这里给出了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论证。

4.061　一定不能忽视命题有独立于事实的涵义，否则很容易就会认为真和假是记号与记号所表示的东西间两种地位同等的关系。

于是就会说，比如“p”以真的方式表示“～p”以假的方式表示的东西，等等。


［笺释］
 如果认为命题的涵义依赖于事实，那么命题的涵义就是它所表示的情况赋予的，命题能提供的仅仅是记号。记号并不决定与之对应的应当是何种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在记号与记号所表示的实在间建立这样两种关系，一种用真来表示，一种用假来表示，这两种关系都可以为记号赋予涵义，因而是两种对等的关系。

第二段话给出了反对的理由吗？应当说第二段话直接指出的是这种对等性的后果。如果真与假是对等的，那么可以用真来完成的事情，也就可以用假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假来确定一个命题的涵义。这样做的方法是，把使一个命题为假的情况作为确定命题涵义的情况，也就是说，理解一个命题即知道这个命题在何种情况下为假。但是，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使“p”为真的情况S使“～p”为假。这就得到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后果，“p”以真的方式表示“～p”以假的方式表示的东西。这种情况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S既确定了“p”的涵义，又确定了“～p”的涵义，在没有表明是以真还是假哪种方式确定涵义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联系到S所确定的是哪一个涵义。在理解一个命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仅仅是记号，因而确实没有任何东西来表明以何种方式来确定涵义。

4.062　如果知道其所说为假，难道我们就不能像理解真命题那样理解假命题吗？不行！因为如果我们用命题来断定某种情况，而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命题就是真的。如果用“p”来说“～p”，而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在新的解释里，“p”就是真的而不是假的。


［笺释］
 当然，会有这样的补救措施，即以某种方式，比如说约定，来指明是按照真还是按照假来确定涵义。这样做的依据显然是，给定一个命题对应的情况，然后指明这是当命题为假时所对应的情况，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命题。

维特根斯坦反对这种做法，但要看出他是如何反驳的，还需要一番铺垫。

可以借用Diamond的一个例子来处理这个问题。
(7)

 我们用汉语来陈述她所设想的情况。假想这样一种语言，不妨称其为“胡语”。胡语与汉语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当我们说汉语的人以肯定的方式谈到一种情况时，说胡语的人以否定的方式谈论，而在我们以否定的方式谈论的地方，他们以肯定的方式谈论，但意思都是一样的。例如，胡语中的“这匹马是白的”说的其实是这匹马不是白的；胡语中“这匹马不是白的”说的是这匹马是白的。只要了解了这种差别，我们和说胡语的人之间就可以顺利交流，而不会有任何障碍。

胡语之于汉语的情况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用“p”来说“～p”的情况。显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我们能够设想胡语，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提示可以立即指出，胡语与汉语有同样的真概念，因为即使胡语中的“这匹马不是白的”说的是这匹马是白的，但如果这匹马是白的，这句话就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想用胡语的例子来达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在知其假的情况下像理解真命题一样理解假命题，也就是说，我们本应把“这匹马不是白的”当成一个假命题来理解！

不妨把维特根斯坦的反驳展开，补充成一个完整的论证。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应当是，如果使用假来确定命题涵义，那么我们将不能在使用命题进行陈述时达成一致。考虑命题“p”，我们使用假来为其确定涵义，假定用来确定涵义的是情况S，S使“p”为假。这样一来，“p”作为图像所显示的涵义就是情况S，当S发生时，就是“p”所显示的情况发生，而这意味着“p”为真，而不是为假。这就是说，在确定涵义时使“p”为假的情况在用“p”做出断定时使“p”为真。

结合胡语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确定涵义时使用假，将如何使如此确定涵义的命题与正常方式确定涵义的命题间的差异，退化成记号上而不是涵义上的差异。胡语与汉语间的差异可以说仅仅在于采用了不同的否定记号。这种记号上的差异之所以表现为涵义上的差异，是因为我们是在用汉语来解释这种语言。当我们说胡语中的“这匹马不是白的”说的是这匹马是白的，看起来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说胡语的人用使这个句子为假的情况来确定它的涵义。但是，既然涵义在此时还没有确定下来，“这匹马不是白的”与“这匹马是白的”这两个句子的差别就仅仅是记号上的，前一个句子是真是假对这个差别来说没有影响，因此对说胡语的人来说，我们所描述的情况实际上可以是，他们用使这个句子为真的情况来确定这个句子的涵义。这说明，认为他们使用假来确定命题涵义，这仅仅是个徒有其表的解释。


［疏解94］
 这个论证要成立，还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命题所显示的涵义就是用来确定命题涵义的情况，而无论这种情况是作为使命题为真还是为假的情况起作用。缺少这个前提，我们就需要区分使用命题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就使其为真的情况说，一种则是就使其为假的情况来说。这样我们对于说胡语的人的使用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妨称之为“胡说”。当一个人“胡说”“这匹马不是白的”，他的意思我们表述为，这匹马是白的，这是使命题为假的情况；但当这匹马是白的时候，这句话对说胡语的人来说却是假的。这样一来，笺释中所展开的那个论证就不成立。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类似于前面所说的那种退化，使得由于“胡说”而引起的差别变成一种记号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系统地调整胡语中的真假概念来做到这一点。不过，这就使得真与假的区别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区别，而这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的结局。

事实上，我们可以为维特根斯坦补全所需要的前提。可以证明，命题的涵义只能是用来确定涵义的情况，而无论把它解释为是使命题为真还是为假。命题的涵义就是显示于命题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命题的使用者从作为图像的命题中看到的东西。如果使用者把命题“p”与使“p”为假的情况S对应起来，用S来确定“p”的涵义，那么“p”所显示的涵义（即情况S）将不是“p”的涵义，而是使“p”为假的某个命题的涵义。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使用者把S看作是使“p”为假的情况，S使“p”为假，这一点是作为看的方式，而不是被看到的东西起作用。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第一人称视角的特性。第一人称视角的投射（参见疏解86）意味着，使用者把某个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这样一个意向性事实对于使用者本人来说，只能以被看到的东西的方式出现。这也就是说，如果使用者把S看作是使“p”为假的，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仅仅是S，至于他是如何看的，这一点对他本人来说不可能作为看的方式被看到。既然显示的方式不在被显示者的层次上起作用，那么用来确定涵义的情况作为要从命题中显示出来的涵义，就只能是这个情况本身，而不能以肯定或否定命题涵义的方式与命题对应起来。

我们也可以用一种简洁的方式完成这个论证：如果用来确定涵义的情况是使命题为真（或为假）的情况，那么由于使其为真（或为假）的是涵义，命题是由涵义来得到个体化的，在预先不知道涵义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知道所引入的情况使哪个命题为真（或为假），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先确定按这种方式要确定的涵义。

这就迫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理解4.022。在那里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显示如果它是真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似乎就是在说命题所显示的是整个反事实条件句“如果它是真的，情况是怎样的”对应的情况。这个反事实条件句可以说对应于显示涵义的方式。这样解释显然不对，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个命题的涵义就是这个反事实条件句的涵义。4.022连续说了两个“显示”，第一个说命题显示其涵义，第二个则说命题显示如果它是真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两个”显示并不是在同一个角度上说的。前者针对的是命题的使用者，后者则引导使用者在了解了命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以后，反过来看自己使用的命题。其思路是这样的：命题显示自己的涵义；既然命题显示涵义是为了描述实在，那么如果命题正确地描述了实在，所显示的涵义就是实在的情况；因此，涵义就可以看作是在命题为真时实在的情况。这个引导过程是从命题开始，经过命题的图像本质回到命题。无论如何，在理解维特根斯坦时都必须考虑他是否想以此建立观点。


［疏解95］
 上述论证隐含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真的初始意义是通过归于使用确定的。第一人称视角在这里建立了用来确定涵义的情况与命题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不必经过真这个概念。正是这个联系为确定什么是真提供了起点：如果命题所说的情况确实如此，命题就是真的。在次级的意义上，真才被归于命题，即如果使用命题正确地言说了实在，那么命题就是真的。

在疏解88我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运思方式表明了真首先要与使用的关联。这一段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把真归于涵义或命题，与把真归于使用的行为，这两者存在着巨大区别。正是在使用中，使用者的第一人称视角限定了真这个概念的初始意义。而若把这种初始意义归于涵义或命题，将得不到确定的真概念。

4.0621　但重要的是“p”和“～p”能够说同样的事情。因为这表明记号“～”在实在中没有对应的东西。

否定出现在命题中，这恰恰不是命题涵义的特征（～p＝p）。

命题“p”和“～p”具有相反的涵义，但却对应于同一个实在。


［笺释］
 对这一小节一定不能这样理解：既然“p”与“～p”能够说同样的事情，那么“p”就能够说“～p”所说的事情，而这正表明真与假在确定命题涵义上的对等性。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p”，能够说“～p”所说的事情，这要依赖于“p”或“～p”实际所说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说记号“～”造成了某种区别，否则我们所说的仅仅是“p”和“～p”是同一个记号。这里谈论的是涵义已经确定了以后的事情，而不属于对前面论证的补充。在涵义已经确定之后，“p”和“～p”的区别才确定下来，“而‘p’与‘～p’能说同样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此时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涵义系统地互换，而不会引起交流的混乱。事实上，这正是4.062笺释所提到的胡语的例子所表明的。

这段话的要点在于说明由否定号造成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实在的区别吗？如果是，那么无论它表示什么，都必定是实在中的东西。第一段话直接否定了这一点。理由在第二段说明了。如果否定号表示实在中的东西，那么“p”和“～～p”就表示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两个记号表示同一个情况。

显然，由否定号并不表示实在的区别，直接就可以得到“p”和“～p”对应于同一实在。但是，它们对应于同一实在，这又如何与它们的真值条件不同相协调呢？由真值条件不同，就得到涵义不同，而由涵义不同，又可以得出其所对应的实在不同。维特根斯坦似乎认为，只要看到否定是对涵义的颠倒，就可以协调这些看法。否定就是颠倒涵义，这一点似乎是从“～～p＝p”这个等式来的，它表明我们可以把颠倒的东西再次颠倒复原。但究竟是如何协调的，还不太明显。


［疏解96］
 否定并不使涵义对应于不同实在，这个观点与否定造成了涵义的不同是如何协调起来的呢？否定是对涵义的颠倒，这个说法暗示说，否定是整个涵义之间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不能理解成，被否定命题的涵义加上否定，就得到否定命题的涵义；换言之，否定并不是否定命题的涵义之内的东西。这就是为何说“否定出现在命题中，这恰恰不是命题涵义的特征”。这样一来，既然否定不是涵义的一部分，那么它所造成的区别就不能被理解成实在的区别，即不是可以通过一种情况来表现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造成了涵义的区别，它造成的是整个涵义间的区别。

既然否定不是涵义之内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是说出来的东西，但它确实使涵义有所不同，那么维特根斯坦想说的似乎是：否定号不表示涵义的区别，而是已经有某种区别，这种区别通过否定号显示出来。否定不是被表示的，或者说，否定不是被说出来的，而是被显示出来的。否定号显示了否定。

那么否定是如何造成区别的呢？维特根斯坦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来说明：涵义具有方向，否定就是颠倒原有的方向。否定就是对于涵义所进行的操作，也就是说，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颠倒了涵义，而不是否定号描述了这种行为，从而描述了这种颠倒。这种对涵义的颠倒与涵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我们并不把这种颠倒作为一种情况来确定涵义，也就是说，比如在“这匹马不是白的”中，我们使用“不是”不是在描述一个与这匹马是白的这种情况相反的情况，而是在否定这种情况是真的。使用否定号就是做出否定，而不是表示否定。否定号所显示的正是使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既然否定是显示出来的，它造成的涵义上的区别就是一种显示出来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对应于实在的情况。

4.063　用一个类比来说明真这个概念。设想白纸上的黑色斑点，斑点的形状可以通过指出纸上的每个点是黑的还是白的得到描述。点是黑的，这对应于肯定事实；点是白的（不是黑的）对应于否定事实。如果我指出纸上的一个点（用弗雷格的话来说就是真值），那么这就对应于为了判断而给出的设定，等等。

但是，为了能够说一个点是黑的还是白的，我必须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一个点被称为黑的还是白的；为了能够说“p”是真的（或假的），我必须确定在何种情况下称“p”为真，从而确定命题的涵义。

类比在这一点上断了：我们可以指出纸上的一个点，而不需要知道什么是黑的和白的，但既然没有一种东西（真值）具有被称为“真”或“假”的性质，一个没有涵义的命题就根本没有对应的东西。命题的动词并不是像弗雷格所想的那样是“是真的”或“是假的”，而是，“是真的”的东西已经包含了动词。


［笺释］
 这段罕见地不吝笔墨的话清楚地揭示了维特根斯坦在真与涵义间建立的关系。作为对照，他还提到了弗雷格的判断理论。我们从他对弗雷格的理解入手。在这样做时先不管他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弗雷格，而只关心他所理解的弗雷格。

弗雷格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判断是由一个设定和一个断定构成的。
(8)

 例如“北京奥运会开幕了”这个判断，就是由一个设定和一个断定构成的，这个设定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了”，在此基础上，一个判断就是断定这个设定为真。在弗雷格那里，一个设定就是判断的内容，或者说判断表达的涵义或思想，即弗雷格意义上的命题。弗雷格把句子“s”看作是命题的名称，而一个判断就是断定s是真的，因此“是真的”和“是假的”是命题的动词。为了表达这个判断理论，弗雷格构造了至今仍然在数理逻辑中沿用的记号“├”，其中的竖线表示断定，横线则表示设定。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解释何以能在判断中使用一个句子而并没有用这个句子做出断定，例如反事实条件句中表示条件的那个句子。

这个理论自然而然包容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一个句子并没有做出断定，那么就没有真假可言，但这个句子仍然能够具有真值（此时我们可以说它具有一个真值，但不确定是真还是假），即能够被用来做出断定。这就意味着，在确定句子真值之前，可以确定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涵义，因此句子的涵义要独立于其真值。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这一点上插进来表示异议的。

文本中给出的类比非常清楚。描述纸上的每个点的方式与命题之间的类比中断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指出纸上的一个点，而不知道点何时为黑何时为白；但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命题，而不知道这个命题何时为真何时为假。按弗雷格的判断理论，类比可以在这一点上成立，因此类比的中断表明弗雷格是错的。这个类比的关键在于指明，句子的涵义依赖于真的概念，换言之，如果不知道句子何时为真何时为假，就不知道句子的涵义。

按疏解52，句子不是命题的名称，因此只有包含了动词才能是命题。照这样看，要在弗雷格的意义上单独给出一个命题是不可能的，这样给出的只能是名称，而不是命题。要给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命题，必须使用动词。因此所有给出的命题都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先是给出弗雷格意义上的命题名称“p”，然后是谓词（动词）“是真的”，完整的形式就是“p是真的”。故而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的说法：命题的动词并不是像弗雷格所想的那样是“是真的”。

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正面观点不太好理解。说“‘是真的’的东西已经包含了动词”，其意思看来应当是，如果我们能够说一个东西“是真的”，那么这个东西必定已经是命题了。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要先给出“p是真的”这种形式吗？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一个极为自然的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正面观点。说出一个命题并不是给出弗雷格意义上的设定，而是作出这样一个断定：某种情况确实存在。或者就等于说，“p是真的”。但是给出的形式本身并不包含“是真的”，而仅仅是“p”。换言之，当我说“p”时，我的行为可以描述为，断定p是真的；反之，当我要断定p是真的时候，我说的就只是“p”。“是真的”不属于命题，但通过使用命题的行为起作用。这种作用在于，当我使用“p”时，也就预设了“p”能够是真的，而这本身就表明了“p”是命题，其中包含了动词。这里，真这个概念内在于使用命题的行为，并通过这种行为使用了命题这一事实规定了什么是命题。


［疏解97］
 很难说从弗雷格那里能够找到涵义不依赖于真的概念这一观点。Sinn是确定Bedeutung的方法，弗雷格的这个观点意味着的，句子涵义不依赖于它是真还是假，但不蕴涵，句子涵义独立于真的概念，也就是说不支持这一点：在不知道句子何时为真何时为假时，可以知道句子涵义。相反，弗雷格坚持结合Bedeutung来研究思想的结构，这一点很可能表明他实际上持相反的观点，即句子涵义依赖于真的概念。

4.064　命题必定已经有了涵义，断定并不能给与其以涵义。实际上，它所断定的就是涵义。对否定来说也是如此，等等。


［笺释］
 尽管不太明显，4.064还是可以看作是要平衡4.063可能带来的误解。后者说命题涵义依赖于真的概念，就可能会引向这样一种观点：命题的涵义是通过说命题为真得到确定的。这个观点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产生。由于我们是通过命题为真的情况来确定其涵义的，就可以说涵义是通过说命题为真来赋予的。

这个误解可以通过区分真的可能性和特定的真值来避免。用来确定涵义所利用的是可能为真，而不是实际上做出它是真的这个断定。事实上，我们并不要求涵义待确定的那个命题是真的或者已经被断定是真的。在某些时候，我们确实利用了一个被实际断定了的命题，例如某人对着一匹白马说“这匹马是白的”，通过这个断定我们知道他所断定的情况是怎样的，从而通过这个情况知道他所说命题的涵义（例如在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实际上利用的不是该命题被断定了这个事实，而是利用这个事实的可能性，即能够做出这个断定。我们是在做出断定的可能性这个层次上，或者说能够为真的层次上，确定涵义的。因此，说涵义依赖于真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涵义依赖于真的可能性，进而可以说依赖于被断定的可能性。只要一个东西能被用来断定，我们就可以确定其涵义。这样一来，就被断定的东西必定已经具有被断定的可能性而言，它就必定已经具有了涵义。

事实上，对作为使用者的我们来说，不需要等待我们去为它赋予涵义，我们用命题来断定，就表明它的涵义已经确定了。因为能被断定，就已经预设了有一种情况与之对应，断定就是说这就是实在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就对应于涵义。这就是说，被断定的就是涵义。


［疏解98］
 说被断定的就是涵义，会引起这样一个误解，例如当我断定“马上就要下雨了”，我断定的是这个句子的涵义。当然，我断定的是一种天气情况，而不是涵义。在维特根斯坦这里，通常的思路是这样的：使用一个命题来断定，就表明命题能够用来断定，因而就表明命题具有涵义。我们可以说断定的必要条件就是涵义。

弗雷格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即断定的必要条件就是涵义。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判断，他把涵义作为真值谓词的主目。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一点与涵义独立于断定相容，另一方面真值的赋予以断定为基础，这就允许维特根斯坦把弗雷格意义上的涵义理解为可以独立于真这个概念。正是在这个方面维特根斯坦强化了与之对立的观点，即涵义依赖于真的可能性，从而依赖于断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即使涵义独立于断定，它仍然可以依赖于断定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反驳弗雷格的地方是，涵义被视为实体了，此时它不依赖于任何东西。

4.0641　可以说，否定已经与被否定的命题所确定的逻辑位置联系在一起。

否定命题确定了一个与被否定的命题不同的逻辑位置。

借助于被否定命题的逻辑位置，否定命题确定了一个逻辑位置，它说这个位置在后一个位置之外。

被否定的命题可以被再次否定，这本身就说明被否定的已经是命题，而不是仅仅作为预备成为命题的东西。


［笺释］
 既然断定是对已经确定的涵义的断定，否定就是对已经确定的涵义的否定。否定并不是在不完整的命题上添加成分构成完整的命题，因此否定不是涵义的一部份，从而不与实在中的东西对应。用逻辑空间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点就会更加清楚。一个涵义对应于逻辑空间中的一个位置，即逻辑位置。如果否定是对已经确定的涵义的否定，那么否定对于逻辑位置所做的就不是确定一个位置，而是改变一个位置。按照在3.4笺释所描述的逻辑空间概念，否定一个命题，就是当这个命题在某个可能性维度上占据一个位置时，把这个位置转换到这个维度相反的方向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被否定的命题已经有一个位置，而不是加上否定以后才有确定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否定就是3.42中所说的逻辑脚手架，它不属于命题，但对命题所确定的逻辑位置进行逻辑上的拓扑转换，在原有位置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新的位置。可以说所有的真值函项在同样意义上都是逻辑脚手架。当然，这也就表明了没有逻辑客体。


［疏解99］
 这一节实际上印证了我们在疏解96中所给出的协调方法。逻辑脚手架针对已经是涵义的东西，而不是与涵义一起构成新的涵义，因此逻辑连接词所表明的是一种对于涵义的操作，它显示而不是描述这种操作。这一节结合了逻辑空间的概念，使得这个方案是如何达到协调的，可以得到更完整的展示。

需要协调的是这两点：（1）否定命题与被否定的命题，或者说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对应于同一个实在，（2）它们的涵义相反。在疏解96中我们仅仅达到了这个观点，即，由于否定是显示出来的，涵义上的区别就是一种显示出来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对应于实在的情况。我们没有达到的一点是，这种协调达到了一种关于命题本质的什么样的图景。

如果我们说实在就是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2.06），而事态是就是事实的可能性，那么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同属于一个实在。由此，如果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就是分别确定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涵义的情况，那么即使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有相反的涵义，它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实在。这样就直接得到协调（1）和（2）的图景。但是，这幅图景不完整，我们仍然缺乏说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属于同一个实在的理由，因为这两种事实实际上是通过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定义的，而我们需要解释的恰恰是在何种意义上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对应于同一个实在。

我们也许会说，它们互相矛盾就表明它们所具有的是同一个可能性，因而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态，从而表明了它们是同一个实在。这正是我们从2.061和2.062中读到的结论。但我们是依赖于否定的概念才得到这种矛盾关系的，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的相互矛盾，实际上来自于否定命题否定了肯定命题。这又重新把我们引回到否定，即使我们用属于同一个可能性来解释相互矛盾，如果没有否定，仍然不会有矛盾。

这就使我们考虑这样一种理解：不能说否定就是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中选择肯定事实与之矛盾的那种情况，即否定事实，而要说，对应于否定命题的那种情况与对应于肯定命题的情况相矛盾，这一点依赖于否定，从而，这两种情况相互矛盾，表明这里已经有了否定。换句话说，不是否定依赖于可能性，而是可能性依赖于否定。这种依赖关系的颠倒体现在，不是说，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矛盾关系建立在同属于一个可能性的两种情况相互矛盾的基础上，而是说，两种情况相互矛盾，是因为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之间的否定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建立这样一幅图景：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其实表明了命题与同一个实在的两种不同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我们理解为肯定和否定，而这种理解的结果是，在使用者看来，实在中包含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情况。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是，命题正确地描述了实在和命题错误地描述了实在。正是由于它们要描述的是同一个实在，才是一种相互否定和矛盾的关系，因为正确的描述本身就是对错误描述的否定。否定和矛盾，是由描述实在的行为的模式所规定的，是这种使用命题的行为的模式性特征。由于有这种特征，任何一个用来描述的命题都具有正确和错误的可能性，于是我们有了真的可能性。对于命题的使用者来说，这种作为使用行为模式性特征的可能性就投射为相互矛盾的情况，进而体现为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所具有的相互颠倒的涵义。

应当说这幅图景很好地协调了（1）和（2）。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对应于同一个实在，而不是对应于同一个实在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情况，这是由描述实在的目的所规定的；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具有相反的涵义，则是命题具有的真的可能性的投射，依据这种投射，使用者得以判定描述的正确与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因为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具有相反的真值条件，而说两者对应于不同的实在，例如就不会说，在肯定命题为真的情况下，否定命题对应于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或者说一个事实的不存在；而是说，就这两个命题要描述的是同一个实在而言，一个否定另一个。因此当否定命题为真时，我们不会解释说，它描述了一个不存在的事实，而应当说它所否定的那个命题错误地描述了一个存在的事实。

就像可能性依赖于否定一样，包括否定在内的逻辑脚手架，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来构成逻辑空间的东西。这些脚手架也许具有不同的作用，有些能够建立最初的逻辑空间，有些则能够对已经建立的逻辑空间进行转换，其中，否定就是起建立最初的逻辑空间的作用。这正是3.42所说的，逻辑脚手架确定了逻辑空间。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命题贯穿了逻辑空间——所有用来确定逻辑空间的东西，都将以逻辑位置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以命题涵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4.1　命题的形式本质

4.1　命题表现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


［笺释］
 在4.0节描述命题的图像本质以后，这句像是歌曲过门一样的话引出了关于命题的“元语言”讨论。在揭示了命题何以能够描述实在之后，这种讨论所关心的就是，在对实在的描述中，命题和实在建立的关系是怎样的。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后面紧接的4.11诸节就命题与实在的关系界定了哲学命题的一般性质。4.1节处理的是命题的逻辑形式，4.2节处理命题的语义，之后就着手讨论重言式以及命题的一般形式。

这里要注意，说命题描述事态，并不是说我们先把命题作为工具准备好，然后拿它去描述，并不是说，就像绳子既可以用来捆扎行李，也可以用来编织草鞋一样，命题也可以用来描述事态。命题的图像本质在于，仅当它用来描述事态，才是命题。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给定了世界，也就给定了真命题的总和。

4.11　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各门自然科学的总和）。


［笺释］
 命题描述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存在的事态就是事实，而事实的总和就是世界，因此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所有描述世界的命题。自然科学是通过其所描述的是世界界定的。维特根斯坦也许认为，像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也属于自然科学，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自然科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不过这不是这里关心的问题。

4.111　哲学不是自然科学。

（“哲学”一词必定意味着比自然科学地位要高或要低的东西，而不是与之并列的东西。）


［笺释］
 哲学并不描述世界，因此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过，说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1.1），这是对世界的描述吗？

4.112　哲学就是在逻辑上澄清思想。

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

哲学著作本质上是由阐明构成的。

哲学的结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

哲学明确地界划思想并理清它，如果不这样，思想就只是模糊难解的一团。


［笺释］
 哲学是什么，这取决于在哲学中我们说的是什么。如果所有命题都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哲学并不描述世界，那么在哲学中我们说的就不是命题。在哲学中我们说出一些像命题一样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像命题一样起作用，因此起作用的就仅仅是“说本身”。既然理论的目的就是给出理论命题，而哲学给出的不是命题，那么哲学就不是理论，而是活动。

这里要注意，哲学作为活动甚至也不与描述世界的活动具有同等地位。描述是一种其有效性标准不取决于自身的活动，描述不是自主的。哲学是一种有主的实践，这种实践的目的指向思想自身。哲学是自反性的实践。维特根斯坦把这种实践称为“阐明”。关于阐明，可参见疏解62。

4.1121　比起其他自然科学，心理学离哲学并不更近些。

关于知识的理论就是心理学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

我关于记号语言的研究，难道不对应于关于哲学家认为对逻辑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Logik）极其重要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纠缠于非本质的心理学探究，我的方法中也有类似危险。

4.1122　达尔文学说不比其他自然科学假说更与哲学相关。


［笺释］
 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但关于知识的理论，即哲学中的知识论，却又牵涉到心理过程。因此如果有一种心理学哲学来专门研究心理过程是什么的话，那么知识论就是心理学哲学。

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对于逻辑哲学来说，记号语言在何种意义上对应于心理过程；其二，与非本质的心理学研究相区别的本质的研究是什么。

很可能，维特根斯坦此时想到的是关于逻辑的心理主义解释，这种解释的核心观点是：（1）逻辑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记号与实在的关系，而是使用记号的过程，这是个心理过程；（2）逻辑有效性，或者说保证逻辑有效性的逻辑律，就是一种心理规律。显然，同时同意（1）和（2）就意味着逻辑实际上就是用自然科学的观点研究自然现象。

对照心理主义的逻辑观就会看出，如果维特根斯坦像弗雷格那样否定（1），那么他就绝不会认为自己的研究也有“纠缠于非本质的心理学研究”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他与心理学就了无干系。因此，维特根斯坦必定认为，自己的真正研究对象就是一种可以划归为心理学的过程，也就是说，是对记号的使用，而记号与实在的关系则建立在使用记号的基础上。

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非本质的心理学研究就应当是指（2）。对（2）的拒斥意味着逻辑律独立于心理规律，这预示了后面要讨论的逻辑的自主性。把逻辑的有效性归于心理规律，这是非本质的方面，那么，本质的方面是什么呢？

4.113　哲学为自然科学备受争议的范围划定界限。

4.114　它应当为可思考的划定界限，从而为不可思考的划定界限。

它应当从可思考的内部为不可思考的划定界限。


［笺释］
 哲学为自然科学划界，就是区分哪些属于自然科学，哪些不属于。关于这种划界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

阐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想进行的清理；而划界则是划分自然科学的界限，从而也就是划定所有命题所属的范围，换言之，就是划分可思考的范围。当然，阐明不是对命题的意义的解释，而是说明何以能够理解命题，而这就意味着，通过阐明能够表明所有可理解的命题的范围。

阐明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从可思考的内部进行划界：它从可以理解的命题开始，表明这就是所有命题，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命题。


［疏解100］
 划界不是阐明之外的另外一件事；阐明，就其揭示的是命题的可能性而言，就是划界。有什么样的命题，这一点受制于命题的可能性。

前面疏解57说阐明就是揭示理解命题的必要条件，从此过渡到这就是揭示命题的可能性，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前提：理解命题的必要条件，就是使命题成为可能的条件，简言之，命题内在于理解。当然，这不是说一个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命题就不是命题，而是说，说一个东西是命题而不同时确认存在着某种理解的方式，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命题内在于使用，由于命题是意向性的事实，命题内在于理解，这一前提就直接获得了。


［疏解101］
 在序言中维特根斯坦说，划界只能是从可思考的东西内部为思想划界，这是因为界限以外的不可思考。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貌似的理由。如果界限之外还有东西是不可思考的，那么界限所表明的仅仅是思想的否定的规定性，对某些东西思想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界外之物的什么性质使得我们不能思考呢？如果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给出这些东西，并从而确认它是否具有这些性质，我们就不可能断定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划界理解为揭示命题从而揭示思想的可能性，那么界限所表明的就是思想的肯定的规定性，这意味着，只有遵守这个界限，我们才能有思想。因此，就划界本身必须通过思想来进行而言，我们只能够从思想的内部来进行划界。从阐明的角度来理解划界，就揭示了这一肯定的规定性。

这样一来，“是否存在不可思考的东西”，这个问题就是不相关的。既然一个东西是否可以思考，这依赖于思想本身的可能性，那么给出某个东西并询问其是否能够思考，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的界限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问的不是思想的界限，又会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问题。

按疏解79的说明，内在描述就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对命题记号进行描述。内在描述就是阐明得以进行的方法——通过这种描述，使我们看到命题中所包含的东西，从而使我们被置于使用者的角度，通过看到命题中所包含的东西，理解命题之所说。这就要求内在描述能够展示命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表明命题具有使得命题被看作命题的东西，以使我们成为命题的使用者。因此，划界可以在内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

4.115　通过清楚地展示可以说的，它将标出不可说的。


［笺释］
 这里所说的“不可说的”是不是那些不存在的命题呢？如果是，那么一个不存在的命题是什么命题呢？——命题的不存在，是通过我们对其保持沉默表明出来的，也就是说，是通过我们言说的行为本身（例如沉默）表明出来的。

这里不可说的，就是言说的可能性，或者说就是命题的可能性。命题的存在，当从某个角度去看这一事实时，所看到的就是命题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命题之所说的东西。

4.116　所有从根本上说能够思考的，也就能清楚地思考。所有能说的都能清楚地说。


［笺释］
 可以这样说，有个清晰性的标准，我们依据这个标准来对命题进行分析，从而使命题所说的东西变得清楚起来。因此，命题是否能够清楚地言说，就取决于这个分析是否真的存在。

这样一来，如果这种分析本质上独立于命题言说的可能性，那么能够言说的，未必能够清楚地言说，这要取决于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分析；但是，如果能说的都能清楚地言说，表明这里需要的分析受制于命题言说的可能性，那么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给出一些分析，来表明命题言说的可能性。因此问题就是，4.116这段话是关于这个分析确实存在的一个保证呢，还是我们从受制于命题可能性的角度上可以给出的分析？

显然应当是后一种理解。所有能说的都能清楚地说，这不是关于一种分析存在的断定。这种分析必须是一种普遍有效的语义分析，并且需要独立的依据来证明其存在。文本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提供这个证明的迹象。而若按后一种理解，那么这句话仅仅是一个过渡，它提示了后面所要做的就是对命题进行语义分析，这种分析将表明言说的可能性何在。


［疏解102］
 是否可以这么说，有一个独立的基础，即形而上学基础，来判定命题是否清楚地言说了？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就是看它是否充分地描述了实在。4.023似乎提示了这一点。在疏解90我们已经否定了这一点。这里可以进一步指出，关于语义的形而上学标准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标准。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投射性，命题的语义特征将投射为一种形而上学特征，而这意味着形而上学不能提供一个独立的分析标准。

4.12　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但不能表现它必须与实在共有以使其能表现实在的东西——逻辑形式。

要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就要能够与命题一起来到逻辑之外，也就是来到世界之外。


［笺释］
 4.12节是非常关键的一节，它建立了显示与言说的区分。不理解这个区分，也就不能理解整个《逻辑哲学论》的立意；不知道这个区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也就不能理解为何要对不可言说的保持沉默。

4.12是2.172的继续。2.172建立的观点是，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而在这里则进了一步——不仅自己的逻辑形式命题不能描画，任何逻辑形式都不能被描画。只要弄清楚这个推进是如何达到的，显示与言说的区别是如何建立的，也就清楚了。

2.172所涉及的是描画形式，而这里涉及的是逻辑形式，显然，这个推进的关键在于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间的区别。在2.18笺释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区别，描画形式受制于描画的手段，而逻辑形式则是把这种手段上的限制推向极小的程度所获得的。由此得到两点，其一，通过逻辑形式获得的是对实在的直接描画，其二，可以进行这种描画的范围是整个实在。2.19特别指出了后者，这里的推进关键就是后一个区别。这就是说，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

对“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这句话的理解很容易错过。两个英文译本都把“der Satz”译为复数的“propositions”，这助长了误解。这种翻译容易产生这样一种理解：对于整个实在中的任何事实，都存在可以描述它的命题。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这句话与后面说的不能描述逻辑形式，就仅仅是一个转折，而这使后面一段话里“来到世界之外”的说法变得莫名其妙。

对“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正确的理解是，任何一个命题，就描述能力而言，都可以描述整个实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2.174所提示的思路来解释，要表现逻辑形式何以就要来到世界之外。逻辑形式就是使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的东西，因此要把逻辑形式作为逻辑形式来表现，就要来到逻辑形式使命题能够表现的东西之外，也就是来到整个实在之外。这时，无论要表现的逻辑形式是哪个命题的逻辑形式，情况都是一样的。


［疏解103］
 为何说任一命题都可以描述整个实在呢？当然，一个命题可以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描述了某个事实，但无论这种描述正确还是错误，都表明命题能够进行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命题能描述整个实在。把逻辑形式与逻辑空间对应起来就可以说，命题所占据的逻辑空间充满了整个世界。例如，世界中的一切都是有颜色的，颜色空间与整个世界相重合。

不过，进一步的考虑会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如此。既然有不同的逻辑形式，就有不同的逻辑空间，虽然这些逻辑空间可以通过空间变换合并到一起，但这丝毫不能消除逻辑形式间的区别。有些事态是特定命题所不能描述的，例如，一个关于颜色的命题不能描述形状。因此我们还不能说命题可以描述整个实在。

在逻辑空间中，可能性由这个空间的特定区域表现出来，而相互间有所区别的逻辑形式，则是描述这些区域的坐标轴。不同的坐标轴当然是相互独立的。这里的关键是，任何逻辑形式都穷尽了逻辑空间，从而占满了一切可能性。从空间变换很容易看到这一点。一维空间相当于单独考虑的逻辑形式，把这个空间变换到二维空间中，这就相当于添加了一个逻辑形式。这种变换的结果是，逻辑位置要由两个坐标值来确定。现在，既然两个坐标值间相互独立，那么穷尽了一个坐标值的区间，也就穷一尽了整个二维空间；换言之，如果沿着一个坐标轴把正向的区间和负向的区间都涂黑，那么整个二维空间也就涂黑了。用颜色和形状这两种逻辑形式来说情况就是，无论一个东西具有什么形状，它都将具有颜色的可能性。（参见疏解77）

在这里，实在并不是作为需要描述的东西引入的，而是作为描述的可能性引入的，或者说，是作为对描述能力的范围进行划定所得到的整体所引入的。


［疏解104］
 换个角度考虑。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仅仅是，命题与其所描述的情况在是怎样的层次上相互独立，逻辑形式上的区别对这个结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妨一般性地考虑两个东西，例如A和B相互独立的情况。A独立于B，就是说在B不存在的情况下A存在是可能的。因此独立性是就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的。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两种情况（命题所包含的情况与命题所要描述的实在的情况），那么独立性是就情况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的——关键是，我们只能在一种逻辑形式之下考虑这一点，这就是这两种情况的逻辑形式，并且是就命题与实在共有逻辑形式来考虑这两者的相互独立。

现在回到描述逻辑形式这样一个任务上来。如果某个命题要描述的是逻辑形式，那么需要描述的“情况”就是一种在它所涉及的任何一种可能性中都存在的“情况”。例如，如果要描述的是颜色这种形式，我们把这种形式作为情况来描述，那么被描述的情况所涉及的可能性就是（例如）红色的可能性和不是红色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中颜色的逻辑形式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得到独立于颜色这种逻辑形式的命题，并且这个命题描述了这个逻辑形式？如果这个命题所描述的就是颜色的形式，那么它所涉及的可能性就只能是颜色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在何种可能性之下，颜色的形式总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准备用来描述逻辑形式的命题总是无法独立于逻辑形式，因而无法达到描述的目的。


［疏解105］
 这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逻辑形式穷尽了所有可能性，那么我们是如何区分不同的逻辑形式的呢？例如，我们是如何区分颜色和形状的呢？要区分A、B两个东西，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特征，使得A有这个特征而B没有，或者相反。B没有特征f，就意味着它在f的可能性中不存在。但是，对逻辑形式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就可能性来理解逻辑形式的，逻辑形式B在f的可能性中不存在，就意味着B具有f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区分不同的逻辑形式。

对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这么表述：除非逻辑形式已经区分开，我们无法区分它们，我们没有区分逻辑形式的知识论基础。现在，既然不同的逻辑形式已经区分开了，那么这种区分就不是一种知识论上的区分。


［疏解106］
 说命题必然不能描述某种东西，并不是说有个东西放在那里，命题不能描述它，而是说有某种限制使得命题不能描述，并且这种限制正是使命题能够描述什么的东西。这种限制的存在，和命题不能描述的东西存在，这是同一回事，因此，有命题不能描述的东西，与命题能够描述什么，是同一回事。命题不能描述的东西，就是使命题能够描述什么的东西。

4.121　命题不能表现逻辑形式，它反映于命题中。

反映于语言中的，语言不能表现。

自行表达于语言中的，不能用语言表达。

命题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

它把它展示出来。


［笺释］
 这里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是“spiegelt”这个词，Ogden和Pears都译为“mirror”。建议以最朴素的方式理解这个词，理解为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命题被认为是图像，这里又用镜子来类比。镜子这个意象也出现在5.511中。镜子与图像间的区别在于，图像中确确实实地有一些东西，而镜子本身则什么也没有。镜子中的形象来自于放在镜子前面，从某个角度看到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就是通过镜子表现出来的东西。这里有一种微妙的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图像自己表现一些东西，镜子则自己不表现，其他东西通过镜子来表现自己。

通过镜子这个意象，命题概念的新的侧面得到了提示。疏解104已经表明，命题之所以不能表现逻辑形式，是因为它不能独立于逻辑形式。那么，逻辑形式是不是包含在命题中，只要描述了命题，也就描述了逻辑形式？显然不行。既然逻辑形式是不可描述的，那么即使描述了命题，命题所具有的逻辑形式也没有得到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逻辑形式本身没有包含在命题中。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在命题中看到逻辑形式，也就不能看到命题所描述的情况。这样一来，逻辑形式与命题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镜子的意象来得到理解。

这里推进了前面关于不能言说的结论。“反映于语言中的，语言不能表现。”这句话直接接前面一句，即逻辑形式反映于命题。维特根斯坦显然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理解反映于命题中除了逻辑形式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不能言说的。果然，后面的4.1211谈到，客体的同一性以及命题的结构关系也是显示出来的。

4.1211　因此，命题“fa”在其涵义中显示包含有客体a，两个命题“fa”和“ga”显示它们是关于同一客体的命题。

两个命题彼此矛盾，这一点显示于命题的结构中；一个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情况也是如此。等等。


［笺释］
 命题据以显示的东西就是符号以及由符号构成的结构，我们从这些东西中看出一些事情，这就是显示出来的东西。既然命题是图像，我们要从命题中看出所描画的情况，那么命题就要通过其符号和符号结构来显示语义和语义关系。

从内在描述的角度上讲，命题所显示的语义就体现为命题间的语义关系。比如我们用“布什就是现任美国总统”这个句子来解释“布什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这个句子中“布什”一词的语义，从内在描述的角度上讲，起作用的是这两个句子中的“布什”指同一个客体，这样一种语义关系。

命题间的矛盾和推演，都是语义关系。


［疏解107］
 命题的结构以及命题所谈到的客体都是显示出来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命题的图像本质所决定的。我们要能够通过命题的结构看出命题所描述的实在是什么样的，而承担这种结构的就是客体，因此命题的结构及客体都必须是显示出来的。问题在于，客体和结构作为显示的东西，何以是不能言说的。

我们怎样对一个客体进行个体化呢？或者说，我们就什么而言把一个客体与另一个客体区别开呢？当说一个客体x是红的，“x本身”可能是红的，也可能不是红的。这是因为，“x是红的”这个命题只要有涵义，“x”就指称了可以识别的客体x，但这个命题有涵义，这一点独立于其真值；当这个命题是假的时候，x就不是红的，但x仍是其所是。我们显然不能通过红这个特征来个体化客体。寻求一个关于x的本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表达这个本质的命题的涵义同样独立于其真值。除非客体的同一性已经事先确定，我们不能通过描述来把客体区别开——客体是什么，这是不能言说的。

即使加上“同时”这样一个限制条件也得不到所需要的描述。虽然一个客体不能同时既是红的又不是红的，但不同的客体可以都是红的或都不是红的，因此，从“x和y总是同时是红的”这个命题为真，得不出x和y是同一个客体。


［疏解108］
 在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描述命题的结构，例如我们可以说，在“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个命题中，表达式“苏格拉底”位于表达式“是有死的”的左边。但这个描述仅仅是关于一个物理记号的描述，并且这个描述是任意的。为什么不能说，在“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个命题中，表达式“苏格”位于表达式“拉底是有死的”的左边？从这个描述中我们看不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即使我们承认可以利用某种约定来消除上述困难，例如规定“苏格”和“拉底”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也仍然面临着因客体不能通过描述得到个体化而产生的困难。命题通过其结构建立的关系，以及不同命题在结构上建立的关系，都要以客体已经得到个体化为前提，例如，∀x∀yf（x，y）与∀xf（x，x）这两个命题具有不同的结构，而其结构的不同依赖于x与y是否是同一个客体。

我们总是可以正确地描述一个我们已经理解了的命题的结构，而对于一个用陌生的符号写出的命题则并非如此。我们能够描述命题的结构，是因为我们按照命题的结构要求来理解这种描述。这就表明了我们不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描述：原来我并不知道命题结构是怎样的，一个描述告诉我这一点。我们并不是通过知道一个关于命题结构的描述为真，来知道所描述的命题结构是什么；而是通过所描述的命题结构是什么，来判断一个描述是不是（正确地或错误地）描述了一个命题的结构。

4.1212　能够显示的，不能言说。


［笺释］
 这句话极为重要。它说的是，我们只能通过显示，来处理那些显示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能描述它们。

前面仅仅是说逻辑形式不能言说，这里推进了一步，所有能够显示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言说。这些显示出来的东西显然不仅包括逻辑形式。所有从命题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显示出来的，除了逻辑形式，还包括名称所指客体的同一性、命题结构、命题涵义，如此等等。这个推进是如何做出的呢？下面分两个步骤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命题是通过其所显示的可能性来言说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事态。命题说，所显示的事态存在。现在只要领会到，作为可能性，事态充满了整个逻辑空间，就可以按照与不能言说逻辑形式相同的理由得到不能言说事态这个结论。确实如此，作为可能性，事态充满逻辑空间。这是因为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构成逻辑空间的一部份。例如，这匹马是白色的，这种可能性即使在这匹马不是白的情况下也仍然存在，当然，在任何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也都存在。这其实就是说，如果p是可能的，那么p必然是可能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说，所有使得事态显示出来的要素都只能显示出来。如果某个要素能被言说，那么它就不能充满整个逻辑空间，由此建立的事态也就不能充满逻辑空间。既然命题的本质就是作为实在的图像，那么命题中能够显示出来的一切都是对事态的显示，这些东西或者就是事态，或者是建立事态所需要的要素。由此立即可以得出，命题所能显示的一切都是不能言说的。

那么，什么东西留给言说呢？可以说命题所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实在就是如此显示出来的情况。


［疏解109］
 言说与显示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明，其一，显示的东西是言说的必要条件，其二，由于言说行为本身的意向性结构，属于言说的必要条件的东西不能被言说。显示的东西就是从命题中可以直接看出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命题所言说的是什么事态存在。命题内在于使用命题来言说实在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言说行为的意向性结构决定了命题的本质特征。这种意向性结构就是，就其使用目的而言，命题独立于其所言说的东西，而我们按照这种使用目的，以一种能够从命题知道所言说的东西的方式，来把命题理解为命题。

这种意向性结构决定了在何种意义上不能言说命题所显示出来的东西。这些显示出来的东西是命题能够言说的必要条件，而命题不能独立于这些条件，以便言说它们。把命题理解为命，这一点已经预设了我们看待命题的方式是一种合乎言说的必要条件的方式，因此，对于显示之物的言说，就总是受制于需要言说的东西，因此言说总是徒有其表。

4.1213　现在我们理解了这样一种感觉，只要记号法中的一切都各就其位，我们就有了正确的逻辑观点。


［笺释］
 是因为记号法上的井然有序，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逻辑观点吗？不是这样，而是，在记号法中看到这种秩序的观点，就是正确的逻辑观点。因此，一旦发现记号法是井井有条的，我们所具有的逻辑观点就是正确的。这段话说，记号法显示了逻辑观点。

4.122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客体和事态的形式性质，或者谈论事实结构的性质，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谈论形式关系和结构间的关系。

（不说结构的性质，我也要说“内在性质”；不说结构间的关系，我也要说“内在关系”。

我使用这些说法，是为了表明何以哲学家们常常会混淆内在关系和真正的（外在）关系。）

然而，这样的内在性质和内在关系的存在不能用命题断定，而是通过表现相关事态并关涉相关客体的命题自行显明。


［笺释］
 形式性质就是内在性质，类似地，形式关系就是内在关系。以前，这对术语仅仅使用在客体的情况，对于结构、事态或事实，仅仅谈论其可能性，即形式。现在，维特根斯坦把内在性质和内在关系的概念也用到了事态、结构和事实上。这种扩展的目的在于为说明命题在何种意义上显示其所显示的东西做准备。从此，维特根斯坦着手说明显示的东西。


［疏解110］
 结构的性质，对应于内在性质；结构与结构间的关系，对应于内在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于，通过谈论结构的性质，可以表明具有这种结构的东西的内在性质；通过谈论结构间的关系，可以表明建立该结构的东西间的内在关系。

书在桌子上，这个事态具有一种空间结构，空间性就是这种结构的性质，与此同时，空间性也就是书和桌子的内在性质。笔在纸上，这个事态也具有一种结构。我们可以说包含了笔和纸的结构与包含了书和桌子的结构处于某种关系中，例如空间关系相同。特定的空间关系，这是书和桌子之间，以及纸和笔之间的外在关系。这两种特定的空间关系相同，是就它们共有空间关系的可能性而言的。如果共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么特定的空间关系不可能不处于相同或不同的关系中。建立结构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结构间也具有内在关系。

为何要引入结构间的关系呢？如果我说，让我们来注意书和桌子间的那种内在关系。对你的不解我可以补充说，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注意纸和笔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杯子和台灯间的内在关系，如此等等。在我的提示之下，即使不提到“空间关系”这个词，你也会明白要注意的是什么。


［疏解111］
 括号中的两段文字针对罗素的外在关系学说。罗素把依赖于关系项的关系称为内在关系，而不依赖于关系项的关系称为外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所有关系要么是内在的，要么是外在的，因此，他的外在关系理论驳斥了布莱德雷的关系非实在性论证。这是在同一层次上理解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如果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界定，那么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处于不同层次，任何外在关系都对应于一个内在关系，因此罗素—布莱德雷之争是一个假的争论。

4.1221　也可以把事实的内在性质称为这个事实的特征。（例如，在我们说面部特征的这个意义上这样说。）


［笺释］
 事实的内在性质是被看出的东西，而不是通过描述知道的东西。事实的内在性质就是事实的面相学。一个悲伤的面孔是什么样的呢？对此我们无法描述。但是，给出一个悲伤的面孔就足以让我知道什么是悲伤。

4.123　如果一个客体不具有某性质是不可设想的，那么这个性质就是内在性质。

（这种蓝色与那种蓝色因而［eo ipso］处于较明或较暗的内在关系中。这两个客体不处于这种关系中是不可设想的。）

（这里，“客体”一词用法的变换对应于“性质”和“关系”这两个词用法的变换。）


［笺释］
 我们可以用“客体”来指传统上认为是共相的东西，而不限于罗素意义上的逻辑专名所指的东西。但这无损于客体在逻辑上的简单性，甚至也无损于客体在形而上学上的简单性。简单性的标准来自于使用，在一种使用中被称为“性质”或“关系”的东西，在另一种使用中可以是客体。只要看到形而上学受制于逻辑，而逻辑不过是命题的使用本质的表现，就可以看到4.123不与2.021相冲突。

4.124　一种可能情况的内在性质的存在，不是通过命题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命题的内在性质，在表现这种情况的命题中表达自身。

把一种形式性质归于一个命题，正如否定它具有该形式性质一样，是无意义的（unsinnig）


［疏解112］
 一种情况的内在性质，包含于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这一事实中。一个命题的内在性质，则包含于该命题能够是真的这一事实中。一种情况能被命题所表现，是因为它们共有逻辑形式，也就是说，在该情况是可能的这是事实的意义上，命题能够是真的，这也是事实。既然命题总是作为能够为真的命题给出，要表达该情况是可能的这一事实，我们只需要给出描述这一情况的命题就行了。

如果要说，“这匹马是白的”描述的是这匹马的颜色，以此来说明这个命题的形式性质，那么得到说明的不外乎是，“这匹马是白的”是一个命题。这等于把这个记号作为命题记号给出，而这就排除了独立地言说这个命题的任何性质的余地。如果这个命题描述的不是颜色，那么我们原来要给出并要说明其形式性质的命题又是哪个命题呢？如果我说，“2不是偶数”。那么你会回答，你所说的并不是2。

4.1241　不可能通过说一个形式具有这种性质，另一个形式具有那种性质，来区分不同的形式，因为这就假定断定某形式具有某性质是有意义的。


［笺释］
 由上一节疏解可见，需要给出整个命题才能说明的东西，本身就排除了归于它任何性质的余地。被归于形式的性质，就是形式性质。形式的任何性质总是显示出来的东西。

4.125　可能事态间的内在关系的存在，通过表现这些事态的命题间的内在关系表现自身。


［笺释］
 命题显示事态的形式，因此，依据疏解110，命题显示使事态间具有内在关系的那种构成事态的内在关系。同样的形式也在命题间建立内在关系。共有的形式使得命题与事态间的结构对应性得以建立，而这意味着，结构间的关系也相应建立起来。既然具有内在关系的命题与具有内在关系的事态共有这种结构间的关系，命题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了事态间的内在关系。

4.1251　这样，“所有关系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解决了。


［笺释］
 所有真正的关系都是外在的，但表达这些关系的命题显示了内在关系。

4.1252　我把一个按内在关系排序的序列称为形式序列。数列是按内在关系而不是外在关系排序的。

下列命题序列也是如此：

“aRb”；

“∃x（aRx∧xRb）”；

“∃x∃y（aRx∧xRy∧yRb）”；

等等。

（如果b与a具有上述关系中的一种，那么b是a的后继。）


［笺释］
 利用形式序列来谈论所显示的东西，是后面我们会一再遇到的技术手段。形式序列绝不是在数理逻辑的意义上是形式的，而是在维特根斯坦的特定意义上是形式的，即，在与可能性相关的意义上是形式的。


［疏解113］
 这里要充分注意维特根斯坦给出的例子。这个旨在说明后继关系的命题序列不是一个递归序列，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递归步骤，使得后面的项能够从前面的项机械地构造出来。因此，这里的“等等”不能省略，而是有确切的语义。这就使得形式序列不具有数理逻辑理解的形式性，后者可以直接理解为外延化的和机械的。

只有在理解了一个形式序列是按什么方式构成的，才能够判定任何一个表达式是否属于这个序列。构造形式序列的方法只能够从这个形式序列的实例中才能看到。这正是形式序列“按内在关系排序”的确切含义。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是通过命题显示出来的，仅当这些命题都已经给出，才能表明这里的内在关系已经给出。因此，关于后继的形式序列中出现了“等等”，就表明这个序列中的所有命题已经给出了。

递归步骤不是对于序列中各项的枚举，而是对于构造各项的方法的描述。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就不需要实际上给出这些项。递归步骤表明，我们可以不依赖于序列中的各项来确定这些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显然是外在关系，由此构成的不是形式序列。


［疏解114］
 引入形式序列在于讨论形式序列所显示的东西，不需要实际地给出这个序列的所有项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能够理解“等等”意味着什么，能够判定任一表达式是否属于这个序列，这已经表明，列举出的那些项已经显示了构造这个序列所需要的内在关系；既然内在关系需要各项实际上已经给出了，那么所需要的内在关系已经显示出来，就表明序列中所有的项实际上都已经给出了。

4.126　我们谈论形式性质，在同样意义上也可以谈论形式概念。

（我引入这个说法是为了展示何以会混淆形式概念和真正的概念，整个传统逻辑充满了这种混淆。）

任何东西作为属于形式概念的对象落于形式概念之下，都不能用命题来表达，而是通过对象的记号本身显示出来。（名称显示它标记一个对象，数字记号显示它标记一个数，等等。）

形式概念不能像真正的概念那样用函项表示。

因为它们的特征，即形式性质，不是用函项表示的。

形式性质的表达式是特定符号的特征。

因此，标记形式概念的特征的记号，就是所有其指称落于该概念之下的所有符号的标志性特征。

因此，形式概念的表达式就是命题变项，其中只有这种标志性特征是常项。


［笺释］
 “形式概念”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在第1、2部分引入的事态、事实、客体、命题、逻辑形式等等这些核心概念都被归于形式概念之下，因此，什么是形式概念，对这一点的理解决定了应当如何理解整个《逻辑哲学论》给出的所有论断。


［疏解115］
 统领一个形式序列的概念就是形式概念，例如“后继”就是一个形式概念。所有属于这个形式序列的项就属于这个概念。在界定了形式序列以后，界定形式概念是很自然的。

对于形式概念，不存在这样一个谓词，使得落于这个概念之下的东西满足该谓词。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形式概念表述为函项。如果情况正好相反，那么我们就能够用命题来描述建立形式序列的内在关系，但内在关系只能显示于具有这些内在关系的命题中。我们可以说，形式序列中的各项都具有某种标志性的特征，我们依据这些特征来判定它们属于形式概念之下。但对此却必须说，这些标志性特征是显示出来的。

形式概念必须是变项。如果是常项，那么这个常项本身就描述了使形式序列得以建立的那种内在关系，而这是不可能的。

4.127　命题变项标记形式概念，其值则标记落于该概念之下的客体。

4.1271　每个变项都是形式概念。

因为每个变项都表示其值所具有的不变的形式，而这可以看成是那些值的形式性质。


［笺释］
 形式概念与落于形式概念之下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对应于变项与其值之间的关系。依据3.314，一切变项都可以看作命题变项，也就是说，看作是对命题进行替换得到的剩余物，因此，一切变项标记的都是形式概念。


［疏解116］
 命题变项表明命题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在构造命题的时候，我们用具有同样逻辑形式的命题构造一个形式序列，这个形式序列通过对命题成分进行替换得到，这样就可以把被替换的成分换成变项，这个变项就是统领这个形式序列的形式概念，而作为形式序列的项的那些命题所包含的被替换的成分，就是这个形式概念的值。

例如，在下面的形式序列中

2是偶数；

4是偶数；

6是偶数；

等等。

我们把替换的成分换成变项“x”，这个序列是一个关于变项x的替换序列。“x”就是统领这个形式序列的形式概念。这个变项可以看作是命题变项“x是偶数”。这个形式概念实际上就是自然数，所有自然数都可以成为x的值，它们都是处于该形式概念之下的客体。

4.1272　于是，名称变项“x”就是客体这个伪概念的真正的记号。

只要“客体”（“物”等）这个词被正确地使用，它在逻辑记法中就表达为名称变项。

例如，用“（∃x，y）…”来表示命题中的“有两个客体，它们……”。

不这样用，而是用真正的概念词，就会产生无意义的（unsinnig）伪命题。

例如，不能像说“有些书”一样说“有些客体”，也不能说“有100个客体”或“有[image: ]
 个客体”。

说所有客体的数是无意义的（unsinnig）

对“复合物”、“事实”、“函项”、“数”等等这些词也是如此。

它们都表示形式概念，在逻辑记法中作为变项，而不（像弗雷格和罗素所想的那样）作为函项或者类出现。

像“1是数”，“只有一个数零”，所有此类表述都是无意义的（unsinnig）

（说“只有一个1”，就像说“2＋2在三点钟等于4”一样是无意义的［unsinnig］。）


［笺释］
 一种正确的逻辑记法本身就包含了像“客体”、“函项”、“事实”以及“复合物”和“数”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形式概念，也就是说，都不是真正的概念，不是可以用谓词来表达的概念。如果用谓词来表达这些概念，结果就是言说显示之物，也就是说，产生无意义的说法。


［疏解117］
 一个把所有命题包含在内的形式序列将给出客体、函项（真正的概念）以及事实这样的形式概念。如果把所有这些命题当作是关于名称的替换序列，那么统领这个序列的就是名称变项，而这个序列就给出了“名称”这个形式概念。按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概念”这个形式概。如果把所有命题看作是关于命题的整体的替换序列，就可以得到“事实”这个形式概念。

依据摹状词理论提供的思路，复合物可以理解为其存在依赖于某些事实的东西。例如在“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成23度角”这个命题中，“地球的自转轴”所指称的东西就是一个复合物，这个复合物的存在依赖于地球稳定地自转这个事实。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如果一个概念所依赖的概念是一个形式概念，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形式概念。在这种意义上，由于“事实”是一个形式概念，“复合物”也是一个形式概念。

类似地，即使不承认罗素对数的定义，也可以承认这个定义所包含的直觉，即“数”这个概念依赖于“真正的概念”这个概念，那么“数”这个概念也是形式概念。


［疏解118］
 形式概念不能表达成谓词，例如，“是一个客体”就不是一个合法的谓词。

弗雷格曾经考虑过这样一个悖论：既然“马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是一个概念，那么“马这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就是真命题；但是，既然主目总是对象，而概念不是对象，那么这个断定一个主目是概念的命题就不是真的。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悖论就消失了。这个方法就是简单地否认，“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合法的谓词。理由是，“真正的概念”是一个形式概念。

弗雷格曾经认为，只要遵守他所提供的概念文字，关于马这个概念的悖论就不会出现；只是在试图说明这种概念文字的时候，才有悖论出现的机会。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由于诉诸显示，这种悖论出现的机会也被排除了。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引入逻辑记法。弗雷格的方式是，先描述一种记法，然后说明这种记法的使用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前者我们可以说是逻辑记法的技术部分，后者则是其哲学部分。弗雷格的悖论出现在哲学部分，从而关系到这种记法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记法。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则是，从记法的实际使用入手，把从这种使用中看到合理性的观点分离出来，然后按这种观点所要求的方式来描述记法。在弗雷格那里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面临着要以独立于记法的方式来论证记法的合理性。如果他引入的记法实际上是合理的，那么它将把无意义的命题排除掉。弗雷格的悖论实际上表明了，他论证合理性时所使用的命题本身由于独立于记法而可能是无意义的。与此对照，维特根斯坦引入记法的方式则无此之虞。


［疏解119］
 形式概念不是类。表示形式概念的变项也不是罗素类型论意义上的属于某种类型的变项，这种变项的值域是由属于某个类型的常项所构成的集合。

维特根斯坦引入形式概念的方式实际上遵循了类型论的这样一个思路：构成有意义命题的那些常项可以按某个类型来进行匹配，不合乎这种匹配关系的项不能构成有意义的命题。但是，维特根斯坦引入形式概念的方式至少在两个关键之处区别于类型论。

其一，类型论所定义的每个类型都实际上使用了类似于“客体”、“函项”这样的形式概念，也就是说，把这些形式概念作为描述类型的谓词。例如，对于简单类型论来说，初始的类型被定义为个体集合，但“个体”这个概念与“客体”和“物”一样属于形式概念。

其二，类型论采取了定义的方式，这是一种旨在穷尽所有类型的递归定义。试图定义形式概念，这本身就是要试图描述形式概念，而不是显示它。

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就产生了类型论本身的困难。按类型论，由于变项的值域被分立地确定了，对变项的量化就要在相应的类型中进行，因此量词的意义依赖于类型。但是，在类型的定义中使用量词来规定，所有变项都处于并仅仅处于如此定义的一个类型，就又使用了其意义不依赖于类型的量词“所有”。这种不融贯和无意义命题的产生与弗雷格关于马这个概念的悖论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由于引入逻辑记法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用来建立记法的命题本身不合乎这种记法，因而会引入无意义的命题。


［疏解120］
 形式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谓词来表达形式概念。对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客体进行量化的前提是，这个概念在形式上可以表达成谓词，因此，不能对处于形式概念之下的客体进行量化。因此，说客体的数是没有意义的。

4.12721　给出了落于形式概念之下的客体，形式概念也就立即给出了。因此不可能把落于形式概念之下的客体和形式概念本身都作为初始概念引入。因此不可能像罗素那样，把函项的概念和特定的函项一起作为初始概念引入。也不可能这样引入数的概念和特定的数。


［疏解121］
 如果把“马这个概念”和“概念”这个概念一起作为初始概念引入，就会产生“马这个概念是一个概念”这样的命题，并且基于这些引入的概念，这个命题必须是真的。但是，如果“马这个概念”确实是作为概念引入的，那么合法的说法就只能是“x是马”，而不可能用“马”这个概念表示主目。

形式概念与处于其下的客体间的关系是变项与其值的关系，而不是函项与主目的关系。引入了变项，也就引入了形式概念，但此时形式概念并不是作为初始概念引入的。

事实上，不能把形式概念与其下的客体作为初始概念一同引入，决定性的原因是，由此产生的命题就允许把形式概念表达成谓词，而这是无意义的。

4.1273　要在逻辑记法中表达“b是a的后继”，我们需要形式序列

“aRb”；

“∃x（aRx∧xRb）”；

“∃x∃y（aRx∧xRy∧yRb）”；

……

的通项（allgemeine Glied）表达式。为表达形式序列的通项，必须使用变项，因为“形式序列中的项”是一个形式概念。（弗雷格和罗素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表达类似上述概括命题的方法是错的，其中包含了恶性循环。）

我们可以这样确定一个形式序列的通项：给出序列的第一个项和操作（Operation）的一般形式，通过这种操作，可以从前面的命题产生后面的项。


［疏解122］
 一个代数序列可以有通项公式，这个通项公式中包含了变项。代数通项公式中包含的变项类似于编号，例如在通项公式“an
 ＝n2
 ＋1”中“n”就是编号，表示各项在代数序列中的位置，这个变项具有独立的意义。在一个形式序列中，变项没有独立于该形式序列的意义。应当说变项的意义是由该形式序列给出的，它的值受制于这个形式序列。因此形式序列的通项表达式并不类似于代数中的通项公式。

这里维特根斯坦提到用操作来表达形式序列的通项。这里所说的操作在后面也会出现。事先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操作决不是机械的。机械操作可以以独立的方式得到描述，也就是说，描述操作的方式对于操作是如何进行的来说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描述F，使得项δ属于形式序列φ，当且仅当δ满足F。在F中包含了形式序列φ的初始项和对于递归步骤的描述，一般而言，这个描述中要包含递归步骤的序数。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F言说了形式概念，从而使形式概念等价于一个谓词。既然形式概念不等价于谓词，这样的机械操作就不能给出。

这也同时说明，不存在独立于形式概念的操作，这样的操作能够产生整个形式序列。除非已经给定了形式概念，任意项是否属于形式序列，是不可判定的。一个形式序列的关键特征在于，除非已经给定了形式序列，我们不可能机械地产生这个序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形式序列中的项”也是一个形式概念，也就是说，除非满足这个概念的所有项都已经给出，我们不可能判定任意项是否落于这个概念之下。

既然形式概念的意义取决于形式序列中包含了哪些项，而产生形式序列的操作依赖于形式概念本身，那么这个序列就不是一个外延序列，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可以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的序列。这一点决定了形式序列的通项必须是变项，因为我们不能独立地确定，形式序列的所有项共有的东西是什么。


［疏解123］
 弗雷格和罗素都试图说明，什么样的表达式属于一个形式序列。弗雷格试图说明，引入的初始记号哪些表示概念哪些表示主目，而罗素则说明初始记号属于何种类型。这些说明都允许这样的概括命题：存在x（或所有x），x是形式序列中的项，并且……。既然“形式序列中的项”是一个形式概念，这样的命题不可能做出。

维特根斯坦提到的恶性循环是这样的：为了说明“形式序列中的项”有哪些实例，我们需要给出这个形式序列，但由于形式序列不是外延序列，要给出形式序列，就要先给出这个序列中的各项，也就是说，确定哪些项满足“形式序列中的项”这个谓词。

4.1274　问一个形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没有意义的（unsinnig）。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能问像“有没有不可分析的主谓命题”这样的问题。）


［笺释］
 问一个形式概念是否存在，其实就是问是否有客体落于这个形式概念之下，也就是问是否有客体满足这个形式概念。这样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因为只有已经给出了形式序列的所有项，才能有意义地提及一个形式概念，在此前提下问形式概念是否有客体就不知何所问了。同样，问“有没有不可分析的主谓命题”也是如此，提到的主谓命题已经是分析后的情况了。

4.128　逻辑形式是没有数的。

因此在逻辑中没有特出的数，因此也不可能有哲学的一元论或二元论，等等。


［疏解124］
 从形式序列和形式概念何以能过渡到逻辑形式呢？构成形式序列的各项都是命题，这些命题依据内在关系排序。命题间的内在关系与各命题的逻辑形式都处于同一个层次上，即命题具有其结构的可能性的层次。结合疏解110就可以看到，两者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命题所具有的结构上的可能性，限定了命题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而后者显示了命题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命题间在结构上的关系，既显示了命题的逻辑形式，又显示了命题间的内在关系；命题的逻辑形式与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是一同显示出来的。现在，既然形式序列正是在命题间的结构关系的层次上建立起来的，它就在显示命题间内在关系的同时，显示了各命题的逻辑形式。

关于这个过渡，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这样理解，构成一个形式序列的命题共享同一个逻辑形式，否则无法表明命题间的内在关系。这实际上是在说，形式序列中各命题是按照同一种可能性构造出来的，即，从一个命题在结构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知道其他命题的结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无法从形式序列的一个项过渡到另一个项，而不借助于独立的描述。但我们知道，对形式序列来说不存在这样的独立描述。


［疏解125］
 说不存在关于逻辑形式的数，意思就是说，对于存在多少逻辑形式，不可能有有意义的断定。换言之，对于有多少形式序列，不存在有意义的断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存在关于形式序列的个体化原则。如果存在这样的个体化原则，那么说一个命题属于一个形式序列而不属于另一个形式序列，就是有意义的。但是依据4.1273，“形式序列中的项”是形式概念而不是谓词，这就意味着不能有意义地断定一个命题属于或不属于某个形式序列。


［疏解126］
 断定没有哲学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实际上是在断定没有哲学上的x元论，这里的“x”是任一数。这实际上是在否认传统的范畴理论，也就是说，否认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通过为命题进行分类而获得的关于存在物类型的理论。既然形式概念不是类，这种理论就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有一种多元论，这里的“多元”是指其数目不特定的基本范畴？没有，没有任何范畴理论。

4.2　命题的语义本质

4.2　命题的涵义（Sinn）就是与事态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的符合或不符合。


［笺释］
 4.1节讨论命题的形式，这里着手讨论命题的语义。

前面谈论命题的涵义，是就命题本身的构造而言的。在这方面所关心的是，就其具有涵义而言，命题应当是怎样的。正如4.1笺释所说明的那样，现在是在命题与实在间的关系的层次上讨论命题涵义。既然命题具有涵义，是要从命题知道其所描述的实在是怎样的，命题的涵义就对应于实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对应关系表现为命题涵义与实在的符合或不符合。既然实在就是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2.06），命题的涵义就是与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的符合或不符合。这就是说，给定命题所描述的实在，只要确定了命题与之符合还是不符合，也就知道了命题的涵义。

与事态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的符合或不符合，就是命题的真值可能性。

4.21　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Elementarsatzes），断定事态的存在。


［疏解127］
 对于基本命题这个概念很容易产生误解。情况似乎是这样：既然基本命题是最简单的命题，由于断定事态不存在的命题是断定事态存在的命题的否定，而否定的加入得到的命题不是最简单的，那么基本命题所断定的应当是事态的存在。如果这样理解，就不会有基本命题，因为任何命题都可以作为复合命题给出，例如，任何命题都与其双重的否定命题等价。由于不是命题涵义的成分，否定的加入并不使简单命题变成复合的。

断定事态存在的命题似乎可以理解为断定了一个不存在的事态的不存在。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基本命题断定事态的存在，这只是个徒有其表的论断。为何要引入基本命题呢？基本命题是就命题具有确定涵义而言得到的完全分析，这个分析并不参照世界本身是怎样的，而是参照世界以何种方式被确定地描述。这里起作用的是，命题具有确定涵义，表明了它可以分析为基本命题。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就不是说，就基本命题已经给出而言，它断言事态的存在——如果命题已经给出，那么正是在其断言事态存在的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断言一个不存在的事态不存在；相反，应当说，就其断言事态存在而言，命题是最简单的。一个命题断定某事态存在，无论该命题具有何种记号，这一事实都表明它是基本命题。我们可以把断定事态的存在看作是基本命题的定义，它使基本命题的涵义通过事态确定下来。

为确定基本命题的涵义，我们只能诉诸事态的存在。这取决于我们使用命题的目的。既然命题要描述的是世界的状况，而命题涵义表现于基本命题，那么基本命题的涵义必须独立于世界的状况得到确定。世界是存在的事态构成的，因此基本命题断定的应当是事态的存在。如果通过事态的不存在来确定基本命题，那么基于这个目的，基本命题所断言的就应当是不存在的事态不存在，而这要以一个不存在的事态已经确定下来为前提，但一个事态是否不存在，这依赖于世界的状况。如果确定命题涵义的方式以世界状况为前提，那么以这种方式确定的命题就不能描述世界状况。

4.211　基本命题的特征就是没有基本命题能与之矛盾。


［笺释］
 既然事态彼此独立，那么一个事态存在或不存在，就不依赖于另一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因此，从一个基本命题为真，得不出另一基本命题为真或为假。给定一个基本命题p为真，对任何基本命题x来说，都得不到x为假。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没有说“其他基本命题”而说“基本命题”，是因为对他有用的是所有基本命题的性质，而不是特定的基本命题。

4.22　基本命题由名称构成，它是名称的连接、前后接续。

4.221　显然，在对命题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到达基本命题，它们由名称直接连接构成。

这就产生了问题，命题所需要的连接从何而来。


［疏解128］
 结合2.03，4.22是显然的。名称直接连接构成命题，这里没有中介。但是，命题所需要的连接从何而来呢？这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吗？什么是客体，这一点取决于它们结合构成了什么事态。如果我们借以理解名称的方式（即联系到客体）受制于我们借以理解命题的方式（即联系到事态），那么名称何以能连接而成命题，这个问题就只有借助于它们已经联系到一起构成了某些命题这一事实来得到回答，但这不是一个有意思的回答。

4.221节紧接着说明基本命题的语义地位。命题只要是在4.2所指明的意义上具有涵义，就无论如何都应当能够分析到基本命题的层次。基本命题的存在是由一切命题就其涵义而言都具有与事实符合或不符合的可能性这一点所保证的。

4.2211　即使世界无限复杂，以至于每不事实都由无限限多事态构成，每个事态都由无限多客体构成，即使如此也必定有客体和事态。


［笺释］
 客体和事态是命题具有确定意义这一点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世界是怎样的。

4.23　只有在基本命题的语境中，名称才会在命题中出现。


［笺释］
 只有在事态中，才会有客体。这里对3.3所表达的语境原则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3.3并不规定名称要出现在什么样的命题中，而这里却要求名称要首先出现在基本命题中。对命题的分析消除了复合的名称。

4.24　名称是简单符号，我用单个字母（“x”、“y”、“z”）来表示它们。

我把基本命题写成形如“fx”、“φ（x，y）”这样的名称的函项。

或者用字母p，q，r来表示它。

4.241　两个记号意义相同，我把它们放在“＝”两边来表示这一点。

因此“a＝b”意味着“b”可以替换“a”。

（如果要用等号来引入新记号“b”，来用它替换已知记号“a”，我就会把等式——定义——像罗素那样写成“a＝b Def”。一个定义就是一个记号规则。）

4.242　因此形如“a＝b”的表达式就只是表现手段，它没有对记号“a”和“b”的意义作任何断定。

4.243　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记号的意义，而对它们表示相同还是不同的东西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包含了两个名称的命题，而不知道它们是否表示相同的东西吗？

如果我知道一个英文词的意义和一个德文的同义词，那么我不可能不知道它们是同义词，不可能不能把一个翻译为另一个。

类似于“a＝a”或者从它推出的表达式既不是基本命题，也不是别的有意义的（sinnvolle）记号。（这一点后面就会清楚。）


［笺释］
 定义记号，为后面作好准备。


［疏解129］
 通常我们会用“a＝b”这样的等式来表示定义，即用b来定义“a”。这种理解借助于名称所指的客体来达到，但这与语境原则不相容。如果通过定义能够把名称与客体的对应关系逐个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以独立于命题语境的方式确定名称的指称，那么语境原则就失效了。需要关于定义的新的理解，4.241给出了这种理解：“a＝b”所表示是记号“a”能够为记号“b”所代替。这样，定义就是符号规则，这个规则的应用并没有脱离命题语境。在这一意义上理解的等式，不需要参照名称的指称就建立起来了（4.242）。

但是，维特根斯坦肯定想着弗雷格关于等式的分析，这个分析从等式的认知意义入手得到了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与维特根斯坦把指称与涵义严格地分派给名称和命题不同，对弗雷格来说，名称同时具有涵义与指称。因此维特根斯坦势必要回应弗雷格的论证。我认为4.243就包含了这个回应。

在4.243中维特根斯坦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记号的意义，而对它们表示相同还是不同的东西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包含了两个名称的命题，而不知道它们是否表示相同的东西吗？”这个问题直接针对弗雷格所想的情况，即我们知道“启明星”和“长庚星”这两个词的意义（我们理解这两个词），但不知道它们所指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导致了涵义与指称的区分。现在看维特根斯坦如何回答。他紧接着说：“如果知道一个英文字的意义和一个德文字的意义，那么我不可能不知道它们是同义的，我不可能不能把它们进行互译。”如果把这句话中所谈的“知道意义（Bedeutung）”理解为知道词的指称，那么它并没有回答前面的问题；而如果理解成“理解”相应的名称和命题，那么后面的话也没有回答问题，而是紧接着说下去。因此，前面的问题不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而应当是个反问句，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样，前后连起来看就应当是在说：不知道名称所指的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名称，而一旦理解了出现于等式中的名称，那么它们就是可以互译的。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既否认了弗雷格所想的知道名称的指称但不知道指称是否相同的可能性，又把弗雷格所想的等式解释成了定义，即可以不涉及意义的符号记法。

这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4.243中的最后一句话：“类似于‘a＝a’或者从它推出的表达式既不是基本命题，也不是别的有意义的（sinnvolle）记号。”这就是说，按照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关于等式的解释，“a＝a”是一个不起作用的表达式——一个记号被自己所替换，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这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有记号法上的定义，而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认知意义的等同式，换言之，任何同一性都是句法意义上的同一性，没有认识论上的或者形而上学上的同一性。或者说，任何认识论上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实际上都是句法上的同一性。这是一个相当强的断定，因此究竟什么在支撑着这个断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还是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提示入手。在他看来，理解名称，就知道其所指的客体，而一旦知道其所指的客体，就知道任何一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客体。这里的关键在后面的那个过渡，即从知道客体到把握客体的同一性。这就是说，客体必须是一下子知道的，我们不可能像知道例如长庚星那样逐步地知道它。由客体的简单性似乎可以直接导出这一点。但事情却不这么简单，因为即使一个客体是简单的，它是否与另一客体同一，仍然不能由这个客体是简单的得出——客体的简单性针对的是客体本身，而这里却可能涉及了其他客体，我们仍然会有一个简单的东西是否与另一个简单的东西等同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这样想问题已经误入歧途。如果客体的同一性取决于客体本身是否同一，那么“a＝a”这个等式就至少描述了关于客体的这样一种状况——任何客体都与自身同一。这正好是维特根斯坦在2.243最后一句话中所反对的理解。

整理一下思路。在上一段的分析中，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名称，这要以知道它的客体为前提，但知道客体，却不一定知道其同一性。而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理解却是，知道客体，就同时知道其同一性。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呢？这种差异看来是这样的：如果知道客体而不知其同一性，那么同一性就被作为一种真正的关系归于客体，知道客体，就是知道客体是什么，而知道其同一性，则是知道客体如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雷格认为等同式具有认知意义；如果知道客体就必定知道其同一性，那么同一性本身就表明了客体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同一性就不能是客体间的关系，从而不能被归于客体。之所以这样理解这个差异是因为，如果等同式没有认知意义，从而并不描述事态，那么同一性就不是客体间的关系；而如果同一性不是客体间的关系，那么就只能在确定客体是什么的意义上与客体相联系。这里的关键是，决定客体是什么的，并不是客体本身，否则我们仍然会回到同一性是客体关系的理解上。例如，说一个客体a是什么，我们会说a是a，而这就等于说“a＝a”；如果客体a是什么这一点取决于客体本身，那么“a＝a”所说的就是客体与自身的关系，而这是一个事态。在这种意义上，“a＝a”与“a＝b”没有区别，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使用另外一个名称来指客体，无论它是否就是原来的那个客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客体是什么，并且在同样的意义上决定了客体的同一性呢？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显然就是名称的记法，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已经用某个符号来表示一个客体，而用另外一个符号表示另外一个客体这样一个事实。这个选择在维特根斯坦的两层框架中是必然的。这个框架由记号和意义这两个层次构成，涵义和指称同时处于意义这个层次，并被严格地分别指派给命题和名称。与这个框架不同，弗雷格给出的是一个三层次的框架，涵义与指称（Bedeutung）同时被指派给名称和命题。在弗雷格框架中，涵义被用来确定指称，而这一点通过指称满足涵义得到实现。维特根斯坦则意识到，涵义确定指称，这一点实际上采取了命题的形式，这个命题表明涵义为指称所满足，因此弗雷格的三层次框架可以通过运用语境原则压缩为两层次框架。这个新的框架使一个问题暴露出来，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指派了指称，从而构成表明涵义为指称所满足的命题，我们无法着手使用涵义来确定指称。

如果客体是什么这一点由名称的使用决定，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客体，这个问题就得到一种新的理解。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客体是什么，这一点是由客体构成什么样的事态决定的，客体就是构成事态的可能性。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事态能够确定客体是何种客体，而不能确定是哪个客体；其二，如果不事先确定客体，事态将得不到表达。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客体是哪个客体，这一点对于客体来说是非本质的；客体虽然是世界的实体，但这要求的仅仅是有客体存在，而不要求存在的必须是这个或那个客体，即不要求就其同一性而言的客体。由此再结合第二个问题就会看到，我们允许而且要求通过符号记法来确定就其同一性而言的客体。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客体由此构成什么事态，这一点才是重要的。就此而论，客体就好像是网格上的节点，这个节点本身的位置可以通过约定得到，但一旦确定某些节点的位置，整个网格结构就应当能够不依赖约定地确定。

4.25　基本命题是真的，事态就存在；基本命题是假的，事态就不存在。


［笺释］
 考虑4.21，再针对基本命题考虑4.022，这是显然的。

4.26　挑出所有真的基本命题，也就完全地描述了世界。世界可以这样得到完全的描述，列举所有基本命题，然后指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笺释］
 引入了基本命题，就可以通过处理命题与基本命题间的真值关系，来处理命题与世界间的语义关系。这个转换使得我们可以说，基本命题是一切命题的语义基础。

4.27　对于n个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有[image: ]
 个可能性。

对于这些组合来说，任何一个都可以存在，而其他的不存在。

4.28　对应于这些组合，存在着关于n个基本命题为真或为假的同样数目的可能性。


［笺释］
 由事态间的独立性，4.27是显然的。依据4.25，4.28是显然的。

4.3　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意味着事态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

4.31　真值可能性可以用下列图式来表明（“W”，表示“真”，“F”表示“假”。基本命题行下面那些含有“W”和“F”的行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表示真值可能性）：

[image: ]



［笺释］
 图式中除了表头的每一行都是一个真值可能性。例如第一个表格中，p假、q真、r真，就构成了一个包含这三个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个把所有基本命题包含在内的真值可能性对应于一个可能世界。一个在其中所有基本命题都取为真的真值可能性，对应于现实世界。

如果把“可能世界”这个术语用于维特根斯坦，那么应当说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能世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分解—合并得到的。


［疏解130］
 可以建立维特根斯坦式的可能世界概念。考虑所有的基本命题，假定有m个，每个基本命题都看作是一个维度，其为真时对应于这个维度的一个方向，为假则对应于相反的方向，如此一来就有一个m维的逻辑空间。这个空间的每个象限都表明了所有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每个这样的真值可能性都对应于关于世界的一个完全描述，因此，每个象限都是一个可能世界。显然，共有2m
 个可能世界。可能世界是由现实世界规定的，这是因为基本命题所描述的事态是经过对现实世界的分解得到的。我们先把现实世界分解成相互独立的事实，每个事实是相应事态的存在，这些事态具有不存在的可能性，把这些可能性映射为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就得到关于可能世界的描述。由此看到，为了描述可能世界，我们并不是从事先给定的基本命题出发，而是从现实世界出发。由于现实世界就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我们实际上是从一个可能世界到所有可能世界，由此建立关于命题的语义概念。这种语义概念允许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存在关于何种事实相互独立的不同理解，因而存在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从而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一个可能世界到所有可能世界，但它们都同等地展示了什么是命题的语义。

这个可能世界概念与卡尔纳普式的可能世界不同。卡尔纳普也用基本命题构成的完全描述来定义可能世界。给定所有基本命题，设有m个，然后分别对每个基本命题取否定，由此构成m对命题，在每对命题中任取一个，共有m个命题，这些命题的合取就构成一个完全描述，每个完全描述都对应于一个可能世界。卡尔纳普的可能世界是由事先确定的命题给出的，一个完全描述就是这些命题的合取。如果事先不能给出基本命题，那么整个可能世界概念就垮掉了。但维特根斯坦式的可能世界却并不依赖于事先给出的基本命题，它甚至不依赖于能否给出基本命题，它所需要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结论：存在着基本命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世界是确定地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从世界中分解出互相独立的事态；命题如果能够确定地描述世界，那么在其中就必定包含了关于事态的描述，而这就等于说其中包含了基本命题。

4.4　命题是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或不一致的表达式。

4.41　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是命题真和假的条件。


［笺释］
 命题表明世界是怎样的，而世界是怎样的，由所有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完全地描述了，因此命题就可以通过表明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或不一致来描述世界。我们可以说，基本命题所描述的是命题的真值条件。由4.41以及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知道其真值条件（4.024）这一前提自然得出，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知道相应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这就是说，知道（1）这个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哪些基本命题，（2）这些基本命题中哪些为真，哪些为假时，这个命题为真。由此可见，基本命题，或者确切地说，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构成了其他命题的语义基础。

4.411　无须多说，引入基本命题很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其他命题提供了基础。确实可以感觉到，对一般命题的理解依赖于对基本命题的理解。


［笺释］
 在何种意义上基本命题为我们理解其他命题提供了基础呢？是不是说，对于我们不理解的命题，只要给出它所依赖的那些基本命题，就能够理解了呢？这样做的前提是，首先要能够给出基本命题，然后要能够知道这些基本命题就是我们要解释的那个命题经过分析以后得到的。但是，如果不理解那个命题，哪些基本命题能够解释它，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这里所说的应当是，对于已经理解了的命题来说，基本命题能够表明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理解的。我们不可能理解了一个命题而不能对这个命题的意义作出解释，这一点表明我们总能够给出基本命题。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除非基本命题已经是理解的基础，它们不可能解释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理解的。

4.42　一个命题与n个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有[image: ]
 个可能性。

4.43　在图式对应栏中用记号“W”来表示与真值可能性一致。

不写这个记号就表示不一致。

4.431　表达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的表达式，表示命题的真值条件。

命题是其真值条件的表达式。

（因此弗雷格以它们作为起点来解释其逻辑记法，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对真这个概念的解释是错的，如果“真”和“假”是真正的客体，并在～p等中充当主目，那么弗雷格的方法根本不足以确定“～p”的涵义。）


［疏解131］
 表面看起来，这里维特根斯坦是在表述一种真值条件语义学，也就是说，命题的语义将通过其真值条件得到解释。这是一种误解。如果真值条件语义学所说的是在命题语义与其真值条件间存在一种推论关系（在塔斯基那里是一种双条件句所表明的关系），借助这种推论关系，我们可以从真值条件得到语义，那么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表述的就不是这种语义学。维特根斯坦所表述的观点要更强：“命题就是其真值条件的表达式。”也就是说，除了真值条件，命题中就不包含别的东西。因而，我们实际上无法独立地谈论语义，甚至无法独立于真值条件谈论命题本身。不存在这样一个起点，使我们得以分别谈论命题语义与其真值条件，然后在两者间建立关系。要谈论命题及其语义，必须从真出发。

在此要对比弗雷格。弗雷格借助于真来确定什么是命题。只有以真为目标，纸上的记号才表示命题，因而命题与真值条件相联系，命题即句子的Sinn，也就是用来确定真值（句子的Bedeutung）的东西。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同意弗雷格——“弗雷格把它们［即真值条件］当作解释自己符号语言的记号的起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弗雷格把作为句子Bedeutung的真值当成了真正的对象。这样，就像作为名称的Bedeutung一样，真值也可以成为函项的主目。于是，如果命题p为真，那么～p就为假，而否定在这里就是以真值为主目的函项。这是维特根斯坦所不满意的，因为如果把真值作为“～p”中的主目，而把否定看作函项，那么即使p的语义是确定的，～p的语义也不可能确定，它仅仅与p的真值有联系，而与其语义没有联系。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弗雷格的方法根本不足以确定“～p”的涵义。”

在维特根斯坦的框架里，命题所对应的不是真值本身，而是真值的可能性；命题本质上是具有真值可能性的东西，真值函项仅仅是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运算，而不是关于真值的运算。这样，真值条件就是表明真值可能性的东西。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在于，对弗雷格来说，真值函项对真值起作用，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真值函项对真值条件起作用。于是，对p的否定所否定的不是p的真值，而是与p对应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与p一致的那些真值可能性与～p不一致。这样，若干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同时揭示了p和～p的语义基础，前者具有某种意义，后者就具有同等确定的意义。

4.44　由“W”与真值可能性对应而产生的记号，是命题记号。

4.441　显然，就像横线、竖线和括号不与任何东西对应一样，由记号“W”和“F”构成的复合物也不与任何客体（或客体的复合物）相对应。没有“逻辑客体”。

对于与记号“W”、“F”构成的图式表达同样东西的所有记号来说，当然都是如此。

4.442　例如，

[image: ]


是一个命题记号。

（弗雷格的断定号“⊢”在逻辑上全然无所意谓［bedeutungslos］，在弗雷格［和罗素］那里，它仅仅表明这些作者认为这样标记的命题是真的。因此“⊢”不过就像例如命题的编号一样的成分。一个命题绝不可能断定自己是真的。）

如果图式中真值可能性的排列次序由组合规则一次性地固定下来，最后一列本身就是真值条件的表达式。如果我们把这一列写成行的形式，命题记号就变成“（WW—W）（p，q）”，或者更明确地写成“（WWFW）（p，q）”。

（左边括号中位置的数目是由右边括号中的项目数决定的。）


［疏解132］
 这一段给出了关于不存在逻辑客体的证明，这个证明非常重要。在弗雷格那里，真值就是一种逻辑客体，它是由命题所意谓的东西；而在罗素那里，逻辑连接词也被认为是指称性的记号，其所指称的是逻辑关系，在罗素意义上是一种逻辑上的实在物。如果存在逻辑客体，那么事实中就包含这些客体，这些客体在罗素那里是连接原子事实的东西。

否定逻辑连接词是名称的论证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含有逻辑连接词的命题记号可以写成不含逻辑连接词的等价形式，那么逻辑连接词就不是名称，因为在命题中名称是不可能消除的。4.442中的那个表格可以看作是命题记号“p→q”的等价记号，它们都是同一个命题的记号，但表格中并不含有逻辑连接词，因此逻辑连接词是可以消除的。

维特根斯坦否认真值记号是名称的方式则是，否认真值记号是命题的一部份。弗雷格在命题记号中引入真值记号的方式是通过断定号。如果我们并不把断定自己是真的作为命题的一部份，那么真值记号就不属于命题。事实上，在疏解95我们已经看到，真值记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其所指称的是什么。


［疏解133］
 但是，仍然会有这样的疑虑——难道真值表中就没有用到逻辑连接词吗？显然，就上列真值表的第一行而言，我们可以说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情况：当p真并且q真时，w为真；这里的“并且”就是一个逻辑连接词，即合取。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其大意是这样的：这里并没有分开给出的基本命题p和q，而是一个统一给出的逻辑空间，命题p和q标出了这个空间的两个维度，这是个有着四个象限的空间，分别对应于四个真值可能性，真值表中的第一行表明命题p→q占据了其中的一个象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四个象限就是四个逻辑位置，如此等等。

现在可以表明逻辑位置与确定逻辑位置的命题间的关系，即回答是先有命题还是先有逻辑位置的问题。可以表明逻辑位置并不依赖于确定逻辑位置的命题。就以空间这种数学结构而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坐标体系，例如直角坐标和球面坐标，这些体系就其确定空间中的位置而言是等价的，这说明空间位置并不依赖于选择何种坐标体系。类似地，用来确定逻辑位置的基本命题就相当于坐标体系，正如可以选择不同的坐标体系来确定同一个空间位置，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基本命题来确定同样的逻辑空间，或者说，我们可以按不同方式分解得到不同的基本命题，以此来确定同样的坐标位置。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可以把真值表解释得仿佛是使用了逻辑连接词，但此时逻辑连接词却不是用来连接命题的东西，从而也不是真正的函项，而是在逻辑空间中进行定位的一种运算，这种运算的对象就是真值可能性。

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逻辑对象——人们所理解的逻辑对象，不过是借以理解真值可能性，或者说是逻辑空间中的位置的东西。正如空间中的一个点不是一个对象一样，我们没有逻辑对象。只要区分了空间中的一个点和在这个点上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点本身什么都不是。同样，只要区分了真值和真值可能性，我们就会明白真值不是构成命题的东西，构成命题的是真值可能性；真值是标出真值可能性的点，但却不属于命题。正是基于这种区分，4.442批评了弗雷格的断定号。由于命题不能断定自己是真的，断定号不属于命题的一部分。当然，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弗雷格在何种意义上需要真值，他需要的是命题要能够成为真的这一点，需要的是真值可能性。弗雷格的错误在于没有把真值可能性与真值区分开。

4.45　对n个基本命题，有Ln
 个可能的真值条件组。

从一定数量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得到的真值条件组可以排成序列。


［笺释］
 真值条件组与真值可能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对n个基本命题，每个基本命题都有真和假两种可能性，那么n个基本命题就有Kn
 ＝2n
 个真值可能性（4.27—4.28）；分析为这n个基本命题的那个命题与这些真值可能性中的每一个都有一致和不一致这两种可能性，于是与所有这Kn
 个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的可能性就有Ln
 ＝2Kn
 个（4.42）；这Ln个关于一致和不一致的可能性中的每一个，都决定了命题的真值条件，因而是一个真值条件组。对于2个基本命题来说，就有22
 ＝4个真值可能性，有24
 ＝16个真值条件组。一个真值条件组确定一个真值函项。由于每个真值条件组都可以通过4.442所展示的形式定义一个真值函项，2个基本命题就可以定义16个真值函项。

4.46　在可能的真值条件组中，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在一种情况下，命题对于基本命题的所有真值可能性来说都是真的，我们说真值条件是重言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命题对基本命题的所有真值可能性来说都是假的，我们说真值条件是矛盾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称命题是重言式，在第二种情况下称命题是矛盾式。

4.461　命题显示它说的是什么，重言式和矛盾式则显示它们什么都没有说。

重言式没有真值条件，因为它无条件为真；矛盾式则没有使其为真的条件。

重言式和矛盾式是无所说的（sinnlos）。

（就像一个点，两支箭从它飞向相反的方向。）

（比如说，如果我知道天下雨或不下雨，那么关于天气我仍然一无所知。）


［疏解134］
 4.461中所说的“命题显示它说的是什么”似乎与4.1212所说的“能够显示的，不能言说”相冲突。应当看到，4.461是在与4.022相应的意义上说的。后者说“命题显示其涵义”，而在4.461中，命题所说的东西就是涵义。为了看到这里的要点，我们可以比较下面三个句子：

（1）p说，天在下雨。

（2）p说，“天在下雨”

（3）p说，p说天在下雨。

要表达一个命题说了什么，我们采取（1）或（2）的方式，其中（1）是间接引语，而（2）则是直接引语。但是，如果认为命题言说了其所说的东西，如果不是在强调命题达到了陈述的目的，而是在陈述命题说了什么，那么这个陈述就是（3）。但是，我们知道（3）是有问题的。一个命题不会说自己在说什么，这将进入一个无穷后退。

（1）和（2）似乎仍然表明，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句子来说一个命题说了什么。但是，只要注意到（1）和（2）是等价的，而（2）只是重复命题p，我们就会明白，说另外一个命题说了什么的命题，不过是援引了一种关于引语的约定，把新的陈述引回到被陈述的那个命题（例如p），也就是说，仅仅是让我们知道p是哪个命题，而p所说的是什么，还是要由p本身来表现出来。

事实上，说命题显示其所说，不过是从命题的使用者角度退后一步，来描述说出一个命题时发生了什么。说出一个命题p，这个行为就是（a）给出的p显示其说了什么，（b）断定如此显示的东西是真的。对于言说行为进行分解以后得到的都是显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能言说的。


［疏解135］
 只有在显示的层次上才可以表明有些命题是无所说的。如果在言说的层次上看，要知道有些命题无所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相当于先分离出命题说了什么，然后发现命题说出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因此，维特根斯坦在说命题显示它说的是什么之后，自然而然地接着说，重言式与矛盾式显示其一无所说。


［疏解136］
 如果命题有所言说，在于它对应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而这种对应关系表现为命题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那么命题有所言说，这一点就表现为命题本身就具有真值可能性。也就是说，除非命题把真值可能性作为一种可能性显示出来，命题将无所说。重言式和矛盾式具有真值，但其真值并不表现为真值可能性，因而是无所说的。

4.4611　重言式和矛盾式不是无意义的（unsinnig），它们是记号体系的一部份，正如“0”是算术记号体系的一部份一样。


［笺释］
 0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算术的数呢？在计数法中，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么计数也就不会开始。但是，什么也没有，却也可以算是计数的结果。0在后一种意义上属于数的概念。同样，在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仍然可以就其在言说这一点理解的意义上，重言式和矛盾式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把重言式和矛盾式看作是命题，或者至少是命题记号，这说明我们准备就其具有意义这一点来理解它们。它们是命题记号，就像“0”也是数的记号一样。

4.462　重言式和矛盾式不是实在的图像，它们没有表现任何可能的情况。因为一个允许所有可能的事态，另一个不允许任何事态。

重言式与世界相一致的条件（表现关系）彼此取消，因此它与实在没有表现关系。

4.463　真值条件决定了命题留给事实的范围。

（命题、图像和模型，在积极的意义上就像刚体，彼此限制了自由运动；在消极的意义上就像用刚体围住的空间，里面可以放置物体。）

重言式留给实在的是整个无限的逻辑空间，矛盾式则占满了实在，没有留下任何空隙。它们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决定实在。

4.464　重言式的真是确定的，命题的真是可能的，矛盾式的真则是不可能的。

（确定、可能、不可能，这里我们就得到了概率论所需要的那种等级的标度。）


［笺释］
 重言式与矛盾式之所以无所说，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语义基础，而是它们没有与语义基础建立能够表现语义基础的对应关系。这里的语义基础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重言式和矛盾式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的对应关系，没有把这种真值可能性表现为可能性。

4.465　重言式与命题的逻辑积所说的与命题相同。因此该逻辑积与命题是同一的。因为不改变符号的意义（Sinn），就不能改变符号的本质。


［笺释］
 符号的意义就是符号的本质，就是使符号成其为符号的东西。因此，重言式与命题的合取构成的符号就是这个命题的符号，在这种意义上说，重言式独立地看并不是符号。同理，矛盾式与任何命题的析取构成的符号也是该命题的符号，因此矛盾式独立地看也不是符号。重言式和矛盾式与命题的结合得到的要么是与之结合的命题，要么就是重言式和矛盾式本身，这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言式和矛盾式解除了与之结合的命题。

4.466　与记号特定的逻辑结合相对应的，是其意义（Bedeutungen）特定的逻辑结合。与所有的结合相对应的，只能是没有结合在一起的记号。

换言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为真的命题，根本就不是记号的结合。因为否则就只有客体确定的结合与之对应。

（没有逻辑结合的地方，就没有客体的结合与之对应。）

重言式和矛盾式是记号相结合的极限情况，即记号的解体。

4.4661　当然，在重言式和矛盾式中记号也是结合在一起，彼此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对于符号来说是无所谓的、非本质的。


［笺释］
 记号在物理上结合在一起，这就像随意摆放在一起的字母卡片，并不表示任何东西。记号也有一种逻辑的结合，此时字母卡片构成了一个句子，我们可以指出哪些卡片放得不对。只有在逻辑上结合在一起的记号，才会有符号。

4.5　现在，给出最一般的命题形式看来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给出一个对于属于任何一种不管怎样的记号语言的命题的描述，使得任何可能的涵义都能够用满足这个描述的符号表达，并且只要适当地选取了名称的指称，任何满足这个描述的符号都能表达涵义。

显然，只有对于最一般的命题形式来说是本质的东西才能包含在这不描述中，因为否则它就不是最一般的形式了。

存在一般的命题形式，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其形式不能被预见（即被构造出来）的命题。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事情是如此这般。


［笺释］
 在数理逻辑中，命题的一般形式包含在对合式公式（well-formed formula）的递归定义中；而维特根斯坦则用“事情是如此这般”来加以概括。这是我们可以朴素地理解的形式，它表明了命题的语义本质，即，命题是对实在的描述。这个概括没有提到“实在”这个术语，但表明了就其本质而言的指向性，按照这个方向，我们把命题理解为命题。


［疏解137］
 把所有命题按内在关系排列，就得到关于命题这个形式概念的形式序列，这个序列并且只有这个序列，包含了所有命题。“事情是如此这般”，就是对这个形式序列的通项的描述。这个描述不是这样一个谓词，使得在原来不知什么是命题的时候，只要知道某个东西满足这个谓词，也就知道它是一个命题。相反，只有在知道何谓命题时，“事情是如此这般”才表明了命题的一般形式。与此同时，这个描述也表明了命题间的内在关系。

任何命题的形式都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在事先不知道该命题本身的情况下，给定一些初始条件，我们就可以构造出这个命题。确实如此，如果知道一个命题说的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把个这个命题构造出来。这种初始条件对命题的限定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任何满足该条件的都是同一个命题——说的是同一回事的命题不是不同的命题，除非把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包含到命题的概念中。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事情是如此这般”这个形式显示了（而不是说出）命题之所说是什么。这个形式并不是对命题说出的东西的一种描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事情的一般形式进行描述的命题。把这个命题作为命题的一般形式，就意味着所有命题所说的是什么，都可以在这种形式之下得到理解。后面表明情况正是如此。

4.51　假定给我所有基本命题，那么我直接就问，由此我可以构造什么命题呢？这就是所有命题，这样就确定了命题的限度。


［笺释］
 既然基本命题是所有命题的语义基础，而我们是通过语义来识别命题的，所有基本命题是什么，也就限定了能够有什么样的命题。

4.52　命题就是从所有基本命题的总体（当然也是从这就是所有基本命题的总体这个事实）得到的一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概括。）


［疏解138］
 这段话并不太好理解。说“所有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概括”，其实就是在说，所有命题都可以分析成把所有基本命题包含在内的形式，因此可以看作是显示了这就是所有基本命题的总体这个事实。这里的“这”就是指命题就其具有确定语义而言所显示的东西，即通过命题之所说显示出来的东西。

为说明这一点，不妨借用4.442用来作为命题记号的真值表。为方便起见，我们说这个记号就是命题A的记号。观察下面给出的扩展了的真值表：

[image: ]


如果A的真值依赖于基本命题p和q，就得到4.442中的真值表。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真值表中加入其他基本命题，例如r，这样定义A所需要的真值可能性就是原来的两倍。按照上面的方式得到新的真值表，方法是在r为真和为假而p和q真值不变的真值可能性中，在A的那一栏填上同样的真值。这就表明A不依赖于r，于是新的真值表与原来的真值表对A来说等价。按同样的方式可以把所有的基本命题都加进来。

对于命题的语义本质而言，我们关心的是为理解命题一般而言具有确定语义所需要的真值可能性，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真值。因此，即使命题在真值上并不依赖的那些基本命题，也可以按照上述方式与命题建立在真值可能性上的联系。命题实际上不依赖于这些基本命题，就像重言式和矛盾式那样，不过是命题在记号结构上解除了这种能够建立起来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命题的语义基础都是所有的基本命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命题具有确定语义，都可以在同样的语义基础上得到表现，这个语义基础就是所有基本命题。为了表明命题具有确定语义，我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特定的基本命题。此时，我们可以把所有命题都看作概括命题，量化变项的值域是所有基本命题。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4.5的两个结论，其一，所有基本命题的总体，就是所有命题就其是命题这个形式序列中的成员而言共同的东西，因此存在关于这个形式序列的通项；其二，“事情是如此这般”这样一个具有言说的形式但实际上没有断定任何东西的命题，恰当地显示了该通项。

4.53　一般的命题形式是一个变项。


［笺释］
 形式概念的记号就是变项。“事情是如此这般”是一个变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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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模态逻辑里我们可以把“如果可能p，那么必然可能p”作为一个公理。


(3)
  Cora Diamond，The Realistic Spirit
 ，Cambridge，MA：MIT Press，1991．尤其是其中的文章“Throwing away the Ladder”。


(4)
  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620—623页。


(5)
  斯鲁格，《弗雷格》，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6—170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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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Cora Diamond，"Truth before Tarski：After Sluga，after Ricketts，after Geach，after Goldfarb，Hylton，Floyd，and Van Heijenoort"，in From Frege to Wittgenstein: Perspectives o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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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弗雷格：《思想》，载于《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命题的逻辑分析

5.0　真值函项的概念

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基本命题是自己的真值函项。）


［笺释］
 命题的语义基础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这一点决定了只有在与基本命题的真值关系中才会有关于命题的逻辑分析。本章着手讨论究竟什么是命题的逻辑分析，从而建立关于逻辑系统的概念。

5.01　基本命题是命题的真值主目。

5.02　函项主目很容易与名称的词缀（Index）混淆起来。两者都可以使我看出包含它们的记号的意义（Bedeutung）。

例如在罗素的记号“＋c
 ”中，“c”是一个词缀，表示整个记号是基数的加法记号。这种标记方法是任意的，可以另选一个简单记号，而不用“＋c
 ”。在“～p”中，“p”不是词缀，而是主目。不事先知道“p”的涵义（Sinn），也就不可能知道“～p”的涵义。（在“朱利乌斯·凯撒”这个名称中，“朱利乌斯”就是一个词缀。词缀总是关于名称的对象的描述的一部份，例如，朱利安家的凯撒。）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弗雷格关于命题和函项的意义（Sinn）的理论就是以混淆主目和词缀为基础的。对弗雷格来说，逻辑的命题就是名称，而其主目则是名称的词缀。


［疏解139］
 在弗雷格那里，一个命题，例如“～p”，就是一个真值的名称，但它同时又是以“p”为主目的真值函项；就“p”参与构成名称而言，是一个名称的词缀，这样就有了真值函项的主目是一个名称的词缀这样一种理解。维特根斯坦不满于这种理解。词缀是可以任意约定的东西，因而否定号无法表明～p与p的涵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把“p”看成名称，就已经切断了这种联系。既然维特根斯坦严格地区别了名称与句子，作为真值函项主目的东西就只能是句子，而不是名称。但是，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把句子看作命题的名称，就可以把真值函项解释成这些名称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句子不是名称，那么真值函项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再看。

5.1　命题的语义关系

5.1　真值函项可以排成序列。

这就是概率论的基础。

5.101　对任意数量的基本命题来说，其真值函项都可以按下列模式写出来：



（WWWW）（p，q）重言式（如果p则p，如果q则q）（（p→p）∧（q→q））

（FWWW）（p，q）也即：不是p和q。（～（p∧q））

（WFWW）（p，q）也即：如果q则p。（q→p）

（WWFW）（p，q）也即：如果p则q。（p→q）

（WWWF）（p，q）也即：p或q。（p∨q）

（FFWW）（p，q）也即：非q。（～q）

（FWFW）（p，q）也即：非p。（～p）

（FWWF）（p，q）也即：p或q，但非两者同时。（（p∧～q）∨（～p∧q））

（WFFW）（p，q）也即：若p则q，若q则p。（p↔q）

（WFWF）（p，q）也即：p

（WWFF）（p，q）也即：q

（FFFW）（p，q）也即：既非p亦非q。（～p∧～q）或（p∣q）

（FFWF）（p，q）也即：p和非q。（p∧～q）

（FWFF）（p，q）也即：q和非p。（q∧～p）

（WFFF）（p，q）也即：p和q。（p∧q）

（FFFF）（p，q）矛盾式（p和非p，以及q和非q）（（p∧～p）∧（q∧～q））



我称使命题为真的那些真值主目的真值可能性为该命题的真值基础。


［疏解140］
 “真值基础”这个概念很容易弄混。但是，如果不理解这个概念，整个这一章的许多重要观点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一个命题的真值基础决不是命题或命题的集合，而是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我们借用4.442中的真值表形式的命题记号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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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设这个表是命题A的记号，那么A的真值基础将是这样三个真值可能性，即（1）p真且q真；（2）p假且q真；（3）p假且q假。也就是说，A的真值基础就是与其相一致那些真值可能性。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5.101中给出的16个真值函项是按照真值基础的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排列的。如果用可能世界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一个命题的真值基础就是该命题在其中为真的那些可能世界。

5.11　如果一定数量的命题所共有的真值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命题的真值基础，我称这个命题的真是由这些命题得出（folge）的。

5.12　特别地，如果命题“q”的所有真值基础都是命题“p”的真值基础，那么“p”的真就是从“q”得出的。

5.121　q的真值基础包含在p的真值基础中，p从q得出。


［笺释］
 如果所有使p为真的那些真值可能性都使q为真，那么就说从p得出了q。此时p的真值基础包含于q的真值基础中。

5.122　如果p从q得出，那么“p”的涵义包含在“q的涵义中。


［疏解141］
 这一段是在真值可能性的基础上界定命题间的语义关系。在疏解140中提到的命题A的基础上，我们引入另外一个命题B，B不仅依赖于命题p和q，而且依赖于命题r，其真值表形式的记号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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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涵义取决于命题p和q，而B的涵义则取决于p、q还有r。一旦确定了B的涵义，也就确定了A的涵义，我们说B的涵义把A的涵义包含在内。另一方面，A的真值基础包括的可能世界有1、2、4、5、6、8，而B的真值基础所包含的可能则是1、2、4、5、8、B的所有真值基础都包含在A中，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A是从B得出的。由于B依赖于更多的命题r，这使得B为真的情况要从使A为真的情况中排除掉更多的可能世界，即可能世界6。

可以从表中看出，只要A是从B得出的，B的真值基础就包含在A中，因而A就有需要从B中排除掉的真值可能性，而这些真值可能性被排除，就意味着B除了依赖于A所依赖的那些基本命题之外，还依赖于另外一些基本命题，因此，B的涵义包含了A的涵义。

但是，相反的推论不一定成立。如果B的涵义包含了A的涵义，那么B就依赖于更多的基本命题。这些多出的基本命题在使A为真的可能世界中排除了一些可能世界，但也引入了另外一些可能世界，它们不是A的真值基础，例如，把前表中标出的第七行中最后的取值填上“W”就是如此，此时我们不能说B推出了A。

5.123　如果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某些命题是真的，那么他同时也就创造了一个世界，在其中由这些命题得出的命题也是真的。同样地，它不可能创造一个命题“p”在其中为真的世界，而不创造它的所有客体。


［笺释］
 如果上帝创造了使命题p为真的世界，那么它就创造了该命题的真值基础所包含的某个可能世界。只要q是从p中得出的，上帝创造的这个可能世界就包含于q的真值基础中，因而q就为真。要使从p到q的得出关系成立，上帝要做的只是一次性地创造一个世界；这种关系是由这个世界包含了它所包含的客体这一点所决定的。上帝只是做它所做的事情。之所以连上帝也不能不遵守逻辑，是因为逻辑的必然性是由某些东西的存在保证的。上帝实际上做的只是使这些东西存在。

5.124　一个命题断定从它得出的每个命题。


［笺释］
 由涵义的包含关系，这是显然的。所断定的东西是由涵义确定的。

一个命题断定从它得出的每个命题，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由这个命题得出的所有命题也都是真的。


［疏解142］
 虽然所断定的东西是由涵义确定的，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所断定的东西并不确定涵义。所断定的东西仅仅是命题得出的东西。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命题所断定的所有东西来确定命题的涵义，方法是取命题所断定的所有命题的真值基础的共同部分，即这些命题共同的真值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命题间的关系来确定命题的涵义，从而来确定命题。

按类似思路，也可以把一个命题的涵义界定为断定该命题的所有命题的真值基础的合集。这种界定方式在后面会用到。

5.1241　“p∧q”是一个在断定了“p”的同时断定“q”的命题。

如果没有有意义的命题同时断定两者，那么两个命题彼此排斥。

与一个命题相矛盾的每个命题都否定这个命题。


［笺释］
 如果两个命题不能同真，那么两者彼此排斥；如果既不能同真，又不能同假，则彼此矛盾。用真值可能性来说明就是，两个命题如果没有真值可能性同时与之一致，则它们互相排斥；如果既没有一个真值可能性同时与之一致，又没有一个真值可能性同时与之不一致，则它们互相矛盾。显然，彼此矛盾的命题彼此排斥，但彼此排斥的命题不一定彼此矛盾。


［疏解143］
 应当如何理解命题p∧q呢？这个命题在p和q都为真的时候为真，这就是说，它的真值基础是p和q的真值基础的交集，因此从它既能得出p又能得出q，因此它既断定p又断定q。

如果p和q的真值基础不相交，那么我们就不得到p∧q了。此时我们说“p∧q”是一个无所说的记号，它没有真值基础，从而不表现任何真值可能性。真值基础不相交，就是不存在这样的真值可能性，它们使p和q同时为真，因而就是这两者不可能同时为真。这正是两个命题相排斥的情况。

运用真值基础的概念可以说明相互矛盾的命题之间构成了否定关系。由两个命题p和q不能同真，我们得到所有p与之一致的真值可能q都不与之一致；由两个命题不能同假，我们得到所有p与之不一致的真值可能性q都与之一致。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p与之一致的真值可能性q与之不一致，p与之不一致的真值可能性q与之一致，这就是说，q是p的否定。


［疏解144］
 为什么这里要说明否定呢？这里的论证思路是，否定是什么，这应当是由命题的本质决定的，而命题的本质在这里受制于真值可能性的存在，因此，从真值可能性出发来说明什么是排斥，什么是矛盾，以及什么是否定，是顺理成章的。

5.13　一命题的真从另一命题得出，这一点可以从命题的结构看出来。

5.131　一个命题的真从另一个命题得出，这一点自行表现于命题形式间的关系中，而无须用一个命题连接它们，以建立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内在的，只要命题存在，这种关系就存在。


［笺释］
 一个命题从另一个命题得出，这一点取决于这两个命题的真值基础，而真值基础是表明命题本质的东西，因此，理解一个命题而不知道命题的真值基础，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命题的真值基础而不知道它们是否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既然我们是通过命题的结构来理解命题的，一个命题的真是从另一个命题得出，也就可以通过命题的结构看出来。


［疏解145］
 如果命题a是从命题b推出，需要命题a→b为真来保证这一点，那么就会导致一种无穷后退。因为，a→b能够保证从a推出b，实际上也是一个推演，也就是说，从a→b以及a就能够得出b，而这个推演要成立，需要另一个命题（a∧（a→b））→b。如此可致无穷。

为了避免上述结果，可以区分推演规则与推演的前提，把使从a得出b的推演成立的命题a→b当作推演规则，同时规定，作为推演规则的东西不是前提，这样就避免了后退。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比这种区分更进了一步，他根本不承认推演规则的存在。区分推演规则与推演前提，实际上是承认推演规则可以用命题表达出来，但这类命题并不作为前提在推演中起作用；维特根斯坦不承认有这类表达推演规则的命题。


［疏解146］
 由5.13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这个结论关系到基本命题的本质。考虑一个命题p，从p可以得出p∨q。如果从p的结构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p中就包含了一个合取支p∨q。事实上，p可以写成（p∨q）∧（p∨～q）的形式。容易验证，如果p与q相互独立，那么p∨q和p∨～q就相互独立，即当其中之一为真时，另外一个可以为假或为真。既然p可以是任何命题，我们就可以假定它是一个基本命题。而这意味着任何基本命题都可以分析成相互独立的命题的合取，因而任何命题都是无限可分的。问题是，既然基本命题是最简单的命题（4.21），那么它们就应当是不能继续分析的，这是否就意味着不存在基本命题了呢？

5.1311　在从p∨q和～p到q的推论中，“p∨q”和“～p”的命题形式间的关系为我们的标记方式所掩盖。但是，如果不写“p∨q”，而是写成例如“（p∣q）∣（p∣q）”，不写“～p”，而写“p∣p”（p∣q＝既非p又非q），那么内在的关系就明显了。

（我们可以从∀xf（x）推出f（a），这一事实表明符号“∀xf（x）”本身中就包含了普遍性。）


［笺释］
 Sheffer的记号“∣”表示真值函项合舍（joint denial），这个函项单独构成了真值函项的完全集，而不必使用多个真值函项，例如在常见的数理逻辑中为了方便起见引入的否定、合取、析取和蕴涵。在Sheffer的系统中存在一个从（p∣q）∣（p∣q）和p∣p到q的推演。只使用一个真值函项，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推演本质上是一种结构上的变换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了。

从∀xf（x）可以推出f（a），对于任何一个常项a，f（a）都是真的。这个推演规则表明∀xf（x）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不需要全称例示规则来保证这种普遍性，∀xf（x）本身就表明了什么是普遍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普遍性基于全称例示规则被归于∀xf（x），而在于普遍性不是∀xf（x）的性质，使得“∀xf（x）是普遍的”表达了一个真命题，在于普遍性是∀xf（x）的内在性质。

5.132　如果p从q得出，我们就可以从q推论出p，从q推演出p。

推演的本质只在于这两个命题。

只有它们才是推演的依据。

“推演律”，在弗雷格和罗素的著作中被认为是推演依据的东西，是无所说的（sinnlos）、表面化的。


［笺释］
 这里并没有定义一种新的推演概念，从而与弗雷格和罗素意义上的由推演规则或推演律保证的推演相区别；这里维特根斯坦所断定的是，弗雷格和罗素意义上的推演本身就应当是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推演。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推演是命题间的语义关系，从而才是句法关系。弗雷格、罗素则首先将其理解为句法关系。相应地，弗雷格和罗素把推演理解为命题间的外在关系，而维特根斯坦将其理解为内在关系。依据4.122，内在关系是不能描述的，而推演规则和推演律正是被认为是描述推演关系的命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不会承认数理逻辑中的演绎定律，即，如果存在从p到q的一个推演，那么p→q是真的。

5.133　一切推演都是先验的（a priori）。


［笺释］
 一个推演是否正确，这一点不需要参照前提和结论之外的任何东西就应该能够判定。只要给出命题，其结构就确定了，从而由此能进行的所有推演，也就决定了。一切推演在着手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5.134　从一个基本命题不能得出另一基本命题。


［笺释］
 推演所涉及的是真值基础间的包含关系，而真值基础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因此基本命题间的推演关系是否存在，取决于基本命题本身是否彼此独立。

5.135　从一种情况的存在，决不能推演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的存在。


［笺释］
 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就是其中不包含共同事态的情况。

5.136　没有一种保证这种推演正确的因果关联。

5.1361　我们不能从现在的事件推演出将来的事件。

相信因果关联是一种迷信。


［疏解147］
 我们如何从现在的事件推出将来的事件呢？如果推演就是真值基础间的包含关系，那么由于把时间作为变项添加到基本命题中，将得到不同的基本命题，关于现在事件的命题与关于未来事件的命题之间就不会有真值基础上的包含关系，从而也不会有推演关系。在这种意义上，5.136是5.135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但是，难道没有一类基本命题，它们同时包含了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项。即使有这类命题，要保证从现在事件到未来事件的逻辑推演，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它们是基本命题，其二，它们要既容纳时间项，又容纳关于事件的描述。但是，对任何满足第二个条件的命题，我们总是可以把关于现在事件的描述与关于未来事件的描述分析成不同的命题，而这表明这个命题不是基本命题，从而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另一方面，因果关系是一种跨时间的关系，即先前的事件引发了未来的事件。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因果过程发生了，但这一点绝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过程要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在作为原因的事件与作为结果的事件之间就应当具有内在关系，而这种内在关系显示于描述原因事件的命题和描述结果事件的命题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前所述，由于不存在这种关系，因果关系不是一种在逻辑上具有必然性的关系。如果我们相信因果关系是存在的，那么这种信念在逻辑上没有依据。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不一定意味着一种关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因为，即使确实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外在关系，也就是说，是世界中确实存在的关系。

5.1362　意志的自由在于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将来的行动（Handlungen）。仅当因果关系就像逻辑推演一样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我们才能够知道它们。——知与所知者的联系是一种逻辑上必然的联系。

（如果p是重言式，那么“A知道情况是p”就是不知所云的。）


［笺释］
 括号中的话是依据知与所知者间联系对意志自由问题的补充说明。所谓知就是对于所知者有所知。知与所知者的联系是这样的：一旦知道具有什么知识，也就知道所知者是什么；而一旦知道所知者是什么，也就知道具有什么知识。但即使如此，似乎仍然可以说我们知道未来的行动，例如说，我明天或者去逛街或者不去逛街。这正是括号中所说的“A知道情况是p”，而p是重言式的情形。


［疏解148］
 关于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可以这么表述：我的行动是受制于我的意志，还是受制于其他东西。如果我的行动受制于我的意志，而不受制于其他东西，那么我的意志就是自由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在康德的德国古典传统中，意志还必须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我知道我意欲作出的行动，我所具有的就不是意志，而是例如某种冲动。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讨论。

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相当复杂。我意欲做出行动p，这相当于说，（1）我现在的意欲引起了那个行动，即我的意欲和行动间具有因果关系；（2）在康德的意义上，我关于行动p的意欲体现为我知道我将做出行动p。因此，意志的逻辑形式就是这样的：我关于p的知识引起了p。这就是说，我关于p的知识与p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由于知识与所知者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是必然的，而因果关系不是必然的，我实际上不知道p，特别是不知道我所意欲的那个在未来要发生的行动p。

这个论证的难解之处是，该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未来的行动这个结论。既然（1）和（2）都包含在意志的概念中，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可以归咎于意志的概念本身不融贯。我不知道未来的行动，这一点直接与（2）相冲突。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就谈不上说，这个结论表明了意志是自由的。维特根斯坦的思考路线显然是，保留意志概念本身，而把这个结论导向意志的自由。

如果修改意志的概念，那么我不知道未来的行动，从这一点可以推知，我从而不知道未来的行动受制于任何东西。但由此也同样可以推知，我不知道未来的行动是不受制于任何东西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意志是不是自由的。由此不能得到意志是否自由的结论。要保全这个结论，就需要考虑这个思路的前提，即要断定意志是否自由，需要以关于未来行动的知识作为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是不融贯的，那么需要这个前提的意志概念也就是不融贯的。因此，一种融贯的意志概念，是一种非知识论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说，关于意志是否自由，不需要任何知识论上的支持。修改后的意志概念，与后面关于主体的讨论（5.63以下）是一致的。

关于意志概念的修正集中在（2）上。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修正，（a）仍然承认意欲p就意味着知道p，但否认这个p是未来发生的实际的行动，这样就对关于什么是知道建立了内部主义的内容理论；（b）仍然承认意欲p就意味着知道p，但否认这种知道是一种知识论上的知道；（c）否认意欲p就意味着知道p，而承认这点意味着相信p。这几种修正方案中，维特根斯坦实际所采取的是第二种。

5.1363　如果从一个命题对我们来说是自明的，不能得出
 该命题是真的，那么自明性不能成为我们相信其为真的依据。


［笺释］
 是不是由于自明性保证了推演成立呢？或者说，是不是由于从命题形式中看出了推演的形式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相信确实有这种推演关系呢？这个问题决不是画蛇添足。推演不是一种机械运算，而有点类似于直觉过程，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提到直觉，我们就想到了自明性；自明性保证了直觉的正确性。这里立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不是自明性保证了推演关系的正确性，而是，自明性要起作用，要以推演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推演关系存在于“p对我们自明”与“p真”这两个命题之间。事实上，这就否认了p具有自明性是我们相信p的依据，因为并没有这样的推演关系存在。一个自明的命题是假的，这是有可能的。自明性在概念上与真没有彼此依赖的关系，使得我们理解了其中之一，也就理解了另外一个。


［疏解149］
 关于逻辑律的自明性，我们可以在弗雷格那里找到相应的观点。在弗雷格那里，逻辑命题是真的，这一点取决于逻辑命题实际上描述了思想的结构。思想结构在弗雷格的逻辑体系中体现为思想的构成规则和转换规则，而后者就是弗雷格所理解的推演规则，依据这种规则可以在命题间建立推演关系。由于思想的结构是我们能够有所知的前提，对思想结构本身的知识，就是自明的。对此可以有这样的论证：

（1）思想结构是我们据以有所知的前提，因此我们能够有所知，这是以对思想结构的把握为中介的；

（2）如果对思想结构的把握，能够体现为一种知识，那么这种知识的获得就是以自身为中介的；

（3）关于思想结构的描述本身就表明自己是真的，换言之，对思想结构来说，所见即为真，即，关于思想结构的描述的真本身是自明的。

5.1363实际上提示了一条反对弗雷格的思路。按照上述论证，如果命题的自明性与命题的真之间没有推演关系，那么自明性并不起着弗雷格所期望的作用。这就否认了（3），从而（1）和（2）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否认的就是（2），即关于思想结构我们会有一种知识。对此我们后面会更清楚地看到。

5.14　如果一个命题从另一个得出，那么后者所说比前者多，前者所说比后者少。


［笺释］
 依据5.122，这是显然的。

5.141　如果p从q得出，q从p得出，那么它们是同一个命题。


［笺释］
 如果p与q可以互相推出，那么它们所说相等；既然命题的本质就在于言说其所言说的东西，所说相等的命题就是同一个命题。

5.142　重言式从所有命题得出，它什么都没有说。


［笺释］
 重言式可以从所有命题得出，因此依据5.14，重言式所说比任何命题都要少。重言式是言说的最低极限，即什么都没有说。

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不是先说明什么是命题之所说，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命题间的语义关系，而是通过命题间的语义关系，来表明什么是命题之所说。由于什么是命题之所说，这一点是显示出来的，这种做法是显然的。

5.143　矛盾式是命题这样的共同成分，没有
 命题与其它命题有共同的成分。重言式是所有命题的共同成分，这些命题间没有共同成分。

可以说，矛盾式消失于所有命题的外面，重言式消失于所有命题的内部。

矛盾式是命题的外部界限，重言式则是命题没有实体的中心点。


［笺释］
 应当区分命题间的共同成分与命题记号间的共同成分。q是命题p∧q和q∧r共同的成分，但不是p∨q和q∨r的共同成分；但是，“q”是命题记号“p∨q”和“q∨r”的共同成分。依据5.122可以看出什么是命题间共同的成分。如果一个命题可以得出另一个命题，那么后者包含在前者中。由此可见，同时由两个命题得出的命题，就是这两个命题共同的成分。两个命题共同的成分，就是其真值基础的合集。


［疏解150］
 命题间存在共同的成分，不一定意味着命题间不相互独立。例如p∨q是p和q这两个命题的共同成分，但p与q可以相互独立。命题间共同的成分同时依赖于这两个命题，这与这两个命题之间是否有依赖关系，不是一回事。


［疏解151］
 5.143解释了何以重言式和矛盾式无所说。这两者无所说，表现于它们与所有命题间的语义关系中。矛盾式与所有真值基础不一致，它没有真值基础，因此它的真值基础包含于任何命题的真值基础中，依据5.12，矛盾式可以得出任何命题。这就相当于说，对于任何命题p，矛盾式与之共有的成分就是p。从而，矛盾式与任何命题都会有共同的成分。矛盾式的这一特征使其可以容纳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实际上没有任何命题与其他命题有共有成分，矛盾式仍然与所有命题共有成分。这表明矛盾式是趋于消失的。

对于任何命题p，矛盾式与之共有的成分就是p，因此，矛盾式把所有命题都包含在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矛盾式消失于所有命题的外部，或者说是所有命题的外部界限。

对于重言式情况相反。由于重言式与所有真值可能性相一致，因此其真值基础包含了所有命题的真值基础，重言式可以从所有命题得出。这意味着重言式是所有命题的共同成分。重言式的这一特征使其容纳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命题间没有共同成分，重言式也会是这样的共同成分，也就是说，重言式是没有共同成分的命题间的共同成分。在这种意义上重言式也是趋于消失的。用形象的方式来说，重言式消失于所有命题的内部，是所有命题无实体的中心点，在这个点上并没有命题。

5.15　如果Tr
 是命题“r”的真值基础的数目，Trs
 是命题“s”和“r”所共有的真值基础的数目，则称比率Trs
 ：Tr
 为命题“r”给与命题“s”的概率的标度。

5.151　在形如5.101的图式中，令Tr
 为命题r的“W”的数目，Trs
 为在同一列中r和s相同的“W”的数目，则r给与s的概率为Trs
 ：Tr
 。


［笺释］
 维特根斯坦用概率来标度语义关系。这里定义的是条件概率，而不是绝对概率；是以命题为基础的概率，而不是以事件为基础的概率。

5.1511　没有概率命题特有的客体。


［笺释］
 并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概率”，也没有产生概率的倾向。为了得到概率，只需要确定命题是什么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概率所表明的，是命题通过其真值主目而建立的关系，而为了得到这种关系，所需要的仅仅是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这一事实。要得到关于概率的命题，并不需要在这一事实之外附加任何东西。

5.152　我们称互相没有共同真值主目的命题为互相独立的命题。

互相独立的命题（例如基本命题）彼此给与的概率为1/2。

如果p是从q得出的，那么q给与p的概率为1。逻辑推演的确定性是概率的极限情况。

（运用于重言式和矛盾式。）


［疏解152］
 命题p和q相互独立，这就是说它们不共有真值基础，由此应该得到的条件概率似乎为0。但维特根斯坦说是0.5，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要注意，所谈论的真值基础是一切基本命题，而不仅包含那些作为真值主目的基本命题。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p的真值主目是基本命题x，q的真值主目是基本命题y，它们彼此独立。可以假定有下列真值表：

[image: ]


在这个表中p的真值依赖于x而不依赖于y。这一点表现为当x为真时，p总为真，x为假时p总为假；而当y为真或为假时，p既有真又有假的情况。类似情况也在q那里发生，表明q的主目是y而不是x。由这个真值表可以看到，p的真值基础是前两列，Tp
 ＝2。在这前两列中q为真的情况是第二列，也就是说p与q共有的真值基础是第二列，Tpq
 ＝1。于是就得到Tpq
 ：Tp
 ＝0.5。这个例子容易推广到把一切基本命题都包含在内的情况，在此不赘。事实上，这个结论是非常合理的。两个无关的事件，当其中一个发生，那么另一个发生的条件概率就是0.5。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同等地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是因为前者根本不决定后者是否发生。

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如果p推出q，那么p给与q的条件概率就是1。重言式能从任何命题推出，因此任何命题都给与重言式以概率1。矛盾式给与任何命题以概率1。

5.153　命题就其本身而言既不是概率的也不是非概率的。事件发生或不发生，没有中间情况。


［笺释］
 虽然概率是用真值基础定义的，而真值基础是真值可能性，但真值可能性决不是可以用概率来标度的。真值可能性是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东西，除了真和假，没有居间的情况。再者，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并没有绝对概率，因此对于单个命题来说没有概率可言。概率是命题间的关系的标度。

5.154　罐子里有同等数量的白球和黑球，没有其他的。我把球一个接一个从罐子里拿出来，然后放回去。于是，在继续取下去时，通过实验我可以确定取出来的黑球和取出来的白球数目接近。

因此，这不是个数学真理。

现在，如果我说，“取出白球的概率等于取出黑球的概率”，这就是说，我所知道的所有周边情况（包括被作为前提假定的自然律）给与两个事件同等的概率。从前面的解释中很容易看到，它们互相给与1/2的概率。

通过实验确认的是，两个事件的出现独立于周边情况，而对这些情况我们没有进一步的了解。

5.155　概率命题的最小单位是：周边情况（对此我没有进一步的了解）给与特定事件以如此这般的概率。


［疏解153］
 概率命题是从哪里获得内容的呢？5.154给出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概率命题的本质。假定罐子里有一样多的黑球和白球，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取出若干小球，然后数黑球和白球的数目，记下来，把这些球放回去，然后再取出计数，如此重复下去。这个实验可以表明，继续下去取出的黑球和白球数目将趋于相等，而这个结论将表示为一个概率命题。用实验的方式得出这个命题，这就表明它所说的不是一个数学事实，也就是说，它所说的既不是罐中小球的实际数目，也不是以后取出的小球数目的颜色比例——它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关于数目的事实；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所知的所有情况使黑球（白球）出现的概率并不比使白球（黑球）出现的概率为大。这也就是说，所有的周边情况使这两个事件出现的概率都是0.5。结合5.152就会知道，这两个事件独立于这一切情况。

我们也许会说，如果罐子里的黑球与白球的数目并不相等，那么实验结果也就不会是这样的，从而这个实验也并没有揭示出这两个事件相对于所有周边情况的独立性。情况当然如此。但维特根斯坦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说明的是，只要有这样的实验，就揭示了概率命题的本质。这就是说，要了解概率命题所说的是什么，并不以知道一切情况为必要前提，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表明概率事件的发生独立于所了解的那些情况。即使我们对这些情况知道得更少，也不影响概率命题的得出。

之所以说这个实验得到的不是一个关于数的事实，是因为这个实验所表明的是一个事件与所有周边情况（即世界状况）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我们是在计数，从而在与数字打交道。但我们在做实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关心的不是数，而是事件（黑球出现和白球出现）的发生还是不发生。我们关心的也不是黑球出现与白球出现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什么，就其出现或不出现而言都是确定的。我们关心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黑球出现，在什么情况下白球出现，也就是说，关心的是世界状况与这两个事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是概率性的，在于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世界状况。正是因此，“概率命题的最小单位是：周边情况（对此我没有进一步的了解）给与特定事件以如此这般的概率”。

5.156　如此一来概率就是一种概括。

它涉及对命题形式的一般性描述。

仅当缺少确定性，仅当对于事实的了解虽不完整，但对事实有所了解，我们才需要概率。

（的确，命题可以是特定事态不完整的图像，但它总是一幅完整的图像。）

概率命题好像是从其他命题抽出来的。


［疏解154］
 看起来，概率命题是由于我们在知识上的局限性才有其余地的，因而看起来这类命题并没有揭示什么事实，而是揭示了我们关于事实的无知。但是，概率命题的本质却在于，即使在不具备关于世界的完全描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和使用命题。因此概率命题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关于世界状况的概括——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世界状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概率命题涉及命题形式的一般描述。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概率命题所表明的语义关系是关于命题形式的一般描述与描述特定事件的命题间的语义关系。虽然概率命题所提供的是关于一个事件是否发生的不完全的图像，但这种图像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又是完全的：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内，它描述了发生或不发生的事件。


［疏解155］
 关于概率命题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即使命题是基本命题的函项，我们仍然可以在未给定任何基本命题的情况下理解和使用命题。基本命题在这里仅仅是表明命题的语义关系是什么，而真正得到这种语义关系，却不需要基本命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原则：引入一些概念达到阐明的目的，然后通过阐明消除这些概念。这些先引入然后消除的概念，就是形式概念。

5.2　命题的运算

5.2　命题的结构互相有内在关系。


［疏解156］
 概率命题是关于命题的概括，也就是说，其中包含命题形式的一般描述。这意味着命题的一般形式不仅存在，而且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特定命题。因而可以推定，既然命题的一般形式表明了命题的本质，那么它必定决定了命题的内在性质和内在关系。既然命题就是图像，这种本质的东西必定表现在命题结构上，并且表现为命题结构的内在性质和命题间的内在关系。于是我们过渡到命题的结构关系这一主题。维特根斯坦已经在5.1节为讨论这种结构关系打好了基础。5.1节讨论的是命题间的语义关系，既然命题显示其意义，那么这种语义关系必定表现为命题间的结构关系。标识命题语义关系的是推演，而标识命题结构关系的则是运算。

5.21　通过把命题当作其他命题（即运算基础）的运算（Operation）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内在关系表现出来。


［笺释］
 运算就是操作。用“运算”来翻译，是由于有这样一个语感上的区别：“运算”强调从起点（运算基础）到终点（运算结果）的变化，以及两者的联系；“操作”则强调动作和过程。

5.22　运算表达了运算基础的结构与运算结果的结构间的关系。


［笺释］
 运算就是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这是对于命题结构的操作。例如，否定作为一种运算，就从一个命题得到另外一个命题，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这两个命题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两个命题在结构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这是因为，由运算所产生的是一个命题本身，只要这个命题存在，它就与产生它的那个命题处于由运算所表明的那种关系中。例如，如果“猫不在桌子上”不是对“猫在桌子上”这个命题的否定，它就是另外一个命题，或者不是一个命题。

5.23　要从一个命题产生另一个命题，必须对其进行运算。


［疏解157］
 既然运算表达了命题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两个命题存在而不具有这种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两个命题间建立内在关系，因为，如果仅仅是外在关系，那么所确定的是命题的某个性质，而不是这个命题本身。

另一方面，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总是可以通过其结构上的关系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表现命题涵义的东西正是结构，而涵义决定了命题是哪个命题，因此不表现为结构关系的关系，不可能是内在关系，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与命题是哪个命题这一点联系在一起的关系。

结合上述两点不难看到，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的所有方式都是运算。运算就是命题结构间的关系，而从一个命题所得到的命题与该命题的关系都必须表现为这种结构上的关系。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引入运算这个概念的基本动机。

5.231　当然，这将依赖于它们在形式上的性质，依赖于它们在形式上的内在相似性。


［笺释］
 有不同的运算。一个命题通过什么样的运算才得到另外的那个给定的命题，这取决于这两个命题的形式特征。“书在桌子上”和“猫在席子上”这两个命题在逻辑形式上相似，可以通过客体的替换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书在桌子上”与“书不在桌子上”以同样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为真值基础，可以通过否定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对客体进行替换是运算，否定也是运算。通过不同的运算将得到不同的形式序列。

5.232　序列依之建立的内在关系等价于从一项到另一项的运算。


［笺释］
 可以把不同的运算作为建立形式序列的内在关系，来产生不同的形式序列。这样就把运算作为一个形式概念加以处理了。可以用4.125以下建立的方法来阐明运算。

5.233　只要一个命题以具有逻辑意义（bedeutungsvolle）的方式从另一个命题产生，只要命题有逻辑结构，就可以进行运算。


［笺释］
 按照2.0121关于逻辑的说明，这里所说的逻辑结构，就是旨在表现可能性的结构。只要命题是按表现某种可能性的方式得到理解的，这种可能性就必须能够通过命题结构显示出来，而这意味着，通过这种可能性在命题间建立的内在关系，就可以通过命题在结构上的关系显示出来，也就是说，通过运算显示出来。

5.234　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就是以基本命题为运算基础的运算结果。（这种运算称为真值运算。）

5.2341　p的真值函项的涵义就是p的涵义的真值函项。

否定、逻辑和、逻辑积等等都是运算。

（否定把命题的涵义颠倒过来。）


［疏解158］
 这里用真值运算来解释真值函项。可以利用疏解133给出的模式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真值函项是一种运算。真值运算是对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的操作。我们可以说这种操作就是在由基本命题所确定的逻辑位置的基础上进行的逻辑—拓扑操作。一般而言，作为运算基础的命题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而作为运算结果的命题则以某种转换了方式依赖于这些真值可能性。这种转换就是运算的操作，我们可以说这种操作就是一种逻辑—拓扑转换。在真值运算中，运算基础就是基本命题，这种转换就是对基本命题就其具有真值可能性而言进行的逻辑—拓扑转换。

可以认为命题的涵义由其所体现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以及该命题对这些真值可能性的依赖关系所决定。运算改变了这种依赖关系。这表明p与其真值函项在涵义上的关系正是通过函项所对应的运算建立的，而真值函项同时也是p与其函项间的关系，因此，一个命题与其函项有何种关系，其涵义与真值函项的涵义就有怎样的关系。例如，～p是p的否定，～p的涵义就是p的涵义的否定。

当然，这就肯定了一个命题与其否定的涵义是不同的，它们彼此相反，但共同依赖于同样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

5.24　运算通过变项显示自己，它表明如何从一种命题形式得到另一种形式。

它表现了形式间的差别。

（运算基础与运算结果共有的恰恰就是运算基础本身。）


［笺释］
 通过运算构成的序列，就是通过内在关系构成的序列。运算就是建立相应形式序列的内在关系。就这种内在关系通过形式序列显示出来而言，运算也是这样显示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运算理解为形式概念，因而，运算是通过变项得到显示的。

5.2节从结构入手来讨论，5.24—5.242中出现的“形式（Form）”似乎应当理解为“结构”，而不是作为结构的可能性的形式。这样一来运算就主要是一种结构上的操作，并通过由此建立的命题结构上的关系，来显示命题间的内在关系。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就仅仅是在一种较为宽松的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个重要的概念。

似乎也可以把这里的“形式”就理解为标准意义上的形式，即结构的可能性。但这样一来，由于否定是一种运算，一个命题与它的否定就应当具有不同但彼此处于内在关系中的形式。例如“书在桌子上”和“书不在桌子上”就具有不同形式，从而对应于具有不同逻辑形式的事态。即使承认这两个事态具有内在关系，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它们都是由同样的客体构成的，而逻辑形式取决于客体，因此没有造成逻辑形式的差异的余地。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把局面弄得过于复杂，还是把这里的“形式”理解为一种宽松的说法，其实是指结构。后文提到“形式”的地方，有些也可以同样地理解。

5.241　运算并不标出形式，而仅仅标出形式间的差异。


［笺释］
 例如，否定并不表明被否定的命题具有何种结构，但表明了被否定的命题与否定命题在结构上的差异。

5.242　同样的运算从“p”得到“q”，从“q”得到“r”，等等。这只能表现为，“p”、“q”、“r”等等是一般地表达某种形式关系的变项。


［笺释］
 在一个通过否定构成的序列中，例如在序列“p，～p，～～p，……”中，把“p”从而把其余的所有项都看作变项，并不影响这个序列所显示的否定是怎样的。起作用的仅仅是这些变项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

5.25　运算的出现并不表示命题涵义的特征。

因为运算并不断定什么，做出断定的是运算结果，而这依赖于运算基础。

（一定不能把运算与函项混为一谈。）


［疏解159］
 5.234已经用运算来解释真值函项，这里又要求把运算与函项区别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一般性地谈论函项，而真值函项在弗雷格和罗素那里则是在一般的函项概念下加以解释的，因此，维特根斯坦既用运算来解释真值函项，又要求区分运算与函项，就可以理解为把真值函项从弗雷格和罗素所理解的一般的函项概念下分离出来，也就是说，真值函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函项。

数学函数是典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函项。例如，y＝x2
 是一个函数，我们说是一个二次函数，我们可以用一条二次曲线来表示这个函数。函数都可以通过映射来定义。定义的方式通常是，给出一个定义域和值域，定义域就是主目的变域，值域则是函数值的变域。只要对于定义域中任何一个值，在值域中都存在唯一的值与之对应，我们就说这个映射构成了一个函数。对于一个函数，我们可以满足于这种映射关系本身，但并不认为这种映射关系具有任何独立的数学意义。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认为这种映射关系是有独立意义的，例如在二次函数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函数是一条二次曲线。维特根斯坦是就函项具有独立意义而言否认运算就是函项。

这样做有非常自然的动机。既然运算所表明的是内在关系，并且运算的存在仅仅取决于表现这种内在关系，那么运算就不能有独立于其基础和结果的意义。因为，如果就像二次曲线的情况那样，认为运算可以独立给出，那么我们就可以独立给出运算结果，因而这个运算结果是否由对运算基础的这种运算得出，这个问题就有意义，此时我们说运算在运算基础与运算结果间建立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关系。

一般意义的函项具有独立的意义，其标志就是，函项对主目有实质性的添加。例如前面所说的二次函数就意味着主目的自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函项对于函数值的性质作出了断定，例如是主目的平方数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如果运算是这种意义上的函项，那么一个运算将表明运算结果的涵义具有某种性质。如果把否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函项，那么是某个运算基础的否定，这就是否定运算结果的一种性质，这个性质由这个运算表达出来，从而是“否定”这个逻辑连接词所指的东西。

5.251　函项不能成为自己的主目，而一个运算的结果可以成为自己的运算基础。


［疏解160］
 这里所说的“函项不能成为自己的主目”，意思就是说，对于一般意义的函项，函项的值不能反过来当作主目。关于这一点在3.333以及疏解73中已经通过逻辑句法说明了。这个说明的要点是，既然函项记号是命题记号的一部份，那么就其逻辑句法而言，在把函项的值充当主目时，外层函项记号与内层函项记号就是不同函项的符号，因为它们是不同的逻辑原型。如果以此为依据来区分函项与运算，那么这个区分就是，函项能够成为命题的结构成分，而运算则不是结构成分。结合5.241关于运算的说明，由于运算仅仅表明结构间的差异，而这不是结构要素，因此对运算不存在类似于函项的限制。这个区分是合适的。

按这个理由来说明这个区分，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就是，通过表明运算不是命题的结构要素，来说明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函项。


［疏解161］
 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

在数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在[image: ]
 中函数值就不能充当主目。但情况不总是如此，y＝X2
 这个函数的值总可以充当主目。如此说来，断定“函项不能成为自己的主目”就是错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在这个层次上这样断定。这仅仅是一个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层次。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断定的可以理解为，我们总要在概念上区分函项的定义域和值域。实际上值域是否包含于定义域中，这是偶然的，是否如此，这要依赖于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而这恰恰表明，我们不能把定义域与值域混为一谈。确实，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函数，情况确实如此。对于数学函数来说，定义域与值域是分开确定的。在y＝x2
 这个函数中，定义域包含了负数，而值域中则不包含。即使定义域与值域实际上重合，也必须单独指出它们重合。

事实上，仅当就一般意义上的函项具有独立的实质性的意义，定义域与值域间的这种概念上的区分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函项的值不能不加限制地充当主目。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主目，取决于函项本身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必须独立地得到识别。

运算则不是这样的。作为一种形式概念，运算在本质上要通过变项显示出来，而这意味着，运算并不对什么能够是其主目作出独立的限制。一般地能够作为运算基础的东西，就能够作为特定运算的基础。

5.252　只有这样才能从序列的一项过渡到另外一项（在罗素和怀特海的类型论层级中从一个类型进到另一类型）。（罗素和怀特海不承认这种过渡的可能性，但同样一再利用这种过渡。）


［疏解162］
 由于一般意义的函项与其主目和函项所在的命题结构相联系，或者说与函项的定义域与值域相联系，运用同一个函项就不可能从命题序列的一项进到另一项，除非我们改变函项的意义。例如在序列“a，F（a），F（F（a）），……”中，由于从第二个项开始的项中所包含的“F”具有不同的逻辑原型，从而有不同的逻辑形式，它们实际上不是同一个函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说这是由同一个函项构成的序列。

把这些项中的“F”理解为运算，情况就有所不同。运算并不与特定的运算基础和运算结果相联系，而是与运算基础与运算结果的形式上的相似性联系，这样，尽管在上述序列各项中的“F”有不同的运算基础和运算结果，它们仍然可以是同一个运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把“F”理解为运算，我们才能够从a和F生成整个序列。


［疏解163］
 维特根斯坦从自己对函项的理解出发来评论逻辑类型论。在类型论中，可以生成按逻辑类型的顺序排列成的序列，这个序列相邻的各项分属不同类型，而这些类型间具有阶次关系。为方便起见，我们取主目的类型序列来说明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主目的类型划分大体上是，个体属于第0阶主目，个体的类属于第1阶，个体的类的类属于第2阶，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框架内，主目序列是通过幂集运算生成的。给出第一项，这是一个个体的集合，第二项是这个集合的幂集，即由个体集合的所有子集为元素构成的集合，第三项又是第二项的幂集，如此等等。这个序列可以写成：θ
 ，Ψ（θ
 ），Ψ（Ψ（θ
 ）），……，其中θ
 是个体集合，“Ψ”表示幂集运算。

在类型论的框架中，如果Ψ被理解为函项，那么其意义就要被表述为，“以前一项的所有子集为元素的集合”，但这种理解导致了困难。由于类型论规定函项的主目只能以特定类型的集合作为变域，量词的语义也从属于特定类型，也就是说，有多少个类型，就有多少个量词，这些量词不是同一个量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函项Ψ的定义中包含了量词，这个函项的意义对于不同类型来说也是不同的。结果是，从上述序列中的前一项到后一项的过渡所使用的幂集函项不能用于其它项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是类型论所禁止的。但另一方面，在定义逻辑类型时，我们实际上使用了幂集函项，这个函项生成了幂集序列，在这个序列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有主目的阶次划分。因此，类型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不融贯的。

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承认逻辑类型的区分，但并不同意罗素和怀特海对逻辑类型的解释。逻辑类型所构成的序列是通过运算构成的形式序列的特例，生成这个序列的并不是函项，而是运算。

5.2521　反复运用于自己的结果的运算我称为连续的运用。（“O'O'O'a”是连续运用运算“O'ξ”于“a”的结果。）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谈论对于一定数量的命题的多种运算的连续运用。

5.2522　形式序列a，O'a，O'O'a，……的通项我写成“［a，x，O'x］”。括号中的表达式是一个变项。表达式的第一项是形式序列的开端，第二项是序列中任一项的形式，第三项是序列中紧接着x的那一项的形式。

5.2523　运算的连续运用，这个概念等价于“等等”这个概念。


［笺释］
 使用“等等”，这就相当于说，以后使用的是同样的运算。而使用的是什么运算，这是由已经给出的那些项显示出来的，它就是这些项之间的内在关系。

5.253　一个运算可以把另一个运算的结果颠倒过来。运算可以彼此取消。

5.254　运算可以消失（例如“～～p”中的否定。～～p＝p）。


［笺释］
 有些运算是可以自我取消的，例如，双重的否定就使否定被取消了。运算可以消失，这本身就表明运算不是表明命题涵义的结构要素。如果统一地用结构要素的增减来解释运算，那么有些运算能自我取消，就表明这种解释行不通。

5.3　真值函项

5.3　所有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进行真值运算的结果。

真值运算就是从基本命题得到真值函项的方法。

真值运算的本质决定了，按照从基本命题得到真值函项的同样方式，可以从真值函项得到新的真值函项。当真值运算运用于由基本命题得到的真值函项，将产生基本命题的新的真值函项，即新命题。对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进行的真值运算所产生的结果，可以用对基本命题进行一次真值运算产生出来。

所有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运算结果。


［笺释］
 所有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既然真值函项实际上是运算，所有命题就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运算结果。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那些直接从基本命题产生的命题，而且适用于那些由这些命题通过真值运算得到的其他命题，这是因为运算是可以合并的。运算的合并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对于任何由运算构成的形式序列，我们都可以从中按特定规则抽取出一些项，由此构成新的形式序列，在原来的序列是由运算生成的意义上，新的序列也是由运算生成的。

5.31　在4.31表格中即使“p”、“q”、“r”等不是基本命题，表格也是有意义的。

显然，即使“p”和“q”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4.442中的记号也表达了基本命题的一个真值函项。


［笺释］
 依据5.3，这是显然的。为了表明一个命题具有确定意义，只需表明这个命题是那些已知有确定意义的命题的真值函项。

5.32　所有真值函项都是对基本命题连续运用有限个真值运算的结果。


［疏解164］
 任何命题都属于通过运算生成的形式序列。这些命题之所以是基本命题通过有限的真值运算产生的，是因为其所属的形式序列有一个确定的起点，而不是因为这个序列长度必须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序列的长度不是有限的，那么在其中必定有些项要通过无限次运算才能得到，因此5.32所说的并不正确。但5.32所说的却是从给定命题出发向基本命题的回溯，而不是从基本命题出发得到其他东西。这个方向性的差异表明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基本命题。我们不是从基本命题出发构造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是已经有这些东西，通过表明基本命题的存在来阐明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是什么。

5.4　逻辑体系的本质特征

5.4　现在清楚了，没有（弗雷格和罗素意义上的）“逻辑客体”或“逻辑常项”这样的东西。


［疏解165］
 在4.441中出现过这个结论。维特根斯坦非常重视这个结论，它不仅决定了逻辑体系的本质特征，而且表明了对命题本质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怎样的。对于逻辑体系而言，由于逻辑公理和定理所包含常项都是逻辑常项，逻辑常项的意义就决定了逻辑公理和定理的本质。对于一般而言的命题来说，由于命题的构造也以逻辑常项为不变的骨架部分，逻辑常项的本质也就表明了命题的本质。

在弗雷格和罗素看来，命题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结构关系，而命题就相当于我们按照某种结构来组织一些词项——命题结构是组织这些词项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命题的结构是容纳逻辑常项的东西，逻辑常项表明了所有命题结构的逻辑性质。因此，弗雷格和罗素都把逻辑常项理解为命题结构中的结构要素，是所有命题结构中稳定不变的成分，换言之，是构成命题模式的东西，通过把握这些模式，所有命题的结构都可以得到把握。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并不是这样的，结构并不是决定一个命题记号最终是什么命题的东西，决定这一点的是形式。命题形式不是像命题结构那样，可以用命题模式来表现——相反，命题形式决定了什么样的模式能够表现命题结构。这样一来，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就没有逻辑常项存身的余地了，因为，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模式，因此不需要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来保证命题具有确定的本质，从而也不需要逻辑常项。

事实上，这种对于逻辑常项的不同理解对应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弗雷格和罗素来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构成命题的要素来获得命题，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并且应当做的，就是在给定了命题的情况下阐明命题是如何具有确定意义的。由于这种阐明仍然是通过诉诸命题来加以检验的，命题的所有结构要素都仅仅起着从一个命题过渡到另一个命题的作用。实际上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结构要素，当然，也不需要逻辑常项。

5.41　因为，对于真值函项进行真值运算得到的所有结果总是相同的，只要它们（［译按］这些真值函项）都是基本命题同样的真值函项。


［疏解166］
 5.41和5.42一起证明了不存在与逻辑连接词相对应的逻辑客体，这些逻辑客体就是作为逻辑常项的真值函项，例如F（p）中的F。这个论证需要解释。假设由运算O生成的序列是，a，O'a，O'O'a，……，其中a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5.41所说的当然不是序列中的所有项都是相同的项，而是说，无论进行何种真值运算，所得到的结果总是属于同一个形式序列。

这个断定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由真值运算生成的序列是形式序列，而构成这个序列的又是内在关系，其中的项不处于这个序列是不可能的，因此，同一个命题只能属于唯一一个这样的形式序列。假设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命题就能同时属于两个序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能够保证出现在这两个序列中的东西是同一个命题呢？如果一个序列不足以确定这个命题，那么它出现在另一个序列中，就总是可能的。如果一个命题只能属于一个由真值运算确定的形式序列，那么只要确定了运算基础，也就确定了整个序列，从而也就确定了整个序列中的所有项。

5.41给出的断定与另外一个前提结合起来可以得到需要的结论，这个前提就是，真值函项就是真值运算。如果同一个命题只能属于一个由真值运算生成的形式序列，那么对这个命题进行的所有真值运算实际上都没有区别，都可以相互归约。而这意味着，不同的真值函项之间的区别也不是本质性的，所有的真值函项都可以互相归约，即互相定义。

5.42　显然，∨、→等等，并不是类似于右和左那样的关系。

弗雷格和罗素所谓的逻辑“初始记号”可以交叉定义，这足以表明它们不是初始记号，更不表明它们表示关系。

显然，由“～”和“∨”定义的“→”，与和“～”一起定义“∨”的那个记号“→”是同一个记号，第二个“∨”与第一个“∨”也是同一个记号。等等。


［疏解167］
 一个东西在另一个左边，这是真正的关系，或者说是外在关系。我们理解外在关系的方式使得逻辑连接词因为可以交叉定义而不可能是外在关系。对于外在关系来说，我们总是有一个确定的真值条件与其相对应，它决定了这个命题是否是真的，但对于逻辑连接词则不能找到这样的真值条件。

我们可以用“～p∨q”来定义“p→q”，也可以用“～p→q”来定义“p∨q”。这就是交叉定义的情况。前一个定义表明，关于“→”的真值条件中包含了关于“∨”的真值条件，后一个定义则表明，关于“∨”的真值条件中包含了关于“→”的真值条件。由于这种包含是一种真包含，也就是说，包含了另一方的东西还包含了其他东西，这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就允许关于“∨”的真值条件和关于“→”的真值条件都成为自我真包含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真值条件都是不确定的。

另一方面，很容易看出，这种交叉定义表明了双方都不是初始的。

由疏解166容易看出，这两个结论可以扩展到任何逻辑连接词。

5.43　从事实p可以得出无穷多其他事实，即～～p、～～～～p等等，这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半打“初始命题（Grundgesetzen）”可以得出无穷多逻辑（数学）命题。

但事实上，所有逻辑命题都说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


［笺释］
 这一段似乎应当属于6.1以下讨论逻辑命题的部分，其实它确实是放在这里的，它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从事实p可以得到无穷多其他事实，那么这似乎可以说明从命题p可以得出无穷多其它命题，从而p的涵义中包含了无穷多其它命题的涵义。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只能解释为，不是事实p包含了无穷多其它事实，而是命题p和其他那些命题表述了同一个事实。一个不必添加什么就可以无穷扩展的命题系统也可以如此理解。得到扩展的不是事实，而是表述同样事实的命题。逻辑命题是造成这种扩展的东西，它们并没有说什么，否则这种扩展就引入了新的事实性的成分了。

5.44　真值函项不是实质函项（materiellen Funktionen）。

例如说，双重否定可以得到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否定包含在肯定中？“～～p”是否定了“～p”？还是肯定了“p”？还是两者都是？

命题“～～p”并不把否定当作客体来处理，而是否定的可能性已经预决于肯定中。

如果有被称为“～”的客体，那么“～～p”所说的就不会与“p”所说的相同，因为一个命题是关于～的，而另一个不是。


［笺释］
 实质函项，就是对于命题的涵义有所添加的函项。外在关系和外在性质，表达为实质函项。如果实质函项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总是能够通过这个函项确定，它添加给命题的涵义是什么，从而可以确定，它把这种涵义添加给什么。在双重否定的情况下，我们或者不能确定这一点，或者，确定这一点的方式表明了否定对于命题的涵义无所添加。


［疏解168］
 在疏解158中我们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命题的否定与这个命题是否具有不同的涵义。如果否定不是实质函项，从而对命题的涵义无所添加，那么一命题与其否定就将具有相同的涵义，但依据5.2341所说，否定颠倒了命题涵义，疏解158又得出结论说命题与其否定具有不同涵义，现在，这两个观点彼此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p和～p确实说了不同的东西，它们对应于不同的真值条件，但是，它们可以说同样的东西，这具有本质的重要性（4.0621）。也就是说，就其中所包含的可能性而言，这两个命题是同样的。这种同样的可能性必须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真值条件所共有的，这就是说，这两个真值条件共有其可能性。就命题显示的涵义包含在命题中而言，p和～p具有共同的涵义。

因此，我们不得不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待关于否定的问题。一个是言说的层次，p和～p具有不同涵义；一个是显示的层次，两者的涵义是相同的。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所显示的东西是包含在命题记号中的东西，而言说则是使用命题记号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否定属于言说的行为，而不是命题记号的一部分。仅仅就我们需要从记号中看出我们拿命题记号来做什么而言，才会有否定记号。

这一点对所有真值函项都有效，进而对真值运算也有效。真值运算不是函项记号所表示的东西，而是使用命题记号来构建所言说的东西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值函项是世界的脚手架，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3.42）。

5.441说“～∃x～f（x）”相当于说“∀xf（x）”，说“∃xf（x）∧x＝a）”相当于说“f（a）”，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到，表面上的逻辑常项消失了。


［笺释］
 “～∃x～f（x）”相当于“∀xf（x）”，这使否定消失了，因此为了表达“～∃x～f（x）”所表达的，否定是不必要的；说“∃x（f（x）∧x＝a）”相当于说“f（a）”，这使量词消失了，因此为了表达“∃x（f（x）∧x＝a）”所表达的，量词是不必要的。不必要的记号无所指（3.328），因此没有量词和否定所指的客体。

5.442　给我一个命题，所有以之为基础的真值运算结果也就一并给我了。


［笺释］
 依据5.41以及疏解166，确定了真值运算序列中的起始项，也就确定了整个序列以及整个序列中的所有项。


［疏解169］
 这个结论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体系的基本观点提供了过渡。如果真值函项的本质就是真值运算，而知道一个命题就知道以之为基础的一切真值运算结果，那么所有通过真值函项所确定的东西都通过我们对于一个命题的理解确定了。这也就是说，逻辑体系的一切都预先确定了。这样一来，逻辑体系不过是我们关于命题的理解的一种阐明，而不是我们理解命题的条件。事实上，我们可以进而说，真值运算也是这样一种关于理解的阐明。如果说真值运算就是体现为命题结构的形式序列的东西，那么建立这个形式序列的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包含在这个序列的所有命题中。这种情形就类似于由客体建立事态的可能性已经包含于客体中。

5.45　如果有初始的逻辑记号，那么不能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彼此地位，并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逻辑，就是不正确的逻辑。如何从初始记号构造出逻辑，这一点应当清楚。


［笺释］
 初始记号是建立逻辑体系的开端。如果逻辑体系是独立于我们对于命题的理解的东西，那么对于初始记号是否合理，就不一定能够给出一个清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初始记号实际上是合理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关于逻辑体系我们也许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换言之，我们还不知道何种记号是合理的，我们还没有把握这种合理性的标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逻辑体系并不独立于我们的理解，建立逻辑体系的目的就在于阐明这种理解。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把握了什么是正确的逻辑体系的标准，从而，只要给定了初始记号，我们就一定能够判断这些记号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初始记号。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外求独立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观察由此建立的是不是有序的体系。而其是否有序，这一点是通过记号间的关系来确定的，这种关系如果正确的话，将为每个记号的存在是否合理提供依据。


［疏解170］
 逻辑体系在弗雷格那里被认为是刻画了思想的结构据以建立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最终落实于逻辑常项及其构成的逻辑命题。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并没有逻辑常项。在疏解168中我们也已经看到，原来归于一种客观结构的所谓逻辑常项，实际上属于使用命题记号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逻辑体系又是怎样的呢？从这里维特根斯坦开始概述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取决于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从命题的使用者角度来看，逻辑体系是怎样的，才能够与对命题的理解内在于使用这一点相协调？


［疏解171］
 这里首要的原则是，逻辑体系具有自主性或者说自足性，换言之，逻辑体系是否正确，并不依赖于独立于逻辑体系的标准。逻辑体系表明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理解命题的，我们对于逻辑体系的理解受制于我们实际理解命题的方式，正是这一点使得逻辑体系成为必然的。我们实际理解命题的方式内在于自身，也就是说，只有已经看到命题是什么，才能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关于命题的理解是自足的。这种自足性与命题是意向性的事实相一致。命题的意向性意味着，只有已经把命题看作是命题，我们才能理解命题。关于命题的理解的这种自足性决定了逻辑体系必须是自足的。

5.451　如果有初始的逻辑概念，它们必须彼此独立。初始概念一旦引入，就必须在它们出现于其中的所有情况中引入。因此，不能先在一种情况下引入，然后又为了另外一种情况而引入。例如，一旦否定被引入，在形如“～p”的命题与在类似于“～（p∨q）”和“∃x～f（x）”等等的命题中都必须按同样方式理解。一定不能先为一种情况引入，然后为另一种情况引入，因为这就使人怀疑在这两种情况下记号的意义是否相同，而我们又没有理由在两种情况下按同样的方式使用记号。

（简言之，弗雷格关于通过用定义来引入记号的说明（《算术的基本原则》［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在适当改变以后也适用于初始记号的引入。）


［笺释］
 “逻辑概念”就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逻辑常项的记号，这些记号在逻辑体系中使用，是建立逻辑体系的结构性要素。这里为初始逻辑记号的引入提出了两个要求，即独立性和统一性。逻辑体系的初始记号应当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不应当可以交叉定义；其次，初始记号应当在其所有的出现中具有同样的意义。


［疏解172］
 如果我们不能预先确定逻辑记号是否正确，如果引入逻辑记号仅仅是要表示某个我们准备将来加以确定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什么，依赖于记号体系之外的标准，那么，单从记号本身，我们不知道记号的意义，从而既不能断定该记号是否具有独立意义，也不能单从记号本身断定在某个地方出现时所指的东西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指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记号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两个要求都不能提出。

但是，如果逻辑体系是事先可以确定的，而逻辑记号的引入仅仅是为了把这种逻辑体系以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初始记号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就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以满足。

初始记号之所以必须相互独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地表现逻辑体系的结构。可以交叉定义的记号不具有确定的真值条件，这一点我们在疏解167中已经看到了。这意味着可以交叉定义的记号不能表现确定的东西。为了排除交叉定义的可能性，必须存在初始记号。另一方面，初始记号的统一性是显然必要的。别的记号都是通过初始记号获得意义的，初始记号本身在不同场合的意义如果不统一，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说明，因此初始记号的意义必须统一。

这两个条件实际上都可以立即得到满足。这仅仅是因为，逻辑体系所要刻画的东西中没有我们不能直接知道的东西。建立逻辑体系的目的是阐明我们已经理解了的东西，而在这些东西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逐步探究才能发现。因此，记号所表示的东西是不是独立的，在不同场合下所表示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些都可以立即确定。

5.452　在逻辑记法中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必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逻辑中，记号不能在括号或者注脚中以一种完全置身局外的方式引入。

（在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中出现了用文字表达的定义和初始命题。为什么突然出现文字呢？这需要依据，但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允许的。）

但是，如果新记号的引入在某些地方是必要的，我们必须立即问道：“总是要在哪里用这个记号？”必须弄清它在逻辑中的位置。


［笺释］
 这个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要求其实来自于这样一个考虑——这样引入的文字既不是关于逻辑记号的定义，其所给出的也不是基本命题。罗素借助于文字来定义和引入基本命题，实际上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在没有把握一种逻辑体系之前，我们需要一些引导性的内容，以帮助这种把握。也就是说，在不知道这些文字所讲出的关于记号和命题的内容之时，通过理解这些文字，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内容，从而理解这些记号和命题。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我们理解这些记号和命题，这使我们知道相应的文字讲出了关于这些记号和命题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文字的东西根本不是定义，它们引入的也不是初始的东西，而是对于记号使用法的说明，或者说是对一个逻辑体系的阐明。正是因此，在逻辑中没有置身于局外的东西，关于逻辑所说的一切都受制于逻辑。逻辑体系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预先规定好了，任何引入的记号法都有其既定位置和作用，这些位置和作用表明这种记号是必要的，从而是必然的。


［疏解173］
 是否可以说，关于一个逻辑体系，我们可以有一种元逻辑的说明呢？这毕竟是我们从一个逻辑体系之外来说明这个逻辑体系的通常方式。关于逻辑分层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没有地位。逻辑体系所要展示的如果不是实际上生效的那种逻辑，在哲学上就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如果通过逻辑分层的做法所要展示的正是实际上生效的逻辑，那么需要关注的不是被说明的逻辑体系，因为此时我们在这个体系之外；需要关注的是元逻辑，而这意味着设定逻辑层次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做法。

5.453　逻辑中出现任何数都应当提供依据。

或者不如说，逻辑中没有数，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没有特出的（ausgezeichneten）数。


［笺释］
 似乎没有理由不能谈论数，但是逻辑体系本身中出现的数，却关系到我们谈论的手段本身。例如，说“所有关系命题都是二元关系命题”，就是逻辑中出现数的情形，它断定的是逻辑体系可以构造的命题类型；而说“2＋2＝4”或“那里有2只羊在吃草”则不是逻辑中出现数的情形。

如果在逻辑中出现了数，那么在逻辑中就应当有数的位置，而这一点体现为关于这个数我们有某些依据，以说明这个数是必要的。但是，给出关于数概念的依据，却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一些逻辑记号，这样我们就来到逻辑之外了。如果逻辑中有数，那么这一点只能显示出来，而这意味着在我们的逻辑体系中不会出现任何数。

5.454　在逻辑中没有并列，也不能有分类。

逻辑中不能有一般和特殊之分。


［笺释］
 在逻辑中没有数，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没有并列、分类和概括。这些都是关于逻辑记号的谈论所产生的，而不是使用逻辑记号所产生的。因此，要在逻辑体系中包含这些，逻辑就必须谈论自身，但这不可能。逻辑记号的任何特征都是显示出来的，而不可能加以谈论。

当然，这都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来到逻辑之外。为什么我们实际上不能来到逻辑之外呢？是逻辑的必然性所致吗？


［疏解174］
 这样就可以回过头来解释，为什么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实体只有客体，为什么语言与世界的联系只有命名关系，为什么在言说中真正有指称的记号只有名称。只规定一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记号，这是一种避免造成类别差异的做法。

5.4541　逻辑问题的解决必定是简单的，因为它们决定了简单性的标准。

人们常常感到应当有一个领域，在其中对问题的解决（在先地）对称地结合为一个封闭而规整的结构。

一个从属于这一原则的领域：简单标志着真理（Simplex sigillum veri）。


［笺释］
 所有逻辑的东西都预先规定好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解决仅仅是把这种预先规定的东西直接描述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简单的解决，这种简单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逻辑问题本身就规定了其解决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述得正确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问题与答案之间的这种对称性表明逻辑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系统——它不仅预先决定了答案是什么，而且把这一点包含在问题本身中。这一点应当毫不奇怪。逻辑浓缩在关于任何命题的理解中，只有理解了某些命题，才能正确地提问，而这就意味着逻辑所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各就其位了。

5.46　只要正确地引入了逻辑记号，记号所有组合的涵义也就同时引入了，例如，不仅有“p∨q”，而且“～（p∨～q）”这样的组合都引入了，等等。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同时引入了括号所有可能的结合所产生的效果。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真正的一般初始记号不是“p∨q”、“∃xf（x）”等等，而是它们结合的最一般的形式。


［笺释］
 在正确地引入逻辑记号的同时，也就引入了逻辑记号的所有结合的涵义。这不是在说，这些记号是初始的，而其所有结合的涵义就通过这些初始记号的涵义得到确定；而是在说，引入这些记号，是以其所有结合的涵义已经确定为前提。逻辑记号与变项结合构成特定命题，但这些命题的涵义并不是决定于这种结合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这些记号的本质就是真值运算看出。真值运算的可能性包含于任何一个命题中，构成真值函项的可能性也就包含其中，或者说，所有逻辑记号结合的可能性也就包含其中。引入逻辑记号，不过就是引入分解命题的一种方式，这以逻辑记号的结合已经给出为前提。

5.461　不像真正的关系那样，像∨和→这样逻辑的伪关系需要括号，这一点看起来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

事实上，这些表面的初始记号与括号一起使用，本身就表明它们不是真正的初始记号。没有人真正愿意相信，括号具有独立的意义。

5.4611　逻辑运算的记号是标点符号。


［笺释］
 为了使用逻辑连接词，我们需要括号。括号表明了逻辑连接词的引入不是因为为了构成命题我们需要把一些东西连接起来，而是表明为了引入逻辑连接词，我们需要把命题分解开。括号与逻辑连接词一起标记了命题的读法，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标点符号。正如括号并不具有独立意义，逻辑连接词也不具有独立意义。

可以有不需要括号的记号体系，例如卢卡西维茨的体系。这个体系仅仅是隐藏了括号，它用从左向右的线性阅读顺序来替代括号。但是，为什么非要按这种线性顺序来建立命题记号呢？重要的不是括号的实际出现，而是，在使用逻辑记号时，我们必须把命题记号以特定方式分解开，以便组合起来。

5.47　显然，关于所有命题的形式，无论我们事先能够说什么，都必须能够一下子说出来。

基本命题确实把所有逻辑运算包含于其中。因为“f（a）”所说的和“∃x（f（x）∨x＝a）”相同。

哪里有组合，哪里就有主目与函项；哪里有主目与函项，哪里就已经有了所有逻辑常项。

可以说逻辑常项就是所有命题依据其本性彼此共有的东西。

这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笺释］
 逻辑常项标记命题的形式，而命题形式的存在以对命题的分解为前提，进而以命题的一般形式为前提。如果说有逻辑常项，那么这种逻辑常项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首先，逻辑常项本质上就是逻辑运算，而逻辑运算就其可能性而言已经包含在基本命题中；其次，逻辑常项既然是在对命题结构的揭示中对于命题就其本质而言共同的东西，那么这种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对于所有基本命题来说是共同的东西，而这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5.471　命题的一般形式就是命题的本质。


［笺释］
 命题的本质是描述实在，这个本质必须向使用者体现出来，否则使用者以何种方式来看待命题呢？使用者看到的是命题的形式，因此命题的本质必须体现在所有命题中，即体现在命题的一般形式中。对命题使用者来说，命题的一般形式就是命题的本质。

5.4711　给出了命题的本质，也就给出了所有描述的本质，从而也就给出了世界的本质。


［笺释］
 世界的本质决定了世界能够是怎样的，命题的本质决定了命题能够是怎样的；命题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必须对应，否则从命题怎样知道世界呢？

5.472　关于命题的最一般形式的描述，也就是关于逻辑中唯一的一般初始记号的描述。


［笺释］
 逻辑常项就是一个逻辑体系的初始记号，因此逻辑体系的初始记号，就包含在最一般的命题形式中。其实这就是在说，逻辑体系按其本质来说并没有初始记号，或者说逻辑的初始记号实际上是变项，这无非是因为在命题的一般形式中只包含变项。

5.473　逻辑必须关照自己。

可能的记号必定能够表示什么。逻辑中可能的东西都是允许的。（“苏格拉底是同一的”没有意义［unsinnig］，是因为没有被称为“同一”的性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如我们所愿地［willkürliche］做出某种规定，而不是因为符号本身是不被允许的。）

在某种意义上，在逻辑中我们不能犯错误。


［笺释］
 “willkürliche”英文译为“arbitary”，既可理解为“随机的”，也可理解为“任意的”或“随意的”等等。显然，记号的意义不能是随机的，“任意的”或“随意的”意思是没有理由，没有可认知的依据，德文应当是此意。当我们确定记号意义时，并不需要额外的理由。


［疏解175］
 逻辑体系的本质决定于命题的本质，而命题的本质在于其作为图像的使用，由此导出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最重要的看法——逻辑必须关照自己。仅当逻辑的本质取决于行动，自我关照才是相关的和有效的。

5.4731　罗素常说的“自明”在逻辑中是多余的，这只是由于语言本身防止了各种逻辑错误。逻辑是先验的，其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

5.4732　我们不能给记号以错误的意义。


［笺释］
 逻辑的错误是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正确的逻辑是怎样的吗？如果是，那么（1）逻辑就通过认知的方式起作用。如果（2）我们有所认识是以遵守逻辑为必要前提的，那么要通过认知才能得知的逻辑就必定是自明的。现在，自明性对于逻辑来说是不必要的，原因只能是（1）被否定了。因此我们不需要刻意地防止逻辑错误的发生，就像我们不需要刻意地使用某种语言。给出了语言，也就给出了所有命题的总和（4.001），从而也就给出了逻辑。逻辑是自明的，在于语言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说一种语言，自明性就是不必要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或者甚至仅仅相信）逻辑的自明性，以使我们相信逻辑。


［疏解176］
 逻辑体系的本质已经由命题的本质所确定，因而什么是一种关于命题结构的正确刻画，也就是说什么是一种正确的逻辑体系，这一点是由命题的本质决定的。但是，命题的本质之能够决定正确的逻辑体系，不在于我们对命题的本质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如果逻辑体系是一种认识的结果，那么逻辑体系之是否正确，就依赖于一种独立的标准，因而就不会有什么都允许的情况（5.473）。命题的本质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决定了逻辑体系正确与否——构造命题的方式本身就是逻辑正确的标准。因此，我们不能以非逻辑的方式构造命题，这不是在说：我们有一个独立的逻辑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构造命题，这个标准的必然性决定了违反逻辑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构造命题的方式本身就是逻辑正确的标准，因此构造命题的活动本身不可能不合逻辑。逻辑的必然性不是逻辑体系本身的自明性所保证的，构造命题的活动使逻辑不可能不是必然的——只要构造一个命题，什么是逻辑必然性也就确定了。

这样一来，在逻辑中一切都是允许的，其实就是在说，在建立一种逻辑记法的时候不存在一种认知性的参照。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独立的标准，使我们据以衡量哪种记法是正确的，哪种是错的。

5.47321　当然，奥卡姆剃刀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实践证明其成功。它仅仅是说，在记号法中不必要的东西没有意义。

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等价，不为任何目的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无所意谓（bedeutungslos）。


［疏解177］
 在建立逻辑体系时我们并非没有任何约束。5.47321说明了这种约束是什么。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所说的，没有必要的记号就不存在指称。必要性这个概念预示了某种实践上的目的，我们按照这个实践性的目的来安排逻辑记法和构造逻辑体系。

这是否就是卡尔纳普式的约定论呢？仅从逻辑标准的非认知性来看，奥卡姆原则与约定论一致，但把这段话的前后部分联系起来看，就会得出与约定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按照约定论，我们总是会有若干同样有效的（例如有同样的表达能力）逻辑体系，最终要选择哪个体系，依赖于经济性和实用性，奥卡姆原则就是这样一种权宜的选择标准。但按照5.47321，奥卡姆原则既不是无根据的，也不是一种实用的标准，更不是一个通过其实践上的成功而被认可的标准。可以严格地证明，不必要的符号是没有指称的。我们在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存在逻辑对象的论证中看到这一点。这些论证遵从的总的方法是，对不必要的符号我们总是可以采取某种替换策略，来达到等效的逻辑后果，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客体与这些符号相对应。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命题描述实在。可以把描述实在当作使用命题的实践目的，我们在这个实践目的下运用奥卡姆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一组相互竞争的逻辑体系，有的体系就描述实在而言是成功的，而这些体系遵守了奥卡姆原则。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这些相互竞争的逻辑体系中有的由于遵守了奥卡姆原则而是成功的。奥卡姆原则不是实践目的之外的附加条件，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实践目的的一种体现。奥卡姆原则的合法性来自于实践目的。由于这个原则本身就是实践目的在记号法层次上的体现，这种关于记号无意义性的划分就不是依据一个独立的原则进行的划分——奥卡姆原则是一个从内部限定逻辑体系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把握和运用来自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自觉意识：我们用命题来干什么。

奥卡姆原则起作用的方式是，它使得“为一个目标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等价，而不为任何目标服务的记号则在逻辑上无所意谓（beduetungslos）”。这里所说的“无所意谓”首先是一种实践性的评价，即它没有被用来描述实在，从而没有用来达到命题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才是一个逻辑的评价，即我们从这样的记号不能得知实在的东西。这里，逻辑评价从属于实践评价。按同样的思路可以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等价。这其实就是在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实践，其中某个记号被赋予了某个意义，我们说这个记号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另外一些记号也具有同样的可能性。这样，奥卡姆原则实际上就在什么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基础上，规定了什么记号能够具有意义，也就是说，规定了能够有意义的记号的范围。

这种作用具有更进一步的涵义，这就是，奥卡姆原则实际上规定了什么是逻辑必然性。前面两段的讨论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语言或逻辑之外有一个实在，我们用语言来捕获这个实在，而遵守奥卡姆原则的逻辑体系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印象与另外一个主要的观点相冲突，即奥卡姆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实践目的——描述实在。这种冲突仅仅在使用者角度之外，即第三人称角度上产生。在这个角度上，语言与实在是分离的，奥卡姆原则的作用范围不涉及实在。事实上，只有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不存在的角度，才是通过引入奥卡姆原则，维特根斯坦试图引导读者进入的角度。这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即第一人称角度。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是否达到实践目的，与是否描述了实在，才是同一的，与此同时，实在可能是怎样的，与出于逻辑体系的限制，语言能够描述什么，什么记号才有意义，才是互相一致的。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奥卡姆原则规定了什么是逻辑必然性。逻辑必然性不过是从逻辑体系中看到每个记号都各就其位，而这种状况则是通过对于每个记号的使用都存在相应的理由为之辩护显示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必要性就等价于必然性。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种游戏的规则来看出这一点。在象棋规则中，各种行棋规则与确定棋局输赢的规则丝丝入扣地联系在一起，懂棋理的人会看到，每个规则都是有道理的，对这种规则的改动会损害整个游戏，他会援引其他规则来说明何以这些改动是不可能的。在象棋游戏中，各条规则是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组织的，每条规则都体现了一种必要性，这些规则联系在一起确定了象棋游戏的目的，而这些规则合乎目的的配置，使得懂棋理的人看到，每条规则都是必然的。我们把象棋规则对应于逻辑体系，把特定的棋局或行棋行为对应于特定命题，就会看到在何种意义上奥卡姆原则规定了逻辑必然性。

5.4733　弗雷格说，任何合法地构造出来的命题都必定有涵义。而我说，任何可能的命题都是合法地构造出来的，如果它没有涵义，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其中的成分确定指称。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这样做了。）

因此，“苏格拉底是同一的”何以无所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赋予“同一”一词以形容词的意义。当它作为等同号时，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示事物，记号关系完全不同，在两种情况下符号也完全不同——符号仅仅在记号上相同，而这只是偶然。


［笺释］
 如果有一种逻辑的合法性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内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不存在一种独立于逻辑体系的标准，来对逻辑记号的合法性进行裁定。但是，是否能说，是其他的记号给与我们所关心的那个记号以合法性呢？不是。但当记号以合适的方式配合使用，作为使用者，我们就能够看出什么是合法的。记号的配合协调关系不属于记号本身，但使用者能够从中看出这种关系。这当然是一种内在关系。

一种内在关系可以是人为规定的吗？如果内在关系是只能显示出来的，那么我从哪里知道我要规定的是什么呢？

5.474　必要的基本运算的数目仅仅依赖于我们的记号法。


［笺释］
 基本运算就是作为初始概念的真值函项所需要的那些真值运算。既然命题自行表明由其可构成何种命题，其中已经包含的就是所有真值运算的可能性，如何表示这些运算，就既受到限制，又存在可以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使用否定与析取为基本运算，也可以采取否定与实质蕴涵为基本运算，甚至可以采用一个基本运算，例如合舍。无论采取哪种方案，诸基本运算都应当构成逻辑连接词的完全集。什么才是连接词的一个完全集，这一点受制于事先理解的真值可能性。

5.475　所需要的仅仅是，我们应当构造具有特定数量的维度（特定的数学多样性）的记号系统。


［笺释］
 所选择的记号系统，在合乎关于真值可能性的约束的前提下，取决于我们准备用来处理的东西所具有的数学多样性。如果要处理关于时态的命题，则至少要区分过去和未来，如此等等。

5.476　很清楚，问题不关乎必须加以表示的若干初始概念，而关系到规则的表达。


［笺释］
 没有独立于整个规则体系的初始概念，只有在一个规则体系内部要加以区分的初始概念。设置这些初始概念，目的是表达这一规则体系。


［疏解178］
 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体系的讨论自然而然引向这样一个结果：逻辑体系不是某种关于思维规律的描述。这个结果直接与弗雷格的理解相对立。对弗雷格来说，逻辑体系在特定记法规定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公理和推理规则来表明是什么在约束着命题的构造和推理，这种约束性的东西被认为是思维规律，它表明了什么样的命题才能够是真的，进而表明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思维规律是独立于逻辑体系的，逻辑体系或者正确地刻画了思维规律，或者错误地刻画了它。另一方面，思维规律并不是思考活动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律，而是决定了什么应当是有效的思考活动（即合乎获得真这一目的）。

在这两个方面维特根斯坦都不同意弗雷格。首先，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实际的思考活动的思维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什么是有效的思考活动。情况正好相反，有效的思考活动本身就是自我约束的实践活动。为了进行有效的思考，我们不需要被告知什么样的思考才是有效的。其次，有效的思考活动与逻辑体系的关系也不同于弗雷格式的理解。弗雷格把建立逻辑体系当成是获得一种逻辑知识，即关于什么是有效思考的知识，只有在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体系以后，才能了解什么是有效的思考活动。而维特根斯坦对此的理解却是，要确定一个逻辑体系是否正确，我们必须已经在进行有效的思考。因此，我们不是从实际思考活动的外面获得一种逻辑知识，而是在实际思考活动的内部获得一种关于思考活动的有效性的阐明。逻辑必须关照自身，这就是说必须在思考活动本身中来理解逻辑，从而把建立正确的逻辑体系这一点落实为显示实际上有效的是什么样的思考活动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来，逻辑体系的正确与否，就不是它是否真实地刻画了思维规律，而在于它是否合乎思考活动的实践目的。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理解集中体现在，它允许多个正确的逻辑体系。逻辑体系的正确性标准在于什么是有效的思考活动，这一点既相容于弗雷格，又相容于维特根斯坦。两种理解的差别在于，在弗雷格那里，逻辑体系的正确性标准是有效的思考活动，给定这个标准，正确的逻辑体系才能确定；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既然通过逻辑体系的规定所建立的命题要在运算构成的形式序列中理解，而这种形式序列直接就是由有效的思考活动构造的，那么逻辑体系为真的可能性是由有效的思考活动决定的，换言之，只有在有效的思考活动之内，才能建立逻辑体系。因此，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建立逻辑体系和判定逻辑体系正确性的是同一个东西，正确的逻辑体系就能够不是唯一的。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看弗雷格的理解就可以明白，在弗雷格那里，由于逻辑体系在句法层次参照真值建立，而判定逻辑体系的正确性，却在语义的层次上诉诸于思想所具有的真这一性质进行，两者是分开进行的，因而正确的逻辑体系是唯一的。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在有效的思考活动中，句法和语义是同一个约束，这一点体现在奥卡姆原则中，这就是，在句法上不必要的东西缺乏语义，而什么是必要的，这又依赖于实践目的，即用命题表现世界这一目的。

5.5　命题的逻辑句法

5.5　所有真值函项都是对基本命题连续运用运算“（---W）（ξ，……）”的结果。

这个运算否定右边括号中的所有命题，我称其为这些命题的否定。

5.501　若括号中的表达式以命题作为它的项，各项的顺序是无关的，则我将其写为“[image: ]
 ”的形式。“ξ”是变项，其值是括号中表达式的各项，其上的短线意味着，它代表括号中的所有值。

（例如，如果有三个值P，Q，R，则[image: ]
 [image: ]
 。）

变项的值必须加以确定。

确定的方法就是描述变项代表的命题。

如何得到关于括号中的表达式各项的描述，这不重要。

可以区分三种描述：1．直接枚举。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常项值，而不用变项。2．给出函项f（x），x遍取其值，函项的值就是要描述的命题。3．给出一种形式的规则，由此构成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括号中表达式的各项就是形式序列的所有项。

5.502　于是我写“[image: ]
 ”，而不写“（---W）（ξ，……）”。

[image: ]
 就是对命题变项所有值的否定。


［笺释］
 这里定义的是合舍运算。合舍构成了逻辑连接词的完全集。采用命题序列的方法来表示运算基础，就可以处理那些不需特意指出但实际上能被给出的命题。

5.503　显然，我们很容易表述命题如何可以用这种运算构造出来，如何不可以这样构造出来，因此，对此找到一种精确的表述必定是可能的。


［笺释］
 给定任一命题及其真值基础，我们可以通过真值表来确定这个命题如何用合舍来用其真值基础构造出来。也可以用我们所熟悉连接词作为过渡来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这样做，表明对于如何用合舍来构造任一命题，存在一种精确的表述。设想我们习惯的语言中包含了这样的运算并非难事，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用这个运算来解释任一命题具有何种意义。这种解释正是所需要的精确表述。

整个5.5节所做的，就是阐明这种精确表述的条件，这就是命题的逻辑句法。


5.51　逻辑连接词


5.51　如果ξ只有一个值，那么[image: ]
 （并非p）；如果有两个值，那么[image: ]
 （既非P，又非q）。

5.511　逻辑通过这些专门化了钩连操作何以能无所不包地反映世界呢？只因这些东西连接成了一张无限细密的网，构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


［笺释］
 一张无限细密的网就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像镜子一样勾勒出所有放在前面的东西。因此，无限细密的网，就是可以按照需要来无限制地调整网格粗细的网。如果我们设想，每个网格都是一个基本命题，而把网格连接起来的就是逻辑连接词，那么整个比喻的要点就出来了。可以用命题来描述任何东西，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意做出需要的命题，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实际上可以按需要来规定有怎样的基本命题。

5.512　如果“p”是假的，“～p”就是真的。于是，当“～p”这个命题为真时，其中的“p”就是个假命题。那么记号“～”何以能使这个命题与实在相一致呢？

但在“～p”中作出否定的不是“～”，而是所有用来否定p的记号共同的东西。

因此，是依之构造“～p”、“～～～p”、“～p∨～p”、“～p∧～p”等等（如此以至无穷）共同的规则。这个共同的东西表现了否定。


［笺释］
 假命题不与实在相一致，但何以一个假命题与一个否定记号的结合就可以与实在一致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假命题就已经包含了与实在相一致的可能性，而否定记号则表明这种可能性以某种方式（或者如其所是，或者以颠倒的方式）被确认了。这就是说，并不是否定产生了与实在的一致，而是与实在一致的可能性通过否定被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说，否定已经先于否定记号给定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表示否定的记号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先于记号的否定的显示。因此，所有表示否定的可能的方式所共同的，就是否定。


［疏解179］
 把被显示的东西理解为所有显示它的东西的共同之处，这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是通行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于形式序列以及形式概念这样的方法论概念中。可以说，对于命题记号的使用者来说，所有显示出来的东西都是作为显示它的东西的共同之处加以概括的。这体现了一种过渡，即从第三人称角度向第一人称角度的过渡。在第三人称角度上，我们可以直接谈论显示的东西，例如客体、逻辑形式、命题等等，但这却不是把显示的东西作为显示的加以谈论，而是作为存在物加以形而上学地谈论。在第一人称角度上，这种形而上学的谈论不可避免地失效了。我们不可能既直接谈论显示之物，同时又保持这种显示之物的确定性和效力。而一旦把显示之物作为显示它的东西的共同之处，我们就既可以把注意力保持在使显示之物得以显示的东西上，同时又维持显示之物以及显示之物与显示它的东西的关系。为获得这种技术上的好处，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谈到记号或符号的共同之处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概括，而是在提示特定的使用之间的过渡，也就是说是在提示，在一种情况下看到的东西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况，而这以在这些情况下已经看到了需要看到的东西为前提。


［疏解180］
 按5.512节第二段的思路，我们可以从命题记号来界定命题——所有断定记号“p”共同的东西就是命题“p”。这个界定与疏解142第二段关于命题涵义的界定是一致的。首先，命题是依据其涵义得到个体化的，一旦确定了涵义，相应的命题也就确定了。其次，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断定记号“p”的记号共同的东西，是显示于这些记号中的东西。就命题的真值基础是显示出来的而言，这些记号的真值基础的合集，也是显示出来的。

5.513　可以说，所有断定了p和q的符号共同的东西是命题“p∧q”，所有断定了p或q的符号共同的东西是命题“p∨q”。

同样也可以说，两个彼此没有共同的东西的命题彼此排斥，所有命题都只有一个否定命题，因为只有一个命题完全处于其外。

因此，即使在罗素的体系中也很明显，“q∧（p∨～p）”与“q”说了同样的东西，“p∨～p”什么也没有说。


［疏解181］
 这段话需要在维特根斯坦特定的术语中理解。一个断定某命题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命题，从该命题能够推出被断定的那个命题，它的真值基础包含于被断定的那个命题的真值基础中。于是，所有断定了p的东西就是其真值基础包含于p的真值基础中的命题，而所有同时断定了p和q的命题就是其真值基础既包含于p的真值基础中，又包含于q的真值基础中的命题。依据5.143笺释，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共同的东西则是从两命题都可推出的命题，即其真值基础同时包含了两个命题的真值基础的命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于两个命题不存在其真值基础包含了它们的真值基础的命题，从而不存在使其同真的命题，那么它们互相排斥。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句话：“所有命题都只有一个否定命题，因为只有一个命题完全处于其外”。一个命题处于另一个命题之外，就是说两个命题没有共同的东西。但若这样理解，命题间的否定关系与排斥关系就没有区别了。事实上，一个命题处于另一个命题之外，对这一点自然的理解就是两个命题没有共同的东西，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对命题的独特理解。按照疏解180，命题被理解为具有某种语义特征的符号所共同的东西，而这种共同的东西是通过真值基础，即与其一致的真值可能性得到界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里所说的“处于p之外的命题”就是指所有处于p之外的符号所共同的东西，即与p没有共同的东西的所有符号共同的东西。由于与p没有共同的东西的符号就是与p相排斥的命题，与p没有共同的东西的所有符号共同的东西，就是所有与p相排斥的命题共同的东西，即其真值基础包含了所有与p相排斥的命题的真值基础的命题。这样的命题当然只有一个，因此对任何命题都只有一个否定命题。

显然，这样得到的～p不可能与p同为真，因为～p的所有真值基础都不是p的真值基础。它们也不可能同为假。由于～p包含了所有不是p的真值基础的真值可能性，而使p为假的真值可能性恰好就包含在这些真值可能性中，从而使～p为真。

最后，由于“q∧（p∨～p）”与“q”可互相推出，它们互相包含，也就是说，它们所说相同，因此“（p∨～p）”对于“q”之所说无所添加。考虑到它们没有共同的东西，“（p∨～p）”必定无所说。


［疏解182］
 5.513所给出的是逻辑连接词的语义解释，这个解释很像模型论中对逻辑连接词的解释。在模型论中，我们说在一个模型中如果p和q均为真，那么“p∧q”真，如此等等。而维特根斯坦给出的语义解释则是，一切既肯定p又肯定q的符号所共同的就是命题“p∧q”。如果在模型论中表述就是，所有在其中p和q都为真的模型，在其中“p∧q”也为真。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里所谈论的模型就是世界状况，即命题的真值基础，从而把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当成一个完全模型论的解释。

但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实际上并不是模型论解释，它甚至根本不依赖于任何模型。我们看到，5.513所说的，一切既肯定p又肯定q的符号所共同的就是命题“p∧q”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是命题“p∧q”的定义，而不仅仅是标出这个命题的真值条件。很可能，在所有模型都给出的情况下，一切既肯定p又肯定q的模型不仅肯定了p∧q，还肯定了别的东西，例如r，在所有模型中，它与p以及q一起被肯定了。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成立：它并不把模型作为先于命题给定的东西，而是作为与命题一齐给出的东西。这样，在说“所有在其中p和q都为真的模型”时，我们面对的是所有可能的模型，其中就包括肯定了p而没有肯定r的那些模型，从而排除了不仅肯定p∧q，还肯定r的情况。对于否定的解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在给定了模型的情况下理解否定，那么显然，按前述方式解释的否定命题～p与p的析取就是关于这些给定模型的描述，也就是说，是所有模型共同赋予语义的命题，这个命题被认为是重言式，但由于描述了所有给定的模型，因而是有所说的。

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显然要比模型论进了一步。模型论刻画了命题以及逻辑连接词的语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的仅仅是记号与模型特定的对应关系；而维特根斯坦看到，建立这种对应关系的可能性就包含在命题记号中，也就是说，关于什么是模型的理解本身就包含在关于什么是命题的理解中，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模型与命题记号的对应关系，因而使我们能够在不给定基本命题的情况下确定语义，从而允许我们在此基础上构造我们所需要的模型。只有在描画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会有命题，而这一点体现在，命题本质上就要与基本命题建立真值函项所表明的运算关系，其中就包含了建立这种关系的可能性。模型论所做的只是表明特定语义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模型论建立语义关系的可能性就包含在命题的本质中，只要我们理解什么是一个命题，语义关系就直接通过命题及逻辑连接词的记号得到确定，这时我们甚至不必知道与每个命题对应的是哪些基本命题。

不妨用类比的方式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是空间关系（具有特定空间关系的可能性），这时即使不知道什么叫做“a在b下面”，我们也可以知道，“a与b处于和c与d同样的空间关系中”说的是什么。与之相应，一旦知道命题与基本命题对应的可能性（这一点包含在什么是命题中），即使我们不知道与特定命题对应的是哪些基本命题（即特定命题的涵义），也可以理解何为该命题与另外一些命题具有同样涵义（肯定），何为其与另外一些命题具有相矛盾的涵义（否定），如此等等。

5.514　一旦建立了记号体系，其中就包含了构造所有否定p的命题的规则，构造所有肯定p的命题的规则，构造所有肯定p或q的命题的规则，等等。这些规则与符号等价，并表明了它们的涵义。


［笺释］
 一旦记号法确定下来，即命题记号与逻辑连接词的记号确定下来，关于肯定和否定，进而关于所有逻辑连接词的使用规则，也就确定了。


［疏解183］
 对于逻辑连接词的语义来说，规则并不是第一位的，规则并不决定涵义；决定涵义的是我们依据它能够看到规则如何确定地构造命题的东西，即命题的本质，规则不过是表明了这种本质。这种理解显然是模型论解释听不具备的。在模型论解释中，逻辑连接词通过递归程序得到定义，而这种程序就是规则。

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构造命题的规则实际上是表明涵义的东西。一个命题是如何构造出来的，这一点表明了被构造出来的命题的涵义以何种方式包含了真值可能性，从而表明了命题具有何种涵义。这与3.33所说的不涉及语义的逻辑句法概念并不冲突。逻辑句法是对构造命题的规则的描述，这种描述本身不涉及语义，但在规则的运用中，语义可以显示出来。对逻辑句法的描述不涉及语义，实际上就是要求不要去言说显示出来的东西，即涵义。通过对逻辑句法的运用，涵义显示出来。

5.515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符号中，由“∨”和“∧”等等连接起来的东西必然是命题。

确实如此，因为符号“p”和“q”本身是以“∨”、“～”等等为前提的。如果记号“p∨q”中的“p”不代表复合记号，那么它本身是不可能有涵义的，这样一来与“p”有同样涵义的“p∨p”、“p∧p”等等也都没有涵义。而如果“p∨p”没有涵义，“p∨q”也就没有涵义。


［笺释］
 维特根斯坦采取归谬论证来说明逻辑连接词所连接的东西必然是命题。由连接词构成的东西必定具有真值可能性，从而必定是命题，这一点将使得连接词所连接的必须是命题。这是因为，如果“p”不是命题，则“p∨p”也不是命题，从而“∨”可以构成不是命题的东西。而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不能保证用“∨”构成的命题具有涵义，从而不能保证“p∨q”具有涵义。由于这一点与前提相冲突，“p”应当是命题。

这个论证的前提，即含有连接词的必定是命题，来自于5.514。含有连接词，就表明是按照连接词的规则构造的，因而连接词就表明了其涵义，因而是命题。


［疏解184］
 在数理逻辑中通过定义合式公式来确定什么是命题，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则通过命题的语义本质来达到这一目的。记号的有序使用显示语义，因此可以从命题记号进到符号，即命题。正确的记法保证了记号所表示的是命题。

具有命题语义本质的东西必然是命题。命题的语义本质就是描述世界，从而就是具有真值可能性；而具有真值可能性，这一点显示于能够对其进行真值运算这一事实中。这就是为何关于命题记号的使用要以连接词符号的使用为前提。精确地说，关于命题记号的使用要以使用连接词符号的可能性为前提。

5.5151　否定命题的记号必须要用构造肯定命题的记号的方式构造吗？为什么不能用否定事实来表达否定命题呢？（比如“a”和“b”不处于某种关系，以此来说情况不是aRb。）

但即使这样，仍然间接地使用了肯定命题来构造否定命题。

肯定命题以存在否定命题为前提，反之亦然。


［笺释］
 如果能够用否定事实来表达否定命题，我们就不需要否定号，从而就有了不以使用否定号为前提的否定命题，而这与5.515中所说的“符号‘p’和‘q’本身是以‘∨’、‘～’等等为前提的”相冲突。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实际上利用的仍然是肯定命题，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表明我们确实在谈论某种情况。在关于aRb的例子中，即使我们打算利用的是记号“a”和“b”不处于某种关系中这一事实，仍然需要某种手段来给出这个事实。比如我们把“a”和“b”这两个记号的距离写得比通常所要求的要远一些，以此表明那个我们准备利用的否定事实。但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是，我们用这种写法把符号的意义引向“aRb”这个通常表示肯定的符号，并通过这个符号来达到否定。否定命题必须能用构造肯定命题的方式构造出来，也就是说，通过显示某个关于记号的事实，来表明所构成的命题具有某种真值可能性，而这种真值可能性与关于记号的那个事实相对应。


5.52　量词


5.52　若x遍取其值所得到的函项f（x）的所有值都是ξ的值，则[image: ]
 。

5.521　我把所有这个概念与真值函项区分开。

弗雷格和罗素通过与逻辑积或逻辑和相联系，来引入概括。这样难以理解命题“∃xf（x）”和“∀xf（x）”，其中包含了这两个概念。

5.522　对于概括记号来说，特殊的地方在于，首先，它标出了一个逻辑原型（Urbild），其次，它使常项突出。

5.523　概括记号作为主目出现。

5.524　给出了客体，同时也就给出了所有客体。

给出了基本命题，同时也就给出了所有基本命题。


［笺释］
 5.521后一段最后一句中的“这两个概念”应当是指“∃xf（x）”和“∀xf（x）”所包含的存在概括和全称概括，而这句话中所说的“其中”则是指弗雷格和罗素所给出的解释。这五个小节给出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于量词和概括命题的解释。


［疏解185］
 5.52给出的关于概括的解释很像弗雷格和罗素所采取的方式。按这个思路，我们把存在量词解释成一个析取式，例如：



∃xf（x）＝Def：f（a）∨f（b）∨f（c）∨……



对于全称量词则用合取式来解释。这种解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其中的省略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解释为“所有此类命题”。由于这些命题是通过列举得到的，这里的“所有”就必须解释为全称量词。这样一来，用来解释的概念中就包含了恰好要被解释的概念。因此维特根斯坦说，量词的概念已经包含在对概括命题的解释中了（5.521）。

维特根斯坦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要用真值函项来解释概括，那么就必须列举用真值函项连接的命题，这又重新引入了量词。从他所使用的合舍式来看，这一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维特根斯坦明确宣称：“我把所有这个概念与真值函项区分开”（5.521）。这是什么意思呢？5.522接着说：“对于概括记号来说，特殊的地方在于，首先，它标出了一个逻辑原型，其次，它使常项突出”。依据疏解58的说明，把命题中的常项替换成变项，就得到一个逻辑原型或者说原型。原型就是作为变项来理解的常项，即“诸如此类的东西”，这里的“此”就是指那个常项。原型就是常项的一般形式，或者说就是所有被替代的常项中共同的东西，即在逻辑上本质的东西。因此，5.522所说的就是，一个概括记号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原型，一个是常项。由于表示概括的东西是原型，而原型作为常项就是主目，“概括记号作为主目出现”（5.523）。

解释概括所需要的“所有”就包含在“原型”这个概念中。有了作为原型的符号作为主目，就不再需要“所有”。当5.52中提到的所有作为x之值的那些常项都被理解为原型时，给出了这些原型，也就给出了所有常项。5.524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给出原型不是枚举所有的常项，而是给出常项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我们说所有人如何如何时，我们并不需要枚举所有人，而只需要知道什么是人，我们就能够理解关于人的概括命题；而为了知道什么是人，只需给出一个人作为原型就行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常项是通过给出所有常项共同的东西给出的，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所有常项的本质，或者说是常项的可能性。

5.525　像罗素那样把命题“∃xf（x）”写成“f（x）是可能的”，是不正确的。

一种情况是确定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不是由命题表达的，而是由表达式是重言式、有意义的命题或矛盾式这些事实所表达。

人们总是要援引的先例必须包含在符号本身中。


［笺释］
 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反对罗素用“可能的”来解释存在概括，他所反对的是罗素和弗雷格对量词的解释。在他看来，量词不是二阶函项。二阶函项表示的是函项符号本身的性质，但是符号本身的性质，无论是函项符号还是主目符号，都是通过它们构成的命题显示出来的。


［疏解186］
 如何理解“人们总是要援引的先例必须包含在符号本身中”这句话？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按某种方式使用的记号。用变项“x”来表明我们已经作出了概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包含在量化变项的值域中，或者说，就表明我们已经知道它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东西，代表的是与什么东西（先例）同属一类的东西。“先例”这个词用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我们依据已经给出的客体和基本命题来确定所需要的所有客体和基本命题，这些已经给出的东西就是先例，就是客体和基本命题的无穷序列中开头的那几项，我们把它们当作原型。我们通过把一个变项当成原型来体现这种理解。但是，一旦原型出现在量化命题中，整个序列也就可以用维特根斯坦的方式给出。此时如果需要先例，我们随时可以构造出来，也就是说，先例已经包含在原型这个概念中。用维特根斯坦的方式说，先例已经包含在符号本身中。

5.526　可以用完全概括命题，也就是说，不需要在一开始就把名称和特定客体对应起来的命题，来描述整个世界。

为了此后得到惯常的表述方式，只需在表达式“有且仅有一个x，它……”之后说，这个x就是a。

5.5261　一个完全概括的命题就像其他命题一样是组合的。（这一点体现于这一事实中，在“∃（x，Ф）Ф（x）”中我们必须分别提到“Ф”和“x”。就像在非概括命题中一样，它们都独立地与世界建立表示关系。）

组合符号的标志性特征是，它与其他符号共有某些东西。


［笺释］
 一个完全概括命题就是对命题中所有的常项进行存在概括得到的命题。完全概括命题类似于拉姆赛语句，其中不包含名称。由于保留了所有主目位置，完全概括命题表现了与之对应的非概括命题的结构。有趣的是，即使没有包含与客体建立对应关系的名称，完全概括命题也表现了世界的结构。不过，此时仍需在选择变项时标出不同命题记号间相互重叠的部分。此时这些重叠部分的存在，表明了命题的结构特征。

量词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原型，而原型意味着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出常项（其中包括名称），完全概括命题表明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出含有名称的普通命题。

5.5262　每个命题的真或假都会改变世界的一般结构。基本命题的总体留给它的结构的余地，恰好就是完全概括命题所限定的范围。

（如果一个基本命题是真的，那么，无论如何有另外一个基本命题也是真的。）


［笺释］
 这里的“它的结构”，是指世界的结构。

由于所有命题都可以分析成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每个命题的真和假，都关系到某些客体间是否建立了某种关系，从而关系到世界的结构。这一点可以从命题与完全概括命题的对应关系看出。每个命题的真假，都对应于与其相应的那个完全概括命题的真假，而完全概括命题所表现的正是世界的结构，因此每个命题的真假，都关系到世界的结构。显然，基本命题所表现的世界的结构，也就是完全概括命题所表现的结构。


［疏解187］
 但是，如果用完全概括命题来取代所有命题，似乎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这不过是把所有的名称常项都换成变项，但是此后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把这些变项理解成名称。由于变项与它们所取代的名称具有对应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在变项与客体间建立对应关系，从而把变项理解为名称。

不过，这种理解却是错误的。括号中的这句话“如果一个基本命题是真的，那么，无论如何有另外一个基本命题也是真的。”该如何理解呢？它与基本命题间互相独立这一基本信条相冲突。这句有些故作姿态的话当然不是说，从一个基本命题为真，可以推出另一个基本命题为真。由于基本命题间相互独立，这种推演是不可能的。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对任何一个断定某些客体之间有关系的基本命题，都有若干另外的基本命题与之等价。这种等价关系只能这样建立：用其他客体来系统地替代这些客体，即在这些客体出现的所有场合都进行同样的替代。如果只是对名称进行替换，而名称所对应的仍然是原来的客体，那么替换后改变的只是命题记号，而不是命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翻关于“换汤不换药”的解释。这个解释假定了我们可以在给出名称之前确定客体，因此当基本命题构成的完全描述给出以后，对基本命题中的常项进行替换，就被理解成记号层次上的替换，而不是客体层次上的替换。如果客体是通过赋予名称而被确定的，那么这种替换就具有实质上的作用。此时记号上的替换所表明的就是客体的替换。

5.53　同一性

5.53　客体的同一我用记号的同一来表达，而不用等号。客体的不同我用记号的不同来表达。


［疏解188］
 从5.5262到关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的过渡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只不过这种自然性被掩盖了起来。这个过渡从关于基本命题所谈到的客体的可替换性开始，这种替换自然而然牵涉到究竟该如何处理客体的同一性。事实上，这里讨论的客体同一性问题，早在4.243就已经讨论了，我们在疏解129中已经梳理过。在这里，维特根斯坦认为专门处理讨论客体同一性的时机已经成熟。原因是这样的：在一开始就已经承诺了名称的指称就是客体，这样就把命题与实在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赋予命题以涵义；但这是临时性的，通过引入基本命题以及运算的概念，进而通过展示基本命题的结构性，命题的语义就可以与实体性的客体脱钩，引入完全概括命题，就正式确认了这一点。这样，真正展示客体同一性就是记号的同一性，就顺理成章了。

5.53立即就说：“客体的同一我用记号（sign）的同一来表达，而不是用等号。”这里尤其要注意所说的是记号而不是符号（symbol），原因是要说明一个符号，不仅要提到记号，还要提到记号所对应的客体，从而就要提到客体的同一性。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要说客体的同一要用记号的同一来表现，是因为如果客体对于命题意义的贡献是结构性的，客体的同一性就不能通过有意义的命题说出来；而如果要通过命题显示，就只能通过记号的同一性来显示。另一方面，如果客体对命题意义的贡献是结构性的，那么客体本身是什么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客体的同一性，必须表明是同一个客体出现在不同事态中；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规定客体是什么的，就是客体的同一性。在4.2节我们已经看到，客体是什么这一点取决于采用什么记号来表示客体，这里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前面所讲的仅仅是维特根斯坦要建立的观点，要支撑关于同一性的观点，需要独立的东西。随后的5.5301－3提供了支持。

5.5301　显然，同一性不是客体间的关系。考虑类似于这样的命题“∀x（f（x）→x＝a）”就会很清楚。这个命题所说的仅仅是，只有a满足函项f，而不是只有与a具有某种关系的东西满足f。

当然，它说的也许是只有a与a处于这种关系中。但要表达这一点，我们需要等号。

5.5302　罗素对“＝”的定义是不够的，因为按这个定义就不能说两个客体共有所有性质。（即使这个命题从来都是假的，它也是有涵义的。）

5.5303　总地说来，说两个东西同一是无意义的说法（Unsinn），而说一个东西与自身等同，则什么都没有说。


［疏解189］
 5.5301给出了关于同一性不是客体间的关系的论证。如果同一性是客体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用等号来说明这种关系，但是，用等号来说明，我们将无法表示“只有一个”这样一个概念，即唯一性这个概念。

论证过程可以这样表述：如果把同一性理解成客体间的关系，那么只有a满足函项f，这一点就要用记号串“∀x（f（x）→x＝a）”来表示；但这个记号串却要解释为所有满足f的东西都与a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而不是只有a满足f；因此我们要作出这样的限制，只有a与a同一，但这又利用了我们要加以表示的那种关系。继续想下去。我们可以说，即使把同一性理解成客体间的关系，也可以用任意的其他记号来表示只有a满足f，而不用等号。这也就是说有种不用等号来表示客体间等同的方法。这是一个退化的想法。把“＝”换成任何一个表示关系的记号，上述论证总是成立的。除非不用关系，而仅仅是用同一个记号来表示同一个客体，而这正是5.53的方法。

5.5302考虑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想法。罗素建议用莱布尼兹律表达等同，也就是说，用共有所有的性质来定义客体间的等同。把这个定义写出来就是：



a＝b＝def：∀f（fa≡fb）.



这个定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错的。如果同一性的定义就是这样的，那么说两个客体共有所有性质，就是无意义的，但即使这个说法是错的，它也仍然有意义。这一点可以结合5.5303来看。5.5303说，“说两个事物同一是无意义的说法（Unsinn），而说一个事物与本身同一，就什么也没有说”。说一个事物与本身同一，是就其是重言式而言无所说（sinnlos）；说两个事物同一，就其在实践上不融贯而言不存在这样的描述活动，因而是无意义的（Unsinn）。之所以说两个事物同一无意义（Unsinn），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谈的是两个事物，另一方面又在谈一个事物，而这不是同一个描述活动。回到5.5302。如果罗素的定义确实说明了什么是两个客体同一，即我们确实能够有意义地说“共有一切性质的是同一个客体”，那么同样也能够有意义地说“两个不同的客体共有一切性质”，只不过这种说法被罗素所否定。但是，按罗素的定义，当我们说共有一切性质时，就必须认为自己所谈论的是一个客体。此时如果认为自己说的是两个客体，就在实践上是不融贯的，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实践，因而是无意义的（Unsinn）。由罗素的定义引出的这个矛盾表明，这个定义是错的。问题的关键是，罗素试图通过一个命题来说什么是客体的同一，由此引出矛盾。如果这个定义是成功的，那么其否定就有意义，但进行这种否定的实践却不能融贯地得到。5.5303的要点很清楚——客体的同一性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与描述实在的实践相联系，它属于这种实践本身的性质，而不在通过这种实践所得到东西（即关于实在的描述）中；是命题所显示的东西，而不是命题所说的东西；因此是命题记号的一种规定，而不是命题记号所表示的东西。


［疏解190］
 我们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结合4.241关于定义的讨论就可以看到，定义所确定的是谈论的方式，定义通过确定记号之间的可替换关系来确定这种方式。这种理解避免了摩尔的分析悖论。这个悖论说的是，如果一种分析是成功的，即用“A，iff，B”这种方式正确地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分析是贫乏的，它相当于说“A，iff，A”；但是，如果要使分析不是贫乏的，那么分析所得到的又不是等价关系，因而是错误的。按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分析最终确定的就是记号间的替换关系，这当然是没有内容的，因为它所得到的不是要说的内容，而是进行言说的方式。分析的非贫乏性在于它对于实践本身有效，在于由此建立了一种融贯的实践活动；如果一种分析是错误的，那么由此得到的是不融贯的实践，即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实践，是一种无意义的描述（Unsinn），而不是错误的描述。


［疏解191］
 前面的讨论依赖于Unsinn和sinnlos的区别，前者针对相应的实践本身是否存在，后者则针对是否与特定实践目的相容；前者属于显示，后者则属于说。但是，这个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结合5.5303，为何说两个事物同一就是Unsinn，而说一个事物与自身同一就是无所说（sinnlos）呢？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不是通过断定来确定我们谈论的客体是什么，客体是什么，这是不能断定的；我们通过断定这一活动本身来触及客体，这一点体现在，我们关于客体如何的断定，这一活动已经预先决定了客体是什么。单纯提到一个客体，不足以确定客体是什么，而通过一个命题所确定的，不是客体是什么，而是客体如何。当然，断定客体如何的活动预先决定的，仅仅是客体的同一性；既然不能断定客体是什么，那么这种预先决定的同一性，就是客体是什么。这里，Unsinn与sinnlos的区别就是，对前者而言，是断定活动的前提不存在；而后者则是由于断定的前提已经具备，但在这个前提下并没有什么被断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两个客体不同一，是sinnlos；而说一个客体不与自身同一，则是Unsinn。


［疏解192］
 这里关于“sinnlos”、“bedeutungslos”和“unsinnig”这三个术语做一个小结。通常，我把这三个词依次译为“无所说”、“无所意谓”和“无意义”。前两个是就所构成的命题记号不合乎某个实践目的的要求而言的，对重言式和矛盾式来说用“sinnlos”，意思是没有涵义，而对名称来说用“bedeutungslos”，意思是没有指称。“unsinnig”则是就其在实践中没有被赋予意义而言的，也就是说，或者是因为不融贯，或者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不存在赋予其意义的那一类实践，例如5.473说，“同一的”作为单主目谓词而言就是unsinnig。由于命题记号是内在于使用的事实，即意向性事实，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这样说，“sinnlos”是指存在相应的实践活动，因而构成了命题记号，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命题记号无所说，而“Unsinn”则是指由于没有相应的实践活动，根本没有构成命题。在6.54中维特根斯坦说，《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是unsinnig，而非sinnlos。

关于“sinnlos”与“Unsinn”或“unsinnig”的区分关系到如何理解整个《逻辑哲学论》，因此非常重要。在《逻辑哲学论》的整个文本中，维特根斯坦小心地保持着这个区分。在正文中我在括号里标出他使用的那个词，读者可自行查对。行文至此，出现“sinnlos”的地方有：4.461、5.132；出现“Unsinn”或“unsinnig”的地方有：3.24、4.003、4.124、4.1272、4.1274、4.4611、5.473、5.5303。


［疏解193］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何种意义上否定了弗雷格关于等同式的解释。弗雷格对等式“a＝b”的解释可以是，它表明用不同的方式指称的对象是同一的，也可以是，它表明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指称了同一个对象。前一种解释断定了两个对象同一，因而断定了等同是两个对象的关系，是一个关于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后一种解释则是关于指称方式的断定，是一个关于指称的理论。维特根斯坦直接否定的是前一种解释。如果弗雷格建立的是后一种观点，那么他所理解的指称，就不是名称与对象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于谓词与对象间的关系，这个谓词是对名称的分析，而对象满足这个谓词。这样一来，弗雷格所解释的就不是等式，而是形如“∀x（f（x）≡g（x））”的命题。而如果是前一种解释，那么弗雷格所解释的就是形如“∀x∀y（f（x）∧g（y）∧x＝y）”的命题，其中包含等同式。容易看到，如果弗雷格的理论是关于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理论，那么维特根斯坦关于同一性的观点确实否定了弗雷格；但是，如果弗雷格的同一性理论是一个关于指称行为的理论，那么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否定他。

5.531　因此我不写“f（a，b）∧a＝b”，而写“f（a，a）”或“f（b，b）”；不写“f（a，b）∧～a＝b”，而写“f（a，b）”。

5.532　类似地，不写“∃（x，y）f（x，y）∧x＝y”，而写“∃xf（x，x）”；不写“∃（x，y）f（x，y）∧～x＝y”，而写“∃（x，f）f（x，y）”。

（因此，罗素的“∃（x，y）f（x，y）”就变成了“∃（x，y）f（x，y）∨∃xf（x，x）”。）

5.5321　因此，不写“∀x（f（x）→x＝a）”，而写“∃x（f（x）→f（a））∧～∃（x，y）（f（x）∧f（y））”。

命题“只有一个x满足f（）”就写成“∃xf（x）∧～∃（x，y）（f（x）∧f（y））”。


［笺释］
 5.531消除了连接常项的等号，5.532则消除了连接变项的等号。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变项通常被量化，构成等同句的变项记号包含了原型，但等同关系却既不属于原型，也不属于变项，而是属于变项的值。由于可对变项作代入解释，可以按处理常项的方式来处理变项。

5.533　因此，等号不是逻辑记法中实质性的成分。


［笺释］
 由于等号可以消除，这是显然的。

5.534　现在可以看到，正确的逻辑记法中类似于“a＝a”、“（a＝b∧b＝c）→a＝c”、“∀x（x＝x）”、“∃x（x＝a）”等等的伪命题甚至是不能写出的。


［笺释］
 等号所说的东西实际上是显示出来的。可以构造一个形式序列，这个序列由包含同一个记号的所有命题记号构成，所有命题记号间彼此处于共有一个记号的内在关系中，我们可以说这个形式序列就是关于与某个客体等同这一概念。由此可以表明，等同关系是一个形式概念，由这个形式概念构成的命题是伪命题。所有言说显示之物的命题都可按这个方式表明是伪命题。

5.535　因此与此类伪命题联系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处理。

在这一点上可以解决由罗素的“无穷公理”引发的所有问题。

无穷公理所要说的在这样一种语言中表达了出来，这种语言有无穷多指称不同的名称。


［笺释］
 罗素曾经给出了一个无穷公理，以保证宇宙中有无穷多个互不等同的东西存在。维特根斯坦对无穷公理的真实意义的解释是，有无穷多个指称不同的名称。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它至少表明了两点：罗素关于客体的谈论，可以无损地转换为关于名称的谈论；其次，确实能有无穷多名称。关于前一点，我们可以说客体是名称意义的阐明，它表明我们是如何使用名称的，因此关于客体存在的陈述实际上表明的是关于名称用法的规定。至于后一点，能有无穷多名称，则是在说，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标准来限制我们能够使用多少名称。为了使用名称，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客体的原型，这就是一切名称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名称变项。

5.5351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被诱惑使用像“a＝a”或“p→p”这样的命题。事实上，这常常发生于人们谈论例如命题和物等等的原型的时候。在罗素的《数学原理》中，“p是命题”这个无意义的（unsinnig）表达式写成了符号形式的“p→p”，并被作为前提置于某些命题之前，以排除占据其主目位置的东西不是命题的情况。

（把“p→p”置于命题之前以确保其主目具有正确的形式，这样做属于无意义［Unsin］，因为把不是命题的东西作为主目将不是错的，而是无意义的［unsinni］。把错误的东西作为主目得到的命题本身是无意义的［unsinnig］，因此，为了这个目的保留错误的主目，比起使用无所说的［sinnlose］前提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5.5352　同样，有人建议用“～∃x（x＝x）”来表达“没有物存在”。但即使这是个命题，如果事实上“有物存在”，但它们不与自身同一，它不同样是真的吗？


［疏解194］
 在《数学原理》中，罗素用“p→p”来保证“p是命题”。罗素的想法是，这些真值函项的主目只能是命题，因此把“p”这个记号放在真值函项主目的位置上就保证了这个记号表示的是命题。维特根斯坦的意见是，如果“p”不是命题，那么“p→p”就是无意义的（unsinnig），而我们无法用一个无意义的前提来保证一种正确的记号法。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我们规定只能使用有意义的记号，那么这种规定不能通过命题来表述。例如规定“‘p→p’必须是有意义的”，但“p→p”却没有意义，那么这就等于这个规定什么也没有说，但此时作出规定的命题仅仅是假的，因此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用命题来表述这类规定，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理，我们也不能用命题“～∃x（x＝x）”来表达“没有事物”这样一个断定。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么情况就是有些不与自身等同的东西，而不是没有东西。


［疏解195］
 关于什么记号表示什么逻辑范畴的规定，是不能用命题来表述的。这种规定只能通过使用来显示。在记号的使用中，记号表示的逻辑范畴通过我们把记号理解为特定的原型表明了，而了解这些规定的方法只能是，学会从这些记号中看到相应的逻辑原型。什么记号对应什么原型，这一点不能用命题来表述，它体现在构造命题的方式中。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一种逻辑句法上的规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效的：仅当使用者意识到不可能以违反这种规定的方式获得有意义的命题，而不是能够构成命题，但命题无所说，逻辑句法才真正建立起来。换句话说，逻辑句法所规定的是构造命题的实践活动，而不是赋予构造出的命题以内容。违反逻辑句法的表达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决定了违反逻辑句法的命题没有意义（unsinnig）；而不是：违反逻辑句法的命题无所说（sinnlos），决定了在实践上不能违反逻辑句法。

5.54　命题态度

5.54　在命题的一般形式中，只有作为真值运算的基础，一个命题才在另一命题中出现。


［疏解196］
 命题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这是由于命题是实在的逻辑图像，实在即世界可以用基本命题充分描述，因此命题与基本命题的关系必须能够用一致或不一致的来表现，而这种一致或不一致的关系能够用真值运算来得到。由这一点自然可以得出，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都可以表现为真值函项。因为，对于任何命题p和q来说，它们必定可以通过其真值基础建立关系，而所有通过真值基础建立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就要么是推演，要么是排斥，要么是否定，而这都可以表达为真值函项，即通过真值运算相联系。这一点也适合于一个命题作为另一个命题的成分的情况。这是两个命题建立关系的一种情况，而这种关系必须可以表现为，一个命题是另一个命题的真值函项，即后者是前者的真值函项主目。

5.541　粗看起来，一个命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在别的命题中出现。

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心理学命题中，例如“A相信情况是p”以及“A有想法p”等等。

表面看起来，这似乎就是命题p与客体A处于某种关系中。

（在现代知识论中［罗素，摩尔等］，这些命题就是这样解释的。）

5.542　然而很清楚，“A相信情况是p”，“A有想法p”以及“A说p”具有“‘p’说p”的形式。这不是一个事实和一个客体的搭配（Zuordnung），而是通过其客体的搭配而建立的事实间的搭配。


［疏解197］
 5.541提出了一个对于5.54的反对意见，5.542则给出了回答。5.5421—3是对这个回答的解释。这一节总的来说非常晦涩，但也不是不可理解。关键在于要引入足够的背景，以把这一节的内容连缀成一个整体。这个背景我们已经具备了。

5.541给出的是表述命题态度的命题。这类命题之所以成为5.54的反例，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命题并不是整个命题的函项主目，也就是说，作为命题成分的命题与整个命题间不具备确定的真值关系。在“A相信p”这个命题中，给定p的真值，整个命题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这说明它与p的真值关系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可能构成真值函项所表明的关系。

不过，仔细分析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引入命题态度问题时，心里所想的并不是这个理由。他实际上考虑的理由是：表达命题态度的命题被理解为一个客体和一个命题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化归为真值函项所表明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客体在命题中并不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而是作为具有构成事态的可能性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把客体与命题的关系理解为就真值可能性而言结合的关系，但是，在命题作为真值函项主目的情况下，却又是就其具有真值可能性而言理解的，因此命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真值函项的主目。

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应当是，表明在这类命题中出现的那个客体实际上并非客体，而是具有真值可能性的东西。果然，5.542提供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如果这里出现的不是客体A，而是某个像命题那样的事实，那么局面就会得到改观。在“‘p’说p”这种形式中，出现在单引号中的那个“p”即使不是命题记号，也是类似于命题记号那样的复合物，即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命题态度的命题就会被解释为两个事实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某种解释，这两个事实都是具有真值可能性的东西，这种对应关系就可以表达成真值函项。这种解释随后就给出了。

5.5421　这也表明并没有当今肤浅的心理学所设想的那样的心灵、主体等等。

的确，复合的心灵不是心灵。

5.5422　对于形如“A判断p”这样的命题的正确解释，必须表明判断不可能是无意义的（Unsinn）。（罗素的理论不合乎这个要求。）

5.5423　知觉一个复合物，也就是知觉到它的要素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彼此联系。

这无疑也解释了为何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把下面的图形看作是一个立方体，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事实。

[image: ]


（如果先看着标有“a”的那些角，用余光看标“b”的角，标“a”的那些角就出现在前面；按相反方向看，就出现在后面。）


［疏解198］
 在5.542中维特根斯坦究竟想说什么，并不一目了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在说“p”这个命题记号或类似于命题记号的事实与另一个事实（即命题p）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表明了“A说p”这样的命题实际上所具有的逻辑形式。似乎可以把“‘p’说p”中的命题记号“p”理解为物理事实。考虑到什么样的物理事实被认为是命题记号，这对于命题记号来说不是本质性的，我们似乎可以说这里的“p”甚至可以是一种大脑状态，因此，主体与命题间通过命题态度建立的关系，就可以说成是一种作为物理事实的大脑状态与命题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同构关系。这种解释既合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又与我们关于主体的常识解释接近，因而是一种自然的理解。这个解释也与5.5421相一致。5.5421从命题记号是复合物出发，否定“A说p”中的“A”代表主体或心灵，或者说代表笛卡尔意义上的不可分的东西，即心灵。

但是，接下来的5.5422却很难与上述理解协调起来。如果5.542中的前面那个“p”能够解释成作为物理事实的命题记号，进而能够解释成大脑状态，大脑状态中的客体与构成命题的客体相对应，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做出没有意义的判断。原因在于，如果命题记号就是物理事实，那么它就与所表示的命题分别作出，此时命题记号与命题间的对应就是一种任意的对应，它既有可能建立，也有可能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一个物理事实究竟表示什么命题。如果“‘p’说p”的形式本身就保证了前一个“p”有意义，那么它就必定由构成命题的可能性构成，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其所表现的命题来理解“p”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5.5423。这段关于知觉的话放在这里有些奇怪，但联系到关于命题是意向性的事实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解释了我们应当如何理解“‘p’说p”中前一个“p”是什么。命题记号是就其具有某种面像（aspect）而言的事实，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去看，才得到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p’说p”这种形式中，我们是通过后一个要说的命题p来看待命题记号“p”。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作出判断的主体，就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主体，而不是给定的实体。我们从它作出的判断来理解做出判断的东西，这时候，主体的本质就是其意向性，我们通过其作出的判断来把这种意向性加于做出判断的东西，因此，意向性的本质就由其所判断的命题的逻辑形式得到保证——具有这种本质的结果是，主体必然地指向命题所表现的实在。

就给出关于命题态度的命题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主体而言，事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具有这种面相上区分。5.5423正面说明的正是这一点。这里的关键是，并不是说同一个事实具有不同的面相，而是说不同的面相意味着不同的事实。只有在这种意义上，“A判断p”才不可能判断无意义的东西——一方面，什么是p，这是从某个角度某个面相来看的；另一方面，究竟什么是A，这一点也是就它从这个面相来看才得到确定的，这样，p和A的给出方式就紧密扣合在一起，使得A作出无意义的判断是不可能的。


［疏解199］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要有5.5422所说的那个限制，即对“A判断p”的正确解释必须使断定无意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无意义”不是一种通过分析命题就可以知道的那种无所说的（sinnlos）情况，而是根本就没有命题可言的那种无意义（Unsinn）。这种无意义无法通过分析命题得到，而是体现为构造或者看待命题的方式。因此，sinnlos可以体现为对于命题的描述，但Unsinn却只能体现为对于构造命题活动的规范。由于“A判断p”这种形式的命题所表述的就是构造命题的活动，对这类命题的正确分析就必须表明，在何种意义上不会得到无意义的（unsinnig）命题，换句话说，就要表明，如果这种命题所描述的是一种判断，从而已经得到了有意义的命题，那么这种判断所断定的不可能是无意义的东西（Unsinn）。

罗素先是把“A判断p”解释为主体A与命题p间的关系，后来又解释为A与p所涉及的对象间的多重关系，按照罗素的外在关系理论，这些关系都是外在关系。显然，这样的外在关系不能保证所做出的判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p是不是命题，这一点与判断关系是相对独立的。能够保证p有意义的只能是，p是什么，甚至A是什么，这都取决于判断关系的成立，而这意味着判断是一种内在关系。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保证判断有意义的方式就是把“A说p”分析成“‘p’说p”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中的后一个“p”总是表示已经有意义的命题，而前一个“p”则是通过其表现这个命题而言得到理解的，这种分析形式就已经保证有意义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使得一个主体不可能断定无意义的东西，就必须从主体所断定的命题来理解主体，即赋予主体以意向性，在这种意义上做出断定的是意向性的主体。这个分析的实质在于，我们是通过确定主体资格来限定作出的判断一定是有意义的——如果判断是无意义的，那么就没有一个做出判断的主体，从而就没有判断。


［疏解200］
 不过，仍然有一个疑问，“‘p’说p”这种形式的命题在何种意义上是命题“p”的真值函项。在疏解197中我们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在何种意义上把表述命题态度的命题作为5.54的反例加以反驳，上述梳理也使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反驳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进行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另外一个理由来把此类命题当作5.54的反例，这就是“p”与整个命题间不具有确定的真值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分析是成功的吗？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无论“p”是真的还是假的，似乎与“‘p’说p”的真值没有关系。例如，无论“天在下雨”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无论天是不是在下雨，“‘天在下雨’说的是天在下雨”这个命题都是真的，因此“天在下雨”与“‘天在下雨’说的是天在下雨”这两个命题间没有确定的真值关系。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所给出的解释就是不成功的。

但是，这样理解“‘p’说p”这个形式并不能达到5.5422所说的目的，即对于表述命题态度的命题具有何种逻辑形式的解释，应当表明做出无意义的判断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解的要点在于，在“‘p’说p”中表述判断p的是命题记号“p”，而为“‘p’”所指称的是用来表述判断p的命题记号“p”，这两者通过分别使用“‘p’”与“p”这两个表达式而被分离。这样一来“‘p’说p”是假的，这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p’说p”是假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按理解命题p的方式来理解命题记号“p”，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做出无意义的判断。

为了达到维特根斯坦的目的，需要做的显然是，否定在“‘p’说p”中出现了关于命题p的两个表达式，而这意味着，真正的逻辑形式应当是“p”。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前面提到的问题就消失了。“p”显然是自身的真值函项。

这个显得有些惊人的结果从某个角度看是入情入理的。“A说p”所表达的不会超出“p”所表达的，这样就没有一个做出判断的主体，从而也就没有一种关于判断行为的言说。但是，判断行为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出现，这就是显示的层次。当我说“p”时，我就显示我做出了一个判断p。由于没有按字面理解的“A说p”这样的命题，这类命题是不是命题p的真值函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当然，这就面临一个关于文本解释的问题：何以在5.542中维特根斯坦要使用“‘p’说p”这样一种会产生误导的形式。5.5421－3表明，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没有停留在这个形式上，或者说他并不想给出一个在各方面满意的形式，而是直接转向从这个形式启发出来的东西。若要确保判断是有意义的，表达判断的形式就必须按照所要表达的命题来理解，这就是说要按理解“p”的方式来理解“‘p’”。这样一来就避免把这两者看作相互独立的东西。可以说后续的解释排除了可能的误解，这就使保留这种会带来误解的形式至少是无害的。


［疏解201］
 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在疏解198所提到的关于复合心灵的问题。5.5421似乎给出了一种关于意向性的理论，这就是意向性的主体必须是复合的，在这种意义上并没有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主体。但是，如果这意味着有一种独立于其所做出的命题的主体，那么这不能保证判断的有意义性，事实上，如果主体确实是解释学意义上的，那么这种独立主体就是不可能的；而若承认这一点，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没有一种关于意向性的理论。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自始自终都把意向性作为建立自己观点的基础，他并不准备建立一种关于意向性的理论。

关于复合心灵的问题可以从前面给出的分析中得到解释。如果判断“A说p”的形式实际上是“p”，那么在一种意义上主体消失了，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主体就是“‘p’”，即通过说“p”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由于“p”是复合的，没有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p’”当然也是复合的，但它之为复合，不是否定笛卡尔式主体的真正原因。

在后面5.6节可以看到关于判断的分析如何发展成一种唯我论。这种唯我论与我们前面给出的分析相一致。由于一切命题都显示了主体，主体实际上与整个世界相重合。这时就只有唯一的主体，这就是我
(1)

 。当然，这就是纯粹第一人称的主体。事实上，由于命题作为意向性的事实要从使用者的第一人称角度才能获得，必须以看待命题的方式来看待所做出的判断，就意味着做出判断的主体必须是第一人称的使用者，即我。

5.55　基本命题与逻辑形式

5.55　现在，我们必须先验地（a priori）回答关于基本命题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

基本命题由名称构成。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指称不同的名称的数量，也就不能指出基本命题的成分（Zusammensetzung）。


［疏解202］
 由于命题具有意义的必要条件是具有逻辑形式，一个做出有意义的判断的主体，必定已经把握了他能做出的所有命题的逻辑形式。这使维特根斯坦可以明确地进到认识论的层次来讨论命题的逻辑本质。由于一切命题都是以所有基本命题为基础进行运算得到的，这个任务落实到关于基本命题的形式问题上——“我们现在必须先验地回答关于基本命题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先验”，是相对于合格主体而言的。按照前一节关于命题态度的说明，成为合格主体，这本身就表明他已经能够回答关于基本命题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

在目前的格局中，这类问题处于一个非常基础的位置。既然命题是通过基本命题得到理解的，那么基本命题的逻辑本质，也就决定了所有命题的逻辑本质。基本命题的逻辑本质显然是关于其形式的本质，而不是基本命题本身说了些什么。关于基本命题的形式的问题，属于逻辑问题，而关于基本命题说了什么的问题，则关系到实在是怎样的，因此是一个经验问题。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应当关注的是逻辑问题。问题是，这类问题是如何回答的呢？

一个似乎自然而然的回答是，我们先确定基本命题的形式是什么，然后以此为依据解决所有关于该形式的问题。接下来的那段话否定了这种回答——由于不能确定基本命题的构成成分，我们实际上不能从基本命题中分离出形式。

为说明这一点，假定我们有一个命题，其中包含了三个名称，并且这就是命题记号中包含的所有记号。现在我们假定这就是一个基本命题，由此是否就能够说：我们有一个三元关系的命题形式，把这个形式运用于三个名称，就得到我们需要的基本命题？即使我们给出的东西确实是基本命题的形式，我们也没有依据来断定这一点，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挑出三个具有不同指称的名称，把这些名称填到命题形式中以得到基本命题。原因是，我们不能列举那些具有不同指称的名称。依据5.53节的讨论，除非已经用不同记号来标出名称，我们不能识别名称是否指称不同的东西；而依据语境原则，除非在命题记号的结合中，我们不能把不同的记号分离出来；但是，如果要在命题记号的结合中才能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预先假定了要得出的基本命题，从而得到这个基本命题，这一点并不是它具有我们事先给出的形式的依据。

显然，这就表明对于基本命题的逻辑本质，我们无法按照“形式＋成分”这样的模式来通过分解得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独关注形式。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5.551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如果一个问题可以通过逻辑的方式解决，那么就能够一下子解决。

（如果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要通过考察世界来求得问题的答案，那么这就表明我们处在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上。）


［笺释］
 一个可以通过逻辑解决的问题就是逻辑问题。逻辑问题的解决是明显的、直接的。这一点来自于逻辑的先验性。如果逻辑问题的解决是间接的、需要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中介，那么逻辑就不是先验的，而是需要知识的了。

5.552　为了理解逻辑所需要的“经验”不是某物情况如何，而是某物存在（ist
 ），但这不是经验。

逻辑先于一切经验，即某个东西是这样的。

它先于如何（dem Wie），而不先于什么（dem Was）。


［疏解203］
 在何种意义上逻辑是先验的呢？在这种意义上：逻辑的事实是关于可能性的事实（2.0121），也就是关于某种东西是什么的事实，但经验仅仅关系到某种东西是怎样的，而某种东西是什么，先于它是怎样的。

经验是关于某物的经验，只有确定了这个某物是什么，经验才具有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存在关于某物是什么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具有什么内容，就依赖于这个内容本身，而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着手确定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面临着一个循环。因此不存在关于某物是什么的经验。

逻辑的先验性意味着，对于命题的理解不存在知识论的基础，或者说，不存在理解命题的经验基础。

5.5521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如何能够运用逻辑呢？

可以这样表述这一点：如果即使没有世界，也会有逻辑，那么既然有了世界，又何来逻辑呢？


［笺释］
 阐明对命题的理解，通过关注命题形式的方面来理解命题，这些都是对逻辑的运用。即使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通过命题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一点。因此对命题的理解是先验的，这样一来，阐明这种理解的条件，即逻辑，也应当先验就具备。既然逻辑在本质上先于经验，那么参照经验所理解的，就不是逻辑。这就是“既然有了世界，又何来逻辑？”这个反问句的弦外之音。

5.553　罗素说，在物（个体）的不同数量之间存在简单的关系。但是，在什么数量之间呢？这一点是如何确定的呢？是通过经验吗？

（没有特出的数。）


［笺释］
 罗素给出的关于基数的定义与这里的提示相当接近。罗素的定义是，如果客体的两个集合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那么它们间具有基数相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基数就可以定义为所有基数相同的集合的集合。维特根斯坦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客体的个体化条件就是客体是什么，那么在没有确定客体是什么之前，就不能给出由客体构成的集合。但这就为谈论客体的集合制造了麻烦。显然不能通过经验来确定这些集合，但也不能以逻辑的手段来确定。逻辑并不先于客体的“是什么”，从而不能为客体是什么提供独立的基础。在4.1272中维特根斯坦说数是形式概念，而4.128又说逻辑是非数的，这里给出了为何逻辑中没有特殊的数的直接理由。这里的论证否定了数是逻辑对象。

没有特殊的数，这个断定所说的仅仅是，没有“2”这个词所指的东西，或者说没有2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两匹马”，“一个公主”，等等。

5.554　关于任何形式的列举都是完全任意的（willkürlich）。

5.5541　我是否能够面临需要例如27位的关系记号来表示的局面，对这个问题应当可以先验地回答。

5.5542　但是，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吗？建立一种记号形式而不知道是否能有与之对应的东西，这是可能的吗？

为了使情况是这样，某物必须是什么？这样问有意义吗？


［疏解204］
 在没有确定客体是什么之前就不能确定客体的数目，由此立即得到，如果没有确定要谈论的是什么，就不能事先确定命题的形式命题的形式要在涉及的客体数目已经确定时才能够确定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涉及的客体数目已经确定，那么客体是什么也就事先确定了，与此同时，命题的逻辑形式也就已经确定了。这就意味着，命题谈论的是什么，与命题要采取什么逻辑形式，是同时确定的。如果命题要谈论的是什么，这一点并不存在知识论基础，那么关于命题的逻辑形式是什么，也就不存在知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给出一种特定的形式，这是完全任意的。

这种任意性体现在，如果事先不知道要表述的是什么命题，就根本无从确定需要什么形式的记号（5.5541）。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需要事先确定要用什么样的记号形式来构造命题的情况（5.5542）。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会有确定的记号形式：记号已经通过所表示的客体而得到了个体化。但这时客体已经给出了，这就意味着，需要表述的命题是什么，已经事先确定了。如果不知道所要表述的是一种包含了27个客体的关系，那么关于是否需要27位谓词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而如果知道这是一种表示这种关系的记号形式，那么这27个客体就已经给出了。既然“是怎样的”要以“是什么”为前提，一种记号形式表示某种情况，这一点就已经预设了这是一种关于什么客体的情况，因而相应的客体也就一同给出了。因此，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使某种情况得到确定，需要什么客体？（5.5542）

5.555　很清楚，除了其特定的逻辑形式之外，我们具有关于基本命题的某种概念。

若有我们据以构造符号的系统，那么对逻辑来说重要的是系统，而不是单个符号。

在逻辑中我必须处理我能够建立的形式，这如何可能呢？但我不得不处理那使我得以建立它们的东西。


［疏解205］
 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出现了一个转折。既然不能分离出基本命题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未被分析的基本命题。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对于命题形式的考虑所表明的恰恰是，对于形式的把握预设了对基本命题的理解。因此我们应当已经具有了关于基本命题的概念。在这个新的思考方向上，关于基本命题我们仍然会有一些逻辑问题可供考虑。首先，虽然确定分立名称的数目是不可能的，名称间的系统联系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次，虽然不能分离出可供逻辑研究的形式，但我们仍然可以关注使这些形式得以建立的东西。

虽然具有特定逻辑形式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必要条件，但情况并不是，我们先把握一种逻辑形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到命题，而是先在某种意义上理解命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构造出特定逻辑形式。因此，逻辑形式，以及逻辑形式所适用的命题记号，都仅仅是对于这种理解的阐明。在这种阐明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既然逻辑形式是任意的，那么它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用来达到阐明的目的的东西。我们按照对于命题系统的理解来构造出逻辑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记号。对逻辑来说，逻辑形式与相应的记号具有不同的价值。逻辑形式是表明命题系统特征的东西，而记号则从属于这种系统特征，重要的是表明这种系统的特征。

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建立形式的东西仍然是命题本身，或者说是基本命题本身。对基本命题的理解正是把某形式归于它所要预设的，而这意味着关于基本命题的理解是我们据以建立逻辑形式的东西。

5.556　对基本命题的形式来说不存在等级之分。我们只能预见我们自己建立的东西。


［疏解206］
 思路转折的结果是引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基本命题本身是什么？基本命题被认为是具有最基本的逻辑形式的那类命题，但是关于逻辑形式的考察却使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独立地位产生了怀疑，同时受到影响的就是基本命题这个概念本身。这就是说，如果形式的等级这个概念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那么由于基本命题就是按这个等级得到个体化的，我们就很难说存在着可以分离出来的基本命题。

既然逻辑形式具有任意性，那么就不存在形式上的等级，也就是说，不存在哪种形式更为基本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预设了，就其未被把握的情况而言，已经可以知道事实上有一种形式要比另外的形式更为基本，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事实。由于对逻辑形式不存在独立的知识论基础，说这样的事实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事实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而是说逻辑形式的概念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先于命题给出逻辑形式。既然命题的逻辑形式不独立于命题本身，那么即使对于一个命题有多个形式，这些形式之间也谈不上相对独立性，于是关于命题什么形式是基本的，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意义，一切都取决于所给出的命题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预先知道什么样的形式是最基本的，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构造出了相应的命题，我们构造命题的方式决定了要在这种形式中理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只能预见我们自己建立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就在一种转换了的层次理解基本命题这个概念。我们只能在与我们说出的命题或者说一般命题的关联中理解基本命题。事实上，这正是考察我们据以建立形式的东西所需要的层次。

5.5561　经验实在受限于客体的总体。这种限制也表现在基本命题的总体中。

等级独立于并且必须独立于实在。


［笺释］
 命题的等级独立于实在，即使等级的区分是任意的，这种独立性仍然受到逻辑的先验性的保证。而如果等级的区分独立于实在，那么基本命题的总体也就独立于实在。就像客体的总体限定了实在一样，基本命题的总体也限定了实在。因此，只要给出的命题是按照描述了确定的实在来理解的，这种描述受到基本命题的限定，这一点是可以感触到的。

5.5562　如果在纯逻辑的基础上知道必须存在基本命题，则任何通过其未分析的形式理解命题的人都必定知道这一点。


［笺释］
 命题与基本命题相联系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关于两者的理解上。从纯逻辑的角度上讲，命题必定预设了基本命题的存在。这是由于命题就其语义本质而言要有确定的真值，而这只能由命题在真值上依赖于已经具有确定真值的那些命题来保证，后者的真值取决于相互独立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讲，基本命题就是对命题完全的逻辑分析。如果说命题与基本命题间的联系是纯逻辑的联系，那么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就必定体现为，对于理解了未分析的命题的人来说，不必借助于命题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就能够知道相应的基本命题是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这样理解命题的人都事实上承认这一点，而是说他们对命题的理解都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知道基本命题是存在的。

5.5563　事实上，日常语言（Umgangssprache）的所有命题，就其本身而言，在逻辑上都是井然有序的。我们在这里应当加以表述的最为简单的东西，不是真理的某种类似物，而完全是真理本身。

（我们的问题并不抽象，而也许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具体的。）


［笺释］
 “Umgangssprache”是指实际上用来交流的语言，可以直接译为“日常语言”。这里所说的“井然有序”，并不是“像日常语言的命题所表明的那样”，而是“日常语言的命题本身”；这是在说，有序的语言就是日常语言，而不是说，有序的语言就是像日常语言的那种语言。这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真理本身”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逻辑，而就是日常语言的逻辑。“真理本身”在这种意义上是最具体，这种有序的语言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而不是理论研究者从旁观角度以之为模型描述的那种语言。这一点在随后的5.557得到呼应。


［疏解207］
 谁说写《逻辑哲学论》的那个维特根斯坦是理想语言哲学家呢？肯定有一种理想的逻辑记号系统，这种记号有效地刻画了逻辑，在这种意义上似乎有一种理想语言哲学。但这仅仅是关于逻辑体系的观点。逻辑体系绝没有独立于日常语言的本质。因此，即使有一种理想语言，它也是我们实际上说的语言的影子，它之有效性在于我们已经在说我们所说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不是理想语言哲学家。事实上，整个5.5节所做的，就是揭示语言的逻辑本质最终何在。可以说这种揭示到这里才达到顶点。

5.557　逻辑的运用决定了有什么基本命题。

在运用中会有什么，逻辑不能预先知道。

显然，逻辑不会与其运用相冲突。

但逻辑必须与其运用相接触。

因此逻辑不会与其运用交叉。


［笺释］
 逻辑所关心的当然是形式，逻辑形式就属于逻辑。逻辑的运用显然不是仅仅在说运用逻辑记号来改写命题，而是指就其形式的方面来关注命题。用逻辑记号可以显示这种形式。5.51－4节说明了这种显示是怎样的。因此“逻辑的运用决定了有什么基本命题”，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命题时，有什么基本命题，这一点就自行确定了。

第二句话，“在运用中会有什么，逻辑不能预先知道”，应当是在说，在运用逻辑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所决定的基本命题是什么。换言之，在没有给出命题之前，我们不能出于逻辑的理由给出基本命题。因此，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逻辑的运用所决定的基本命题，不是由逻辑单独决定的。

这样一来，逻辑和逻辑的运用实际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逻辑的运用决定了基本命题，而逻辑单独不能决定这一点。逻辑只有在单独就能够确定基本命题时，才能与其运用相冲突，此时它们所决定的东西可能与某种运用相互排斥。但是，既然逻辑不能单独决定基本命题，它与其运用之间就不会有冲突。

另一方面，既然运用的是逻辑，那么它就必定与逻辑保持接触。“接触”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暗示着，逻辑形式与运用逻辑的活动之间具有某种既相异又交互的关系。这种接触应当是如影随形的，而不是像两条交叉的直线，在某处重叠以后就自行其是。

可以更进一步说，逻辑与其运用并不相互独立，它们也不是由于各自独立的性质（位置、方向等等）而相互接触。应当说，两者相互依赖，这种关系就像共有的一条边界，同时限定了彼此的形状。这种接触是一种贴身的无距离的接触。这就是5.5563中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呼应和延伸。在那里所说的是，日常语言的命题（普通命题）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井然有序的，也就是说，具有完全确定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显然就是运用逻辑所显示的秩序，通过这种显示，逻辑与普通命题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贴身的彼此限定的关系；逻辑与其运用间的关系，显然就是这种关系得以表明的基础。


［疏解208］
 “逻辑的使用决定了有怎样的基本命题”，这里的使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使用”，我们既可以从使用者角度，即第一人称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旁观者角度，即第三人称角度来理解。这两种理解的差别是意向性模式所造成的差别。可以用一种简单的知觉模式来表明这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使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东西。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确定我的视网膜上有什么，那么我只能联系到我看到的是什么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的视网膜上有什么，依赖于我看到了什么；而一个旁观者对此的理解却是，落在我视网膜上的东西既可以由我看到的东西引起的，也可以是由其他东西引起的，也就是说，我的视网膜上有什么，这一点独立于我看到了什么。这种关于落在我视网膜上的东西的不同理解，正是由它在我的意向活动（知觉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它是我据以获得意向对象的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考虑逻辑形式。第一人称的使用意味着被使用的东西（在这里就是逻辑形式）并不独立于使用逻辑形式来表现的东西，逻辑形式依赖于它并被归于它；而第三人称的使用则在这两者间拉开了距离，同样是被表述的内容，既可以在这种形式下表述，也可以在那种形式下表述。不难注意到，既然逻辑形式具有任意性，我们就没有第三人称的使用所需要的那种选择逻辑形式的余地——脱离了命题，我们无从确定眼下有什么样的逻辑形式；另一方面，既然逻辑形式的任意性就在于逻辑形式依赖于命题，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使用就只能是第一人称的。

显然，正是在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中，语言才是井然有序的。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使用中，逻辑形式与命题间的关系才建立起来，并且是对于使用者而言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命题的逻辑形式，以及语言的有序性。日常语言之所以在这里被提到，是由于它正是这样一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使用的语言，这与日常语言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语言无关。如5.555所说，我们必须处理的是使我们能够建立逻辑形式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人称的使用。

在这种第一人称使用中，才谈得上基本命题。这里提到的基本命题就取其具有基本的逻辑形式这一性质，这些逻辑形式既存在于客体之间，也存在于构成命题的名称之间，因而直接体现为命题与实在共有的逻辑形式。只有在第一人称使用中构造的命题，才能有确定的逻辑形式，这进而决定了此时才会有逻辑形式的等级，从而才会有基本命题。如5.5561所说，这种形式等级是在纯逻辑的基础上建立的，由此自然得出，逻辑的使用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基本命题（5.557）。


［疏解209］
 这里要注意几个要点。（1）这里所说的“逻辑”，显然就是指逻辑运算以及使逻辑运算成为可能的那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体现为逻辑形式。（2）这里所说的“逻辑的使用”并不是指逻辑有一种脱离了使用的存在，而是说在一种使用中体现出合乎逻辑的理解。使用逻辑的行为就是构造命题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哪些可能性或者说逻辑形式限定了所构造的命题。即使我们不能说逻辑独立于其使用存在着，也可以说在对这种使用的理解中逻辑独立起作用，即逻辑与其使用是不同的。这里的要点是，我们不能从第三人称角度说逻辑独立于使用，但可以在第一人称角度这样说。可以说，仅当我们把使用逻辑的行为解释得逻辑是独立于这种行为的，才能理解这种行为——这里的理解，就是从第一人称角度来看待这种行为，或者说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第一人称行为。在这种理解的意义上提及逻辑，就是对这种行为的阐明。（3）正是在这种阐明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说只有在使用中才谈得上基本命题，而且必须认为，这种使用决定了存在什么样的基本命题。关于基本命题存在的断定，并不是发现某些可以列举的基本命题存在这一事实，而是关于构造命题的行为的阐明。这种阐明所寻求的仅仅是，在何种意义上由此构造的命题具有确定的语义。无论如何，这种确定的语义都可以表现为命题是另外一些命题的真值函项，这些命题直接就具有语义上的确定性——表明这种确定性的方式就是，认定它们是基本命题。因此，在使用中必定存在基本命题，这些基本命题是什么样的命题，依赖于使用。这里的依赖关系表现为，我们可以对命题给出确定的阐明。

5.5571　如果我不能先验地确定有什么基本命题，那么试图确定这一点，将产生显然无意义的东西（Unsinn）。


［笺释］
 谁是必须先验地确定有什么基本命题的人呢？是命题的使用者，还是旁观者？如果基本命题是由使用决定的，那么旁观者要确定基本命题，就需要某些命题已经在使用这一事实，他必须通过经验才知道这一点。因此，必须先验地确定基本命题的只能是使用者本人，是第一人称的我。

对于第一人称的使用者来说，不能先验的确定基本命题，就意味着没有使用任何命题，那么他准备确定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他说，我准备给出的是基本命题，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提示他，仅仅为给出命题而给出的就不是命题。基本命题内在于使用。

5.6　主体

5.6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bedeuten）我的世界的界限。


［疏解210］
 5.55以下诸节讨论的是逻辑与其使用间的关系，或者说是逻辑与通过使用逻辑所获得的命题间的关系，而5.6这一节讨论的则是主体以及唯我论。关于主体与逻辑间的联系在前面已经提供了一条思考线索，这就是，在第一人称的使用中，命题与其逻辑形式间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起来。一旦领会了这一点，5.6为何提到“我的语言”和“我的世界”就显得极为自然了。如果只有在第一人称的使用中，命题与其逻辑形式的联系才建立起来，那么命题的本质就只有在这种使用中才能得到确定，这就等于说，只有在这种使用中，语言才确定地言说世界。“我”在这里出现于语言与世界的接合处，这种结合是以这种方式达到的：语言是我的语言，从而，其所言说的是我的世界。这就挑明了语言的本质就是意向性。

5.61　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

因此在逻辑里就不能说，这和这是世界里有的，而那则是世界里没有的。

因为这就显得像是预设了我们在排除某些可能性，但并非如此，否则逻辑就超出了世界的界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界限的另一边看界限。

我们不能思考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思考的我们也不能言说。


［笺释］
 这里的界限不是通过枚举，而是通过可能性标出的。世界有其界限，这不是说所有存在物的集合是个有限的集合；相反，这个集合是无限的，或者说这个集合是否有限，与世界有其界限没有关系。说世界有其界限，就是说世界中的一切都具有确定的可能性。就逻辑包含了所有可能性而言，世界的界限就是逻辑的界限。我们是就其可能性来进行思考和言说的，因此我们思考的界限，同时就是世界的界限。


［疏解211］
 这里所说的与5.557相衔接，在那里我们看到，逻辑以与其彼此接触而不重叠的方式限制使用。逻辑的使用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基本命题，而这种使用包含着由此给出的命题，这些命题能够表明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命题与基本命题间的这种真值函项关系，则是由逻辑所决定的。这样一来，逻辑与其使用间的关系就可以这样刻画：只要在使用中给出了任何命题，逻辑就可以确定与此相关的是什么样的基本命题，从而表明该命题的语义本质，即它是关于世界的描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充满了整个世界：逻辑与得到命题的方式有关，而与得到的是哪个命题无关，因此描述世界的任何命题都是使用逻辑的结果。进一步说，既然逻辑充满了整个世界，逻辑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疏解212］
 似乎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是通过规定什么是可以思考和言说的来为世界划界，那么这样的界限并不表明界限之外还存在什么，它并不排除存在着不可言说和思考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随即产生这样两种解读：一种解读认为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并不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表明，如果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两种解读都是错误的。这里所谓的划界，并不是直接规定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而是规定言说和思考任何东西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为存在这个概念划界，而不是为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划界。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限，它针对的是，究竟什么叫做断定任何东西存在；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界限，即不是以断定任何东西存在具有一种给定的涵义为前提，然后在这种涵义的基础上确定地指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因此，这种划界通过言说和思考的主体生效，其要旨在于，仅当从这种主体的角度上去言说和思考，才能够确定地指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才能够对世界的总体产生一种断定。与其说这是在为世界划界，不如说是在为确定的言说和思考划界，在这个界限之外的不是不存在的东西，而是不能确定地言说和思考的东西，超出这个界限就不能进行确定的言说和思考。这里所谈到的世界，就是确定的言说和思考的领域，因为世界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命题就其语义确定性而言的参照，这种参照体现为基本命题的存在，从而体现为可以有世界状况与之对应。因此，世界的界限或者说存在的界限无非是有意义和无意义（Unsinn）间的界限，或者确切地说是第一人称的使用和第三人称的使用间的界限——仅当在第一人称使用的角度上看，确定的言说和思考的界限，才体现为世界的界限。就此而论，上面所说的两种解读，都没有看到把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重合起来的条件，这个条件恰恰就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唯我论的要旨。

5.62　这就为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唯我论在何种意义上是真的。

唯我论所意谓的（meint
 ）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被说出来，而只能显示。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显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语言（我所独自理解的这个语言［der Sprache，die allein ich verstehe］）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笺释］
 一种显示出来的唯我论是什么样的呢？作为唯我论的我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世界中不存在我不能说的东西。我当然不能说出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我不能说的东西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


［疏解213］
 有多种主张都被称为“唯我论”。本体论上的唯我论说的是，世界的存在依赖于我的存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唯我论就是主观唯心论，即世界是由我的经验所构成的。但维特根斯坦式的唯我论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解释的，“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显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语言（我所独自理解的这个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个表述的关键在两点，其一，世界之是我的世界，在于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其二，我的世界的界限是通过语言的界限来确定的。这两个要点的前一个说明了在什么意义上世界是我的世界，后者则说明了何以世界是我的世界。我们依次来看。

关于第一点。唯我论是关于世界的断定，而不是关于我的世界的断定，从存在一个我的世界，得不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我的世界。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直接从我的世界过渡到世界，需要论证的恰恰是这个过渡。显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论证。如果维特根斯坦确实赞同唯我论，那么到此为止得到的仅仅是一种在直觉上成立的唯我论，或者说是一种贫乏的唯我论，而不是一个有意思的（significant）哲学断定。在最贫乏的意义上讲，世界是意向对象，这一点可以表达为世界就是我的世界；也可以说，只有在作为意向对象的意义上才会有世界，而这意味着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种最贫乏的断定，就是维特根斯坦式唯我论的起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个要点。既然在世界是意向对象的意义上世界是我的世界，那么我的意向活动方面的特征，就体现为世界的特征。这是维特根斯坦式唯我论中不贫乏的方面，因为我们可以在承认世界是意向对象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特征决定了我的意向活动方面的特征，而不是我的意向活动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世界的特征。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引入语言，就意在为这一点提供支持。

下面看第二个要点。可以这样补全关于唯我论的论证，这个论证的要点是，如果不承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我的意向活动的方面，我们就不能确定地谈论世界，或者说就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的描述。5.557中维特根斯坦已经提供了这个论证的基本线索，即逻辑的使用决定了有怎样的基本命题。我们知道，基本命题表明了命题的语义基础，即命题是对于世界的描述，因此使用就决定了由此给出的命题是关于世界的描述。由于第一人称的使用使得逻辑形式被归于命题，从而决定了命题与基本命题间具有联系，这里的使用就是第一人称的使用，也就是我的意向活动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逻辑形式具有任意性，我们无法在脱离使用的情况下获得描述世界的命题，因此，命题描述世界，这一点依赖于我的意向活动方面。由此得到维特根斯坦式的唯我论。

这种唯我论的基本特色在于，它并不是断定命题所描述的东西依赖于给出命题的意向活动，而是命题描述世界，这一点依赖于意向活动，因此这种唯我论断定依赖于主体的既不是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是世界的存在，而是什么东西描述了世界。维特根斯坦表达这一特色的方式是，世界的界限是依赖于我的。这里的关键是，描述世界的语言是依赖于主体的，或者确切地说，不是语言描述了什么，这一点依赖于主体，而是语言能够描述世界，这一点依赖于主体。维特根斯坦在5.62括号里加入限定“我所独自理解的这个语言”，其用意就在于强调被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与主体的意向活动相关联，并且必须在第一人称的使用中谈到的语言，这就是“我所独自理解的语言”。加着重记号的“这个”，表明是在第一人称使用中的语言。因此，语言的界限通过表明依赖于主体的意向活动，而与世界的界限是同一个界限。当然，这里所说的语言的界限，也不是在语言实际上描述什么这一点上说的，而是就语言能够描述什么而言的。因此事情很清楚，只有在主体的意向活动框架内，语言才描述世界，而唯我论所表达的正是这一点。


［疏解214］
 唯我论是不能说出来的，这一点从意向活动的基本模式很容易理解。通过引入主体，唯我论所引入的其实是意向活动本身，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活动的意向活动本身，而不是这个活动的主体。这样理解的意向活动本身是不能够成为意向对象的，因为一旦将其视为意向对象，它就成了第三人称的意向活动。既然任何一种言说都是关于意向对象的言说，这里的唯我论所引入的意向活动就不能被谈论，因而唯我论就不能被表述出来。

5.621　世界和生命是同一个东西。


［疏解215］
 通常的看法是，世界意味着被认知的东西，其实在《逻辑哲学论》的前面部分也是这样处理的，世界被看作是命题所描述的实在。生命则是伦理的和实践的领域。如果世界与生命是同一的，那么认知的东西就被归于伦理的领域，伦理的东西也在认知的领域中处理。从唯我论观点来看，认知的领域受制于伦理和实践。维特根斯坦曾经说《逻辑哲学论》可以看成一本伦理学著作来读，其依据就在于此。不过，既然世界和生命是同一的，那么世界的某些特征就应当具有伦理上的后果。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唯我论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如果世界和生命是同一的，那么只要领会了世界是我的世界，就使得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这就是说，与世界的和解和与生命的和解同时达到。当说这是我的生命时，并不是对于这种生命的一种描述，而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承担，这种承担具有某种体验上的价值，对这一价值可以这样表达，这就是我的生命。获得这种体验，就是与生命达到和解。另一方面，与世界的和解在于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世界，这也不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而是另外一种体验价值的表述，这种体验价值体现在，我的智力劳作承担着使世界合理化的责任，这就是意识到世界的界限与我的劳作息息相关。这样一来，这两方面的联系就显得十分清楚：与世界和解，就表明我具有过我的生活的责任能力，而这就等于我能够与生命和解。

唯我论展现了我与世界的关联的本质，这种关联使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清楚起来。与此同时，这种关联也表明了在何种意义上我是主体。

5.63　我就是我的世界。（小宇宙）


［笺释］
 这里所提到的“小宇宙”似乎暗示还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与之相区别，但这种理解明显与上下文不一致。如果有一个与小宇宙相区别的世界，而这个小宇宙就是唯我论所说的那个世界，那么唯我论就失去了意义。正确的读法是，把“小宇宙”理解成一种提示，这句话理解成，“就象把人想象成小宇宙那样，我们可以把我理解成我的世界”。

5.631　思考着的、表象着的主体，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果我写一本书“我所发现的世界”，其中应当描写我的身体，以及哪些部分服从我的意志，哪些部分不服从，如此等等。这是一种确定主体的方法，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在重要意义上表明没有主体的方法——书中唯一不能提到的就是主体。


［笺释］
 如果我就是我的世界，那么我的世界中就没有我。我的世界不自我包含。

5.632　主体不属于世界。应当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

5.633　世界中哪儿有一个形而上学主体呢？

可以说这恰好就像眼睛和视野的情形。你确实没有看到眼睛。

视野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推论出这是被眼睛所看到的。

5.6331　因为视野的形式显然不是像这个样子：

[image: ]



［笺释］
 视野的形式就是所看到的东西的形式，看东西的眼睛显然不包含在视野中。这幅图尽可能表现了心理学熟知的人的视野的景深分布——视野具有指向性，靠近边缘的地方能分辨的距离要近些，眼睛正对的方向则要远些。即使如此，这幅图也是从第三人称角度画出的，图中的那只眼，即第一人称的观察者，显然看不到视野的这种范围。


［疏解216］
 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呢？5.632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5.633又说是形而上学主体，事实上，5.633和5.6331给出的解释更加清楚——主体是作为意向主体的主体，或者说，是第一人称的意向主体。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与说主体是形而上学主体，都是强调主体不在世界中，但却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关联，这种关联决定了能够以何种方式使世界展现出来。显然，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把“形而上学的”理解为“经验之外的”，而不是“属于事物本身的”。
(2)

 这里的关键是，把主体理解成意向主体，这可以解释何以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但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却不能解释主体的意向性。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在意向性模式中得到清晰的展示。一方面，只有在主体的意向活动中，世界才作为确定的东西展现出来，但这种展现决不表明世界中有怎样的事实，而是表明能够有怎样的事实，这样展现的恰恰是世界的界限；另一方面，只有在其意向活动中才会有主体，即第一人称主体，此时的意向活动是作为意向活动出现，而不是以某种可作为意向对象的事实或者过程出现。因此，说主体是世界的界限，是一种凝练的说法。展开来说就是，主体作为主体意味着意向活动作为意向活动，而意向活动作为意向活动确定了世界的界限，因此主体是世界的界限。由此容易理解何以说主体不存在，这仅仅是在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可以是客体，但主体作为主体不是客体，因而主体不存在。从客体的角度理解主体，就是把意向活动的主体看成第三人称的主体，作为世界界限的主体只能是第一人称主体，因此在作为第一人称主体的意义上，主体并不存在。维特根斯坦的主体与笛卡尔的自我间的区别在于，笛卡尔的自我是第三人称主体——由于断定自我存在，我们就只能在作为对象的意义上来理解自我，这就是说，作为第三人称来理解。

5.634　经验中没有任何部分同时也是先验的（a priori），这个事实就与此联系。

任何我们看到的东西都可以不是如此。

我们所描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其它样子。

事物没有先验的（a priori）秩序。


［笺释］
 经验中没有任何部分同时也是先验的，与这个事实相联系的是，主体不属于可经验的这个世界。既然我们是通过可能性来确定世界中的事物的，那么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不如此；但是，既然我们是通过可能性来确定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不具有据以确定它的可能性。这个区分与世界中的东西与世界的界限间的区分相一致，从而与世界中的东西与主体的区分相一致。


［疏解217］
 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种经验与康德意义上经验进行对比是有教益的。在康德那里，使经验连接在一起构成内容的东西是先验的认知能力，因此，经验中必定有些部分是先验的，这部分与主体的认知能力相关联。维特根斯坦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维特根斯坦同意康德，只有属于主体的东西才是先验的，但在另外一点上不同意康德，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关于先验的东西我们不能有意义地表述为命题。联系到主体的意向性模式就不难看到，之所以如此，看来应当是因为主体不能成为对象。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由此得到维特根斯坦的结论，因为意向性模式所表明的是主体自身不能成为对象，而不是与主体相关联的一切都不能成为对象。康德可以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先验综合命题不是对于主体的认知能力的描述，而是主体认知能力在对象方面产生的某种效应，因而是主体认知能力的一种投射。维特根斯坦必定否认这种投射的可能性。否认这一点的理由应当是，这种投射违反了对于命题的某种基本要求。我认为这种要求就是命题的二值性。命题之所以具有二值性，是因为命题的真值条件或者说命题所描述的事态独立于据以构成命题的可能性，用维特根斯坦的方式说，就是命题的图像本质，即图像从外面描画它所描画的东西。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理由，即“任何我们看到的东西都可以不是如此。我们所描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其它样子”。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理由仍然要归溯到意向性模式，即意向性模式决定了对象方面的独立性。意向性模式对象的方面就是意向行为所针对的客体或者事实，客体是意向行为所指向的东西，而事实则是由客体决定的状况。对象方面的独立性是相对于意向行为的其他方面而言的，这些其它的方面既包括主体的方面，又包括行为本身这一方面。对象方面的独立性排除了康德所设想的主体能力的投射效果。

何以要保证对象方面的独立性呢？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明确给出论证，这里只给出我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理由，即，如果意向模式的对象的方面不独立于主体方面和行为方面，那么就得不到确定的意向行为，确切地说，就得不到第一人称的意向行为。第一人称的意向行为是通过对象方面得到个体化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是第三人称的意向行为，那么主体、对象和行为这三个方面可以结合起来，以确定相应的意向行为，但第一人称的意向行为却不能如此。对于一个要以关注其行为方面做出某个行为的人来说，这个行为的行为方面，就是这个行为的对象方面。例如，如果要一个人注意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他所做的事就是表演这种感情，而不是表达这种感情。对于做出陈述的人来说，一个陈述行为区别于另一个陈述行为，或者通过要陈述的东西，或者通过实际陈述的内容，而这都属于陈述行为的对象方面。如果要他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同样内容的陈述，那么他不会认为自己做了不同的事，而是认为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做了同样的陈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做同样的事，保证这一点的正是意向对象方面独立有效的同一性。

与康德相对照，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命题的二值性是意向对象方面的要求，那么为何康德允许必然为真的先验综合命题呢？对康德来说，先验综合命题是必然为真的，它们表明各概念间具有一种不依赖于世界状况的联系，这种联系属于主体的贡献；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即使有这种贡献，也不能表述成命题的形式，因此在世界中没有先验的秩序。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康德的判断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判断内容如何构成的理论，因此他事先就承诺了独立存在的意向内容；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没有这种承诺。在与康德的判断理论相对应的层次上，维特根斯坦所承诺的是意向行为，而不是意向内容。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康德承认概念的独立地位，而维特根斯坦则谈论记号的用法。因此，在康德那里我们看到，主体的贡献在于为判断内容提供整合的框架，而这种框架本身又可以以全称命题的形式作为推理的前提出现，这就得到了必然为真的综合命题。可以说康德的语义学是一种概念论的语义学，语义直接以实体的形式出现，而不需要保持与意向行为的联系，因此也不需要引入意向对象的独立性，以确保语义上的确定性。与此不同，维特根斯坦的语义学是严格的外部论，语义确定性是通过意向行为与对象方面的关联得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承诺对象方面的独立性，这自然就排除了必然为真的命题。

5.64　这就可以看到，严格贯彻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是一致的。唯我论的我缩小成一个无广延的点，仍然有实在与之对应。


［笺释］
 由5.634自然得出，世界中的一切都独立于我而存在。这正是实在论观点。这是一种关于经验之物的实在论。至于唯我论，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世界整体的唯我论。通过把这两者置于不同层次，两者得以协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唯我论的我就像为了确定整个世界的位置所设定的坐标原点一样，它当然是一个抽象的无广延的点，它不是世界中的东西，但与之对应的却是整个世界。

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唯我论是什么样的呢？世界是我的世界；既然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就必须作为我才能看到世界；作为我看世界，世界中就没有我，世界独立于我；因此，我必须作为实在论者来看待世界中的一切。

5.641　确实，哲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谈论非心理学的我。通过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事实，我得以出现于哲学中。

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心理学所处理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学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笺释］
 哲学如何来谈论非心理学的我呢？通过谈论世界的整体，即世界中的一切都在其中得到确定的可能性，通过表明世界的界限，来谈论这个我。但是，这是在谈论我吗？在谈论别的东西时，我显示出来。我显示于一切。


 附录1：维特根斯坦与康德

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的比较可以继续下去。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有唯我论与实在论的协调，而在康德那里则有唯心论与实在论的协调，这种协调通过先验与经验的区分达到。在康德那里，先验的层次揭示了主体的认知能力是如何构成的，而经验的层次则属于这种认知能力的运用。一方面，一旦承认运用认知能力所认识的东西，即经验对象，是具有特定结构的认知能力构造的结果，休谟式的怀疑论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认知能力的特定构成并不完全决定运用这种认知能力的结果，因此解决怀疑论问题的先验唯心论策略与经验层次上的实在论相容。正是在经验的层次上，表明认知能力结构的先验综合命题表明的仿佛就是世界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绝不能通过经验观察得到检验，相反，经验检验要以这种规定性为前提才有可能。先验的认知结构在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意义上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这一点构成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特色。先验认知结构之能够生效，在于主体按照这种结构来组织经验材料，从而构成认知对象，即经验对象。这样一来，康德所理解的整个认知领域实际上就被划分为两个层次，先验的实践或因果层次，以及经验的认知层次。在前一个层次，主体按照特定的结构来组织经验材料，我们既可以把这种组织过程理解为一个服从绝对律令的主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受制于因果律的自然过程；在后一个层次，我们有一种受认知结构限制的认知主体，而这种限制究竟是来自对象方面，还是来自于主体方面，对于认知主体来说并无区别——正是这种无区别的特点，使得知性的越界使用成为可能。这种双层次结构的基本特色在于两个层次间的相对独立性，尤其在于前一个层次对于后一个层次的独立性，它既是一种前认知的领域，又是一个超越了认知的领域，我称这种先验性为“超越的先验性”。

维特根斯坦对于命题的理解也带着先验论印记。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层次，即一个关于命题内容的层次和一个使这种内容成为可能的层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回答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语言何以可能描述世界，或者说语言何以能够具有意义。维特根斯坦通过分解-合并法来区分这两个层次。在事实的领域，通过分解得到客体，而客体是构成事实的可能性；而在图像的领域，作为事实的图像分解为名称和逻辑形式，这两者的结合使图像能够表现实在。分解得到的东西只有作为构成整体的可能性，才能构成确定的整体，这使得分解活动总要参照分解前的状态以保证其确定性，由此得到维特根斯坦贯彻始终的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体现在命题记号分析的层次上就是语境原则，体现在语义分析上就是用法原则，即只有在使用中才有确定的逻辑形式。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分解就是获得可能性条件，因此，既然阐明就是分解，那么阐明就是获得语义可能性条件的过程。如果与康德相比较，阐明就似乎相当于康德的先验演绎，即从知性内容的整体中获得构成知性内容的必要条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情况恰恰并非如此，分解所获得的并非可能性条件，相反，是需要可能性条件的东西。

为了看清这一点，需要对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做出通盘考虑。对事实进行分析，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关于事实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确定一个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为后来确定命题描述事实的方式奠定基础。这样，客体作为事实的可能性给出，这一点就具有了双重意味。首先，为了使事实能为命题所描述，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能够使新的事实能够为新构造的命题所描述，必须通过客体来确定事实；其次，事实不能分析为客体的列举，这使得事实只能整体地具有确定性。把客体定义为事实的可能性，就在保留事实的整体确定性的同时，容纳了通过客体确定事实这一基本要求。把客体概念中的这两种内涵与关于命题的康德式问题结合起来看，由于通过客体确定事实是命题描述事实的基本方式，命题何以能够描述事实，这个问题问的就是何以能够通过客体确定事实。由于通过客体确定事实是以客体是事实的可能性，从而在其概念中保留了事实的整体确定性为前提，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命题能够描述事实的可能性条件就在于事实已经具有整体确定性。由此可见，如果分解-合并法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阐明方法，那么分解所得到的并非康德式的可能性条件，而恰恰是康德式问题本身，这就是说，通过分解程序，“命题何以能够描述事实”这样一个康德式问题就表明是“如何能够通过客体来确定事实”这样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问题。与此相对应，合并程序所表明的是这个问题的回答，即除非事实已经以某种方式确定了，我们无法通过客体来确定事实。把分解程序与合并程序连在一起才得到阐明，即表明我们实际上以何种方式理解我们已经理解的东西。

到此为止还不能表明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康德主义者。我们给出的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细节的填充是必要的。前面所说的维特根斯坦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看到逻辑形式以何种方式引入。一旦命题被理解为逻辑图像，逻辑形式就作为使图像具有真假之别而与实在共有的可能性引入，但必须注意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即图像与实在共有形式的基础是图像的使用，或者说图像是被看作图像的而不是本身就是图像，这一点才使图像与实在共有形式。但这一点并没有被着力强调，维特根斯坦想做的是，通过对命题进行分析以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概念，这一概念所展示的是，从命题的使用者角度来看，命题的本质是怎样的。但是，这种展示的效果却是逐步收回关于客体（4.1272）、逻辑形式（5.554）以及基本命题（5.557）这些关键概念的承诺。最后，这种效果在5.6节关于唯我论的讨论中达到顶点——一旦这些概念的实例被表明依赖于使用，严格贯彻的唯我论就与纯粹的实在论相一致。知识论的旨趣至此明确表现出来，并且表现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在何种意义上，命题所表达的东西具有独立性或者说客观性。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知识论旨趣的表现看作是分解-合并法或者阐明的实例。这里被分解的是使用命题的行为，而命题描述事实，是分解以后得到的东西，于是问题就是，命题何以能够描述事实。这个问题恰好与前面得到的“如何能够通过客体确定事实”这个问题相衔接。我们看到，问题以一种退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好像我们先看到一个局部地提出的问题，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提出。这种退行的起点是图像概念。图像概念内嵌于意向性模式，后者正是这种退行发生于其中的场地，或者说，正是分解-合并程序的工作对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分解是对第一人称的意向行为的分解，由此得到的是对象的方面（命题描述了事实这个事实）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合并则表明只有在第一人称的意向行为即使用中这才是可能的。事实上，合并程序达到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像客体、逻辑形式以及基本命题这样一些形式概念的实例只有在使用记号的行为中，即在逻辑的使用中，才是确定的。这些概念的实例先以显示的方式被归于命题记号（例如客体的同一性表现为记号的同一性，逻辑形式表现为命题序列的内在关系，而基本命题的存在则表现为逻辑运算的可能性），但就其记号上的独立特征而言又显示出任意性，这使其自然地合并到使用的意向性模式的整体中，并作为这个整体对命题诸要素的约束生效。最后，一旦达到这个整体，意向性模式起作用的方式就变得清楚起来。

对于使用者即第一人称主体而言，这个模式包含着事先（a priori）确定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命题的各局部特征确定下来，但其本身却并不表现为可确定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得到相当于康德那里的先验向度。但这个向度与康德所承诺的先验的主体能力并不相同，这里并没有康德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归属，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超验的实体，使得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把先验范畴作为一种能力归于它。在康德那里，超验的东西之间的作用，即先验主体与物自体间的作用，产生了整个经验领域，就这种作用构成了经验的逻辑条件而言，超验的东西体现为先验的东西。但整个超验领域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都没有地位，也就是说，先验的东西并不是超验的，相反，是内在的。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先验性是一种内在的先验性。我用“内在的先验性”这个看起来有些矛盾的术语来表明所需要的可能性条件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东西，而是经验本身，即作为活动的整体。不难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划定先验领域的方式并不是先验演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种逻辑上的回溯，从而从经验内容中抽出使经验内容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由此获得的东西也并不是一种逻辑上先在的条件；相反，他所采取的顺序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顺序，即，如果整体没有事先给出，我们将得不到整体的确定性，因此，即使我们需要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恢复以确定新的整体，这种恢复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一种借助于理解才得以可能的整体性的迁移——仅当我们已经理解了一个整体，才能够通过其部分的替换确定另一个整体。事先给出的整体确定性就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先验性，而这种整体的确定性决不是经验内容的确定性，而是经验本身就其具有经验模式而言的确定性——这里的整体就是使用活动本身。这种区别立即产生进一步的区别。在康德那里，由于先验的东西是从经验内容中分离出来的，就可以像所有经验内容那样与实体联系起来，特别可以与超验实体联系起来，以保证先验之物的逻辑优先性；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并不需要这样的超验实体，获得先验的东西的方式毋宁是构成一种理解，而构成这种理解的结果是表明已经理解了，从而表明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需要通过给定的部分来确定整体——这里一切都要回到经验之内，因而其所需要的可能性条件是一种内在的先验性。这里并没有一种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哲学的运思仅仅是从经验的内部达到经验本身。



————————————————————


(1)
  这里我用粗体字“我”来表示唯我论的主体。与作为索引词的不加粗体的“我”不同，“我”是一个专名。


(2)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主体是形而上学主体这一点当成是关于主体的本质性的说明。这只是否定性的，而不是正面的说明。


6．诸种命题

6.0　命题的一般形式

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image: ]
 。

这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6.001　这仅仅是在说，所有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连续运用运算[image: ]
 的结果。


［笺释］
 这里的符号可以通过5.5－5.02以及5.2522得到理解。其中“[image: ]
 ”表示作为真值运算基础的若干命题；“[image: ]
 ”表示运算序列中的任一一项，是由若干命题构成的命题组；“[image: ]
 ”则表示对这一项做合舍运算。这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形式，运算有可能并不对运算基础中的所有命题进行。即使如此，这个形式仍然表达了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

把基本命题作为真值函项中的运算基础，就得到了命题的一般形式。

6.002　给出命题得以构成的一般形式，通过运算从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的一般形式也就给出了。

6.01　因此运算[image: ]
 的一般形式就是：[image: ]
 [image: ]
 。

这是从一个命题过渡到另一个命题最一般的形式。


［笺释］
 把“[image: ]
 ”中的“[image: ]
 ”换成真值函项的主目“[image: ]
 ”，我们就得到6.002的一般形式。维特根斯坦用这样一个记号“Ω'x”来表示施加于记号“x”的运算。这个记号的各部分表示什么，并没有相应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Ω”是一个表示运算操作的变项，其右上角的小撇“'”则应当表示由此得到的运算结果，于是“Ω'x”就表示对记号“x”进行运算Ω得到的结果。由于运算与命题的内在关系序列相等价（5.232），任意由一个命题得到另一个命题的运算[image: ]
 ，其一般形式都可以用内在关系序列[image: ]
 表达。

6.02　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渡到数。我定义：

[image: ]


因此，依据这些记号规则，我们把序列

[image: ]


写成

[image: ]


因此，我不写“[image: ]
 ”，而写“[image: ]
 ”。

定义：

[image: ]


依此类推。


［疏解218］
 这个定义可以分成两步。

第一步：定义连续运算操作指数，也就是说，用连续进行ν
 次的操作来定义指数为ν
 的操作。因为这个定义要求连续进行了同样的运算，所以仅当存在运算的一般形式，这个定义才是可行的。定义是这样的：

[image: ]


这个定义一般称为归纳定义（inductive definition）。前一个定义式是归纳基础，后一个定义式则是归纳推步。归纳定义的特征是，不必依次指出被定义的各项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征，就可以通过归纳步骤生成所有被定义项。同样，我们不必指出在这个定义中出现的“ν
 ”是什么，就可以得到所有的ν
 。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给“ν
 ”这个变项以任何一个名称。维特根斯坦把它称为“指数”。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运算序列

[image: ]


写成

[image: ]


用维特根斯坦的写法，就是把“[image: ]
 ”写成“[image: ]
 [image: ]
 ”。

第二步，用连续运算的指数来定义数，即

[image: ]


依此类推。

对数的定义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定义出特定的数，例如1、2、3，等等，然后说所有这些就是数，从而得出一般的数概念。皮亚诺和罗素的归纳定义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定义的一个缺点就是无法表明“所有这些就是数”是什么意思，由此引出关于无穷大的难题：一个无穷大的数是否在这个定义出的序列中呢？如果在这个序列中，那么这个无穷大就不是无穷大，因为总有一个数比它要大；而如果不在这个序列中，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不完全的。无穷数问题表明我们实际上在特定的数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数的一般概念，特定数的集合不能穷尽所有数的集合；归纳定义只能穷尽特定数，但不能穷尽数的一般概念。

维特根斯坦的定义仍然采取了归纳定义的形式，不难注意到其中也出现了“依此类推”这样的字眼。但这个定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给出的并不是特定的数，依据这个定义我们也无法表示特定的数，原因是，运算是无法表示的。前面对5.2和5.3节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运算只能显示于运算序列中，而不独立于这个序列。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运算，那么这些运算间的区别不是通过运算符号来表达，而是通过整个序列的不同展开显示出来。这样一来，对运算序列的表述中出现的“如此等等”就属于这个序列，而不是需要进一步指明的部分，这个限定短语表明我们先有运算的概念，然后展开一个运算序列，而不是用这个序列来穷尽运算的概念。而如果运算只能显示于运算序列，那么在前面关于数的定义中出现的运算符就仅仅是表明这里有一个运算序列，而不是表示产生其中任何特定项的操作；而如果我们在这个定义中没有指明特定的操作，那么定义所给出的就不是任何可以指明的特定数。这就是说，这个定义不是先给出特定数，然后表明这就是所有数，而是显示数的一般概念。

6.021　数是运算的指数。


［疏解219］
 数就是运算的指数。这其实就是说任何一个数都可以理解为运算的指数。这是对一般的数概念的一个说明。我们也许会认为，数的概念是从所有数概念的实例中抽取或者概括的东西。但这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能够在运算的形式序列中定义，就已经表明数是一个形式概念。正如所有的形式概念一样，我们并不是从这个概念实例的部分中知道什么才是这个概念的实例，而是从概念的使用中整体性地断定这个就是一个实例，这就使得各特殊的数之间不包含共同的东西。使某个特殊的数成其为数的，是我们把它与运算序列对应起来理解的结果。正如所有形式概念都是其实例的变项，数的概念也是数的变项，即一个用来表示特定数的变项。当然，数的变项就是所有数共同的东西，它们都可以用变项来表示，从而在运算的形式序列中占据一个位置，因而变项就是数的一般形式。因此，一般的数或者数的概念，是特殊的数的形式，而不是特殊的数中所包含的实质性的东西，不是说，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就得到了一般的数。

6.022　数的概念直接就是所有数共同的东西，即数的一般形式。

数的概念是数变项。

数相等的概念就是数相等的所有特定情况的一般形式。


［疏解220］
 变项概念构成了从一般的数概念到特殊的数的过渡。变项显示了一般的数概念，而特殊的数是变项的值，这一点体现为特殊的数是一般数概念的实例。给出了数变项，我们就可以使用等号，等号就是连接特殊数的东西。通常认为，相等的概念构成了对特殊的数进行个体化的原则，即一个特殊的数就是与一个数实例相等的所有实例，因此相等这个概念应当可以先于特殊的数给出。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并非如此。给出了一般的数概念，我们可以使用相等，相等就是数与数的相等，但一般的数并不决定什么是相等，因为这要求等式的真值条件已经确定了。应当说，相等与特殊的数一同给出，或者确切地说，给出了特殊数构成的等式，也就显示了相等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数相等的概念就是数相等的所有特定情况的一般形式”。按照维特根斯坦既定的概念布局，形式并不先于具有形式的东西，而是通过对具有形式的东西进行分解得到的，从而是从具有形式的东西显示出来的。因此，由特定数构成的等式的使用显示了什么是相等，从而在此基础上显示了什么是特殊的数。这种显示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前提：我们使用了等号，而这种使用以一般的数概念为前提。使用等号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什么是特殊的数。

6.03　整数的一般形式是：［0，ξ，ξ＋1］。

6.031　关于类的理论在数学上完全是表面的。

这与这样一个事实相联系：数学中所要求的概括不是偶然的。


［疏解221］
 6.03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用现在常见的后继运算来给出数的归纳定义，但在疏解218中我们已经看到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从数的一般概念出发不能得到特殊的数，就无法表明如此定义的那些特殊的数就是数，由此得到的数的定义就不具有必然性。例如，我们不能判定无穷大是不是数。从6.031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罗素对数的定义的。罗素把数定义成由所有这样的类构成的类，那些作为元素的类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即等势关系或者说基数相等的关系）。如果这些构成类的类有所不同，得到的数也就不同，这是因为作为定义的全称概括是偶然的，在这种意义上数的存在是偶然的。事实上，由于罗素把个体构成的类当成作为类的数的元素，而个体的存在是偶然的，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

把“［0，ξ，ξ＋1］”作为数的一般形式，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是这样的：在连续运算序列的基础上得到一般的数的概念以后，数就可以认为是连续运算的指数；此时一旦我们实际上运用了等号，就显示了什么是特殊的数；只要这种运用可以与连续运算对应起来，我们就可以在这种运用中建立特定的数序列；由于后继运算可以通过连续运算指数自然地确定下来，这样建立的数序列就可以采取“［0，ξ，ξ＋1］”这样的形式。这个形式不过是连续运算序列的一种运用。由于连续运算是形式序列，属于这个序列中的所有东西，都必然属于这个序列。数是在此基础上定义的，按建立这个定义的对应关系，［0，ξ，ξ＋1］是一个形式序列，而不是一个枚举序列。因此，所有像1、2、3，等等这样的东西都必然是数。

6.1　逻辑命题

6.1　逻辑命题是重言式。


［笺释］
 这不是关于什么是逻辑命题的一个定义。这里所说的“逻辑命题”，就是指在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中表述逻辑真理的那些命题，即逻辑公理和逻辑定律。这里陈述的是一个关于逻辑命题的事实，维特根斯坦从这个事实一出发建立了他的整个逻辑哲学。

6.11　因此逻辑命题什么也没有说。（它们是分析命题。）

6.111　使逻辑命题看起来有内容的理论都是错的。例如人们会认为“真”和“假”这两个词表示命题所有性质中的两个性质，于是所有命题总是具有其中一个性质，就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按这个理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是自明的，正如“所有的玫瑰花要么是黄的要么是红的”这样的命题，即使它是真的，也同样不是自明的。逻辑命题由此实际上具备了自然科学命题的所有特征，而这明白无误地表明它们被错误地解释了。

6.112　对逻辑命题的正确解释必定为它们在所有命题中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6.113　逻辑命题的特殊标志是，单从符号上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真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逻辑哲学。同样，单从命题不能知道非逻辑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疏解222］
 6.111驳斥的是弗雷格的观点。弗雷格认为逻辑命题所描述的是思维的规律，而这意味着逻辑命题确实起描述作用。他进而把真值作为命题的性质，逻辑命题是关于这种性质的描述。作为对思维规律的描述，逻辑命题所表明的是思想的结构。如果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认识到真，那么对思想结构本身的认识就是自明的，这是因为在这种认识中，借以获得认识的东西就是被认识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雷格把表明思想结构的命题，即逻辑命题，确定为自明的命题，进而就是必然为真的命题。弗雷格的想法可以概括为：（1）逻辑命题所表明的是思想的结构；（2）逻辑命题是描述性的；（3）逻辑命题是自明的；（4）逻辑命题是永真的。

维特根斯坦同意（1）。（1）用他本人的术语来说就是，逻辑命题所给出的就是命题的逻辑句法。这可以看成是关于什么是逻辑命题的一个识别特征。6.111表明他不同意（2）。如果真值不是命题的性质，那么逻辑命题所说的就不能解释为命题就其具有真值而言所具有的逻辑性质，从而就不能被解释成对这种性质的描述。事实上，6.111包含了这样一个论证：如果逻辑命题是描述性的，那么逻辑命题的真就不是自明的，因此，如果认为逻辑命题自明地为真，那么就不是描述性的。这个论证表明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接受（3）和（4）。但是，如果他拒绝了（2），那么就实际上拒绝了逻辑命题表述知识这一前提，因而不能像弗雷格那样得到逻辑命题的自明性和永真性——这里根本就谈不上对思想结构的认识。

这样一来，6.1就不能解释为，那些描述命题逻辑性质的命题是重言式。由于命题的一般功能就是描述，我们也不能这样解释：有一类具有特定识别特征的命题，这些命题是重言式。这种解释就相当于说逻辑命题就是一般命题中的一类，从而与其它命题分享描述功能。但是，如果不这样解释，那么6.1实际上就什么也没有说。这就表明，维特根斯坦借助于6.1想说的并不是要断定关于一类命题（逻辑命题）的情况，而是给出一种情况，由此表明这种情况所关涉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句子应当解释为：存在着重言式，某些东西被认为是重言式，这一点表明这些东西所给出的是命题的逻辑性质；而不能解释为：存在着逻辑命题，这些命题是重言式。照这条思路来看，6.11诸节所说的就是，就其是重言式而言，逻辑命题是怎样的。真正讨论逻辑命题是重言式这个事实显示了什么，从而说明什么是逻辑命题的，在6.12诸节，这是本部分的重点所在。

6.12　逻辑命题是重言式，这个事实显示了语言和世界的形式的（逻辑的）性质。

这样连接其成分产生重言式，这个事实表明了其成分的逻辑。

为了使其以特定方式连接构成重言式，命题必须具备结构上的特定性质。因此，它们这样连接起来构成重言式，表明它们具备这样的结构性质。

6.1201　例如，“p”和“～p”结合成“～（p∧～p）”得到重言式，这一事实表明它们互相矛盾。命题“p→q”、“p”和“q”结合成“（（p→q）～p）→q”得到重言式，这一事实表明q是从p和p→q得出的。“∀xf（x）→f（a）”是重言式表明f（a）是从∀xf（x）得出的，等等。

6.1202　显然，不用重言式而用矛盾式，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疏解223］
 6.12解释了为何一个命题（姑且这样说）是一个重言式，这一点显示了命题的逻辑性质。例如p∨～p本身有些逻辑性质，例如是两个命题的析取，而这两个命题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由此我们可以构成重言式。当然，由命题p和～p构成了这样一个重言式，这一点表明p和～p具有这样的性质，当其中一个为真，另一个就为假。

但这种意义上的显示却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意思的说法，因为这看来正是维特根斯坦常用的分解-合并法的一个例子。命题构成重言式，这表明命题具有构成重言式的可能性，即具有相应的形式性质或内在性质，这与客体构成事态没有什么区别；客体也具有构成事态的内在性质，这一点决定了客体是什么。在这样的类比之下，是构成重言式还是别的什么命题，都同样显示了命题的某些性质，在这一点上重言式没有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但是，重言式必定是非常关键的，6.113强调说，逻辑命题就是重言式，这一点包含着整个逻辑哲学。为看到这一点，需要细读6.12。

6.12第二段话谈到的“逻辑”就是指构成重言式的命题的形式性质或者说逻辑性质。第三段话谈的是构成重言式的命题的结构性质。问题在于形式性质与结构性质之间的关系，它们都被归于构成重言式的命题，即重言式的成分，而不是重言式。如果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在行文中使用的强调，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在突出形式与结构间的某种关联，显示它们的是把成分连接起来构成重言式的同一种方式。命题构成重言式，我们有重言式本身的结构。第二段话说重言式通过自己的结构来表明其构成部分（即命题）的逻辑性质，即表明命题的形式性质，而第三段话则说明通过重言式表明命题形式性质的方式与命题结构相关。因此，正是通过重言式，命题的结构与其形式的关联展现了出来。

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p∨q”是重言式，则表明q具有p的否定这样的结构。而“p∨～p”是重言式，这一点表明了构成它的命题p具有真和假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穷尽了p的所有真值可能性，由此显示出的是命题的逻辑性质或形式性质。

继续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重言式在命题的形式与结构间建立的关联是一种特定的，通过重言式本身的结构得到的关联。这是第二段话所强调的。诚然，由命题构成的即使不是重言式，而是另一命题，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命题的形式性质，不过这要以它的形式显示出来了为前提，正如事态的逻辑形式受制于客体的逻辑形式，一个命题的形式也受制于构成它的命题的形式；但通过重言式显示，则是一种特殊的，通过重言式结构的显示。显示其形式的结构就是逻辑句法，因此重言式是建立逻辑句法的技术手段。重言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结构限定了其所显示的形式或真值可能性。于是，我们能够通过其结构确定其形式，从而由此确定构成它的命题的形式。（参见3.04：“一种先验为真的思想，是一种其可能性限制了它的真的思想”。这种限制只能是通过重言式区别于其他命题的结构完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6.1202说矛盾式也可以达到与重言式同样的目的。由此可见，如果逻辑命题就是表明命题逻辑性质的命题，那么重言式就是这样的逻辑命题，这一点直接就由重言式的本质保证了。维特根斯坦不需要额外论证，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而只需要指出，就其本质而言，重言式就是逻辑命题。

6.1203　在不出现概括记号的情况下从表达式识别重言式，可以采用如下直观的方法：用“WpF”、“WqF”和“WrF”来替换“p”、“q”，和“r”，用括号来表示真值组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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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连线来表示整个命题的真或假与其真值主目的真值组合间的对应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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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面的记号表示命题p→q。作为例子，我们看命题～（p∧～p）（矛盾律）是不是重言式。在我们的记号法中“～ξ”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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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η”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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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命题～（p（∧～q）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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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q”换成“p”以后再看最外层的W和F如何与最内层的W和F相联系，结果就是整个命题的真对应于其主目的所有真值组合，而其假则不对应于任何组合。


［疏解224］
 6.1203的目的是表明，在何种意义上重言式的结构限定了它所显示的真值可能性。这段话的目的很容易被误解为要给出一个判定重言式的标准，这个标准被认为是真值表法。但这显然不是要点。这段话明确说明了要考虑的范围，这就是不包含量词的命题，因此如果理解成要给出一个关于重言式的标准，那么这只能算是一个不完整的标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并不需要这样的标准，他需要做的仅仅是表明什么是重言式。重言式不能仅仅理解成永真命题，因为可以有永真但不是重言式的命题。必须把重言式理解成其结构限定了其可能性的命题，从而理解成从结构就可以表明其真值的命题。因此，并不是一个命题永真决定了它是重言式，而是从其结构上即能判定其永真，表明它是重言式。这样一来，6.1203实际上做的，就是表明对重言式的判定能够如何进行，而不是给出一种关于重言式的普适的判定标准。即使不存在这样的普适标准，维特根斯坦关于重言式的所有论断都不会受到影响。


［疏解225］
 接着疏解222继续对照弗雷格关于逻辑命题的理解。维特根斯坦同意逻辑命题的自明性，不过他所理解的自明性在于从逻辑命题的结构就可以确定其真值，而不在于认识的中介与认识的对象重合。他也同意逻辑命题是永真的，不过是在逻辑命题的永真表明其是重言式这一意义上同意这一点。在同样的意义上，即在逻辑命题的结构限定其真值可能性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认为矛盾式也可以作为逻辑命题。这当然不是弗雷格所能同意的。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就以一种非知识论的方式确定了逻辑命题的概念。

6.121　通过把命题结合成什么也没有说的形式，逻辑命题表明这些命题的逻辑性质。

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零度法。在逻辑命题中，命题达到彼此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表明这些命题在逻辑上必须是如何构成的。

6.122　由此可知，我们实际上可以不需要逻辑命题。因为在合适的记号法中，只要考察命题本身，就能够知道其形式性质。


［疏解226］
 对照重言式来说明什么是逻辑命题，目的不在于确定某一类命题，我们可以称其为逻辑命题，而在于说明能够以何种方式表明命题的逻辑性质。逻辑命题通过其结构表明这种逻辑性质，而通过逻辑命题的结构来表明这一点，实际上就预设了要表明其逻辑性质的命题的结构，即构成逻辑命题的那些命题的结构。也就是说，逻辑命题是具有特定结构的命题构成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它在自己的结构中所表明的就是具有这种特定结构命题的逻辑性质。能够表明命题逻辑性质的，是逻辑命题什么也没有说这一事实，因此逻辑命题实际上就意味着，具有特定结构的命题以某种方式结合成什么也没有说的命题，这些命题在逻辑命题中所处的这种状态就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平衡状态”。在平衡状态中，什么也没有说，这一点对构成逻辑命题的命题以某种结构上的限定。这有点像一对互补的几何图形相互嵌合，构成没有偏向的整体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可以从一个几何形状看出另一个形状。

由此可见，逻辑命题只不过提供了这样一种中间环节，借助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出命题的结构与其形式之间的关联，或者说显示了这个关联。一方面，逻辑命题通过自己的结构表明了构成逻辑命题的那些命题的逻辑性质，另一方面，为此又要求这些命题是按某种方式构造的。因此，如果给定了这些命题的构造，即记号法，而又能够从中看出它们的逻辑性质，那么逻辑命题就可以弃之不用了。事实上正是如此，从命题的记号我们确实可以知道命题的逻辑性质，为此我们并不需要特定的逻辑命题来通过其结构表明这一点，因此不需要这样的逻辑命题。

6.1221　例如，如果两个命题“p”和“q”结合而成的“p→q”是一个重言式，么很清楚q是从p得出来的。

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两个命题本身而知道“q”是从“（p→q）∧p”得出来的。也可以这样表明这一点：把它们结合成“（（p→q）∧p）→q”，然后证明这是个重言式。


［笺释］
 给定了重言式的结构，并说明这就是重言式，由此即可推知构成重言式的命题的逻辑性质。另一方面，给定了命题的结构，我们也可以知道由此构成的是不是重言式。

6.1222　这使我们得以明白为何逻辑命题既不能为经验所肯定，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逻辑命题必然不能与任何经验相矛盾，也不能在任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

6.1223　为什么人们常常觉得“逻辑真理”是“设定”的，这一点也清楚起来。原因是，我们只要能设定一种够用的记号法，就能设定它们。

6.1224　于是也很清楚，为什么逻辑也被称为关于形式和推演的理论。


［笺释］
 逻辑命题的自足性，就是记号法的自主性，或者说，就是使用记号的活动的自主性。逻辑命题是主观的吗？——若要如我所愿地做出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不得不是确定的。如果逻辑命题和记号法是主观上随意规定的，那么在这种规定不得不是一种规定的意义上，它们不是随意规定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是主观性本身。由此可见，逻辑命题也谈不上是客观的。可参见6.124及其笺释。

6.123　显然，逻辑律自己不能遵守逻辑律。

（不像罗素所想的那样，针对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矛盾律。既然不运用于自身，一个逻辑律就够了。）


［笺释］
 罗素之所以认为，即使逻辑命题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例如矛盾律都具有“～（p∧～P）”的形式），对于不同的逻辑类型也有不同的逻辑命题，是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的逻辑律实际上都是概括命题，例如对于矛盾律可以写成“∀p～（p∧～p）”。由于在不同逻辑类型中量化变项的取值范围不同，量词的意义也不同，因而对不同逻辑类型有不同的矛盾律。如果把逻辑层次的思想与逻辑类型合并起来，就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低层次命题的逻辑律要在高层次命题中表述，从而遵守高层次的逻辑律。


［疏解227］
 从前面对逻辑命题的说明中很容易看出，逻辑命题是一种没有独立地位的结构，关于逻辑命题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显示于构成逻辑命题的命题结构中，因而既然有了命题结构上的特征，我们就不需要逻辑命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不需要在只能有什么样的逻辑命题上有什么限制。

事实上，关于逻辑命题也没有作出进一步限制的余地。假定我们有一个限制逻辑命题L的“元逻辑命题”L1。由于L是重言式，L1所限制的只能是L的结构。但是，由于L的结构仅仅是表明构成它的命题例如p和q的结构关系，L1所能限制的仅仅是p和q这两个命题在结构上的关系是怎样的；但是，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L，我们实际上是通过L来确定这种结构关系的——显然，这里没有L1插手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能用与L不同的逻辑命题来限定L，但是，如果被限定的东西是结构，那么这就意味着这里可能有不同的结构，但这是不可能的。引入逻辑命题的层次不在于可能有不同的结构同时起作用，因而需要一种限制条件来挑出其中一种可能的结构，而在于已经有一种结构在起作用，逻辑命题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层次正是什么是逻辑命题所决定的。应当说，逻辑命题是重言式，而不是，重言式是逻辑命题。是重言式决定了什么是逻辑命题，而重言式的存在，就已经预设了只有一种特定的命题结构。因此，是作为形式概念的逻辑命题本身，决定了没有外加的限制来确定哪些是逻辑命题，哪些不是。

6.1231　逻辑命题的标志不是普遍有效性。

普遍性不过意味着对于所有事物偶然地有效。非概括命题可以和概括命题一样是重言式。


［笺释］
 普遍有效的命题总是要写成全称命题的形式，但重言式不一定是全称命题。

6.1232　与像“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这个命题的偶然的普遍有效性相对立，逻辑的普遍有效性被认为是本质性的。类似于罗素的“可化归性公理”的命题不是逻辑命题，这就解释了我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使它们是真的，它们之为真也不过是机缘巧合。


［笺释］
 逻辑命题的有效性与世界是怎样的无关，这种有效性仅仅取决于命题本身，这是逻辑有效性。

6.1233　能够设想一个世界，可化归公理在其中无效。然而很清楚，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与逻辑无关。


［笺释］
 逻辑有效性与世界可能是怎样的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是世界的界限。但是，如果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即必然为真的命题仅仅是对所有可能世界的全称概括，而不是据以构造所有可能世界的东西，那么命题即使必然为真，也不一定是逻辑有效的。

6.124　逻辑命题描述世界的脚手架，或者说表现它。它们并不“处理”什么。它们预设名称具有指称，基本命题具有涵义，这就是它们与世界的联系所在。显然，符号的特定结合（这些符号本质上具有某种确定的特征）构成重言式，这个事实必定表明了关于世界的某种东西。关键就在于此。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使用的符号中某些东西是任意的，某些不是。在逻辑中只有这些东西在表达，而这意味着在逻辑中不是我们借助记号言说我们要说的东西，而是记号的本质上必然的本性本身在言说。这就是说，只要知道任意记号语言的逻辑句法，所有逻辑命题就早已给出了。


［笺释］
 逻辑命题是重言式，这是基于真值可能性而言的，而这意味着构成逻辑命题的那些命题具有真值可能性，从而，其中的名称具有指称，而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命题具有涵义。就以这种方式，逻辑命题与世界榫接在一起，就像脚手架榫接在建筑物上一样。正如有多高的脚手架，就有多高的建筑物，逻辑命题表明了世界在其可能性上的界限。

在我们的符号中有些东西是任意的，例如名称的指称，名称间实际的结合等等，但这些任意的东西的可能性不是任意的。在逻辑命中这些任意的东西以彼此约束的方式得到重言式，因此记号在本质上必然的东西表现出来。在逻辑命题中，正是记号的这些本质特征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逻辑中是语言在说，而不是我们在说。

逻辑命题不能不是重言式，而重言式不能不是其结构表现了其真值可能性的命题记号；由于正确的逻辑句法在记号结构中表现了所要表现的真值可能性，只要知道逻辑句法，有什么逻辑命题，也就都知道了。

6.125　即使在旧逻辑中，在一开始就描述所有的“真”逻辑命题，这也是可能的。


［笺释］
 “旧逻辑”是指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所有的逻辑命题是这样描述的：列举逻辑公理和推演规则，然后说，所有按这些规则从公理推出的命题都是逻辑真命题。由于有无穷多逻辑命题，列举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对逻辑命题的描述。之所以能够描述，不在于有什么逻辑理论，而在于有正确的逻辑句法。因此，即使对逻辑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例如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哲学理论），也能给出真正的逻辑命题。

6.1251　因此在逻辑中从来不会有意外。


［笺释］
 如果逻辑命题都可以事先给出，那么一个逻辑系统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通过逻辑证明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如果就像罗素和弗雷格所认为的那样数学就是逻辑，那么逻辑总是会令人惊讶的，因为数学中就充满了这种惊讶。但是，逻辑证明与数学证明通常具有这样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征，通过构造一些能够表明联系的中间环节（辅助线、引理等等），我们得以从已知条件过渡到结论。我们的惊讶在于，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环节，在于一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原来是可能的。但是，要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是可能的，我们并不需要新的东西。在证明中起作用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例如能够把这个点和那个点连接起来作出辅助线，而不在于这里存在或不存在辅助线这个事实。

6.126　通过判断符号的逻辑性质，就可以确定命题是否属于逻辑。

在证明逻辑命题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不考虑指称和涵义，就可以利用记号规则从一些逻辑命题得到另一些逻辑命题。

连续运用某些运算，我们从其它逻辑命题构造出一个逻辑命题，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它。这些运算从重言式中产生重言式。（从重言式只能推演出重言式。）

显然，这种表明其命题是重言式的方式对逻辑来说不是本质性的。因为处于证明过程的起点的那些命题，必须不经证明就表明是重言式。


［笺释］
 在弗雷格逻辑体系中，逻辑证明就是表明某些不自明的命题是逻辑命题的方法。一旦发现逻辑命题本质上是重言式，而不是如弗雷格所想那样描述思维规律的命题，什么是逻辑证明，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显然，如果证明就是判定逻辑命题的程序，那么那些作为证明的前提的命题就必须不用这个程序就能确定其是逻辑命题；但是，如果存在这样不经证明就能判定的命题，那么证明就是不必要的。


［疏解228］
 在通常的元逻辑研究中，重言式判定法所判定的命题是否重言式，这与一个命题是否是定理还不是一回事。按照这种通行的观点，重言式是一个语义学概念，而定理则是一个句法概念，这个区别使得断定一个逻辑系统可靠和完全，是对这个系统的一个有意义的（significant）断言。但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由于它把重言式理解成其结构限定了语义的记号串，重言式仍然要在句法的层次上理解。因此维特根斯坦在重言式与可证性间建立了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证明就是一种对记号结构进行的操作，而一个命题是否重言式，也取决于其结构，既然证明一个命题就是从另一个命题通过运算得到这个命题的结构，那么得到这个命题的过程就和作为证明的起点的命题一起决定了它是否重言式，这一点是从纯结构的角度考虑的。因此，维特根斯坦的那个理由的要点在于，作为起点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最终得到的命题的结构。

这就使理解的路线清晰起来。在结构上，起点命题决定了最终得到的命题，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证明的过程是这样的，如果从一个重言式出发，总是会得到一个重言式，其二，起点命题是重言式，与证明过程有效，是同时得到确定的，因而起点命题是重言式，这一点表明由此得到的也是重言式。这两种解释的区别在于，前者允许证明过程具有独立的有效性，因而要判定被证明的命题是否重言式，就要看起点命题；而第二种解释则预设了证明的有效性取决于什么是重言式，因而一旦起点命题被作为重言式给出，什么是重言式也就通过实例被表明了，在这种意义上，起点命题是重言式，就决定了最终得到的也是重言式。显然，区别在于对逻辑证明的理解，或者确切地说，是对于证明的逻辑有效性的理解。

事实上，在6.126中维特根斯坦就已经表明了他所理解的逻辑证明是什么。一方面，在证明中我们不管符号的指称和涵义，而仅仅是依据记号规则从其他命题构造出逻辑命题来，另一方面，证明又是从一个起点命题（一个重言式）开始，通过一系列前后接续的运算产生另一个重言式的过程。显然，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证明首先是一种构成重言式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为命题的真（或者说逻辑的真）提供依据的程序。构成重言式，既可以从任意命题开始，又可以从重言式开始。对于逻辑证明的标准理解是从重言式开始，并且，如果考虑的是逻辑系统，那么这样理解无疑也是自然的。但这种在起点命题是否重言式上的区别，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事实上，他认为这个区别并不重要。如果对于构造一个重言式来说，采用什么命题并不重要，那么既然证明的程序就是要表明一个命题是重言式，是否以重言式为起点，也就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从一般的命题开始构造出重言式，那么由此构造出的命题是重言式，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了该命题的逻辑性质；而如果从重言式开始，那么构成这个重言式的命题就必定按照相应的逻辑性质来构造出进一步的重言式，而这种逻辑性质必定体现在证明的记号规则中——这里的记号规则，无非就是要把这些构成重言式的命题记号当成确定的命题来处理。

不妨举一例来说明。给定命题“q→（p→q）”，我们把它当成重言式，这就意味着两次出现的记号“q”表示同一个命题，因而在以这个命题为起点的证明中，就要用同样的命题来代入这两个“q”。这就是说，把起点命题理解成重言式，这一点决定了要采取何种记号演算规则，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证明是有效的。

这正是6.126的括号中那句话“从重言式只能推演出重言式”的意思。情况显然不是，我们有一种独立于重言式的有效证明概念，因而要从重言式得到重言式就必须单独地规定证明的演算规则——这样一来从重言式就不一定得到重言式；而是，什么是重言式，这一点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证明是有效的，作为起点命题，给出的重言式结合它就是重言式这一事实，在整个证明过程中有效，因而不可能推出不是重言式的命题。

6.1261　在逻辑中过程和结果是等价的。（因此没有意外可言。）


［笺释］
 如果起点命题同时也决定了什么样的形式变换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给出了起点命题，由此得到的所有变换原则上都可以给出来，整个证明过程都在意料之中。这个过程所包含的所有重言式都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得到的：起点命题是重言式，这一点使其中包含的符号的逻辑性质确定下来，进而该使用何种符号规则也确定下来。构成证明过程的所有命题都是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如果从起点命题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命题，也就能得到另外所有命题。因此，构成证明过程以及结果的所有命题对于起点命题来说都处于同样的地位上，并没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甚至也可以说，起点命题与所有其他命题也在逻辑上是平权的——它们都是按照同样的符号规则从并非重言式的那些命题构造出来的，并且都可以单独地构造出来。因此就其表明某命题是重言式而言，逻辑证明在本质上是可以退化的。

6.1262　在逻辑中，证明不过是一种机械手段，以便在情况复杂的时候识别重言式。


［笺释］
 证明的机械性在于它是一个不涉及语义的过程，是记号上的操作。只要有一种正确的逻辑记号法，涉及语义的运算就可以在记号操作中得到处理。而我们有一种正确的记号法，这一点已经显示于我们有重言式这一事实中。

6.1263　如果有意义的命题能够从其它命题得到逻辑的证明，而逻辑命题也是如此，那就确实奇怪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于有意义的命题进行的逻辑的证明，与逻辑中的证明，必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6.1264　有意义的命题有所言说，它的证明表明确实如此；在逻辑中，所有命题都是证明的形式。

逻辑中的所有命题都是肯定前件推理（modus ponens）的记号形式。（不能用命题来表达肯定前件推理。）


［笺释］
 逻辑的证明就是按照推演规则从一个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而作为前提和作为结论的命题都可以是有意义的；逻辑中的证明则是在前提和结论都是逻辑命题时所进行的逻辑证明。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逻辑中的证明不是逻辑的证明的一种特殊情况，其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前者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逻辑命题。事实上弗雷格就是这样理解的，逻辑命题刻画思维规律，自然科学命题刻画自然规律，两者在逻辑上地位相当。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逻辑中的证明所使用的前提本身就是推演规则或证明的形式，而逻辑的证明则不是这样的。由于证明的形式不是像有意义命题断定某物一样为逻辑命题所断定，在逻辑证明中逻辑命题与有意义的命题不能等而视之。


［疏解229］
 这里涉及到逻辑证明中的前提与推理规则（证明的形式）的区别问题。这个区别已经为弗雷格和罗素所意识到。从疏解228的说明中已经可以看到，所有逻辑命题都决定着符号规则，进而决定了证明的形式，不过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具体一些。这里所说的不仅是知道了一个符号串是逻辑命题，就知道相应的符号规则，从而知道相应的证明形式，而且是，逻辑命题可以直接作为某种推理形式加以利用。例如肯定前件推理对应着逻辑命题（p∧（p→q））→q，同样，如果这个命题是逻辑命题，那么肯定前件推理就是一种有效的证明形式。虽然在逻辑命题与推理形式之间有这样的对等性，在一个推理中两者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不同的。一个命题是对其进行形式变换的东西，而一个推理形式则是形式变换的操作。如果每个推理形式都是以命题的形式给出的，那么形式推理就会进入无穷后退，因为给出推理形式的命题需要新的推理形式才能在推理过程中起作用。因此，为了进行肯定前件推理，我们并不需要把命题（p∧（p→q））→q也当成前提。

不过，维特根斯坦给出的区别与此不同。他做出的区别是：推理形式表现于记号，而不能为命题所表达。这实际上就是显示与说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推理形式作用于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说一个命题是重言式，然后依据这个事实来规定符号规则。这是记号的层次，而不是命题做出断言的层次。这种层次上的区分是极为自然的。命题并不通过断定来确定自己所使用的符号，断言预先决定了符号，因此，给出一个做出断言的命题，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符号。一旦把推理形式置于显示的层次，它与推理前提的区分就极为清楚了。如果作为前提的命题是有意义的，那么推理形式就与之截然有别；而若作为前提的是逻辑命题，那么它就与推理形式按同一种方式起作用。与这个区分相对照，前一段中通过论证建立的区分实际上有些权宜味道。后退的过程可以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停下来，但推理形式与命题间的转换关系并未因此而结束。问题的关键是，逻辑命题如果被认为表达一种推理形式，那么就确实是与推理形式不等价的东西，因而从推理形式到新前提的推进就决不是贫乏的。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虽然也允许在逻辑命题与推理形式间的转换，但这种转换立即表明是一种等价的转换。逻辑命题与推理形式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层次的、都通过重言式的结构性质显示出来的东西，为此预先需要的仅仅是特定的记号串是重言式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了，记号串是什么逻辑命题，就与它表明了什么推理形式一同确定了。这样，从其中的一个到另一个的转换，是一种贫乏的转换，无穷后退根本无从开始。

这就表明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逻辑命题。既然逻辑命题与推理形式没有区别，而推理形式不能用命题来表达，那么逻辑命题就是关于符号结构的纯显示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命题的正面价值表现了出来，与逻辑命题等价的推理形式使得关于有意义命题的逻辑的证明显示了有意义的命题言说了其所言说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意义的澄清，但绝对不会在所澄清的意义上添加任何新的东西。

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对于有意义的命题的证明与对于逻辑命题的证明间有多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后者是完全无所言说，而仅仅表明逻辑记号在形式上的自主性，而前者则是在有所说的意义上显示其有所言说。这两者在这样一点上是相同的：证明的过程都是显示其所显示的东西的过程。

6.1265　可以这样理解逻辑，所有命题都是自己的证明。


［笺释］
 如果一个命题断定了什么，那么对它的证明所表明的仅仅是，它是如此构成的，构成它的东西作为前提给出，这些前提所断定的正是它所断定的东西。这里，逻辑证明不过是给出有意义命题的结构形式，从而表明通过这种结构所断定的东西。如果这个逻辑证明的前提是真的，那么这个命题也就是真的。


［疏解230］
 如果能够看出所有命题都是自己的证明，那么也就正确地持有了相应的逻辑观点。对于有意义的命题来说，从记号结构中看到其所说的东西，也就能够给出关于这个命题的任何一种逻辑的证明，这些证明无过于使其所说的东西显示出来。当然，一旦从记号中看出其所说的，也就把这个命题看成了自己的证明。只要具备正确的逻辑记法，命题就能显示其所说，而这就是全部逻辑。可以不要逻辑命题，但仍然会有逻辑。

6.127　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等的，没有本质上的初始命题和导出命题。

任何重言式本身就表明自己是重言式。

6.1271　显然，“初始逻辑命题”的数目是任意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初始命题导出整个逻辑，例如可以取弗雷格的初始命题的逻辑积。（弗雷格也许会说，这样就不再是自明的了。但奇怪的是，像弗雷格这样精确的思想家也会把自明的程度当作是逻辑命题的标准。）


［笺释］
 只有参照独立于逻辑的标准，才能区分逻辑命题的优先性，才能区分出初始命题与导出命题。但对于逻辑并没有这样的独立标准。逻辑是自主的。逻辑的本质在于逻辑记法。逻辑记法使命题显示其所说，逻辑命题显示出记号确实显示了其所显示的东西。一旦具备了正确的记号法，也就有了所有的逻辑命题。

6.13　逻辑不是理论，而是世界的反映。

逻辑是超验的（transzendental）。


［笺释］
 逻辑命题不是命题，因此并没有命题来描述逻辑。逻辑既然不是理论，就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反映世界。由于逻辑表明的是世间事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对应于世界的整体，逻辑所反映的就是世界的整体。对世界的反映通常被归于理论，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被归于实践。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个事实。

逻辑反映世界，但并不被反映，逻辑在这种意义上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因而是超验的。

6.2　数学命题

6.2　数学是一种逻辑的方法。

数学命题是等式，因此是伪命题。


［笺释］
 6.02节定义了什么是数，这为6.2节讨论数学命题提供了基础。如果数就是逻辑运算的指数，那么数学命题就可以被理解为建立在逻辑运算的基础上的命题，因而数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的学科。6.2表述了数学与逻辑的这种关联：“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这里维特根斯坦又特意强调数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即，不是由真正具有描述功能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这与数学命题不是真正的命题联系在一起。等式不是命题，这一点已经在5.53节讨论过了。

6.21　数学命题不表达思想。

6.211　生活中我们从来不需要数学命题，只有在从一个不属于数学的命题到另一个同样不属于数学的命题的推理中，才需要数学命题。

（在哲学中，“我们实际上用这个词或命题来干什么？”这个问题总会导致有价值的结果。）


［笺释］
 显然，在维特根斯坦心目中区分了数概念的不同使用，一种使用是在关于一般事物的命题中，另外一种使用则是在关于数的命题中。当我们说“这里有两匹马”时，我们提到了数字“2”，但却不是用这个词来说数，也不是马与数的某种结合，而是用它来说马。这种使用不是数学所要求的使用。数学所要求的使用采取了数和数间的关系的形式，即等式的形式，例如“2－1＝1”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在生活中的使用是这样的，例如“这里有两匹马，但我只看到了一匹，那么另外一匹在哪儿呢？”这是在利用“2－1＝1”这个数学命题进行推理。


［疏解231］
 6.211括号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哲学方法的说明。这个说明与前面关于奥卡姆原则的说明是一致的。从这个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维特根斯坦已经提出了《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思路，即通过考察用法来讨论哲学问题。这决不是一个孤例。事实上，这个思路已经贯彻到《逻辑哲学论》的总体框架中去了。这部著作中谈论得如此之多的显示，都是在使用中的显示，并且只有在使用中才会显示确定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在关于本质的东西的谈论中维特根斯坦总是会说“只要知道……就知道……”、“已经给出了”等等这样看似语焉不详的句式，这其实都是在对某个看事情的角度虚位以待，而填补这个位置的，就是使用者。

6.22　逻辑命题在重言式中显示的世界的逻辑，数学命题在等式中显示。


［笺释］
 数学命题仅仅是提供推理形式的命题，这与逻辑命题相似。逻辑命题所提供的也是形式。逻辑与数学的关联在这里以一种更为醒目的方式表述出来。应当说这里的平行关系远比6.211提示的要强。数学命题不仅仅是在有数字的地方建立命题间的关联，而且显示命题的逻辑形式。我们总是对同样的东西进行计数，或者说，通过计数，我们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按照同样的方式加以对待，即作为具有相同形式的东西加以对待。因此，如果说逻辑命题所显示的是世界的逻辑形式，那么数学命题也恰恰如此。

6.23　两个表达式用等号连接，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彼此替换。但必须在表达式本身中显示是否如此。

表达式能够互相替换，这标明了它们的逻辑形式。


［疏解232］
 要注意这里所说的逻辑形式是指什么的逻辑形式。从关于马的例子来看，这是在说含有数字的表达式要具有的逻辑形式，例如“两匹马”这个表达式的形式。一个自然的解释是，这里的逻辑形式就是体现为计数单位的形式。仅当在计数时我们使用了同样的单位，计数过程才可以用数学等式来表达，例如我们说“两匹马－一匹马＝一匹马”，不说“两匹马－一头牛＝一匹马”，而是说“两个牲畜－一个牲畜＝一个牲畜”。但是，这个解释依赖于单位的概念，单位一方面是个常项，另一方面又贯穿了所有的数，由此得到的数概念就不是变项。这与6.022所说的数的概念是变项相矛盾。说数的概念是变项，其要旨是强调，我们是先有一般的数的概念，然后才会有特殊的数，而不是先有特殊的数，这些特殊的数构成了数概念的实例，我们按照这种例示关系来理解数概念。引入单位，并以此说明数的相等，实际上就先引入了特殊的数（即1），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特殊的数，并承认，即使没有关于数的一般概念，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6.23。这段有点曲折的表述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依据逻辑形式，来判断两个表达式是否可以互相替换，因此它们可以替换，就表明了逻辑形式。这样理解就意味着先确定了逻辑形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等号的使用。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使用等号，就意味着要先对逻辑形式进行判断，进而意味着可以构成关于逻辑形式的命题。这显然有问题。表达式的替换在先，由此才能显示而不是断定逻辑形式。因此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使用等号这一事实表明表达式的可替换性，而表达式可以替换，这一点必定是由表达式本身所显示的，因此可替换性显示了表达式的逻辑形式。事实上，维特根斯坦采取曲折表述不是想取得一种修辞效果，而是概念的顺序要求这种表述。

当然，我们可以问：难道等号不会被错误地使用吗？确实可能。等号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被错误地使用：这里既不能用等号，也不能用不等号。这意味着逻辑形式上不匹配。但这种不匹配通过这种使用是不正确的显示出来，而不是通过比较逻辑形式而发现的。

6.231　可以看成双重否定，这是肯定的性质。

可以看成“（1＋1）＋（1＋1）”，这是“1＋1＋1＋1”的性质。


［笺释］
 等号的使用就是把一个表达式看成另一个表达式，而这就是两者的可互换性。只有等号的使用在先，才能够说“可以看成”；如果逻辑形式的确定在先，我们以此为依据判定表达式是否可以替换，就不能这样说，而要说“是”。关于“看成”，我们询问目的，而不是依据。

6.232　弗雷格说，两个表达式具有同样的指称（Bedeutung），而有不同的涵义。

但对于等式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既然能从表达式本身看出，就没有必要表明两个用等号连接起来的表达式具有同样的指称。


［笺释］
 问题不在于对等式的语义进行解释，而在于我们能够从等式的符号中看到什么。如果它有意义，这一点就会显示出来。随后的6.2321－3立即考虑我们能够看出的是什么。

6.2321　数学命题能被证明，这不过意味着，不必把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与事实相对照，就能知道它们是正确的。


［笺释］
 我们证明数学命题，而不是证实它们。这个区分表明了数学命题所说的东西与事实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说，说明了数学命题之是否为真，与事实无关。

6.2322　不可能断定两个表达式的指称相同。因为，为了做出关于其指称的断定，就必须知道其指称，而一旦知道其指称，也就知道它们是否相同。


［疏解233］
 在疏解129以及5.5301－3之后的疏解中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等式的意义。关于等式不是真正的命题，这里给出了一个极为简洁的论证。论证的前提是，理解一个符号，也就是知道其指称。按这个前提，指称不同的符号是不同的符号。论证大体上是这样的：断定两个表达式的指称相同，也就预设了其指称不同的可能性，但在指称不同时，表达式本身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一个等式原来的意义上否定这个等式。如果启明星不是长庚星，那么“启明星”这个词的指称就不同于说“启明星是长庚星”时的指称，从而这是一个不同的表达式。

6.2323　等式仅仅标志着看待两个表达式的角度（Stand-punkt），也就是说，其指称相等的角度。


［笺释］
 引入了角度这个概念，就使得不同记号表示同一客体成为可能，从而为等号的替换解释提供了基础。这里确实出现了不同记号，但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关于同一个客体的记号，从而把不同的记号理解为可以替换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符号。

6.233　对于解决数学问题是否需要直觉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说，语言本身就提供了这里需要的直觉。

6.2331　演算的过程就带来了这种直觉。

演算不是实验。


［疏解234］
 从“看作”过渡到直觉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通过确定使用记号的某种角度来获得等式。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建立一个等式，这总是以直觉作为支撑的，由此引入关于数学的直觉主义解释。按照直觉主义解释，数学的客体，即通过等式得到个体化的客体总是一种构造的产物，这种构造体现为等式的结构特征，把这种构造特征纳入形式证明，就使我们说，一个数学命题（等式）为真，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关于这个命题的形式证明。直觉主义把构造数学客体所需要的直觉归于作出数学命题的人，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说，提供直觉的是语言本身。这个回答首先就有这样一种意思，使用数学语言，这本身就保证了解决数学问题的必要条件，因此说这种条件是或不是直觉，都是无所谓的。但是，这个回答也可以理解成，确实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需要的是直觉，不过，就其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认知的而言，说这是一种直觉，不过是在说，解决数学问题的条件直接就由表述数学问题的东西给出了，从问题到解决并不需要额外的附加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从某个角度进行的“看作”无非是逻辑形式已经显示出来这一事实的另外一种表述，这个事实依赖于我们对数学语言的使用。因此，用直觉来解释等式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我们的使用决定了显示出的逻辑形式，因而对于作为使用者的我们来说，记号的逻辑形式是直接给与我们的。因此，作为使用数学语言的事实，计算的过程就是带来直觉的东西（6.2331）。对此只需对照这样一种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了学习解题，需要的仅仅是多做习题。但是，计算过程并不是某种实验，也就是说，正确的解是什么，并不取决于运气。解题时确实会有某种试错法，但这是使自己看到逻辑形式上的联系所采取的预备步骤。一旦其中的联系清楚地展现出来，我们就停止尝试，直奔主题。正确的解不是靠碰运气得到的，这是因为什么是正确的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数学问题的使用者来说直接就确定了。

6.234　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


［笺释］
 这里重复了6.2，即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如果说6.2有提示的味道，那么6.234就是一种结论。得出结论的是我们依照6.232的提示从等式中看出的东西，即等式所显示的一般性的东西。

6.2341　运用等式是数学方法的本质特征。由于这种方法，所有数学命题都是不言自明的。


［疏解235］
 等式对于数学的重要性也许不是非常明确，但是，维特根斯坦断定等式就是数学的根本所在，这不是在断定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写成等式的形式。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数学对象（以数为典型）并不先于等号给出，而是在等号的使用中才得到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是一种显示，因此，就数学的本质取决于什么是数学对象而言，等式对于数学来说就是本质性的。但是，等式并不因此而是所有数学命题能够还原成的东西，这里并不涉及还原，而是涉及到这样一点，数学中必须能够使用等式，因此数学命题必须如此理解，使得等式能够使用，这就是说，等式的使用显示了所有数学命题的共同性质。这种性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是自明性。具有自明性的命题就是其记号结构显示了它的逻辑形式，或者说限定了其真值可能性的命题。因此维特根斯坦需要这一点成立：仅当数学命题是自明的，等式才能够被使用。

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了。等式就是在记号间建立可互换关系，以此表明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客体。而这样一来逻辑形式必须已经从记号中显示出来了，因为使用等号，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逻辑形式已经给出，或者说表明看待记号的特定角度已经确定下来。因此，等号的使用要以记号是否已经显示其逻辑形式为前提，而这意味着，由这些记号构成的命题就是其记号结构显示其逻辑形式的命题，即自明的命题。

由此看来，维特根斯坦说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其实就是在说，数学所处理的就是逻辑形式，数学命题的记号结构显示了客体的逻辑形式，从而数学命题的意义限定了它的真值可能性。

6.24　在数学中得到等式的方法就是替换法。

等式表达了两个表达式的可替换性，从若干等式出发，依据等式来替换不同的表达式，我们得到新的等式。


［笺释］
 这里说明了在何种意义上有数学证明，或者确切地说，在何种意义上有数学变换。既然在数学中等式实际上表明的是记号间可以互相替代，等式就既可以通过替代获得，也可以通过替代进行变换。这种特征体现为数学变换的一般形式：如果我们有a＝b和b＝c，那么就可以用“c”来替代“a＝b”中的“b”，从而得到“a＝c”。这表明相等关系可以传递。这种可传递性使我们可以写出这样的形式“a＝b＝c”，而这可以解释为，通过变换，我们从a得到c。在变换得到的整个序列中，任意两个项都可以构成等式。

6.241　于是2×2＝4就是这样证明的，

定义：[image: ]


[image: ]



［笺释］
 这里给出了把变换用于数学证明的例子。对于一个操作Ω，定义[image: ]
 。其中“Ων
 ”表示连续进行运算Ω，而“Ων
 'x”则表示对x进行这样一种连续运算，后一次运算是对前一次运算的结果进行的。由于对x进行连续运算，就是每次运算都是对前一次运算结果进行的运算，我们有（Ων
 ）'x＝Ων
 'x。在随后的证明中，第五行“（Ω'Ω）'x”表示连续对x进行运算，这等价于“Ω'Ω'x”。从第五行到第六行使用了关于连续运算的结合律，也就是说，对x进行先进行两次连续运算，然后再对其结果进行两次连续运算，这等于说对x进行四次连续运算。


［疏解236］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首先有一般的数概念，而特殊的数是什么，将通过等号的使用显示出来。但这是否是必然的呢？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至少会承认，特殊的数是独立存在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独立地给出特殊的数，而不管一般的数概念是否能够给出。但特殊的数之间的相互独立性与数之间的内在关系不相容，这种内在关系体现在，如果例如在1和3之间没有2这样一个数，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数概念，从而“1”和“3”这两个记号表示不同的东西。如果转而认为特殊的数可以一一构造出来，这样虽然容纳了数与数间的内在关系，但不能处理无穷问题。先定义一般的数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定义特殊的数，将使这些问题消失。

当然，是否必须采取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那种借助于运算的方式，一时还不是非常明显，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自然性。如果采取其他的方法先确定一般的数概念，然后给出确定特殊的数，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与维特根斯坦的方式等价。理由如下。首先，特殊的数只有在与等号一同出现时，才能在一般的数概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也就是说，特殊的数要通过等号的使用显示出来，而等号确定了显示的方式，并进而依赖于一般的数概念。其次，一般的数概念无论以何种方式给出，都必须对应于特定的显示方式，这就使一般的数要与逻辑形式联系在一起，给出了一般的数，也就给出了某个逻辑形式。再次，为了便于向特殊的数过渡，给出一般的数概念的方式要有一种可以重复的模式。一种与逻辑形式相联系并且具有可重复进行的模式在技术上是必要的，无论这种模式是什么，都可以看成是一个运算序列，因为运算序列就是一个按照重复模式建立起来的序列，这个序列中的各项处于内在关系中，并通过这一点显示了特定的逻辑形式。


［疏解237］
 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会如何看待像1、2、3这样的数学客体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如没有逻辑客体一样，也没有数学客体。但这种理解必须加以限制，因为对于逻辑客体并没有一种个体化手段，但对数学客体来说却有（等式），而使用这种手段，就承诺了特殊的数。逻辑客体与数学客体在这种意义上相同：一般的数概念对应于运算序列，这个运算序列显示了特定逻辑形式，因此正如不存在逻辑客体一样，不存在一般的数。一般的数为等式的建立提供了可理解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使用等式就有数学客体，但决不能脱离这种使用断定这一点。

6.3　科学命题

6.3　逻辑研究意味着关于所有律则性（Gesetzmaläßigkeit）的研究，逻辑之外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笺释］
 这绝不是在说，存在两类研究对象，它们构成不同研究领域，其中一类对象遵守律则，而另一类对象则否；而是说，律则性这个概念是由逻辑所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一种非逻辑的律则。


［疏解238］
 这里的逻辑决不是我们现在的数理逻辑中所讨论的那种以形式化和外延化的方式得到处理的逻辑，而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逻辑。《逻辑哲学论》通篇讨论的就是这种逻辑，即那种处理可能性的逻辑，而这种可能性就是逻辑形式，就是分解实在的东西所得到的那种可能性。这种逻辑形式不是罗素意义上的可以由逻辑常项所刻画结构，而是使这种结构得以可能，并且表现于逻辑命题的结构。当然，这里所谓的逻辑形式也绝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形式，即，不是那种对所有常项替换为变项以后剩下来的结构，而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事物本身的存在中显示出来，并且是我们据以把握这些事物的东西。就自然律是我们据以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而言，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逻辑决定了什么是自然律。

显然，由于维特根斯坦这种独特的逻辑概念，它关于逻辑与自然律的关系也与通行的观点不同。按通行的理解，自然律与逻辑律是分开的，逻辑律是关于事物最为普遍的约束，而自然事物在遵守逻辑律的同时，还受到自然律的限制。这种通行观点体现为逻辑的可能性与自然的或物理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分。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只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通过对世界或者事实进行分解得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属于逻辑。因此，无论律则性是什么，它都不能不是其可能性限制了其实际如何的状况，也就是说，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确定的或者说可以说其必然如此的状况。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律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它之成为自然律这一点能够为逻辑所揭示。律则性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概念。

但是，自然律的概念与逻辑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简单地说，这种区别在于，关于自然律的研究所针对的是有意义的命题，即对事实有所言说的命题，而关于逻辑的研究则针对命题记号，也就是说，前者针对某种命题，而后者则针对命题的一般本质。因此，两者的起点是不同的。逻辑研究的起点是，就其能够有所言说而言，命题的本质是怎样的，而关于自然律的研究的起点则是，就其实际上言说了世界而言，命题应当是怎样的。后面我们会逐步看到，为了实际上对世界有所言说，需要某些附加的东西，而这些是逻辑所不能提供的。与此同时，这也表明自然律的某些区别于逻辑律的特征。

6.31　所谓的归纳律不可能是逻辑定律，因为它显然是有意义的命题。因此它也不是一个先验的（a priori）定律（Gesetz）。


［笺释］
 为什么一上来就谈论归纳律呢？在所有与自然律相关的信条中，归纳律有时被认为是有望说明自然律的本质的最有资格的一个，人们曾认为所有自然律都是归纳的结果。因此，这里所做的不过是说明：归纳律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它不足以说明什么是律则性，从而不足以说明究竟何为自然律。

6.32　因果律不是定律，而是定律的形式。


［笺释］
 维特根斯坦并不试图说明，能够为自然律提供律则性的是因果律。因果律仅仅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它能够显示什么是律则性的意义上，自然律的律则性得以显示出来。当然，任何表明什么是律则性的命题，都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律则性本身只能是逻辑上的东西。

6.321　“因果律”是一个通名。正如在力学中有种种“最小律”（Minimum-Gesetze），例如最小作用律，在物理学中有种种因果定律，具有因果形式的定律。

6.3211　在知道其究竟是怎样的之前，人们的确感到应当有一种“最小作用律”。（先验的确实性在这里一再被证明是某种纯逻辑的东西。）

6.33　我们并不先验地相信守恒律，而是先验地知道一种逻辑形式的可能性。


［笺释］
 在给出最小作用律的确切表述前，人们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即质点运动路径遵守这样一条定律，它使得作用量最小。至于什么是作用量，则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费马认为是时间，而莱布尼兹则把质量、速度的平方和时间之积作为最小作用量，欧拉则把这一想法以积分的形式表述出来，从而能够就此确定质点运动路径。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发展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在一种形式感的指引下建立自然律的。事实上6.33提到的守恒律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守恒律在笛卡尔那里是以宇宙运动的可理解性为基础提出的：如果上帝要使宇宙的运动能够在人的理智中体现自己的荣光，就必定在创造了运动之后使运动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从上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如果没有外部的干预，运动将保持守恒。这种运动守恒律最初被表述为惯性定律、动量守恒，后来又被表述为能量守恒以及其他形式，这些定律具有越来越普适的形式。


［疏解239］
 维特根斯坦借这些例证想表明的是，自然律必定具有先验的形式。这种关于先验形式的观点不是一个假说，而是由什么是律则性这一点决定的。一条自然律必定具有律则性，这不取决于它所描述的是什么，而取决于它是一条定律这一事实。除非限定这条定律的逻辑形式已经给出，它就不是一条定律，而这意味着必须存在一种对应于自然律的形式。因果律、最小作用律以及守恒律表明相应的形式已经给出了。但是，这些形式并不是特定的定律，而是表明某些特定定律具有律则性的东西。特定定律是按照这些形式的指引得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不先验地相信（我们可以无依据地相信）这些律则形式，而是确实知道（无依据地知道就是不知道）相应的逻辑形式。是我们着手建立这样的自然律，或者说是我们能够正确地把这些自然律理解为定律，表明了我们知道这一点。当然，由此建立的自然律是否正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按照与之关联的形式的指引，来判断定律是否正确。

6.34　像充足理由律、自然界连续律以及自然界最小耗费律这样的命题，都是对于自然科学命题的可能形式的先验直觉。


［笺释］
 我们所具有的何以是直觉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是按照这些形式来理解自然科学命题，从而宣称我们知道相应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不直接知道这些形式。显然，维特根斯坦不会认为存在一种关于这些形式的定义，我们依据这个定义来说明这些形式适用于某些情况；给出这个定义，就是要说出一种逻辑形式，但逻辑形式只能显示出来。

6.341　例如牛顿力学，就赋予了关于自然的描述以统一的形式。设想一个有不规则黑斑的白色表面。我们可以说，用一个有方形网眼的网格覆盖上去，在网格足够细的情况下，不管黑斑是什么形状，都可以通过指出每个网眼是黑还是白来描述黑斑的形状，要多接近就有多接近。用这种方式就赋予了对白色表面的描述以统一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任意的，因为用三角形网眼和六边形网眼都同样成功。也许用三角形网眼更简单些，也就是说，用较为粗大的三角形网眼得到的描述要比较细的方形网眼更精确些，或者相反，如此等等。不同的网格对应于描述世界的不同系统。通过规定所有描述世界的命题都必须以规定的方式从一定数量的给定命题（力学公理）得到，力学决定了一种描述形式。于是，力学提供了建筑科学大厦的砖块，并且宣布：无论要建造什么，都要以某种方式使用并且只能使用这些砖块。

（正如用计数法人们必定能够写下任意的数，用力学系统，人们必定能写下任意的物理命题。）


［疏解240］
 如果不用比喻，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想说什么呢？用网格来描摹图形，我们需要关于网格的两个变量，即网格的形状和大小。用一个力学体系来描述世界，我们需要力学概念。这里，力学概念间的关系就相当于网格的形状，而用力学概念来分析力学现象的方式则决定了网格的大小，这是由于分析力学现象的方式决定了力学描述的精确程度。一个力学体系通过数个公理规定了几个基本概念间的关系，利用这些公理来构造所有其他命题。这就相当于用形状统一的网格来描画世界；这些命题具有不同真值，就相当于网格被涂成了黑色和白色。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物理现象，我们都可以运用特定的分析方式来用力学概念表述出来，从而按照力学定律加以描述。如果这里有不同的力学体系，我们总是可以通过调整力学分析的方式来获得足够精确的描述，并且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同一个世界的描述。

这里要以一种宽泛的方式来理解描述形式，而不必死扣作为命题结构的可能性的那个形式。描述形式是指那些体现于描述活动中的一般的外显特征。因此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里提到的形式究竟对应于力学体系的什么特征——相当于网格形状的部分肯定包含在内，那么网格的粗细呢？不难注意到，如果不以所要描摹的图形为参照，网格的粗细是没有区别的，就力学体系内部而言，所能规定的仅仅是概念间的关系，而不涉及到概念的运用方式。事实上，一个力学体系也不能规定其概念的运用方式，这是因为任何这样的规定都将要求进一步的关于运用的规定，因而会进入无穷后退；规定概念的运用方式的，只能是使用这种体系进行描述的实例。下面立即会看到，这一点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6.342　现在我们可以领会逻辑与力学的相对位置。（网格也可以包含不止一种网眼，例如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三角形和六边形。）用特定形式的网格能够描述上述图形，这一点对于这个图形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所有图形这一点都是真的。）但是，用粗细特定的某种网格能够加以完全地描述，这确实表明了图形的特征。

同样，能够用牛顿力学来描述世界，这对于世界也说明不了什么，关于世界说了些什么的，恰恰是以特定的方式能够如其所是地描述世界。能够用一种力学系统比另一种系统更为简单地描述世界，这个事实关于世界也说了些什么。


［疏解241］
 特定力学体系能够描述世界，这一点显示了其与世界共同的逻辑形式，但这不是关于世界的断定。这就相当于说，能够用特定形状的网格来描摹，这对于被描摹的图形并没有说什么。另一方面，用特定形状的网格来描摹图形，这与另外一个事实结合起来才表明了图形的特征，这就是网格的粗细——只有调整网格粗细到一定程度，才得到一个让人足够满意的摹本。这就是为什么说能够用特定粗细的特定网格描摹图形，这表明了图形的特征。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说这表明了图形的某种全局的比例特征，即最大轮廓与最小细节间的相对比例，这种比例决定了必须采取多细的网格。

力学体系在何种意义上描述了世界，可以在这种类比之下得到理解。网格的粗细对应于力学概念的运用方式，即如何使用力学概念来分析力学现象，因此说网格形状与粗细的特定结合能够描摹图形，这表明了图形的特征，就相当于说，力学概念与其运用结合起来才表明了世界是怎样的。在描摹图形的情况下，所表明的是图形在比例上的特征；而在描述世界的情况下，能够用事实上采取的方式来描述，这样说所断定的就可以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上的特征。之所以这样仅仅是因为，任何命题都是就逻辑结构而言来描述实在，因此何种命题能描述世界，必定表明了逻辑结构的某种特征。维特根斯坦还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他说，用力学系统来描述世界的简单与否，也表明了世界的某种特征。对这一点只需参照6.341中的这段话就可以理解——“也许用三角形网眼更简单些，也就是说，用较为粗大的三角形网眼得到的描述要比较细的方形网眼更精确些，或者相反，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在同等精确程度下，使用的网格越粗，描述也就越简单。这显然是因为，为了达到同样精确的程度，网格越粗，要使用的网格数也就越少，或者说，力学概念与力学现象间的联系越直接，力学概念的使用也就越简单。因此，力学体系的简单性与网格的粗细是对应的。

只有在其运用中，力学体系才表明了世界的特征，这一点虽然维特根斯坦没有明确表明，但可以从其思路中抽取出来。这个结论不能与另外一个贫乏的事实相混淆，即运用一个力学体系会得到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命题，这些命题当然就是对世界的描述。可以说在这种贫乏的理解下，牛顿力学与亚里士多德力学描述的是世界的现象。由于这些描述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我们不能说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通过描述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的特征，却不是现象，而是世界的逻辑结构上的特征。我们能够对两种力学的解释力进行比较，这一点本身就表明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

这里的结论是，运用力学体充分地描述了世界，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特定使用的这个体系关于世界的特征有所断定，而脱离了使用，体系本身什么也没有说。同理，一个体系的某种特定使用没能足够地描述世界，这个事实也显示出世界的某种特征。这个结论显然有助于破除关于科学理论的这样一种误解：科学理论本身就描述了世界。维特根斯坦说明了在什么意义上科学理论什么也没有说，又在什么意义上有所说。在其无所说的意义上，科学理论具有逻辑的特征，而在其有所说的意义上，则又区别于逻辑命题。

可以简单地说，科学命题在其能够确定地描述世界的意义上属于逻辑，但在其能以某种或简或繁的意义上描述世界而言，不属于逻辑，而是表明了世界的特征。这就表明了逻辑与力学的相对位置。

6.343　力学是一种尝试，要按一个单一的计划来构造描述世界所需要的所有真命题。


［笺释］
 不能这样理解：由于刻画了世界的特征，力学中包含着一些真命题；而是，力学试图给出所有关于世界的真命题这样一种尝试，使其能够表现世界的逻辑结构。

6.3431　通过这一整套逻辑装置，物理定律仍然谈论了世界中的客体。


［笺释］
 物理定律不过是一套逻辑的构造物，但它们之所以谈论了世界中的客体，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它们来进行这种谈论。

6.3432　一定不能忘记，力学总是以非常一般的方式谈论世界。例如，它从不提到特定质点，而总是谈论任一质点。


［笺释］
 力学并不直接谈论世界上的东西，而是通过某种一般化的谈论，来显示世界的特征。难道我们需要力学来作出某种预测吗？任何理论都可以预测。关键是世界是怎样的，而不是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是怎样的。

6.35　尽管我们设想的黑斑是几何图形，几何学对于它们的实际形式和位置显然什么也说不出来。然而，网格是纯几何的，它的性质都能先验地给出。

像因果律等等的定律，处理的是网格而不是网格所描述的东西。


［笺释］
 几何学为何不能说出实际存在的那块黑斑的形状和位置呢？这不是几何学的目的。说出这些东西的是我们对于几何学的运用。几何学本身处理的是先验地规定好了的几何形状，而它本身并不决定该如何运用自己。


［疏解242］
 既然定律是一种一般化的谈论，而支持这种谈论的是某种逻辑构造，在定律中必定有些先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讨论了科学理论是如何起作用之后，这里回到定律的一般性质这个话题上来。在维特根斯坦心目中肯定有某种层次结构，一些东西构成科学理论的网格，另一些东西谈论这些网格。后者是某种“元定律”式的东西，其中就有因果律。

6.36　要是有因果律，就应该是这样的：“有自然律”。

但这显然不能说，它显示出来。


［笺释］
 这就是说，因果律是显示出来的。整个6.36节看起来在无关的主题间跳跃，实际上可以按一条统一的线索组织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下：科学理论何以能够起作用，或者说，科学命题何以能够具有律则性。

6.361　我们可以沿用赫兹的说法，只有合律则的（gesetzmäßige
 ）联系才是可以思考的（denkbar
 ）。


［笺释］
 赫兹的观点构成了理解律则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线索。这个观点意味着，既然科学命题是对世界的思考，那么它就必须显示出存在于世界中的合律则性。


［疏解243］
 我们可以把这个说明与6.35对照起来理解。如果图画上的斑点直接就是几何图形，那么几何学就能够描述其实际形状和位置；几何学不能做到，仅仅是因为这是我们运用几何学才能做到的，而几何学并不决定该如何使用自己。运用几何学，就是把图画上的色斑看作几何图形。因此，这里引用赫兹所说的就是，思考本身就是按照合律则的方式来建立联系；而不是说，我们把定律作为前提来进行思考。定律不是被纳入思考的前提，而是思考实际上进行的形式。科学定律所要说的东西只能显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属于思考实际上如何进行的东西，并不属于思考的内容，而只有属于思考内容的，才能够说出。

6.3611　我们不能把一个过程与时间之流比较，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只能与另一个过程比较，例如计时器的运转。

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另外的某个过程来描述时间的流逝。

同样的类比可以严格地运用于空间，例如当人们说，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导致一个发生而另一个不发生，两个彼此排斥的事件都不能发生，问题确实就在于，除非发现某种不对称，我们不能描述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而如果有这样的不对称，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发生而另一个不发生的原因。

6.36111　康德关于右手和左手不能重合的问题，在平面中也存在。事实上，它也存在于一维空间。除非移出这个空间，a和b这两个全同的图形是不能重合的。右手和左手是否全同，这与它们能否重合不是一同事。

[image: ]


如果能在四维空间中旋转过来，右手手套也可以戴在左手上。


［笺释］
 a和b之所以不能重合，是因为它们在一维空间中，因此它们不能重合，这表明它们所处的是一维空间。同样，右手手套不能戴到左手，这表明我们在三维空间中。


［疏解244］
 这里说明了合律则的联系是如何体现在思考中的。时间的先后接续关系是这类联系最简单的样式，但我们思考一个历时过程，并不是把这个过程与时间本身的流逝进行对照，而是把这个过程与另一个历时过程（例如钟表的运行）相对照。这里，使我们得以思考历时过程的联系（时间）不是被思考的东西，而是从一个被思考的东西到另一个被思考的东西间建立过渡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思考这种联系本身，而是通过思考建立这种联系。

6.3611还考虑了空间的情形，6.36111接着解释这一点。不过这究竟是在说什么，还不能一下子看出来。这两段话实际上同时处理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空间关系，一个是因果律。对于空间关系这里是在说，如果没有某种不对称，我们就不能区分两个空间对象。通常可以区分镜像对称和旋转对称，这里涉及的是旋转对称。康德曾经考虑过右手手套是否能戴到左手的问题。在三维空间中，右手手套不能戴到左手上，它们不是对称的。但如果有四维空间的旋转，那么左右手可以重合，也就是说，在四维空间中左右手手套可以互换，即它们是旋转对称的。因此，虽然左右手就其本身而言完全相同，但其是否能够重合，取决于在什么空间中。如果不能重合，那么这就表明我们不在四维空间中，而在例如三维空间中。在三维空间中，我们利用它们不相重合来区分两者，因此我们能够区分左右手，就表明我们在三维空间中。维特根斯坦借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这一点：就像借以思考历时过程一样，我们借以思考空间对象的方式也不是把空间对象与空间对照，而是显示于我们对空间对象本身的思考中。思考空间，就是在空间中思考。

把这个说明用到因果关系上。两个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类似于旋转对称的情形：这两种可能性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相同无法区分的，而它们实际上被区分开了，这一点表明我们能够把某种使其区分开的东西当作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另一种可能性发生的原因。这个类比很难直接把握，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可能性相互排斥，这就意味着把它们自身互换，不会改变其相互关系，而它们可互换这一点就表明它们就其本身而言是无法区分的。把这个问题与前面关于左右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会看到，正如我们实际上区分了左右手，这一点表明我们是在三维空间中思考它们，我们实际上区分了相互排斥的两种可能性，这一点表明我们已经引入了使其区分开的东西，从而就为引入一个特定的原因创造了余地。这里，是我们区分了两者这一事实表现为因果律已经被引入了，而不是引入了因果律使我们能够区分两者。为了区分所引入的东西是特定的原因，而引入特定的原因，表明因果律已经起作用了。维特根斯坦借助与空间的对照正是想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在三维空间中，左右手才区分开，而是因为左右手已经区分开，表明我们在三维空间中。阻止前一理解的是这样一点，正如不能独立地确定时间，而要通过历时过程来显示时间，我们也只能通过显示来确定空间。如果是在三维空间中才使左右手区分开，那么事先给出三维空间，这就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独立给出三维空间，而是通过给出三维的空间对象来显示它。

6.3621　能够描述的也能够发生，因果律排斥的东西不能描述。


［疏解245］
 因果律与事物的描述条件联系在一起。能够描述的情形，就是与之相排斥的可能性已经与之区分开了的情形，因而就能够容纳一个使其发生的原因，进而就能够发生。换言之，一种情形能够被描述，这一点表明了它能够发生。与之等价的说法是，不能发生的就是不能被描述。一种情形不能发生，这就意味着没有原因使之发生。不过这里要注意，没有原因使其发生，这并不是说它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没有出现。有一个没有出现的原因，这不是因果律所排斥的情况，相反，是因果律已经适用了的情况。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表述略去了一个贫乏的部分，即能够发生的就能够描述。把这部分加上就可以看到，能描述的范围与因果律适用的范围是重合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有因果律，并且先验地知道因果律。正是由于与描述条件联系在一起，因果律是自然律的一般形式。这种联系使因果律具有律则性。

6.363　归纳程序相当于接受与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定律。

6.3631　然而归纳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基础。显然没有依据相信最简单的事件过程会发生。

6.36311　太阳明天会升起，这是个假定，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升起。


［疏解246］
 归纳与因果律不同。因果律的适用与描述条件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于因果律要求互相排斥的可能性已经区分开了，因而因果律表明可能性已经得到了个体化，我们说因果律具有对于可能性的敏感性。但归纳过程对可能性不敏感，它所说的仅仅是，如果有一种情况发生，那么在没有阻止它发生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将继续发生。进一步说，归纳过程首先确认，一种发生了的情况具有发生的可能性，然后断定，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而同时没有什么原因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归纳过程建立在已经得到个体化了的可能性基础上。另一方面，在归纳中我们断定，一种其可能性已经明确的情况在没有原因阻止其发生时将发生，而不是断定，一种可能性在有原因的情况下才发生。这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原因使其发生，在归纳中我们也会认为它会发生。反之，如果一种情况具有可能性，而在没有原因使其发生或不发生的情况下不发生，那么所说的可能性就是一种自我阻断的可能性，而这意味着这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不可能性。要点在于，我们通过一种情况的发生来确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种可能性通过这种情况本身的出现得到显示。我们把表明一种情况是什么的可能性理解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认为，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一种情况不发生，就意味着没有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归纳过程6.363这样说：“归纳程序相当于接受与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定律。”

归纳是一种涉及时间的过程——我们通过已经发生过的情况来断定未来要发生什么。因此，归纳所建立的协调是一种在过去已经明确了的可能性与未来能够表明的可能性之间建立的连续性，这对于描述条件来说不是必要的。建立这种连续性的是这样一个断言：事件的进程将以一种简单延续的方式展开。这个断言没有任何支持，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就这个断言的可能性而言就已经保证其为真的情况。任何一种这样的情况都必须已经在时间中延续了，才能够保证归纳所断定的涉及时间的过程，因此，这种情况本身不可能有保障。如果没有依据来保证一个归纳断言，那么就不能说我们知道这个断言是真的。我们仅仅是相信归纳，而这是纯粹心理的东西。

6.37　一件事因为另一件事而发生，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有逻辑的必然性。


［疏解247］
 要区分因果律与因果过程（或因果关系）。因果律与描述条件相联系，因而是一个要强制性地得到满足的条件。但因果律仅仅保证因果过程存在，而并不保证特定的因果过程存在。如果一种情况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就只能是，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可能性本身就保证了它的存在。这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事实，因而就逻辑关注所有可能性而言，这种必然性属于逻辑。显然，也只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任何必然性都必定可以表述成其可能性保证了陈述它的命题为真的情况。与此同时，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决定了具有必然性的东西是什么，因此一种情况具有必然性，就意味着这种情况本身是什么，和它的存在同时确定下来。归纳过程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在归纳中，要断定其存在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已经事先确定了，需要断定的只是它是否在时间中持续下去。这一点也适合于因果过程，因为在因果过程中作为原因的东西一旦确定，也就确定了作为结果的东西的描述条件，因而确定了结果是什么，但这种结果是否存在，却并没有就此确定。既然如此，就既不存在与归纳过程相联系的必然性，也不存在因果过程的必然性。

6.371　所谓的自然律是自然现象的解释，整个现代世界观都以这个幻觉为基础。


［笺释］
 如果我们把科学解释理解为对因果必然性的揭示，那么既然因果必然性并不存在，科学解释就是一种幻觉。

6.372　就像古人对待神和命运一样，现代人止步于自然律，将其视为不可侵犯的东西。

他们都对，也都错。但古人较为清楚一些，他们承认一个明白无误的终点，而现代人却弄得好像一切都被解释了。


［笺释］
 “他们都对，也都错”，意思就是说，古代人和现代人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现代的科学世界观仅仅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与古代人对于上帝和命运的信仰处在同一水平上，既不好些也不坏些。不过现代人对于自然律的信念与古代人对于上帝和命运的信仰不同，古代人只用这些东西来解释需要解释的东西，而不是解释所有东西，现代人则用自然律来解释所有东西。这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代人用熟悉的东西解释陌生的东西。陌生的东西需要解释，而熟悉的东西则不。因此对古代人来说，解释从属于理解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不是为了用理论来穷尽一切。古代人的解释终止于熟悉的事物，这些事物是解释的基础；现代人的解释则要通过因果必然性的链条穷尽所有事物。现代人的问题显然不在于有些东西是不可解释的，而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解释其实不是解释，而是解释的幻觉。

6.373　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

6.374　即使我希望的一切都成为现实，这也只能说仰赖命运的恩赐，因为在意志和世界间没有保证这一点的逻辑联系，而所假定的物理联系本身又是我们不能希求的。


［笺释］
 逻辑的联系是通过可能性建立的，但意志与世界在这里所谈论的联系却是一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就其实际上是否相符合而言建立的，这种联系不是通过可能性建立。而另一方面，物理的联系不能提供所需要的联系，没有必然的物理联系，即没有一种情况（意欲）发生导致另一种情况发生（意欲的实现）这样的必然性。

6.375　正如唯一存在的必然性是逻辑的必然性，唯一存在的不可能性是逻辑的不可能性。

6.3751　例如，视野中同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两种颜色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是为颜色的逻辑结构所排斥的，这实际上是逻辑的不可能性。

设想这种矛盾如何出现于物理学。这或多或少就像，一个粒子不能同时有两个速度，它不能同时占据两个位置，同时处在不同位置的粒子不可能是同一个粒子。

（显然，基本命题的逻辑积既不能是重言式，又不能是矛盾式。断定视野中的一个点同时有两种不同的颜色，这是矛盾的。）


［疏解248］
 6.3751把两种不同的颜色不能在视野中的同一个地方作为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的例子，也就是说，把描述这一情况的命题当成矛盾式，并且说一个质点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速度或位置也属于这种情况。但这种理解与我们通常关于矛盾式的理解不同。如果“p∧q”构成矛盾式，那么我们可以从p和q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为假，推出另一个为真，但从“点a是红的”为假，推不出“点a是绿的”为真。这种差别使我们认为“点a是红的”和“点a是绿的”不是互相矛盾，而仅仅是互相排斥，即两者不能同时为真，但能够同时为假。于是，如果我们把矛盾式的典型形式理解为“p∧～p”（按照标准理解，任何矛盾式都等价于这种形式），那么维特根斯坦的例子“点a是红的，并且点a是绿的”就不是矛盾式。另一方面，按照对重言式的通行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表明颜色不相容的重言式“如果点a是红的，那么点a就不是绿的”却又不是重言式，因为它并不具有“p→p”的形式。究竟该如何处理这种颜色不相容的情况呢？颜色不相容究竟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还是一种物理的或者别的什么必然呢？如果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处理成逻辑的必然，显然又不能像通常的方式那样理解，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呢？

但是，维特根所理解的矛盾式却是这样的：对于其所有真值可能性来说，命题均为假（4.46）。按这种理解，互相排斥的命题的合取也是矛盾式。同理，命题“如果点a是红的，那么点a就不是绿的”在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确实是重言式。这里的关键是区分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逻辑和通常所理解的逻辑。通常理解的逻辑在语义上被解释为是基于真值的，也就是说，命题的语义值是真值，命题间的相互结合依据真值进行，因而逻辑连接词就是真值函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逻辑被理解为是基于可能性的，命题的语义通过其与基本命题的关联表现出来，这种关联先是被认为是真值函项关联，随即又被解释为真值运算，真值运算表现为命题的结构间的关系，但这种结构关系所表明的却是构成命题的可能性层次上的内在关系，而真值函项关系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显示。虽然维特根斯坦把重言式和矛盾式解释为真值函项的特征，但真值在这里仅仅是在刻画建立命题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一个命题是否重言式或矛盾式的最终依据。如果不考虑建立命题的可能性，那么由“点a是红的”显然推不出“点a不是绿的”。此时真值仅仅是被赋予命题，而不是表明了建立命题的可能性的东西。而如果把真值理解为对命题的可能性的刻画，那么，即使命题“点a是红的”在记号上并不包含命题“点a不是绿的”，但仍然在可能性上包含，因而可以推出后者。此时我们说这种推论有效，就是对于颜色的逻辑形式的显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需要矛盾式与重言式。对于重言式和矛盾式来说，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并不是，何以会有些命题是矛盾式或重言式，而是给定了一些被认为是矛盾式或重言式的命题，它们表明了什么。

这样一来，重言式“如果点a是红的，那么点a就不是绿的”表明了颜色的逻辑结构，而这种逻辑结构显示了颜色的逻辑形式，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命题是重言式。如果写成其他形式，例如“p→～q”，那么在已知这是个重言式，并且“p”表示点a是红的时，对于任何一个命题是否能为“q”所代表，就能够判断出来。能得出这种判断，就意味着这个重言式的结构显示了颜色的逻辑形式。

6.3751　接着说明了，关于颜色的重言式和矛盾式表明了这类命题并不是基本命题。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显然，基本命题的逻辑积既不能是重言式，又不能是矛盾式”。这其实就是在说，关于一点是何种颜色的命题不是基本命题。这是关于一类命题的逻辑结构的说明。不过这却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关于颜色的命题不是基本命题，那么这类命题肯定可以继续分析，以揭示其逻辑结构，从而表明颜色的逻辑形式。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关于一类命题的逻辑结构的问题，但却牵涉到逻辑形式这个概念。按照逻辑形式就是客体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而各事态彼此独立这两个前提，我们不难得到，无论如何分析关于颜色的命题，都必定可以分析成一些彼此独立的命题的真值函项，这些命题就是基本命题。非基本命题是重言式还是矛盾式，取决于其中包含着的基本命题，由于基本命题间相互独立，这一点就取决于分析后的形式中包含着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所有重言式和矛盾式最终都必定仅仅取决于真值函项，这就是说，矛盾式最终等价于“p∧～p”，而重言式最终等价于“p∨～p”。但是，这一点却与前面所说的关于颜色的情况相冲突，在那里我们从点a是红的推出点a不是绿的，但这两个命题决不能分析成同样的基本命题。因此，逻辑形式就是客体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这个前提与各事态彼此独立这个前提不相容。前者要求最终用事态来表明逻辑形式，后者涉及到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分析概念，即真正的分析就是把给定的东西分解为彼此无关的东西，因此这就意味着逻辑形式的概念与分析的概念不相容。维特根斯坦后来写的《略论逻辑形式》就想处理这个问题，但这个尝试不成功。

不过，考虑到有什么样的基本命题，这一点依赖于使用（5.557），这个问题也许不构成威胁。结合使用来对命题进行分析，正是《哲学研究》所发展的路线。

6.4　伦理命题

6.4　一切命题都具有同等价值。


［笺释］
 由于命题仅仅是在表达内容，所有命题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意味着所有命题所表达的东西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说某某具有价值，这种说法有不同的涵义。它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可以是一种事实判断。作为价值判断，就是在说某某值得被欲求；而作为事实判断，则是在说某某与能使其具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价值标准）处于某种关系中。这里以及以下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谈论价值。说命题都具有同样价值，意思就是说命题所说的东西与能使其具有价值的东西处于同样的关系中。

6.41　世界的涵义（Sinn）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的一切物都如其所是，一切事都如此这般发生，其中不存在价值——即使有，也是没有价值的。

即使有有价值的价值，也必定存在于如此这般的物事所在的领域之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

使其成为非偶然的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否则它本身就是偶然的。

它必须在世界之外。


［笺释］
 把世界与语义学的涵义相联系，然后又把涵义与价值（Wert）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做法。前一个联系在于，图像是一种事实，世界在其由事实构成的意义上能够成为图像，因而能够具有涵义。如果世界通过其结构表明了什么，那么其所表明的东西就是世界的涵义。第二个联系看来是这样的，世界的涵义就是使世界具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就是世界的价值。这个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图像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图像的目的，即它具有涵义，因此一个没有涵义的图像是没有价值的。如此一来，仅当世界就是图像，才能够说，如果世界的涵义在世界之外，那么其价值也就在世界之外。


［疏解249］
 要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谈论的价值是什么，需要先澄清6.41关于必然性的讨论。这段话是这样的：“即使有有价值的价值，也必定存在于如此这般的物事所在的领域之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使其成为非偶然的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否则它本身就是偶然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显然是说世界的价值不在世界中，而这样理解又预设了，具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具有必然性的东西。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又提到使价值具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东西，那么使其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就不能是偶然的，因而不能在世界之中。这两部分综合起来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由于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世界中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就没有价值，并且也不能使其他东西具有价值。

现在回过头来看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价值是什么。通常认为，价值与人的欲求联系在一起，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值得欲求的东西。但是，如果用值得欲求来解释价值，就形成循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价值要从客观的角度理解，这一点从他在价值与必然性间建立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但问题是，由一个东西有价值，得不出它是必然的。事实上，仅仅把价值和必然性归于事先给定的东西，这种关联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必须换一个方向思考。

维特根斯坦所建立的联系可以这样理解，（1）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必然有价值；（2）必然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因此，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某情况是必然的，仅当该情况是怎样的，这一点除了这种情况是关于什么东西的以外，不受制于其他任何条件。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第一个前提。这是因为本身有价值的东西就其有价值这一情况而言，不受制于除此以外的任何条件，因此必然有价值。要使第二个前提成立就必须承认，是某个东西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个东西是什么；而不是先给定的某个东西因具有某种性质而具有价值。按这个思路，如果某事实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即它对应何种事态），也就此确定了，从而这个事实涉及的东西是怎样的，也就确定了；而如果这个事实就其本身而言有价值，那么它所涉及的东西是怎样的，这一点也就是无条件的，因而是必然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价值与必然性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将表明逻辑以何种方式与伦理嵌合在一起，或者说，逻辑学在何种程度上就是伦理学。

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在上述关联中混淆了“必然的”一词的两种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在“应当（ought）”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是（be）”的意义上使用。我们把某物视为有价值的，就是认为此物应当如此，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就是如此。按这种理解，即使我认为某物有价值，同样也会认为它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为了容纳这种可能性，我们区分“应当”与“是”。但是，按另一个方向来理解，如果某物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那么如果它实际上并不如其所是，我就不会继续认为它具有价值。按这种理解，我们不能容纳它实际上不如此的可能性——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而不会认为它必然有价值。这两种理解方向我分别称为“第三人称理解”和“第一人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就是后面这一种。对于这种理解来说，具有价值的东西正是由于是其所是，才是有价值的，因而价值并不是附加于某物的东西，而是使某物成其为某物的东西，也就是说，具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价值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并不需要一种统一的概念分析，以表明什么是价值。他所需要的仅仅是确定，什么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就具有价值。

如果我们把价值理解成看待事物的方式，那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待事物的方式就决定了事物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印合了他所说的唯我论。可以说伦理学就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唯我论的顶点。但是，正是由于从第一人称角度来理解价值，把这种伦理学理解成唯我论才是错误的，相反，这里有一种关于价值的实在论。应当这样说，第一人称理解是一种自我消解的理解。这种理解必须否定它是出于某个视角的理解。这样看就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某物有价值，决定了某物是什么；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却必须说，某物有价值，正是由于它是其所是。这并非颠倒因果，而是角度转换。某物有价值决定了它是什么，这是关于某个价值判断的事实所要求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个事实所表明的东西；而某物是什么决定了它有价值，则是在这种意义上回到这一事实——这个价值判断是关于此物本身的判断，而不是与某个主体相对的判断。这是在作为第一人称回到这一事实。

6.42　因此不可能有伦理学的命题。

命题不能表达更高的东西。


［笺释］
 这部分讨论伦理命题的本质。既然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价值就必定在世界之外；既然所有命题所描述的东西都在世界之内，也就不存在关于价值的命题，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伦理命题。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命题的语义并不在于描述关于价值的事实。

6.421　显然，伦理学不能形诸文字。

伦理学是超验的（transzendental）

（伦理学与美学是同一个东西。）


［笺释］
 伦理学是不能表述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伦理学——伦理学是超验的。正如在美学中，美学判断显示了什么是美，伦理学命题显示了什么是价值。

6.422　形如“你应当……”的伦理律令一经表述，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不这样又会怎样？”然而，伦理学显然无关乎奖和惩这两个词通常的意义。询问行为的后果显然是不重要的。至少，我们不会遭遇到后果。我们提的问题中还是有些东西是对的。必定有某种伦理的奖和惩，但这必定在于行为本身。

（奖，必定是某种可以接受的东西，而惩必定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是显然的。）


［笺释］
 像“你应当……”这样表述伦理律条的句子所说的又是什么呢？这个律令的形式自然引起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又会如何。这又与伦理行为的奖惩相联系。既然不存在伦理命题，或者说既然价值并不来源于世界之内的东西，那么，由于后果正是世界之内的事件，伦理行为的奖与惩就与行为的后果不相关。但是，如果“你应当……”这种表述确实是对的，那么伦理的奖与惩都仅仅在于行为本身。事实上，就奖与惩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东西而言，它们也不属于世界。

6.423　作为伦理的承担者的意志是不能谈的。

作为现象的意志只有心理学感兴趣。


［疏解250］
 这样一来就可以过渡到伦理行为的主体，或者说伦理主体。奖与惩必定是对于伦理主体的奖与惩，但既然这不是世界之内的后果，那么伦理主体就不在世界之内。此外，伦理的奖与惩在于行为本身，因而伦理行为本身也不在世界之内。由此得到6.423，即作为伦理主体的意志是不能谈的。6.423就此进一步区分出两类意志，除了伦理主体的意志，另一类意志就是作为现象的意志，即心理学所关心的意志。现象意志为心理学所谈论，因而并不是伦理主体的意志。但究竟什么是现象意志，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加以解释。我们可以借助叔本华关于两类意志的区分来理解这一点。不过，《逻辑哲学论》的文本中还是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在前面6.373说，世界离我的意志而独立，而在后面的6.43及6.431却表明了世界就其界限而言与伦理主体的意志相同一的观点。世界是怎样的方面，即其由事实构成这一方面，独立于我的意志。这种独立显然是说，世界并不一定就像我所意欲的那样，而这意味着这种作为现象的意志就是有所欲求的意志，所欲求的就是某事发生，而此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一点并不取决于我的欲求。在这种意义上，心理学所谈论的就是现象意志，心理学通过谈论所欲求的是什么来谈论这种意志。至于伦理主体的意志，则并不是欲求某事发生，否则就是可以谈论的了；相反，应当说这种意志所欲求的在于伦理行为本身，而这种行为并不在世界之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把伦理意志与整个世界等同起来。


［疏解251］
 与两类意志的区分相对应，可以区分我与世界间的两种不同的关系。作为伦理主体，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在行动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于伦理主体的报偿，我们不妨说这表明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伦理的关系。我与世界的另一种关系则是信念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对于世界是怎样的，持有一种信念。后面这种关系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关系，而前者则是超验的。这两种关系存在这样一种关联：仅当在伦理关系中，才能够建立一种信念关系。之所以有这种关联，仅仅是因为要在使用的行为中，命题才有意义。由于命题具有意义，表现为命题与世界共有逻辑形式或可能性，我与世界的伦理关系对我来说就表现为我与世界的可能性的关联性，或者说我与世界整体的关联性。

是否会出现伦理意志与现象意志是否属于同一个我的问题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不会有我与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关系，而会出现世界与两个东西的不同关系。可以这样回答：我对世界的言说就显示了我对逻辑形式的把握，从而就显示了我与世界整体的关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在5.5421节否认了作为客体的现象意志，即心理学所理解的心灵；类似地，我与世界的信念关系也从属于伦理关系。


［疏解252］
 从伦理律令自然地过渡到伦理主体或伦理意志，这表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伦理意志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关于伦理意志的主体所承受的奖与惩的问题，即，伦理主体的幸福问题。关于伦理学的讨论的核心部分就由此展开。

6.43　如果意志的善行或恶行确实改变了世界，所改变的也是世界的界限，而不是事实，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

总之，结果是世界整个地不同。可以说它必定是整个地圆满或亏缺。

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


［疏解253］
 这段话并不像它表现得那样简单平易，可以说哲学的洞见在这里达到了深入感受的地步。为了理解，这里必须动用感触，而不仅是论证。

伦理意志的行使并不是欲求某个东西，而是决定某物成其为某物，这种决定在客体是什么的层次，即世界的本体的层次，或者说在世界的可能性的层次。6.43第一段所说的“世界的界限”，就是指世界的可能性。如果伦理主体的意志改变了世界，那么这种改变必定处于可能性的层次，也就是说，必定是对世界整体的改变。这里需要注意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过渡。第三段话所说的幸福与不幸，并不是对生活际遇的一种感受，而是对我的生命本身的感受。幸福者的世界与不幸者的世界不同，也不是把一种自我感受投射到世界中去，而是一种对世界整体的体认。在这种体认中，整个世界都在向我表明我的幸或不幸。幸福者的世界和不幸者的世界，就是属于生命的世界，或者说就是表现了生命的世界。

这实际上意味着，伦理问题就是生命问题，即活着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伦理的报偿就是行动本身呢？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当我操劳于世界中的事情时，我领会到这种操劳本身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通过我的幸福或者不幸显示出来。除非这种报偿本身具有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因为伦理的价值表现于伦理的奖与惩。这种奖与惩就是生命本身的幸与不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价值的显示。生命本身的幸与不幸作为伦理报偿显然本身就是不得不追求或者要加以避免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得不趋善避恶。如果不要求抵押我的整个生命，伦理价值便没有必然性。因此，正是我的生命的幸与不幸显示了价值，使得我这样说：如果我是不幸的，那么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

这自然引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我的生命的幸与不幸，是显示价值的伦理报偿？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可以按照他所提示的思路作出分析。伦理的报偿最终只能是行动本身，或者用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方式说，只能在关于行动的感触中表现出来，而这正是关于我的生命的感触。我的一切行动，无论这种行动关系到何种对象，在其中我所感触到的都是我的生命。当然，我的生命不是行动关涉到的另外一种对象，而是这样一种显示出来的东西：行动所关涉到的一切对象都具有这样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指向某个东西，我们称其为“我的生命”。在这种关联的基础上，关于这些对象的行动是我的行动。在这种意义上，我的幸福与不幸，是所有伦理报偿的总的感触。


［疏解254］
 关于6.41谈到世界的涵义，现在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了。世界就是我的生命的图像，世界的涵义就在于能够表现我的生命。这不是通过世界的逻辑结构来表现，而是通过世界的整体或者说世界的可能性来表现。这同时又意味着这其实不是一种通过图像能够达到的反映，图像只能通过共有逻辑形式而通过其逻辑结构来表现所要反映的东西，而世界之反映生命，则是通过其整体，通过其所决定的可能性或者说逻辑形式。因此我们只能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说世界是生命的图像。至于真正说来应当如何从世界达到生命，这正是后面6.5节要说明的。

6.431　正如在死时，世界不是改变，而是终结。

6.4311　在生命中不会遭遇死，我们并不活着经历死亡。

如果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

正如视野没有界限，生命没有尽头。

6.4312　灵魂在时间中不死，或者说灵魂在人死后永生，这不仅是没有保障的，而且绝不能达到人们赋予它的目的。难道要我永远活着来解开某个谜吗？难道永恒的生命不像当下的生命一样是谜吗？关于时空中的生命的谜，其解决在时空之外。

（这里要解决的绝对不是任何自然科学问题。）


［疏解255］
 生命问题就是关于死亡的问题。死是生的界限。如果我死了，我的生命与我有何干？如果我终有一死，那么我的生命就可能不属于我，从而我就不必对我的生命有任何终极的承担，此时也就不必费力去解决生命问题了。死亡使生命失去了价值。另一方面，死亡隔开了我与整个世界。对死亡的思考向我表明与我处于关联状态的是世界的整体。因此，如果我对死亡问题的解决就是面对我的死亡选择生，那么我就通过与世界的整体恢复联系，来肯定我的生命——通过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我的生命与世界的整体处于能够显示价值的关联状态。借此我们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何以在这个关节点上转向死亡。


［疏解256］
 6.4311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死亡：“在生命中不会遭遇死，我们并不活着经历死亡。”这有点像伊壁鸠鲁式的观点，即我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经历死，因此死对我而言是不存在的。这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因为，即使我没有体验过死，但毕竟知道死意味着什么。只要知道死是什么，面对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时间停滞。因此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如果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这就提示说，当下的瞬间是无时间性的。如果按照“飞矢不动”这个悖论的想法，那么在任何瞬间，事物总是静止的，此时说永恒还是瞬间没有区别。但这个悖论在牛顿力学的角度看来，却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它没有理解瞬时运动这个概念。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瞬间，是无时间性的瞬间，而不是静止的瞬间。如何理解这种无时间性的瞬间，接下来就有了线索——“正如视野没有界限，生命没有尽头。”这不是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命无尽头，就好像我们的视野没有界限；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我们的视野没有界限，我们的生命没有尽头。这里没有其他的说明，但却是极为难解的关键。

视野无界限意味着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若把视野理解成所能看到的空间范围，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任何视野是无界限的。这里，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把视野无界限当成一个具有解释作用的事实，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启发性的例子，它所提示的是把视野看成是无界限的方式——把视野看成无界限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把生命看成是无止境的。在何种意义上视野是无界限的呢？在这种意义上：限定视野的不是空间之物，或者说，不存在一种对于视野的空间限制。限定视野的是观察者的位置，或者说是视角，但视角却能够不是空间中的位置。看到这种可能性，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视野是无界限的。视角通常是空间中的一个点，这个点与空间结构一起限定了视野的范围。问题的关键是，仅当空间结构本身受制于视角，视角与空间结构的结合才不构成对视野的限制；仅当空间结构是由视角给出的，它才受制于视角；仅当我们占据这个视角，空间结构才以受制于视角的方式给出。因此结论就是，仅当我们占据视角，由此获得的视野才是无界限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视野总是无界限的。只要我们按自己的视角去看，视野本身就必定无界限。

按同样的方式理解生命。如果我们作为自己活着，生命就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作为自己活着，那么我的生命就不在时间中。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6.4311中所说的“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这里所说的“当下”，并不是就时间而言的现在，而是就作为自己活着的我所经历而言的“如此存在”（being as such）。它不是在事件前后接续的意义上被经历，而是在世界与生命的关系中被经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当下”与时间无关。如果生命在这种意义上呈现出来，那么限制它的东西就不是时间性的东西，生命在这种意义上就是无止境的。

因此，生命的问题不在于克服死亡，而在于达到生命。6.4312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死亡问题是如何消失的。即使没有死亡，而生命在时间中永远持续下去，生命之谜依旧。如果有死的生命是谜，那么不死的生命会因为不死而使谜得到解决吗？时间对于生命的问题来说纯然是外在的东西，此时此刻无法参透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有参透的保证。限制生命的东西不在时空中，因此即使生命要在时空中延续和展开，生命问题的解决，也必定在时空之外。一旦理解这一点，死亡就不是问题。


［疏解257］
 对死亡问题的消解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他不是给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而是提供这样一种启发：要使问题解决，就要以何种方式理解问题，但是，以这种方式理解问题的结果是，问题本身消失了。关于死亡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的：如果有死，生命就是无意义的；以某种方式看待生命，它就是永恒的；但这种使生命永恒的方式就是使其非时间化的方式，这样死亡问题的解决就不在于免于死亡（死亡依时而来），生命意义问题的解决在时间之外，死亡问题就被排除了。

6.432　世界是怎样的，这对于更高者来说是完全不相关的。上帝不在世界中现身。

6.4321　所有事实都仅仅关乎问题的提出，而无关乎问题的解决。


［笺释］
 即使有一个上帝，我与它的关系也完全不是信仰的关系，或者说我不会持有关于上帝的信念。这是因为，上帝不在世界中，而我只能持有关于世界中的东西的信念，信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关于世界中的东西的信念。上帝享有绝对的价值，正是这一点使我认为它不在世界中。但这绝不是上帝不存在，而仅仅是，上帝是否存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此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关于伦理主体的说明。如果我与上帝的关系是伦理关系，那么我是不会相信上帝的，但我的行动表明了上帝存在。这就是说，我将如此行动——上帝是存在的。


［疏解258］
 前面谈的是生命问题，这与接下来的信仰问题有什么关系？一个自然的回答是，信仰问题实际上就是生命问题。生命问题就是活着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而这就是任何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与此同时，信仰问题也就是关于绝对价值的问题，上帝就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上帝与生命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上帝决定了所有的伦理报偿，而生命则是这种报偿的承担者和体现者。因此，从生命问题向信仰问题的过渡，就是这样一种过渡：如果我的生命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上帝并不在世界中显身，那么上帝与生命的这种区分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就伦理报偿而言，也没有必要这样区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这种报偿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价值和有价值的东西。生命和上帝无所区分地显示于世界的整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解决了生命问题，也就解决了信仰问题。

6.44　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存在（daβ sie ist
 ）。

6.45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世界，也就是把它看作整体，一个有限的整体。

把世界看作有限的整体，这是神秘的。


［疏解259］
 6.44话锋一转，谈到了神秘，6.45则继续了这个话题。关于神秘，这里没有任何铺垫。不过，如果注意到6.4321说的是什么，那么自然的延伸就是6.44和6.45所要说的事情。6.4321说的是，所有事实都仅仅提出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那么接着自然应该谈到，对问题的解决应当是怎样的。既然后面谈到的是神秘，那么就应当是在说，问题有一种神秘的解决。既然生命与上帝作为世界的整体显示的东西显示出来，价值才作为世界的涵义表现出来，那么作为整体的世界就必须先给与我们。在这种意义上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世界，但却是回到作为整体的世界。因此，这两节就是说，世界作为整体给与我们，这是神秘的。


［疏解260］
 6.44说明了在何种意义上世界是神秘的——“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存在。”作为存在的世界，即作为如其所是的世界，就是作为整体给与的世界。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神秘是什么意思。一样东西是神秘的，就是我知道它，但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觉是神秘的，就是我有这种感觉，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种感觉；简单地说，神秘就是知而不知何所知，或知而不知何以能知。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神秘，就是它是我知我所知的前提——正因为它是这个前提，我对它一无所知；也正因为它是这个前提，我知我所知，表明我知道它。

作为如其所是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神秘的。这就是作为开端的神秘。世界在《逻辑哲学论》的开端就有了，世界是作为可以确定的世界给出的，可确定的世界是被给与的世界的阐明。这种阐明起于分解，先是把世界分解为事实，事实作为构成世界的可能性而成其为事实；这种可能性进而是事态，事态分解为客体，客体作为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进而就是逻辑形式。分解的道路表明我们能够在何种意义上确定世界。这就是具有特定逻辑形式的命题所表现的客体的特定结合所构成的事态，而这种特定结合表明事态与命题具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整个思路可以这样概括：给定的东西通过分解得到具有可能性的东西，而具有可能性的东西的特定结合显示了给定的东西，通过这种显示，给定的东西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世界在其给定了的意义上并不是可以确定的。把世界分解为事实，进而表明事实就是存在的事态，对事态的分解获得客体，但通过命题显示的客体的结合并不表明世界的确定性，而表明事态的确定性。具有涵义的命题并不陈述世界，而是陈述世界中的事实。对世界的分解得到事实，即存在的事态，但这种分解所决定的是，在何种意义上事态存在，而不是事态是什么。因此，除非能够表明在何种意义上事态存在，将无法表明世界是什么。事态只能通过命题来表明，但命题所表明的东西不能决定真，因此不能表明事态的存在，也就无法表明世界是什么。但世界的确定性却在另一个层次上必定已经被把握了：我们是就其为真而言来理解命题的，因此我们必定已经了解真意味着什么，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了解事态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这种了解表现为我们使用命题的方式中，但不能表现为命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世界是这样的，这一点是神秘的。

我们也许会说，如果允许有一种非命题的知识，那么世界是这样的，就不是神秘的。当然，准确地说应当是这样的，这种非命题的知识就是无所谓真假的知识。简单说来，世界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点的把握就体现为关于真的理解上，但命题的真并不表现于通过真才能理解的命题中，因此命题不能表明世界是这样的。

但是，即使不借助于命题这个概念，我们仍然能够说世界是神秘。6.45给出了一个提示：“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世界，也就是把它看作整体，一个有限的整体。把世界看作有限的整体，这是神秘的。”世界之为无限，在于我们不会遇到世界的界限，而这表明我们是在世界中看世界，此时看到的是世界中的东西，我们把世界理解成其中所包含的东西的总体。之所以说世界的无限表明我是在世界中看世界，是因为世界就是限定了我的视角的东西，限定了我的视角的东西限定了我看到的是什么，但不限定我看到的是怎样的。不妨用这样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对一个生活在二维世界的生物来说，世界就是二维的，同时，这个二维世界也是无限的。与此相对立，从永恒的观点看世界，按照前面的关于视角的说明，就是从一个不受世界限制的视角来看世界，这个视角仅仅受制于自身。这样看到的世界是有限的，这是由于视野先就是无限的。但这种只受制于自身的视角就意味着看到的什么也不是或者什么都是，因为看到的东西毕竟是什么，就表明我已经把它看作什么，从而就表明我已经从一个受到限制的视角来看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世界当成有限的整体，这种感觉是神秘的——我有所见，但所见什么都不是。按前面关于二维生物的类比。一个二维生物想象自己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其神秘性就像我们想象自己生活在四维或更高维的空间中一样。我们可以用数学计算的方式来了解四维空间，但并不能就此了解四维空间中的事物。


［疏解261］
 维特根斯坦借命题所要说的一切都可以不用命题来说，方法就是把命题所说的情况换成我们看到的情况，把命题谈到的客体换成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而把命题的逻辑形式换成我们看的方式，这样，一种关于语言的观点就转换成了一种关于意向性的观点。现在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意向性的观点为伦理学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伦理学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伦理主体与伦理行为本身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不可能仅仅借助于关于命题的讨论来涉及，因为命题所能显示的只能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即逻辑形式，而不能表明建立在这种显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显示出来的东西，而与伦理主体相关的问题恰好就处于这个二阶的层次。在意向性的框架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此时我们可以谈到关于我的幸与不幸的感触。这种感触就是使价值得以显示的伦理报偿，而它本身则以关于生命与世界的某种视角为前提。

6.5　哲学命题

6.5　在不能表述答案的地方，问题也不能提出。

这个谜是不存在的。

如果毕竟能够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也就能给出答案。


［疏解262］
 6.5似乎是在谈论一种问答逻辑。所谓的问答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总是包含关于答案的提示，即给出答案的思考主题或者方向，而这也就意味着能够给出一个或对或错的答案；这种提示正是所要问的东西，或者说正是问题本身；因此，不可能给出答案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不能说这种理解是错的。但只要考虑到，这里提到的问题当然包括生命问题，也就是关于生命意义的“这个谜”，这种理解的轻率之处也就立即暴露了出来。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关于问题的感觉，我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却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我不能表述这个问题。这正是生命问题的特殊之处，也正是问答逻辑不适用的地方——在何种意义上问题必须提示答案呢？如果我的问题恰好是“我有什么问题？”，又该如何是好呢？

这里不是要依据问答逻辑进行推论，而是要建立问答逻辑。6.5的第一段话应当是接着6.45说的，谈论的是生命问题的神秘解决，这个解决是不能表述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这种神秘解决而言，没有问题能够提出来，而是说，这种解决成其为一种解决，就在于它消解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生命问题才不存在。第二段特意用强调（“这个谜”）来提及生命问题。但是，既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用强调实际上就是在突出提到生命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实指的方式，而不是要求识别所指的东西是什么的方式，这仅仅是因为所指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疏解263］
 何以说生命问题的神秘解决成其为一种解决，就在于问题的消失呢？生命问题的解决之所以是神秘的，在于我的生命通过世界的整体表现给我，但世界的整体被给与我，这一点是神秘的。现在我们不去考虑世界整体是如何被给与我的，不去考虑我是以何种方式把世界看成有限的整体的，对此我们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回答；现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世界整体给与我了，那么它是如何表现我的生命的。世界的整体就是分解以得到存在的可能性的东西，进而就是继续分解以得到逻辑形式的东西，前者规定了什么是事态，后者则规定了什么是客体。一旦世界整体确定了，什么是事态，以及什么是客体，也就确定了。确定的世界整体，就是作为有限整体的世界。它所确定的东西也就是显示它的东西，有限的世界整体通过事态和客体显示出来。如果有限的世界整体被给与我，那么就是作为这些东西所显示的东西给与我。另一方面，什么是客体，在使用名称构成命题的行为中显示出来，正是在这种使用的行为中，事态才通过命题得到确定，因此，确定的客体和事态显示了使用的行为，即我的行为。应当这样说，这些东西正是从作为整体的使用行为中分解出来的，这种分解体现为逻辑句法，进而体现为规定客体和事态的可能性。对客体来说这就是与其他客体构成事态的可能性，即逻辑形式；对于事态来说就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真与假的概念。正是在受制于逻辑形式和真概念这一层次上，而不是在客体如何以及有哪些事实这一层次上，客体和事态显示了使用的行为。由于这些东西是在使用中得到确定的，它们对于作为使用者的我显示其所显示的东西。作为使用者的我正是第一人称的主体——对于第一人称主体来说，它们显示了这就是第一人称主体的使用行为。因此，世界的有限整体以这种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显示了世界的有限整体的东西，显示了我就是这个第一人称主体。在使用中有这种显示，因此，在使用中，有限的世界整体表现了我的生命。而“在使用中”则意味着，以受制于逻辑形式和真概念的方式谈及客体和描述事态，而这，正意味着使显示的东西归于显示，言说的东西归于言说，也就是说，使借助于显示才能回答的问题消失。

这恰好就是理解逻辑与伦理何以嵌合在一起，伦理学何以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顶点的关键。逻辑关心的是客体和事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命题的逻辑形式，进而表现为逻辑命题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所建立的这种逻辑观念表明，在这种可能性中，我们能够使用命题来确定地描述世界，或者说能够获得一种确定的事实概念；但他并没有表明，为了能够这样做，我们必须以逻辑所提供的这种可能性为前提。假如我们会有不同的逻辑律，而这些逻辑律互不相容，情况又该如何呢？逻辑本身没有排除这种情况的资源。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运思方式就是，某些命题是重言式，这一点表明了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不同的命题作为重言式，那么就有不同的逻辑。例如分别把命题“这个点是红的或者不是红的”与“如果这个点是红的，那么它就不是绿的”作为重言式，可能得到不同的逻辑，但由于我们可以认为后一个命题并没有表明其结构，因而可以继续分析，是否能得到不同的逻辑，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例子至少提示了一种可能的情况，而这种可能性使逻辑陷入不确定。问题的关键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理念要求在使用中获得逻辑，如果由此获得的逻辑是约束性的，那么这种约束性必须对于使用本身有效；也就是说，不应当满足于在使用中逻辑显示了出来，而应当进一步达到这样一点：除非在这样的使用中，逻辑才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一点正好在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句格言中表达出来——“逻辑必须关照自己”（5.473）。逻辑的约束力不是认知性的，而是对于实践的约束，并且是一种从实践内部对实践进行的约束。逻辑必须关照自己，这就是说这种约束是必要的。但这并没有说这种约束得以建立的机制，也就是说，凭什么要有这样的约束。显然，我们可以以失去逻辑作为代价来放弃这种约束。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约束是一种伦理的约束，也就是说，逻辑具有一个伦理的基础。

简单说来，这种伦理的约束是这样的：拒绝逻辑，失去的将是生命的意义，无论这种生命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接受逻辑，则意味着把逻辑所表明的可能性当成唯一的可能性，从而意味着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拒绝逻辑，就意味着拒绝按照给定的方式使用命题记号来描述世界，这意味着关于世界的描述与使用记号的方式脱节，即允许同一个世界具有不同的逻辑。这使得对世界的描述不再显示描述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使得世界是怎样的，不再显示世界的有限整体是确定的。这在两方面切断了世界的有限整体表现我的生命的路径，一方面，世界不再作为有限的整体通过世界是怎样的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我的生命也不再通过对世界的确定描述表现出来。世界不再是我的生命的表现。这样一来，我能到哪里寻求使世界具有价值的东西呢？

相反，接受逻辑，就意味着把逻辑所确定的可能性看成可能性，即从这种可能性所规定的角度来看世界。一旦这样去做，就意味着逻辑只能显示出来。这是因为，关于逻辑的言说就是把逻辑置于更高的可能性之下，从而意味着承认不同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决定了不同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如果不同的逻辑对应于同一个世界，那么逻辑的可能性将无法显示出来，世界所显示的是不确定的逻辑。而如果不同的逻辑对应于不同的世界，那么就没有什么来表明这些不同的逻辑从属于更高的可能性，甚至也不能表明这些不同的逻辑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接受逻辑，那么能够显示的，就只能显示。从而，如果接受逻辑，那么就必须接受只存在一种逻辑。接受只存在一种逻辑，就意味着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而把言说的归于言说，并且只在言说可言说的东西中显示可显示的东西。这样就建立了前面所说的问答逻辑。这意味着，我将只思考可以言说的东西，生命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消失了，但这种消失同时就是问题的解决。

6.51　怀疑论不是不能驳斥，而是显然是无意义的（unsinnig）。它在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怀疑。

怀疑只存在于有问题存在的地方，问题只存在于有答案存在的地方，而答案只存在于可言说的地方。


［笺释］
 这里所说的怀疑论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怀疑论，也就是说，关于x的怀疑论，x是任何具有哲学意义的东西。说怀疑论不是不可反驳的，显然不是说有一个关于怀疑论的反驳，而是说，与其说怀疑论不可反驳，不如说怀疑论无意义。对于无意义的论断，当然谈不上反驳，因而不对其进行反驳，并不意味着它不可反驳。


［疏解264］
 何以在不能提出问题的地方怀疑，就是无意义的——这里说无意义，使用的是“unsinnig”而不是“sinnlos”？显然，这里直接采用了前面建立起来的问答逻辑。考虑一下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对于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怀疑，这些怀疑对应于关于事实的描述。由此是否可以推出，关于整个世界有一种怀疑论呢？这就是关于世界作为有限整体的怀疑。但是，如果世界作为有限整体，这一点显示于关于任一事实的描述中，或者进一步说，显示于我们把这个描述当作是关于事实的描述中，世界作为有限整体被给与，显示于事实是什么这个概念中，那么这种怀疑就是一种不一致的行为，因为它所使用的事实概念与怀疑本身不相一致。在这种意义上，即在这种实践上不一致的意义上，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是无意义的（unsinnig）这里的关键是，所显示的东西是这种言说实践本身的必要条件（当然不直接是所言说的内容的必要条件），通过言说实践来否定所显示的东西，就在实践上不一致。不过，即使肯定所显示的东西也不行，因为这就意味着否定它就是可能的。把可显示的归于显示的时候，就是让这些条件作为条件起作用，而这一点使言说具有意义。

6.52　我们感到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回答，关于生命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触及。当然，这样就没有问题留下了，而这本身就是答案。


［笺释］
 这并不是说，通过解决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人生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而是说能够把问题限制在科学问题的范围内，只提出科学可以回答的问题，这一点表明了人生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关键是，不是对某个或某些问题的答案解决了人生问题，而是投身于这些问题并且把这样的问题当成所有问题，这样一种实践态度表明了人生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也不是在说，只要把科学问题就当成是所有问题，而不问除此以外的问题，人生问题就自动解决了，而是说，如果我意识到科学问题就是所有问题，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问题，那么对我来说人生问题才算解决了。

6.521　生命问题的解决，见于这个问题的消失。

（这难道不是为什么经过了长期的怀疑以后，终于弄清了生命的意义［Sinn］，人们还是发现关于这种意义何在仍然无以言表的原因吗？）

6.522　确实有不可表达的东西，它们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秘的东西。


［疏解265］
 对生命问题来说，装装样子是不起作用的。但是，装样子与真的解决，这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关于生命的思考，就像克尔凯戈尔所说的精神劳作一样
(1)

 ，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获得关于生命意义的洞察。这种洞察不在于给出一个答案，而在于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何在，而这种意义表现为这个问题本身的消失。也就是说，在思考人生意义时，所关注的并不是科学问题本身，而是一种不可表达的东西，是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因此6.522说：“确实有不可表达的东西，它们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秘的东西”。装样子的人不可能触及到这种神秘的东西。

但是，即使明确了这种区别，事情仍然没有变得明朗起来。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存在不可表达的东西”呢？这难道不像罗素在序言里所指出的，拉姆赛又在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相矛盾的吗？确实，如果维特根斯坦仅仅是要给出一个哲学论断，那么这就是自相矛盾，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展示或者促成一个过程，那么这并不是矛盾。

为了弄清这一点，让我们继续讨论前面提示的精神劳作与装样子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经过了长期的问题折磨后，终于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理解，与虚意地按照某个据说问题就此得到解决的征象来自我表现，这两者间的区别。也就是说，这是有所理解和对理解的摹仿之间的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我所面对的东西对我什么也没有说，或者说，什么也没有显示，这是一种无所显示的情况。对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来说，情况就是，“除了科学问题，不存在其它问题”，这句话对我来说不知所云。这是一个全称句子，为了理解这个句子，至少需要理解，世界的整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显示出来的，对无所理解的人来说则不存在这种显示。

但是，这种显示的结果却是，我明白这是必然的：提不出除了科学问题以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般地说提不出来人生问题，也不是说，由于人生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就不存在除科学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而是说，我明白这是必然的，这一点正好就是人生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理解了生命意义何在的人来说，提不出人生意义问题，就等于人生问题的解决。而对于没有这种理解的人来说，这两者间毫无关系，或者这样说，提不出人生问题，这一点对于人生问题是否解决，是没有区别的。是否理解，这是一道绝对的界限，其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消弥于无形——只有对于理解的人来说，才存在这道界限，而对于不理解的，则根本不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存在不可表达的东西”，这个说法具有临界性。对于不理解者来说，它标出了界限。由于人生意义并不对不理解者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就要用言说来指出。这种情况就像是教人听音乐，我们要教会的是如何领会音乐的涵义，但在教的时候却要先告诉他想象自己从音乐中听到了什么，比如某种情绪、某个场景等等。对于真正具有音乐素养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并非音乐的涵义所在，相反，这些想象会干扰对音乐的理解。但对初学者来说，这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借以达到理解的媒介，也就是说，是教学法的一部分。同样，说“存在不可表达的东西”也起教学法的作用，这是引导注意力去关注显示的东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般性的哲学论断。这个说法提示着显示与言说的界限，但却是以言说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它谈到了界限另外一边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正面启发的方法。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成为神秘，即一种知而不知何所知的东西。但是，其能为所知，却是以显示的方式领会到的，并且只是在显示中才是确定的，因此，正面启发法不过是把读者（或者维特根斯坦本人）送到界限的边缘，至于是否领会到这条界线的存在，是无法保证的。

6.53　正确的哲学方法应当是这样的：除了能够言说的东西，除了自然科学命题，除了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说，若有人谈论形而上学，就要向他指出，他没有为命题中的某些记号赋予意义（Bedeutung）。这个方法可能不会让某些人满意，他觉得我们没有在教他哲学，但这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疏解266］
 6.53所提到的是反面启发法，这种方法先是被说成是哲学的方法，然后又被说成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用语的谨慎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他不说这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这是因为，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显示的方法，而作为显示来讲，人生问题已经消失了。当然，显示是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共同关注的，不过这两者的关注方向不同。正面启发法使人们明白，确实有些东西是显示出来的；反面启发法则侧重于指出，这些显示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反面启发法从言说的领域向显示的领域靠近，并且就其在言说的领域中起作用而言，必须领会到这样一点：并不存在那些显示的东西，从而，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即专属哲学的东西，从而也不存在哲学问题。

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就是划清有意义的言说与无意义的（unsinnig）记号间的界限。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两条界限，一条是显示与言说的界限，这条界线表明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命题，即具有确定涵义的言说；另一条则是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记号间的界限，它存在于正确的使用与越界的使用之间。反面启发法就是通过划清后一条界线，来表明前一条界限何在。由于不能言说显示的东西，它们与言说的东西间的界限就不能直接指出，因为这就要同时言说界限的两边。能够做的只是指明那些试图越界的行为使用了无意义的记号，而这种行为就是试图言说除了科学命题所说的以外的东西，即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形而上学。


［疏解267］
 形而上学显然是由维特根斯坦心目中没有意义的命题构成的，人们（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正是因其无意义而反对形而上学。但是《逻辑哲学论》谈论得如此之多的难道不是关于世界和语言的形而上学吗？不仅关于世界的构成、关于事实和客体，这些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且关于言说与显示的区分也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区分。我们可以说整个《逻辑哲学论》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结构。

关于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形而上学的有效性正是通过其自我解除体现出来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反面教材，不是一种需要拒斥的无意义命题的典型；相反，形而上学的自我解除是这种形而上学具有真理性的必要条件。


［疏解268］
 立即引发这样一个问题，哲学问题与人生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尽管这一节的标题暗示要谈论的是哲学，但前面并没有指明这一点。如果哲学关注的是必然的东西，那么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哲学本质上就是逻辑，哲学与逻辑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把记号法当作逻辑的识别特征，那么哲学就是关于逻辑的基础研究。但从前面关于何以能够建立问答逻辑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逻辑的基础实际上是伦理。如果把人生问题理解为伦理学的顶点，那么哲学的核心就是人生问题。我以为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心照未宣的看法。在6.5摆明了问答逻辑之后，就应当谈到具体的哲学问题。果然，6.51提到了怀疑论问题，6.52则回到人生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真正的哲学问题。怀疑论被简单地处理了，人生问题是重点，这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疏解269］
 是否可以说，人生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弱化呢？这种弱化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一种“纯正的”形而上学。

似乎可以这样考虑：即使不借助于人生问题，逻辑的基础也可以通过一种先验论证的方式获得。这个先验论证大体上是这样的：如果不接受逻辑的必然性，就无法确定地思考；接受逻辑必然性，则意味着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这里用确定地思考这一要求来替换关于人生的价值诉求。不过，这个先验论证并不是没有问题。即使这个论证是有效的，从它实际上有效这一点，也推不出逻辑实际上是必然的。确定地思考并不是思考已经确定地给出的东西，而是在某种可以通过命题结构得到显示的可能性中来使要思考的东西显示为确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被思考的东西是确定的，显示了这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即被思考的东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逻辑必然性所规定。但是，如果上述先验论证实际上有效，那么只有在显示了逻辑所规定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被思考的东西才作为确定的东西给出。因此这个论证所需要的前提，即所思考的确实是确定的东西，就不能以独立于这个论证的结论（逻辑必然性确实在起作用）的方式给出，这意味着这个先验论证根本无从开始，也就无从证明逻辑实际上是有效的。

这说明上述从伦理分离出逻辑的步骤是无效的。但是，借助先验论证来达到这一点，确实提示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基本性质。这就是逻辑必然性只能以自身为基础才是有效的；逻辑是自主的，因此把它的合法性建立在论证的基础上，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要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不可能。逻辑的自主性需要在使用语言的行为的意向性框架下理解。没有孤零零的逻辑。既然逻辑必须被运用，逻辑的自主性就必须映射为使用语言的行为的自治性。这种行为方面的自治性显然是伦理的。

6.54　我表述的命题在这种意义上起阐明作用：人们借助它们，穿过并越出它们，理解我的人最终将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unsinnig）（在登上之后，他必须扔掉梯子。）

他必须越过这些命题，才能正确地看世界。


［疏解270］
 这一节给出的是关于《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总的方法论说明。这就是哲学阐明。在弗雷格那里，关于记号语言的说明是阐明性的，在于这些说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断，而仅对使用这种语言起引导和辅助作用，一旦人们学会正确地使用这种语言，相关的记号法就自然而然地各就其位。在构思和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维特根斯坦显然也参照了弗雷格的这种理念，并且发展了这个理念。对于弗雷格来说单纯是辅助性的阐明方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发展成了表明显示的东西是显示出来的一般方法论。整个《逻辑哲学论》的结构框架就贯彻了这种方法论。在前面的三章，我们看到一种关于世界和命题的形而上学，客体、事态、命题、逻辑形式等等这样一些概念以一种环环相扣的方式给出；随着角度转换为命题记号的使用者，这些概念在第4章被表明是一些形式概念，从而是一些刻画命题语义的变项；第5章在此基础上对命题进行的逻辑分析进一步揭示逻辑体系及其相关的逻辑概念也是显示出来的；到第6章，除了科学命题，其它一切都被表明属于显示。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扩大了阐明方法的背景，需要阐明的东西就是属于实践或用法的东西，因而是需要第一人称主体介入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阐明的意图至关重要。说话就是做事，同样，阐明也是一种有意图的实践，这使读者要从特定角度来理解整本著作。这正是“理解我的人最终将意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所隐含的意思。维特根斯坦要求读者理解的不是著作中的命题，而是把它们看成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阐明实践。对照4.112就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实际上严格地贯彻了哲学是一种实践这样一个信条。

这使《逻辑哲学论》具有某种辩证法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得阅读和理解的顺序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6.54已经清楚地提示了这一点。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前三章追随作者建立一种关于世界和命题的形而上学。到了第4章，在对角度转换有足够意识的情况下，我们进入使用者角色，并与维特根斯坦一起看到这些形而上学概念作为逻辑变项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通过进入这种形而上学图景解除了这幅图景本身。第5章使逻辑和主体都成为显示的，第6章则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伦理的律令：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前三章隐约可见的使用者逐渐走向前台，到第6章结尾处终于现身为登上梯子的那个人。登上以后回头再看，原来描绘的图景不过是便于注意的提示物，对真正面对处身于世界的实践来说却没有任何作用。正是就其在实践中没有地位，没有相应的实践而言，描绘这幅图景的命题并无意义（unsinnig）。


［疏解271］
 如果不注意“unsinnig”一词与另外一个被用于重言式和矛盾式的词“sinnlos”之间的区别，6.54仍然得不到维特根斯坦所需要的理解，而这是唯一正确的理解。在疏解191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区别。“sinnlos”可以解释为无所说，即就其要言说什么而言无所说。但“unsinnig”在这里却只能在临界的意义上理解，也就是说，这样的命题在一种意义上是允许的，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却不允许。维特根斯坦在6.54把《逻辑哲学论》的命题说成是无意义的（unsinnig），并且在理解了这些命题的意义上这样说。这种无意义就是当把显示的归于显示以后，对显示的进行言说所导致的无意义。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和不被允许的。但是，就确实有显示的东西而言，这些命题又是有意义的。这就是通过言说的方式加以引导，就其作为教学法而言具有的意义。因此不能一般地说《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无意义。这些命题是否有意义，对这一点的理解存在一种转换：先是就其具有意义而理解，并从此得到适当的引导，一旦在这种引导下意识到这些命题无意义（unsinnig），读者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理解，而获得这些方式，正是维特根斯坦写这些命题的目的。可以说，这种转换就是从就命题之所说而言的理解，到就一种特定的理解方式而言的理解，这种特定的理解方式就是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而显示的东西原来以言说的方式给出，并提请注意。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难解，除了风格上的原因（他总是喜欢用直观的方式呈现结论，而不愿意呈现达到结论的过程）以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其观点和论述策略上的高度一致性，这使他的论述方式严格地受制于其观点，而按照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本身必须以某种方式掩盖起来，或者说，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达到这种观点。

事实上，《逻辑哲学论》的论述策略经过了精心安排。第4章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正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维特根斯坦开始了显示的工作。这个转折点上，维特根斯坦先讨论了就命题的图像本质而言，涵义、数学多样性以及真等等应当在何种意义上加以理解，与此同时，区分了言说与显示，接着就引入了刻画命题本质的一系列技术性的环节，包括形式序列、形式概念、以及变项，这些正是用来显示的技术环节。关于这些技术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实际上解除为了建立命题的涵义而承诺的东西。这种解除的步骤到5.55以下各节达到顶点，在那里实际上解除了基本命题和逻辑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是，所谈论的正是显示本身，而不是所显示出来的东西。这类谈论指出了看待显示的方向，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被使用的命题本身，而不是命题“背后的”东西。不过，我们仍然是在言说显示的东西（例如变项），虽然这是一种极小意义上的言说。因此这种谈论在其本身所建立的标准下，仍然是无意义的（unsinnig）。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谈论是无意义的（unsinnig），就使我们能够自行达到预定地点，因为方向已经指出了。显然，论述的策略就在于，不能一上来就指出这一点，而只能在理解的方向已经可以建立起来之后这样做。在此之前，变项起了权宜地标出方向的作用。


［疏解272］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批判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像6.54所暗示的那样，达到看世界的正确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那些被归于显示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是语言呢？在语言表明了确定世界的可能性这一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使用语言具有的目的的意义上。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考虑的语言就是以描述世界为目的的语言，而语言批判在此时也就是表明，即使语言的目的是描述世界，语言具有意义，这一点也不是描述所能够给出的——语言之具有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所显示的东西。这种批判所隐含的看法是，语言的意义不是语言所对应的实体，不是对应于语言表面形式的结构和关系。这些假想的结构和关系都是可以说出来的。语言可以说的东西并不构成理解本身，而只是预设了理解。语言批判的任务就是要区别据以理解语言的方式，与通过这种方式在语言中理解到的东西，前者就是显示出来的东西，或者说就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句法。如果对语言批判这一理念做进一步发挥，就可以这样说，语言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揭示什么才是概念，而这正是哲学的安身立命之处。

7．对于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疏解273］
 维特根斯坦的立论方式表现了对传统哲学思考方式的深刻不满。传统的哲学命题是一些论断，是对本质的或者说根本的东西的一种陈述，它们描述一些状况，说明事情是怎样的或应当怎样。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来看，这种思考方式完全是错误的。所陈述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受制于陈述如何得到理解，但理解的方式无论如何不可能以完成的形态陈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哲学概念必须是限定了理解方式的概念，而不是被理解的东西；概念是显示出来的，而不是定义出来的。而概念之显示出来，则在于以伦理律令的方式限定了理解的方式。这种律令的最终概括就是“对于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如果说“伦理律令”这个词概括了维特根斯坦式语言批判的正面含义，那么《逻辑哲学论》的哲学目标就可以和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戏剧相提并论。苏格拉底从对定义的寻求入手，把谈话者逐步引向这样一种自知：任何定义都是不充分的，真正的知识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良知。在苏格拉底那里，吊诡的地方在于，这种良知并不体现为知识，而是一种类似于神启式的东西。这一点恰好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临界特征相对应。

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所关心的主题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被语言批判所取代，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是另外一种关注方式，这种方式远比传统的、自康德以来的学院式哲学严格和困难。如果关注的是世界，那么所关注的世界就不是那种由命题所描述的世界，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完全的确实性的世界。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是感触到的世界。用《逻辑哲学论》中的术语说，就是显示出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据以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过，存在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这绝不是一个除了世界中的事实之外的一种超级事实，而是一种指明界限的说法。这种界限限制并界定了理解。只有在界限之内，才能领会到“存在这种理解方式”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但这却又意味着，这一点不能说出来。可以有某种示范，这就是分析我们谈论世界中的事物的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分析如何使用“世界”以及“物”等等这样的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在谈论语言，但这种语言显示我们是如何理解世界及其事物的，而这种理解表明什么是世界的概念。可以说，这种理解应当并且能够在我们面对所有事物的态度中表现出来，而不能借助于任何一般性的结论。相应的讨论从一些角度来看是琐碎的，但就它要求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而言却是严格的。这就是真正从这种讨论所展示的角度来看世界。这种方式的困难性也在于此。由于缺乏一般性的指引，只能在平凡琐碎的事例中找到着力点，从着力点上引出哲学洞察；它要求一种对话者在场的戏剧效果，以达到触发理解的目的；因此，它要求在事例的转换和着力点的不断切入中保持一致性。我们可以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几乎所有文献中，尤其是在《哲学研究》中，看到这种思考方式。可以说这是向苏格拉底对话传统的一种回归。

从构成哲学论断这个角度来讲，维特根斯坦的方法纯粹是否定性的，但从哲学思考或哲学训练来讲，却是真正肯定性的。这是一种哲学家的哲学，是一种哲学演练，从这种演练中，哲学家的工作才体现出什么是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决不是像某些研究者那样，是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不是编造叙事，哲学的内部不是一片虚无。持这种看法的人看不到有所理解与摹仿理解的区别，当然也看不到维特根斯坦希望《逻辑哲学论》的读者看到的东西。只有严格地按照这部著作的字面意义和次序来阅读，一步一步地登上这架梯子，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解，才能意识到这架梯子可以弃之不用。此时我们就可以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但是可说的东西，却可以显示沉默中的内核。



————————————————————


(1)
  “在这里，真正的情形是唯劳作者才得食，唯不安者才得安宁……。”参见克尔凯戈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引，第3页。


附录2：《逻辑哲学论》说了什么

被认为属于分析哲学的那些哲学家很少有人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哲学问题与人生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而维特根斯坦却把充满技术语言的分析哲学思考当成解决人生问题的手段。对他来说，人生问题也许是唯一值得真正关注的问题，哲学思考的价值则是派生的。有这样一类哲学家，当他们对人生问题的感受达到一定层次后，需要非常彻底的思考才能解决，这通常是人格和精神的层次上的蜕变；这时，只有从事哲学思考，才能够满足他们对这种彻底性的需求。这样的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帕斯卡、克尔凯格尔，还有维特根斯坦。他们的思考通常会带着明显的个人色彩，理解了他们的著作，也就理解了作者本人。

维特根斯坦面临的问题可以部分地概括为关于生命体验的疏离问题，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时刻折磨着他。在宗教上可以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罪。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是基督徒，但其宗教思考极为丰富。罗素曾开玩笑地说，逻辑与罪是维特根斯坦同时思考的两大问题。此话不假。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成为基督徒，而是通过思考达到救赎。他认为这就是达到与人生及世界的和解。这种和解并不是一种理性认识的结果，而是意志的转变。当然，意志的转变可以通过自我暗示来完成，这时，思考就只是过程，自我暗示仅仅是维持这种思考的状态而已。这有时候只是自欺欺人的方法。只有真正进入思考，才算是思考，这是一种思想的责任。正是对这种责任的承担，才使得维特根斯坦拿出了第一流的思想成果。

但是，一种自我塑造的成分还是不可避免地起作用了。思想毕竟是造就出来的，但当它与人生问题连接起来的时候，是否是自己在思考，就是至关重要的。这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思想者只对自己负责，其二，思想必须是有启发性的——它必须启发出一种世界观。这两个后果体现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就为公共的哲学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维特根斯坦的作品通常是只给出思考的结果，而略去了论证，并且，就是这些结果也不能作为哲学命题或论断来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做是达到一种世界观的阶梯。总之，你不能在能够重述维特根斯坦的结论的意义上说，自己理解了它们。这就产生了一种看法，借助于著作，维特根斯坦潜意识地要塑造一种天才形象。天才是生来就有特权的生物，普通人会容忍其特异之处，但在这种容忍背后，是对其本人的忽视。在分析哲学界，被人误解最多的就是维特根斯坦。

但我们仍然要试着去理解面前这本《逻辑哲学论》。这是一本由格言和简短的说明构成的奇书。这些格言被编上了号码，以标明其中的联系和次序。可以肯定，这些句子构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在起作用。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理解。但这种眼光只有在通读了全书，并且把握了其中的脉络走向才有可能。所以结果很可能是，虽然通读了全书，但仍未形成整体形象。反复阅读是必要的。我愿意把这本书比作一栋大厦，它掩盖了自己的地基。你可以在大厦里进行局部的测量，但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它，却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完成的任务就只是，试着找到一些支撑点，从这些支撑点入手来把握整个建筑。

大体上说，对于《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目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解读策略。一种是传统解释，按这种解释，维特根斯坦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一种关于语言的本质主义观点，即语言是有本质的，而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则转向了一种关于语言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即语言没有本质。这就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从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早期到写作《哲学研究》的晚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化。另外一种阅读策略是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是戴尔蒙德（Cora Diamond）和柯南特（James Conant），我们可称之为治疗性解读（the therapeutic reading）。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当做对流行的哲学病的治疗活动，这种哲学病体现为寻求语言的本质，寻求一种为语言的意义奠定基础的形而上学存在物。虽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宣称并不存在这样的本质，但仍然把认为其存在的观点当做一种需要驱除的幻觉。治疗性解读的要点认为，至少在对于哲学和语言的总的看法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是连续的，不仅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考是治疗性的，而且前期也是如此。如果治疗性解读是对的，那么《逻辑哲学论》中所有关于语言本质的断定都是无意义的。事实上，《逻辑哲学论》6.54节也为这种解读提供了字面上的支持。

我在这里提供的对《逻辑哲学论》的解读方式介于传统解读和治疗性解读之间。一方面，对于语言不存在比语言更为基础的本质，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谈论语言的本质来关注语言。换言之，既不能简单地说语言没有本质，也不能简单地说对于语言来说存在本质。如果语言的本质内在于语言，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自身的本质，那么关注语言的本质，就是关注语言自身的一种方式。《逻辑哲学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这样一种对于语言自身的关注方式，拿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逻辑必须关照自己。
(1)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给出了关于语言本质的种种陈述，但随后又以某种方式限定了这些陈述起作用的方式。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声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为语言划定界限，这就是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或者说就是言说与显示的界限。这样做的结果是，所得到的不是一系列的哲学论断，而是一种语言观，进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关注语言和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种眼光。这个目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的方式。读者不仅要注意维特根斯坦在字面上说了些什么，更要注意他在说这些话时在做什么事情，他试图让我们看到什么，这种看的方式是什么。这种要求使得阅读变得更加困难和富于挑战性，与此同时，也使任何一种关于这部著作的综述和导论都只能起到为阅读原著做好准备的作用，而不能够替代对原著的阅读。

关系问题与形而上学

选择关于关系的讨论作为介绍《逻辑哲学论》的起点，这种做法几乎没有先例。但这样做一方面能够为进入维特根斯坦的运思方式提供很好的引导，另一方面也能够在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之间建立一个易于纵观全局的对照关系，从而使我们了解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哲学分析究竟是怎样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把自己的思考作为应对罗素和弗雷格的哲学问题的一种方式。事实上，这两位长者的哲学思考是维特根斯坦建立自己思想的起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对照关系是如何决定《逻辑哲学论》的基本骨架的。在这种意义上讲，由于罗素是从外在关系理论入手建立哲学分析理念的，考虑维特根斯坦对关系问题的反应，就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

关系问题就是布莱德雷关于关系的非实在性论证所引出的问题。按照这个论证，如果建立一种包含关系的事实（我们称为“关系事实”）需要关系的存在，那么从给定的部分就不能得到整个关系事实。这是因为要使关系能够把关系项结合起来，我们又需要新的关系来使原来的那个关系与关系项相结合。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怪异的论证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冲突。按通常的理解，并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使一个关系项与关系发生关系，因为关系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这个理解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要了解这种结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它在形而上学上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在事物本身那里是怎么回事。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把两个（或几个）东西结合起来，也就不会得到这种结合，正是这种想法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布莱德雷的问题。从最广义的层次上讲，关系也是一种东西，我们说关系属于一种形而上学范畴。如果现在有关系这个范畴，那么就要问，属于这个范畴的东西与其它东西结合起来，是否需要新的东西来结合。需要，就进入了布莱德雷问题；不需要，就面临着说明为何不需要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只要把关系看作是某个东西，某个形而上学范畴，就面临着需要新的东西使它与其它东西结合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观点。这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观点，除非我们相信关系不是东西。

布莱德雷就是这样利用这个论证的。这个论证从假定关系是一种东西入手推出了矛盾，于是就否定关系是一种东西。用哲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关系不是实体。不过，布莱德雷从此推进了一步，从关系不存在，推出关系事实不存在。这样一来，所有我们认为表明了关系的事实都是虚幻不实的，实在的东西仅仅是包含了所有东西的那个绝对，由于没有东西与绝对发生关系，也就不存在任何关系事实。这就是一元论的结论。

罗素对这个论证持反对态度。不过，他是从反对这个论证所导出的结论入手的，这个结论就是罗素所谓的内在关系理论。如果内在关系理论是错的，那么这个论证也就是错的。于是罗素就用非对称关系的存在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罗素要能够成功，就需要非对称关系存在这一前提。罗素认为这个前提自然满足，但布莱德雷却不会这样看。对布莱德雷来说，任何关系事实都不存在，因此非对称关系也就不会存在。所以罗素仅仅是在外面批评布莱德雷，是一厢情愿。即使罗素是对的，他也仅仅指出了布莱德雷的论证有问题，但问题在哪里却并没有指出。可以说罗素所提出的外在关系理论恰好要面对的，正是布莱德雷的问题。罗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罗素后来仍然纠缠于关系问题。为理解罗素所面对的问题，看下面两个命题：

（1）甲是乙的父亲；

（2）乙是甲的儿子。

这是同一个关系事实，但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述，看起来就象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样。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使用了“父亲”和“儿子”这样的词，而是采用了不同的顺序。正是顺序的差别使我们不能说这里只有一种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用不同的记号来表示（1）和（2）。令函项记号“F（x，y）”表示“x是y的父亲”，“S（x，y）”表示“x是y的儿子”，于是（1）和（2）就分别表示成：

（3）F（甲，乙）；

（4）S（乙，甲）。

但是，这样一来就面临新的问题，如果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又该如何解释（1）和（2）所表述的是同一个事实呢？问题在于，这两个事实都包含了甲和乙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是被不同的关系联接在一起的。

这不是一个没来由的问题。罗素认为关系是存在的，这一点对罗素来说就确定了关系作为共相的形而上学地位。也就是说，在罗素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类东西被归于关系这一范畴之下，关系就是一种实体。这样一来，顺序就被认为是关系的一种性质，（1）和（2）中包含的是具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关系，由于没有东西同时具有不同的性质，罗素就只好说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关系。

罗素实际上把关系函项看成了具有指称功能的词项，关系词被认为指称了关系这样的对象，因而关系就被看成了实体。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与罗素试图通过分析命题来获得形而上学结论有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假定关系词对应于实在中的某些成分，否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关系事实是如何区别于关系项的罗列的。但另一方面，只要承认实在中有所谓的关系，就势必要承认，我们可以像谈论任何东西一样来谈论关系，当然，其中就包括用一个词来指称它。

维特根斯坦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关系问题。2.03说，“在事态中，客体就像链条一样连接在一起”。在给《逻辑哲学论》英文译者奥格登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强调说，这种联接是无中介的，也就是说，客体直接联接构成事态。
(2)

 这就透露了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关系问题的。他既不是像布莱德雷那样否定关系事实存在，也不像罗素那样肯定，要构成关系事实，需要关系这种东西。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要构成关系事实，并不需要关系。

可以看出，布莱德雷论证可以看作是由两个前提结合得到的，一个是，关系事实存在，另一个是，为了得到关系事实，需要关系。这两者结合就进入了无穷后退，这意味着两个前提中至少有一个是错的。布莱德雷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维特根斯坦则否定后者，肯定前者。把维特根斯坦放在罗素的问题背景中就会看到，罗素否定布莱德雷论证是正确的，维特根斯坦接受这个论证，但对这个论证作出了与布莱德雷不同的反应。

不过，不用关系就可以得到关系事实，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观点。其实，为理解这个观点，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思考方向的转变。我们的困难是，这要求转向与通常的或者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整个哲学传统相反的方向。传统观点认为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是实体，事实是由实体构成的。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是，把事实作为基本的范畴，而把实体作为派生的，可以通过事实得到确定的东西。这就是1.1节所说的“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的意思。这里的物，就是实体。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客体（object）”也是一个类似的术语。其实，只要读读2.01以下的几节，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是通过事实来确定什么是客体的。

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是事物本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够通过与另一个东西对照来解释要讨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时就大体上可以说另外那个东西比要解释的那个东西更为基本。这意味着最为基本的东西就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其本身不能得到解释的东西。这些东西仅仅被给定，或者说是必须假定其存在。其他东西的存在，可以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得到。形而上学中最抽象也是最困难的问题通常是如何找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困难之处在于，此时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思考方式都不能利用了，这些熟悉的思考方式通常设定了那些需要解释的东西，由于需要解释，我们就不能在解释中使用它们。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决定事实和实体哪个更基本。如果实体更基本，那么事实就是由实体构成的，因而就面临着需要什么东西来结合实体的问题，也就是说，面临着要引入关系的问题。之所以必须引入这样的结合物，是因为事实毕竟不同于实体（关系项）的罗列，关系的引入解释了这种差别。如果引入关系，这种关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比事实更为基本，因为关系也是构成事实的东西。但这就很难禁止我们像罗素那样在实体-性质这一框架内理解关系。

其实，应当说维特根斯坦就看到这一问题的要害所在。维特根斯坦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不在说明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提到事实，因而事实并不是由实体派生出来的。举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说。我们是如何说明什么是父子关系的呢？我们会利用像（1）和（2）那样的事实来说明。即使我们采取函项的形式来避免提到完整的事实，也很难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函项中的变项要通过占据其位置的常项来得到解释。我们说变项其实是要指明填在相应位置上的是什么样的常项，如果从来没有这些常项，也就不必有变项；但是，一旦联系到常项，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完整的事实。

但是，上述推理仅仅是在说，事实至少比实体同样基本，而不能说明事实比实体更基本。如果情况是两者同样基本，那么在一个关于世界中有什么的清单中就既包括事实，也包括构成事实的那些实体。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世界并不由物的列举以及关于这些物的事实所构成（就像是一场表演的节目单一样）……世界是什么，这是由描述，而不是由对象的列举所确定”。
(3)

 这并不止于说，世界不是由实体构成，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世界不能由实体以及由这些实体构成的事实构成。只要我们熟悉了布莱德雷论证就会看到，只要牵涉到关系，就必定面临通过关系来把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困难，无论需要结合的是实体还是事实，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如果世界中包含了实体，只要这些实体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些实体，除非我们就像莱布尼兹那样，认为世界是由彼此毫无关系的单子构成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接受事实要比实体更为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表明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已经进入了与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同样深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与这个传统区别巨大的思考方向。维特根斯坦的很多思想都是按这个方向思考所不得不发展出来的。

客体、事态与可能性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定义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实体，即客体。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本体论层次上，维特根斯坦得到的仅仅是一个非常贫乏的观点，即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由于布莱德雷的论证，维特根斯坦还必须承认，构成世界的诸事实间不能有关系。这个本体论的贫乏性在于，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从一个事实过渡到另一个事实，从而也就无从得到关于事实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如果把事实理解成由实体构成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实体来完成事实间的过渡。基于前面讨论过的理由，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来确定实体。

这个步骤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完成，这就是分解。但是，这个步骤中究竟包含了什么，并非一目了然。为了了解这个步骤的确切内涵，我们先以世界分解为事实为例来说明，然后说明如何通过分解得到客体。

仅仅说，构成世界的诸事实间彼此无关，这是个令人疑惑的说法，因为这些事实构成了世界，这本身就是个关系事实，这个事实通过描述整个世界就可以得到确定。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种诸事实共存的关系——它们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中。因此，如果维特根斯坦严格地坚持我们前面所说的思考方向，就必须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超级事实，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事实，也没有构成这个事实的东西是实在的。确实，即使这个结论离布莱德雷式的一元论仅仅一步之遥，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个结论。

但是，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来接受这个结论并不算勉强，相反还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原因是，我们可以从对世界的分解中得到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事实。严格按照前面的思路得到的一元论虽然贫瘠，但还是可以得到某种补偿。在1.2节维特根斯坦说，“世界分解为事实”。这里通过分解得到的事实，就是我们通常谈论的事实，而不是作为世界整体的那个超级事实。不过，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分解，并不是要把本来就是相互独立地存在的东西分开，而是确定什么是这些分解开的部分。这种分解不是像把两棵樱桃分给两只鹦鹉，而是像把一块蛋糕分给两个孩子，关键是，分解的步骤确定了分解以后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世界分解为事实，就是确定事实的步骤。我们对于事实这个概念有种非常朴素的理解，这就是事实存在着，不存在的就不能称其为事实。这个理解虽然朴素，但并不好解释。一方面，我们认为存在的事实总起来就是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会认为所谓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与其他东西在一起。这是个循环。现在我们可以说明这个循环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按维特根斯坦的分解步骤，对世界的分解其实就确定了事实是什么，尤其就确定了所谓的存在是什么。分解得到的东西就是与其他东西在一起的东西，如果分解确定了这些东西是什么，那么由这种分解得到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存在的东西。这里的存在，就是通过世界得到理解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分解之前的超级事实孤零零的一个，谈不上存在也谈不上不存在，分解才确定了什么是存在。此时存在就被归于事实，即分解得到的东西。这样，通过对世界的分解，我们就确定了什么是事实。

我们可以说，分解以后，原来被认为是世界的东西，现在作为存在被赋予了事实。这使得我们可以不谈世界，而只谈论那些事实，也就是存在的东西，然后说，所有存在的东西就构成了世界。但要注意，这里存在这个概念不是初始的，世界的概念才是初始的。对世界的分解得到存在的概念。这样就避免了把存在的东西作为初始的，然后从这些东西入手通过关系构成世界。布莱德雷论证阻止了这个过程。相反，这里能够起作用的步骤只能是从世界来确定存在，从而确定什么是事实。

但是，分解以后得到的东西并不仅仅通过其存在来理解，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不存在来理解。为此只需考虑分解后得到的事实可以如何重新结合起来构成世界就行了。分解得到的东西既可以与其他东西在一起，也可以与其他东西分离，这两种可能性都属于它。同样，即使事实总是存在的，其不存在也是可能的。一个事实如果存在，它就不是不存在；如果不存在，它就不是存在着的。由于这两种可能性具有相互排斥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解释成同一个可能性的两个方向，或者说它们都是对同一个可能性的实现。同一个可能性只能有一个实现，因此存在的情况与不存在的情况相互排斥。这就是通过合并我们可以理解到的东西。分解以后就有合并，这是维特根斯坦常用的一种思考方式。合并的步骤表明了，通过分解，什么东西被赋于了通过分解得到的东西。在关于世界的分解中，合并表明了被赋予事实的是存在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与不存在的可能性是同一个可能性。

对于一个事实（不是作为超级事实的世界）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必须存在着，如果不存在就不是事实；另一方面又可以说它可以不存在。前一种理解属于分解世界得到的，后一种理解则属于通过对事实的合并所表明的。这其实是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东西。就其不存在是不可能的而言，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关于事实的“What”问题；而就其不存在是可能的而言，谈论的则是事实是怎样一种情况，即关于事实的“How”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事实（Tatsache）”这个术语，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事态（Sachverhalten）”这个术语。
(4)

 在谈论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关心它是否存在，但我们知道它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在谈论一种情况时，我们独立地谈到它，即使它作为事实是通过分解加以确定的。此时我们说事态具有独立性。

回顾前一节的内容，我们也许会说，既然事态是独立的，那么就应当把事态当作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但这就与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相冲突，我们不仅设定了超级事实，还设定了事态。并非如此，事态的独立性仅仅限于How的层次，并且这种独立性是相对于其他事态而言的。就What层次而言，事态受制于事实，进而受制于世界。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以面对事实的方式来学会什么是一种情况的，例如我们是通过看一些人踢足球，来理解足球赛是一种什么情况的，这就是说，事态这个概念依赖于事实这个概念，事态这个范畴，依赖于事实这个范畴。

如此一来，我们就了解了分解法，或者确切地说分解-合并法的基本内涵。分解确定了由此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就其是什么而言，它依赖于被分解的整体；通过不同方式的合并，可以表明分解得到的东西具有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是就其是怎样的而言的。通过整个分解—合并的步骤，赋予分解以后得到的东西的是可能性，即构成原来那个整体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被用来确定被分解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用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确定构成事实的东西，即客体。

客体（object）在《逻辑哲学论》中是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属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的一部份。客体是通过分解事态得到的。这里有个梯级的分解步骤。第一级是把世界分解为事实，由此得到的独立的东西是事态，第二级则是对由此得到的独立的东西进一步分解，得到客体。从分解事态而不是事实得到客体，这也许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选择，因为被赋予存在的不是事态，而是事实。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考虑就会看到，由于构成了存在的东西的那些成分要先存在才能构成存在的东西，要从事实出发分解得到客体，就必须认为客体就像事实一样存在于世界中，而这导致与前面的思路不融贯的局面。而若分解的是事态，那么由此得到的客体就是我们借以确定一种情况的东西，而不是必须存在于世界中的东西。客体构成的东西（事态）可能存在，因此，即使维特根斯坦说客体存在，也与说事实存在，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词。

把我们前面看到的分解-合并法用于事态。对事态进行分解就得到客体，而客体就被定义为构成事态的可能性。与分解世界确定了事实是什么类似，分解事态就确定了什么是客体。如果没有任何事态，也就不会有任何客体。我们说客体的概念依赖于事态的概念，也可以说客体在其What的意义上对于事态这个范畴具有依赖性。另一方面，客体独立于特定事态。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客体不仅能够构成通过分解得到该客体的事态，而且能够构成另外一些事态。例如，一支笔可以在书的右边，从而构成笔在书右边这一事态；也可以在书的左边，构成笔在书左边这一事态，由此构成的事态与前一事态相互排斥。这种排斥关系也表明了，对于笔来说构成这两个事态的是同一个可能性，而我们借这种可能性来理解笔这个客体是什么。由于客体是什么，决定了客体能够如何（注意，不是客体实际上如何），我们可以说通过分解事态，所确定的是客体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就是客体构成事态的可能性。

关于客体，这整个分解-合并步骤所得到的结论合乎我们的理解。我们不可能知道某个东西是什么，而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出现在何种情况中。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能够把这支笔放在书的右边，那么我们实际上就不知道笔是什么；我们也许会把笔理解成一个音阶，此时绝不会认为笔在书的右边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事实上，除非联系到客体所出现于其中的情况，我们无法单独解释这个客体是什么。我如何解释一支笔是什么呢？我会解释说，这支笔可以用来写字，可以夹在耳朵上或者别在上衣口袋里，或者可以作为礼品送人，诸如此类的解释实际上都是笔可能出现于其中的种种情况，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态。在我这样解释什么是一支笔时，决不断定笔确实构成了这些事态，我所需要的仅仅是表明笔可以构成这些事态。构成这些事态的可能性，就是客体的本质。这些决定了客体本质的可能性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内在性质（internal property）”或“内在关系”。

对一个事态的描述回答了该客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客体的How问题。这时候我们要求这个客体确实构成了这个事态。例如我说这支笔有10厘米长，实际上就是在描述关于这支笔的事态。在这样描述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其他客体，例如刻度尺。但这决不意味着客体就其本质而言依赖于其他客体。这支笔是不是10厘米长，这依赖于我们用刻度尺来测量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依赖于这支笔与刻度尺间建立的关系事实。但是这支笔就其本身而言既可能是10厘米长，也可能是11厘米长，这些可能性都是同一个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彼此排斥的事态。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客体在本质上何以独立于其他客体了。客体的本质决定了有哪些可能性，而客体与其它客体构成的事态，仅仅是这些可能性中实现了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把客体是怎样的称为客体的“外在性质（external property）”。客体可以缺少任何一种外在性质，但不能缺少这种外在性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决定了客体是什么。

当事态通过客体的结合得到确定时，就可以经由事态重新合并，回到世界的层次。此时的世界是就其是怎样的而言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来自于客体。给定了所有的客体，世界是怎样的，也就此决定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谈论世界上存在的事态，也可以谈论不存在的事态。并且，就世界已经先行给定了而言，哪些事态存在，也就决定了哪些事态不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说，某事态的不存在，也是事实。因此可以把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都称为实在（reality）。

最后，关于整个的分解-合并过程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图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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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向右的箭头表示分解，向左的箭头表示结合。分解决定了箭头指向的东西是什么，结合的箭头则决定了箭头所指的东西是怎样的。事实与事态间的虚线表明了事态与事实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事态是就事实具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的，而事实则是就事态的存在而言的，因此事实与事态在其是怎样的意义上讲是同样的。因此，从事态回到实在的结合，其实与回到世界的结合重合；所不同的是，回到实在，其实就是就世界是怎样的而言回到世界，而不是回到那个作为原初的超级事实的世界，即，不是回到那个作为整体的世界。

逻辑图像论

逻辑图像论为建立《逻辑哲学论》中的主要观点提供了框架，同时也是理解上的难点。事实上，逻辑图像论可以看成是维特根斯坦对于弗雷格的命题理论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是建立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间的对照关系的一个关节点。鉴于这些理由，我们应当充分重视逻辑图像论。

逻辑图像论通过把命题与图像对照起来说明命题本质。这种对照决不是某种类比或者某种形象的说话方式。图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图像，也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油画、照片、素描、地图、工程图纸等等。用与图像相对照的方式理解命题，其实就是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看到，命题本身就是图像。

弗雷格曾经认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可以看作一个名称，当这个句子单独出现时，其意谓是真值，而当句子作为名词从句特别是在内涵语境中出现时，其意谓就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即弗雷格意义上的命题。这种处理方式很自然地导向关于思想的柏拉图主义理解。由此弗雷格自然地把真值看作思想的性质。这个结论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要批评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在罗素遇到的关于否定事实的问题中起作用。接下来就直接讨论罗素的相关想法，而在适当的时候再回到弗雷格。

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句子总是成对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句子为真，另一个就为假，我们说其中的一个句子否定另外一个句子。两个相互否定的句子要为真，就分别要求不同的事实，我们说它们的真值条件不同。一个句子为真时所对应的事实被罗素称为“肯定事实”（positive fact），而另一个句子为真时，所对应的事实被称为“否定事实”（negative fact）。例如下面两个句子就分别描述了一个肯定事实和一个否定事实：

（1）奥巴马击败了麦凯恩；

（2）奥巴马没有击败麦凯恩。

按罗素的命题理论，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就是其对应的事实，而句子中所包含名称的意义则是构成事实的那些东西。因此，（1）所表达的命题就是奥巴马击败麦凯恩这样一个事实，而（2）表达了奥巴马没有击败麦凯恩这个事实。如果前一个事实是肯定事实，那么后一个事实就是否定事实。于是罗素面临着的问题是，在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中只可能有一个存在，因此，为了确保两个命题都有意义，罗素必须承认，不存在的事实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来罗素就面临着意义理论与本体论经济性要求这两者间的矛盾。事实上，承认不存在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有些难受的结果。即使接受这个局面，罗素仍然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这两者既然都存在，那么如何解释两者中一个使一个句子为真，另一个则使同一个句子为假呢？这种相互排斥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这并不是一个傻里傻气的问题。存在的东西之间要建立一种联系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这种联系要使得当其中一个存在，另一个就不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联系要在一个存在的东西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

这个困难在弗雷格那里也许能够得以避免。弗雷格的命题理论与罗素不同。对弗雷格来说，句子表达的命题是思想，因此两个相互否定的句子对应于两个相互否定的思想，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事实。但是，如果把思想理解成实体，那么用思想间的相互排斥来解释句子间的否定关系，困难并不少些。我们知道，实体就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既然思想独立存在，那么它本身是什么，就不会受另一个思想的影响。但是，否定关系恰恰就要影响所否定的思想是什么，因为如果一个思想所否定的是一个不同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的内容就有所不同。

这就暴露出了罗素面临的问题的实质，这就是把命题理解为实体。即使罗素承认存在的事实与不存在的事实间能够建立排斥关系，他也仍然需要解决两个实体如何排斥这一问题。不过，与弗雷格的对比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素所面临的问题要更加严重一些。罗素需要解释为何这种排斥关系使得其中的一个不存在。当然，这并不是敌对的双方中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排斥关系，而是其中一方一开始就不存在。由于假的思想仍然不失其存在，罗素的这个问题不会在弗雷格那里出现。

否定就是不同命题间的排斥关系，因此上述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一个命题是如何否定另一个命题的。罗素和弗雷格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真和假看成是归于命题的性质，这一点使他们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看，一旦把真和假作为性质归于命题，那么相互排斥的命题就分别具有不同性质，因而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要解释这种排斥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是把句子处理成命题的名称的结果，当真被归于句子时，就被理解为命题的性质。

对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诊断的：句子能够为真或为假，这表明句子不是名称，这是因为名称不能具有真假。
(5)

 这个思想虽然表达得极为简洁，但其内涵却绝不简单。由于我们用句子来描述事实，句子不能是名称，就意味着事实不是像罗素所理解的那样的复合物。复合物虽然是复合的，但仍然是实体。一个复合物依赖于构成它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是复合物之外的东西，因此复合物仍然独立地存在着。因此，把事实当成复合物，仍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想问题。而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事实决不是复合物，而是属于与复合物不同的范畴。一旦意识到这个区别就可以看到，否定句子是名称，正是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所要求的，这种思考方式背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

这个思想的另外一个内涵是：绝不能用名称来命名事实，换言之，绝不能指称事实。这个想法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相左，我们常常会用“这个事实”、“那个事实”这样的词组来指称事实。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我们认为，一个描述事实的句子就是名称，该名称指称这个事实。一旦理解了句子，我们就总能够知道否定这个句子的句子是什么。对这个习见的事实加以足够的注意，就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显然，这就意味着从一个句子本身就能够过渡到这个句子的否定，或者说，能够从这个句子为真的情况过渡到这个句子为假的情况。虽然我们从句子本身不能直接确定其真值，但句子包含其真值的可能性，却是可以断定的。同样可以断定的是，真和假属于同一个可能性，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可以从句子为真的情况过渡到句子为假的情况，并且这两种情况彼此排斥。句子之所以不是对事实的指称，就在于从句子中我们能够直接看到这种可能性，句子的结构就起这个作用；与之相反，由于名称是无结构的，就不能表明这种可能性。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某种约定来把真值的可能性附加给名称，例如用加上箭头的方式，向右的箭头表示为真的情况，相反的箭头表示为假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求助于结构。但问题不仅在于是否有结构，而在于结构是如何被理解的。我们也可以命名一个结构，并用名称来指称这个结构。一个句子与否定它的那个句子具有不同的结构，例如1）和2）这两个句子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这两种不同的结构相互排斥，仅仅用名称来表示这两个结构，并不足以使我们知道它们互相排斥。但是，即使我们在看到句子之前不知道否定它的句子是什么，只要看到并理解了句子，我们就能够给出否定句及其结构。这里的关键是，名称仅仅指称所指称的东西，而指称并不足以囊括我们理解句子的方式。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区别，使得我们必须通过句子来给出一个事实。

这个差别使得维特根斯坦以一种不同于弗雷格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意义理论。弗雷格用三层次的结构来容纳符号、涵义（Sinn）和意谓（Bedeutung）之间的区分，涵义就是为我们把握的确定意谓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只用了两个层次。在弗雷格那里涵义是出于知识论考虑设定的，涵义就是在知道意谓时，我们应当把握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涵义就是确定意谓是什么时关于意谓是怎样的情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涵义就处在客体的外在性质的层次，也就是在客体构成的事态的层次。因此涵义对应于事态。在与事实绝不能被指称同样的意义上，事态也不能被指称，能够被指称的只能是客体。由于并没有什么可以表述成句子的性质来确定客体，指称客体的名称就不具有涵义。因此，涵义与意谓就被分别赋予了名称与句子。整个意义理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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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图中，向右的细箭头表示指称关系，粗箭头表示涵义关系。句子中的名称指称事态中的客体，整个句子的涵义就是事态。事态与事实间的虚线表示两者在是怎样的意义上对应，这就是说，一旦确定了事态是怎样的，相应的事实是怎样的，也就确定了。由于描述事实就是确定事实是怎样的，给出事态就是足够的。如果句子是真的，句子所描述的事态就是事实。

整个图式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句子通过其结构来表现事态的结构。整个句子和整个事态都是关系事实。通过名称在句子中具有何种关系，我们看到事态中客体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句子就像图画一样反映了事态。这就是逻辑图像论所要说的。

在逻辑图像论中可以解决否定问题。这要求在句子中包含过渡到其否定句的东西，也就是说，包含与其否定句共有的东西。这一点体现在上述图示中情况就是，在句子中包含的是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的可能性，而这是同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把句子中名称的结合关系所构成的称为结构或逻辑结构，那么句子中要包含的就是结构的可能性，即形式或者逻辑形式。这样一来，对于句子与事态共有结构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可以解释为它们共有逻辑形式，并且是通过共有逻辑形式共有结构。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不过是在结构的层次上有所区别，但在形式上是共同的。既然句子是通过逻辑形式来表现结构，那么同一个句子就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结构间过渡，从而从一个事实过渡到与之排斥的事实。这种排斥关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事实的结构是同一个可能性的不同的实现。这样一来，通过承认句子描述实在的必要条件是其与实在共有逻辑形式而不仅仅是逻辑结构，逻辑图像论就解决了否定问题。

不过，关于命题的本质是什么，这里仍然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句子本身就是命题，那么句子的结构并不都对应于事态的结构。对于句子中的实词我们可以说对应于客体，但虚词很难这样理解，例如，有谁会说“例如”这个词指称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逻辑图像论之后自然会解决。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把一个写在纸上的句子看成是一个物理的实体，那仅仅是一串墨迹而已，而一串墨迹并不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为这串墨迹加上一些特征，例如说这串墨迹很长，或者是弯曲的，这样一来我们得到一个关于这串墨迹的事实，但这不是我们用来描述事实的句子。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用这个东西描述事实，命题并不是这串墨迹以外的东西。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是如何用图像来说命题的，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个情况。下面关于图像的解释虽然并不直接来自于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但可以很自然地与文本相契合。

让我们从一个貌似无关的话题开始。一个东西发霉了，这是那个东西本身发霉。墙上的那张纸发霉了，这就是说，那张纸的某些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发霉，而纸的某些要素与霉点连接在一起，这使霉点成为纸上的东西。但一幅画发霉了，说的却是纸发霉，而不是画发霉。纸上的色斑是画的一部份，它描绘了远处的一棵树，但霉点却不属于画，它并不描绘例如树旁边的一块石头。画的任何特征都不能用来解释发霉，霉点也不属于画的一部份。显然，画与霉点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纸与霉点的关系。后一种关系，由于它们是本身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这构成自然的事实（brute fact）。但画与霉点却不能建立这样的联系。通过与霉点相对照不难看到，画与纸是不同的，如果它们联系在一起构成这张纸就是一幅画这个事实，那么这并不是其本身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使用者，或者说能看懂画的人，就在这里插进来。对一个懂画的人来说，这张纸就是一幅画；而对于老鼠来说，这幅画不过是一张聊以充饥的纸。这张纸是一幅画，是一个意向性的事实（intentional fact），也就是说，这张纸被使用这幅画的人看作一幅画。

一个意向性的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谈及某个图像，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指称一个物，而是要求以某种方式去看这个被指称的东西，这种方式要求我们把这个东西与另外一些东西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与图像所描画的东西联系起来看。图像在本质上指向其所描画的东西，这使图像具有意向性，而自然事实仅仅是就其本身而言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意向性的事实区别于自然事实。但是，当我们谈论某幅画时，并不是在谈论墙上的那张纸以外的某个幽灵一样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谈论的就是那张纸，但我们要以某种方式或者确切地说从某个视角去谈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能够从这张纸看到一处风景。当然，这是要求我们从视角本身去看和谈论，而不是把视角当做某种性质附加给纸，我们不能说，以某种方式看待的这张纸就是图像；当我们说这是一幅图像时，就是要准备从中看到风景，但从中看到风景的东西并不是纸。

作为意向性的事实，要求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图像，才能看到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维特根斯坦强调图像是事实，其实也是在强调图像是通过其结构，而不仅仅通过其物理特征，来描画事物的。但如果只注意图像的结构性，而不注意图像的意向性，我们仍然无法理解图像是什么。图像的意向性要求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图像，才能把图像看作图像。

使用者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称为第一人称视角，旁观者视角则称为“第三人称视角”。通常把第三人称视角当作客观视角，而第一人称视角则是主观视角。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对于观察者没有特殊要求的视角。一片草坪对于牧羊人来说是草坪，对于羊来说也是如此，草坪作为草坪，这一点对于牧羊人和羊来说都是一样的，此时我们说这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中的事实。但是艺术品收藏者和老鼠肯定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一幅画，老鼠不会害怕画中的猫，我们说一幅画是属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

说第一人称视角是主观视角，第三人称视角是客观视角，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误导的说法。这使我们以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是随着主观意愿变化而变化的东西。既然对于第一人称视角来说，有多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方式中随意地选择，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把一个东西看成是怎样的，就能够通过调整看待的方式，来把它看成是怎样的。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任何一幅画都是杰作，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杰作。事实并非如此。主观随意性并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的特征，相反，对于这个视角来说，这种态度会带来不融贯，因为，仅当我们把从该视角看到的东西当作客观的，也就是当作事情本身就是这样，我们才算是从这个视角来看。一幅画画了什么，这取决于这幅画本身，而不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它，并且惟其如此，我们才算学会看画。同样，下象棋也是一件属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事情，对于从来不知道象棋为何物的非洲土著来说，棋子可能只是稀奇古怪的木块。但是，象棋的输赢绝不取决于棋手如何看待下棋。只有当我们知道输赢并不是随意规定的，才算是学会了下象棋。只有在第一人称视角内，事物才作为事物本身出现，我们称该事物的这种特点为内在性。图像就是具有内在性的事物。

不过，这里似乎有矛盾。一方面，我们说图像成其为图像，依赖于图像所描绘的东西，此时我们说图像具有意向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说唯有把图像理解成本身就描绘了事物，才算把图像理解为图像，此时我们说图像具有内在性。前一方面说图像具有依赖性，后一方面又说图像具有独立性，这看来不能同时成立。对此我们需要分层次来看。就图像成其为图像，即图像是什么而言，必须依赖它所描画的东西才能把它看作图像，在这种意义上图像具有依赖性；而就图像是怎样的，就它所描画的是什么情况而言，图像是按照本身的是怎样的来描画的，此时我们以独立的方式来看待图像。换言之，一个是在What的层次，另一个在How的层次。这种层次上的区别我们在了解维特根斯坦的分解-合并法时已经见到了。其实，如果要分解的是图像描画实在这样一个关系事实，那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按照分解法得到在决定是什么的意义上的图像，此时图像依赖于这个关系事实；而按照合并步骤，图像本身就具有描画实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图像具体描画的是怎样的实在这一意义上起作用，而在这个意义上，图像又是独立的。

关于第一人称视角具有主观性的观点也许会又冒出来反对。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会说，毕竟在图像是什么的层次上存在主观选择的余地，因为它依赖于使用图像的意图。对这个观点的应对可以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所揭示的并不是任意选择的东西，而是限制了这种选择的东西。图像描画实在，这个关系事实是理解图像概念的起点。图像的意向性不过是说，只有已经有了这种关系事实，我们才谈得上图像。既然只有在理解了什么是图像之后才能形成使用图像的意图，我们就无法从这个意图出发来确定什么是图像。因此这里的意向性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图所具有的那种意向性，而是属于使用图像的事实本身，属于对这一事实进行分解所归于图像的逻辑特性。虽然在使用何种图像来描画时存在某种选择的余地，但这种选择依赖于我们事先把握的图像概念，从而受制于为得到图像概念所分解的关系事实。

理解了什么是图像，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理论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维特根斯坦认为句子就是图像，这个断定当然不是说写在纸上的句子就是一幅画，而是说我们以使用一幅画的方式来使用一个句子。一旦把句子理解成图像，命题的本质就展露出来了。这时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有意义的命题。在这种意义上讲，句子中包含的虚词成分就可以认为不属于命题，进而并不对应于命题所描述的情况，而是属于关于看待命题的方式的提示。

另外一件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前面已经说明，共有逻辑形式是命题能够描述实在的必要条件，但是逻辑形式就是构成事态的可能性，因此，当命题被理解成例如纸上的墨迹时，与命题所描述的事态（例如黎叔很生气）共有逻辑形式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墨迹与黎叔的怒气显然具有不同逻辑形式，墨迹可以擦掉，但怒气却不能擦掉。一旦用上述方式理解图像，进而理解命题，这个困难就不存在了。无论“黎叔很生气”这个命题怎样写，它与黎叔很生气这个事态共有逻辑形式，这一点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我们是按这个事态的逻辑形式来理解命题的逻辑形式，如果没有这样的逻辑形式，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命题。

显示

接下来看关于言说与显示（show）的区分。这个区分在《逻辑哲学论》中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维特根斯坦把很多东西都归入显示之列，其中包括对于意义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逻辑形式和客体，属于形而上学的就其本身是什么而言的事实、事态和命题，以及作为整体的世界、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整个哲学本身。可以显示的东西都是不可言说的。与属于显示的这个清单相比，可以言说的东西就只有事实是怎样的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认为整个《逻辑哲学论》的首要任务是为思想或言说划定界限，并且规定只思考可思考的，只言说可言说的，而对不可言说和思考的东西保持沉默。这个任务就以言说与显示的区分为基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也就是使显示的东西仅仅显示出来，而不要试图去说它们。这个规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显示与言说的区分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弄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弄清了什么是显示。

应当说整个逻辑图像论都是在解释什么是言说。图像描画实在，这与命题描述实在是一回事。言说就是对于实在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给出的是事态，事态对应于实在是怎样的。命题对于实在的描述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命题中的名称对应于事态中的客体，另一个则是，命题与事态共有逻辑形式。在命题与事态共有逻辑形式的前提下，命题所包含的可能性使我们可以知道事态的可能性。通过名称与客体的对应关系，名称在命题中结合起来的方式就表明了事态中客体的结合方式，因而就使我们能够从作为事实的命题中看到事态是怎样的。

关于显示，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既然显示的东西是不可说的，这就应当是由于显示出来的东西不合乎言说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承认存在显示的东西，但否认显示的东西可说。大部分对《逻辑哲学论》持传统解释的学者都这么认为。这个考虑似乎自相矛盾，既然显示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并且由于言说与思想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自然地重合，显示的东西也就不能思考，但是，断定有显示的东西，进而断定这些东西不可说，也就是对于显示的东西的一种思考。这种自相矛盾使得像罗素这样的哲学家感到费解。罗素在为奥格登英文译本写的序言中表达了这个困惑。但是，既然这是自相矛盾的，那么按照一种善意的理解，就不能按这种方式来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想法。

还有一种思考方式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治疗性解读所倡导的，这就是认为显示的东西之所以不可说，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由于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把语言的本质，即语言言说的必要条件，都归于显示，因此认为实际上不存在显示的东西，这种理解就把关于语言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加给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6.54节说，要把这本书中的命题看作是无意义的，才算是达到这本书的目的。这似乎就印证了这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中奇怪的是，既然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那么它们是如何达到作者的目的的呢？毕竟，作为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不能像梦呓一样通过无意义的话透露作者本人的主观感受或者意图。与其仅仅说些无意义的话来达到某些目的，还不如用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不过，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理解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策略来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把《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通过诱导读者按照某种方式思考，来使其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其实是幻觉。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维特根斯坦声称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考虑到这一点，这种辩证解读的支持者就不得不说，所谓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是被消解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幻觉。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就要承担这样一个异常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以合适的方式来展现整个辩证过程。辩证法的所有核心就在于过程，而不在于在过程中建立的个别观点，尤其是当这些观点面临最终消解的命运时。因此，如果有人跳出来说，《逻辑哲学论》需要辩证解读，那么除非他展现了整个辩证过程，我们不能相信他。在这种意义上，仅仅说本质不存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正是按照为幻觉所困的那种方式来接受这一点的，而这恰恰意味着这个观点与幻觉没有区别。

在这里我所采取的解读策略是，不管维特根斯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应当是按照一种严格而自然的方式达到的，因此通过对建立观点的方式给与足够的重视，就能够获得一幅最终的思想图景。这就要求补足文本中缺失的论证环节。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严格的哲学家，对于一部高品质的经典著作，这种解读策略都值得认真对待。因此，如果能够从文本中找到明确的表述，就必须先按照这些表述的严格意义来理解，只有在这样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再换用曲折间接的解读方式。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精神来处理显示与言说的区分这个问题。

在文本中维特根斯坦直接说明了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其他的东西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做出相应解释，因此应当可以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引入。下面我们就以逻辑形式的不可言说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关于言说与显示的整个区分。文本中有两个地方集中处理了这个问题，一处是在2.17节，另一处在4.12节。我们先看前面一处。

2.17　为了能按它自己的方式正确地或错误地描画实在，图像必须与之共有的东西就是描画形式。

2.171　图像能描画具有其形式的所有实在。

空间图像能描画所有空间之物，颜色图像能描画所有有颜色的东西，等等。

2.172　但图像不能描画它的描画形式；它显示描画形式。

2.173　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它的视角就是其表现形式），因此图像描画其对象有对有错。

2.174　但图像不能置身于自己的表现形式之外。

这几段话引入了几个术语，描画形式、视角和表现形式。要理解描画形式，需要与逻辑形式相对照。对于逻辑形式2.18是这样说的：“无论其具有何种形式，为了能一般地正确地或错误地描画实在，所有图像必须与之共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间的区别似乎就是，描画形式与描画的特殊方式有关，而逻辑形式则是一般性的。不过这个理解并不完全，因为2.181和2.182紧接着就说，“如果描画形式就是逻辑形式，则图像称为逻辑图像。所有图像也都是逻辑图像”。这就是说，即使描画形式与图像描画的特定方式有关，我们仍然可以从图像中抽出一些一般的东西，从而使图像在一般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即理解为逻辑图像。图像是被看作图像的，因此这种抽离应当与我们看待图像的方式有关。

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间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可以用例子来理解。要描画同一处风景，我们有油画、素描、示意图和句子这四种图像，就其进行描画的特定方式来说，在油画的描画形式中包含了色彩，而这一要素在素描中被抽掉；在素描中包含的表现形状及明暗对比的要素在示意图中被抽掉，但保留了表现三维空间的要素；而对句子来说，表现三维空间的要求也被抽掉了，剩下的仅仅是在纸上串行排列的记号。这些不同的描画形式都对应于特定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我们说这些图像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些标准之间当然有所不同，比如用素描的标准来衡量示意图，一幅正确的示意图也会是错误的素描画。不过，即使这样来衡量，我们也会说，这幅图画就其空间关系而言是对的，但明暗关系完全错了。对这些描画形式来说，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描绘手段所对应的标准来对图像的不同侧面进行评判，因此这些描绘手段可以分离出来。关键在于，这种评判的结果取决于描画形式中所包含的描绘手段。把四种图像依次排列起来看就会明白，对描绘手段进行分离和抽取，这种依次抽取的步骤使得描绘手段对于评价正确与否的影响越来越少，而这就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极限情况，为了评价图像的正确与否，我们不需要考虑描绘手段的限制。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描画形式就是逻辑形式。这时图像的正确与否，就仅仅取决于实在是什么样子的。

显然，引入逻辑形式的目的是要使得图像的正确与否直接取决于实在是怎样的，从而使得图像所描画的东西直接就是实在。既然图像是否正确同时取决于图像和实在，那么就要考虑图像与实在是按何种方式结合使得我们说图像正确，而这种结合的方式就由描画形式所规定。这就自然产生一个想法，要通过图像知道实在是怎样的，就需要两者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排除了描画形式的中介作用，正是以这种方式，维特根斯坦引入了逻辑形式的概念。在他看来，逻辑形式就是实在的形式。

接下来看看视角和表现形式这两个概念。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其实就是说，描画总是对图像之外的东西，即不是这个图像的东西进行描画。这种内与外的区别就引入了视角的概念。视角使得图像的内容具有某种系统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影响了我们如何把图像的要素与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应起来。这正是描画形式所决定的。事实上，由于一幅图像总是从某个视角来进行描画，我们可以把描画形式与视角联系在一起，不说视角决定描画形式，而说，描画形式总是在特定视角下的描画形式。出于这种考虑，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使用“表现形式”这个术语来说明描画形式与视角不可区分的关联。我们可以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描画形式，而不会被误导。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实际上给出了图像为何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的论证：如果一个图像要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那么它就必须来到自己的描画形式之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图像不能描画自己的描画形式。

这个论证之简洁出乎意料，以至于学者们常常忽略了这个论证，忽略了这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给出的，并且是文本中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论证，而是去寻找更为复杂的论证。不幸的是，这些替代的论证没有站得住脚的。之所以造成这个局面，是因为没有弄清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图像论所设定的背景，这个论证在这个背景下是自然而然的。在给出了这个背景之后，理解这个论证并不困难。

问题的关键是理解这个论证的一个前提，即图像从外面描画事物。这里的困难在于使用了一个通常表示空间关系的词“外面”。我们不可就此认为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东西外面，其实就是指前者没有被包含在后者中，也就是说，在后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前者仍然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术语，这一点表述为前者独立于后者。这样一来，图像从外面描画事物，就可以严格地理解成，图像以一种独立于所描画者的方式来进行描画。按这样理解，整个论证就是一个严格的论证。仅当图像是按照自己的描画形式来描画，它才是一个图像，因此，如果这种描画形式不存在，那么图像也就不成其为图像。这就是说，图像不能独立于自己的描画形式。如果图像必须独立于自己所描画的东西，那么图像自己的描画形式就是它所不能描画的。

不过，这个前提为何成立，却不是直接明了的。需要我们前面关于逻辑图像的说明才行。在那里我们知道图像具有内在性，也就是说图像是作为图像本身来描画事物的。在这种意义上，图像独立于所描画的事物。这是因为图像是通过自己是怎样的，来表明所描画的事物是怎样的，我们说图像本身就包含了所描画事物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说图像在这种How的意义上独立于所描画的事物，是我们使用图像的方式决定的。如果需要对照所描画的事物才能知道图像所描画的是什么情况，那么图像就不是图像。图像成其为图像，就在于我们能够仅仅从图像本身中知道所描画的情况，也就是说，图像从外面描画事物。

也许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难道就没有描画自身的图像吗？出于一种极为特殊的艺术理念，也许会有画家画一幅关于这幅画本身的画。虽然这样的画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似乎不是不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事实上并不这样理解图像的概念。表面上看，这没有从逻辑上禁止一幅画画它自己，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使用图像的方式决定了图像不得不是其所是，也就是说，决定了图像从本质上必须描画自己以外的事物。这一点在我们前面给出的分解-合并法背景下尤其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什么是图像，这一点是由图像描画实在这一关系事实所决定的，而这个关系事实就是我们实际上使用图像的方式。因此，我们实际上如何使用图像，就决定了图像只能如此，也就是说，一种事实上的约束在这里对应于一种逻辑上的约束。这种约束之所以是逻辑上的，是因为它约束的是什么是图像这一点，也就是图像这个概念本身。

下面考虑《逻辑哲学论》关于显示与言说之分的第二处明确的说明：

4.12　命题可以表现整个实在，但不能表现它必须与实在共有以使其能表现实在的东西——逻辑形式。

要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就要能够与命题一起来到逻辑之外，也就是来到世界之外。

4.121　命题不能表现逻辑形式，它反映于命题中。

反映于语言中的，语言不能表现。

自行表达于语言中的，不能用语言表达。

命题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

它把它展示出来。

关于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断言显然比关于描画形式的断言要强。从4.121的补充说明来看，一个命题的逻辑形式不仅是这个命题本身所不能言说的，任何命题都不能言说。故而才有语言不能表现逻辑形式的说法。与此相对照，图像的描画形式仅仅是具有该描画形式的图像本身不能描画，但并不排除另一个图像能够描画。先让我们弄清这个对照究竟意味着什么。

考虑到描画形式与图像自身的描画手段有关，而这些描画手段体现为图像本身的某些物理特点，我们可以说一个图像的描画形式可以为另一图像所描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一幅素描画是如何表现明暗关系的，音乐教师也可以使用语言来描述对位法，而这属于素描和音乐的描画形式。但是，逻辑形式与此不同，逻辑形式不能为任何命题所描述。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的这种对照关系必定与两者的差异有关。

从前面的说明已经可以看出，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间的差别在于，当我们考虑到描画的特定手段对于描画是否正确具有某种限制时，图像描画事物的方式就是描画形式，而当这种限制按我们看待图像的方式被抽离至消失时，就有逻辑形式。这种差别使得逻辑形式直接就属于实在，也就是说，是实在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首先是构成被描画的那个事态的可能性。不过，4.12却说，命题的逻辑形式与整个实在有关，正是这一点使逻辑形式不能被描画。为何会有这种从单个事态到整个实在的过渡呢？

对照描画形式仔细考虑一下就会明白，图像进行描画的特定手段限制了图像能够描画什么。例如，素描不能表现色彩，而充其量能够表现由于色彩引起的明暗差异；油画不能表现一个过程，而只能表现过程中的某个瞬间；音乐也只能在一种非常牵强的意义上描绘一处风景或者一张面孔。这种限制来自于描画的特定手段。如果把描画手段的影响抽离，我们就可以设想，图像可以描画任何东西。维特根斯坦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任何一个命题应当都能够描述整个实在。

任一命题都能够描述整个实在，这实际上是在说，该命题所具有的逻辑形式穷尽了实在的所有可能性。由于逻辑形式实际上就是实在的可能性，要描述逻辑形式，按照图像从外面描画事物这一前提，所需要的命题就要独立于实在的所有可能性，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从某种可能性出发来进行描画，即从某个逻辑形式出发来进行描画，是图像能够描画的必要条件。由此自然就得到任何命题都不能描述逻辑形式，无论是具有该逻辑形式的命题，还是别的什么命题。这就是所要得到的结论。

从逻辑形式不可言说，到其他的那些东西不可言说，应当有一个自然的过渡，而这个过度依赖于这些东西与逻辑形式的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处，能够解释什么是显示。现在我们尝试理解这个过渡。

从以上给出的两个论证不难看到，使得描画形式与逻辑形式不可言说的关键在于，图像的使用方式决定了无法构成关于描画形式或逻辑形式的图像。描画形式和逻辑形式是图像不能脱离的东西，它们是图像能够描画的必要条件。由此自然推知，图像的所有必要条件都是图像无法描画的。在这种意义上，客体是命题中名称的指称，而事态则是命题的涵义，它们都是命题言说的必要条件，因此是不可说的。事实、事态以及命题，这些东西是什么，确定了我们使用具体命题的方式，我们通过命题看到相应事态，从而知道事实是怎样的，因此这些概念也是命题能够描述世界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不可言说的。世界作为整体，是据以理解事实和事态的前提，因而也是不可说的。

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作为言说的必要条件为言说的行为所预设，一旦我们使用命题进行言说，就表明这些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似乎可以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什么是显示。所谓显示，就是表明必要条件已经得到满足。可以说这是关于显示的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解释。

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何显示的东西不可言说。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们去言说使命题能够描述实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需要把这种不可言说包含进去。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必要条件起作用的方式使其不可言说。要言说这些必要条件，就要构造独立于它们的命题，并且，关键是这些必要条件就是要构造的命题本身的必要条件。命题独立于它所言说的事物，这是命题作为逻辑图像在使用中的要求，这个要求我们称为图像的内在性。而图像具有内在性，又是图像作为意向性的事实所要求的，因此最终决定了这些必要条件不能被言说的，正是命题的意向性。进一步考虑就会明白，这些必要条件是使用命题来进行言说的必要条件，而命题的言说正是使命题具有意向性，即指向实在的方向性，因此这些必要条件恰恰就是命题的意向性本身所要求于命题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显示的东西就是构成命题的意向性的必要条件，这种解释我们称为关于显示的意向性解释。

意向性解释是非常自然的。通常，我们会区分意向对象和意向行为。例如我崇拜某人，我所崇拜的那个人本身就是意向对象，而我的崇拜就是意向行为。使用命题来描述实在，实在就是命题的意向对象，而使用命题的行为就是意向行为。意向对象与意向行为是不可分离的，一个对象成为意向对象，总是意味着有一个指向这个对象的意向行为；同样，对任何一个意向行为，总是有相应的意向对象与之对应。意向对象与意向行为间的关联具有这样一个特征：把意向行为作为意向对象，并以此方式来完成一个意向行为，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当我在喝水的时候，这杯水就是我的意向对象，而喝的动作则是意向行为。如果我把喝水的动作作为意向对象，那么我就是在做喝水的动作，就像演员表演喝水一样。把意向行为当作意向对象来完成一个行为，就相当于是以做出喝水的动作的方式来喝水。这是不可能的，表演喝水与喝水是不同的行为。在表演喝水时，喝水的动作并不是意向行为，而是意向对象，在表演时，意向行为是对喝水动作的模仿。在喝水时，行为指向水，而表演喝水，行为指向另一个东西，即喝水的动作。意向行为的这种特征我们称其为非自反性。这种非自反性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显示的东西不可言说——当我们要言说一个显示的东西时，它们就不再是言说的必要条件。

关于显示的这种理解给出了一种与传统解释和治疗性解读都不相同的理解思路。传统理解承认显示的东西存在，但否认其可被言说。按我们这里的理解，却不能简单地说显示的东西存在。通常，说一个东西存在，就是说无论其是否被思考和言说都将存在着，但对于言说的必要条件来说却不能一概而论。作为命题的使用者，如果我认为我使用的命题能够用来言说，那么我不会否认它具有言说的必要条件，并且我不会认为它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取决于是否尝试着去言说它们。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像逻辑形式这样的东西具有独立于所有言说行为的实质性存在。依据分解-合并的原则，逻辑形式是由言说行为，由使用命题的事实所确定的，它依赖于这些事实，此时我们不能说逻辑形式独立于使用。

另一方面，我们的解释也区别于治疗性解读。治疗性解读认为并不存在显示的东西，因此显示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这种理解也过于简单了。即使我们不会像传统解释那样无条件地认为显示的东西存在，但也不会承认显示的东西之所以不可言说，是因为其不存在。治疗性解读根本就没有适当地理解什么是显示。显示不仅仅是不可言说，它具有一种正面的内涵。当我们关注显示的东西时，我们所关注的就是使用命题的行为本身，正是由于使用命题的行为是非自反的，我们才只能使其显示出来。事实上，使显示的东西显示而不去言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命题具备言说的必要条件，因而才会使命题能够进行言说。因此显示显示者，是关注使用命题的行为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维特根斯坦在5.473说，“逻辑必须关照自身”，这就是逻辑关注自身的一般方式。

逻辑

这一节我们初步了解一下逻辑是如何关照自身的。这属于显示显示者的一部份。

维特根斯坦像罗素和弗雷格一样，认为逻辑研究是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逻辑持有不同看法，因而哲学研究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们两人来说也迥然不同。

对于罗素来说，逻辑研究所提供的是关于实在的基本的形而上学知识，应当有什么样的逻辑学体系，这取决于实在是怎样的。照这个思路，逻辑体系就其本身看来没有独立价值，因此仅仅是一种方便的工具，是整理知识的一种手段。逻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现有手段中最为精密严格的一种，借助这个手段，哲学可以获得与科学媲美的可靠性。与罗素不同，逻辑在弗雷格那里占据了一个更为崇高的地位。虽然弗雷格也认为逻辑学能够提供知识，但这是一种远比经验知识可靠的知识，是一种自明的知识，其他知识以之为基础才有可能。尽管有这样的区别，罗素和弗雷格都把逻辑体系，即我们在数理逻辑中见到的符号系统，看作是逻辑知识的表述，这个观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遭到了激烈的反驳。

维特根斯坦对于逻辑的理解体现在下面两段话中：

2.012　逻辑中不存在偶然的东西：如果一物能够出现在一事态中，那么该事态的可能性就已经在该物中预先决定了。

2.0121　先有一个就其自身而言独立存在的物，后来才有一个与之适应的情况，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偶然。

如果物能在事态中出现，那么这种可能性必定已经在物中了。

（逻辑中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逻辑处理所有可能性，所有可能性都是其事实。）

正如我们根本不能在空间之外设想空间之物，或不能在时间之外设想时间之物，我们也不能在与其它客体的结合之外设想任何客体。

如果我能在事态的结合中设想客体，那么我就不能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之外设想客体。

这两段话中的“物”是指客体。这里的关键是说明了逻辑所处理的是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逻辑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就是属于可能性的必然性。可能性就是可能的，说其是必然的，就似乎有些奇怪。不过，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意思是，某种情况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必然的。用一种不嫌累赘的方式来说就是：“必然地，p是可能的”。熟悉模态逻辑的读者会对此不陌生，因为有时逻辑学家承认命题“□◇p”是公理。

但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逻辑与模态逻辑的区别也就此出现了。不难注意到，由于维特根斯坦承认命题“可能p”蕴涵“可能非p”，而模态逻辑中并不承认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可能性就不是模态逻辑所理解的可能性。进一步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逻辑也不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数理逻辑。为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前引2.0121节对于可能性与客体间的关联的说明。这里说明逻辑必然性的方式是，客体具有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必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我能在事态的结合中设想客体，那么我就不能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之外设想客体”。这个理由的表述需要拆开来看。在事态的结合中设想客体，这是我们设想客体的实际方式，那么这是如何限制了我们只能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之内来设想客体呢？原因只能是，我们在事态中设想客体，这种方式决定了客体是什么。由于客体是什么，取决于它能够如何，我们就不能脱离这种可能性来设想客体。显然，这种必然性来自于我们得以确定客体是什么的方式，也就是对事态进行分解的方式。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能性与模态逻辑所理解的可能性有何区别了。对于模态逻辑来说，可能性是属于事态的一种性质，是外加于事态的；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可能性就是客体本身，既然事态是由客体构成的，那么可能性就是构成事态的东西。对于模态逻辑来说，既然可能性是加于事态的，而p与非p是不同的两个事态，那么从其中一个可能，绝不能过渡到另一个可能。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两个事态不过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或者说是同一个可能性构成的，这当然意味着两者可以互相过渡。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把可能性的概念与客体的存在结合起来，这一点表明了什么是逻辑必然性。客体不具有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这种可能性本身就确定了客体是什么，因此只要给出了客体，就给出了这种可能性。这种结合产生了奇特的哲学后果。我们很容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客体这个概念，把客体与可能性等同起来，就容易使人认为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种逻辑本体论。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一理解，一时还难以确定。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逻辑决不是现代数理逻辑所理解的那种外延化的逻辑。外延化的逻辑决不会用客体的存在来表达逻辑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取决于如何理解客体这个概念。确实，客体本身就代表着构成事态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为命题所具有，在这种意义上客体又代表着逻辑形式。在罗素的构造主义分析中，逻辑形式是哲学／逻辑分析的最终目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逻辑形式虽然要在结构的可能性而不是结构本身的意义上理解，因而区别于罗素，但逻辑形式这个概念仍然占据了一个同样显赫的地位。既然客体与可能性的关联表明了什么是逻辑必然性，那么只有当客体存在着，我们才会有逻辑上必然的东西可供研究。于是，维特根斯坦出于何种理由相信客体存在，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关于客体存在的论证与客体的简单性联系在一起。这个论证是这样的：

2.02　客体是简单的。

2.0201　任何关于复合物的陈述都可以分析成一个关于其构成成分的陈述，进而分析成彻底描述复合物的那些陈述。

2.021　客体构成世界的实体。因此它们不能是复合的。

2.0211　如果世界没有实体，那么一个句子是否具有涵义，要依赖于另一个句子是否为真。

2.0212　这样就得不到关于世界的图像（无论是真或假）了。

客体的简单性是就其不能被分析而言的。这里显然参照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摹状词理论表明，那些以引入简单物的方式（指称）引入的复合物并不因此就成了简单物。我们可以把关于复合物的指称分析成一个关于复合物如何构成的命题，关于复合物的谈论有意义，仅当这个命题是真的。关于客体存在的论证要以此为前提，可以把这个论证陈述如下：如果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复合物，那么所有关于这些东西的命题就都可以按摹状词理论分解，使得这些命题有意义，仅当分解以后得到的命题为真；但命题为真，以命题具有意义为前提；因此如果分解以后得到的命题仍然是关于复合物的命题，那么这些命题具有意义，就要以另外一些命题为真为前提，如此就进入无穷后退。因此，必定存在简单物，这些简单物是对描述世界的命题进行分解以后得到的。无论这些简单物是什么，都应当是客体。

这个论证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论证其存在的客体并不是就其本身而言的客体，而是作为对世界的确定描述的必要条件的客体。这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客体存在视为一个关于世界的本体论断定，而应当首先视为一个关于命题的使用行为的断定，即，必须如此使用命题，使得这些命题按客体存在的方式得到理解。这再次与我们关于逻辑图像论的理解相衔接。客体的存在是从命题能够描述实在这一事实中分解得到的，但作为命题能够描述实在的必要条件，客体具有内在性，也就是说，内在于使用命题的行为中的，是客体本身。因此，对于命题的使用者来说，对命题的理解，本身就显示了客体是存在的。

在这个基础上，客体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事物，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客体究竟是什么，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客体是什么，这一点是显示出来的。仅当我们在使用语言，我们才会遇到客体，但我们遇到的不是被称为是客体的东西，而是具体谈论的事物。客体是当我们谈论所谈论的东西，为了（以一种易误解的方式）描述我们谈论的方式而引入的，也就是当我们在实际的谈论中通过谈论所显示的。

客体概念的这种独特内涵提示我们，要在特定的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逻辑。既然逻辑所关心的像客体、逻辑形式这样的东西是显示出来的，我们就不能够描述它们，进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逻辑知识。维特根斯坦花了许多篇幅来说明这一点。

客体的简单性提示了一种对于命题进行分析的理念，这就是把命题中所包含的所有关于复合物的指称词都分析为指称简单物的名称，以此表明命题具有何种确定的涵义。由此分析得出的命题只包含名称，维特根斯坦就称只包含名称的命题为基本命题。所有命题都能够按摹状词理论的方式分析成基本命题，而基本命题表明这些命题具有确定的涵义。考虑到影响命题涵义的东西能够影响其真值，那么这些命题就应当可以理解为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因此，对于命题进行分析将揭示这些命题是基本命题的什么样的真值函项，即通过何种真值连接词来连接基本命题得到的。

有趣的是，在《逻辑哲学论》中以及在此以后的维特根斯坦手稿中，都没有真正给出过任何一种这样的分析。事实上，在5.5中维特根斯坦已经指出，我们不能给出任何基本命题。关于这里给出的这种分析理念，关键之处并不在于给出任何一个实际的分析，而在于这种分析预先已经确定了，它的存在体现于我们对命题的理解中。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连接词的观点已经能够说明这种分析的真正性质何在。如果逻辑连接词确实表示某种连接物，那么这种分析就将表现一种关于逻辑结构的知识，通过把握这种知识，我们才得以理解命题，知道命题的意义。这种逻辑连接物就是罗素所理解的逻辑对象。按照罗素的命题理论和构造主义分析，如果命题被分析成多个命题通过逻辑连接词构成，那么由于这些命题都是事实，逻辑连接词就必须对应于连接事实的东西，因而具有与事实同等的本体论地位，这些与逻辑连接词对应的东西就是逻辑对象，它们是逻辑连接词的指称。但是，如果并不存在这样的连接物，那么这种逻辑知识也就不存在。而这就意味着，即使不经过这种分析，我们也能够理解命题；相反，意识到这种分析的存在（而不是实际上给出它们），显示了我们对命题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论证说，逻辑连接词所对应的连接物并不存在。他的论证包括两个，一个是真值表论证，另一个则是逻辑连接词的交叉定义论证或可消除性论证。前一个论证出现于4.441节，后者则在5.4－5.42节中出现。

真值表论证非常简洁。表面上，逻辑连接词具有表示关系（例如合取、析取、实质蕴涵）或者性质（如否定）的函项形式，这使我们会认为这里存在某种关系或性质。但是，任何逻辑连接词都可以用真值表来定义，在用真值表定义时却没有相应的函项形式。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对象，无论用何种方式来表述包含这些逻辑对象的事实，只要进行了这种表述（无论其正确与否），命题中都应当有对应于这些逻辑对象的部分，但真值表中没有这样的成分，这意味着并不存在逻辑对象。

后一个论证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逻辑连接词是可以交叉定义的。例如我们可以用否定和合取来定义实质蕴涵，也可以用否定和实质蕴涵来定义合取。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个事实表明了这些连接词都不是表示真正的关系或性质的记号。如果这里确实有真正的关系或性质来作为逻辑对象，那么对逻辑连接词的定义就表明了一个逻辑对象是如何由其他逻辑对象构造出来的，换言之，表明了它包含哪些逻辑对象。但交叉定义使这种包含变得不可理解。因为，用否定和合取定义实质蕴涵，就表明实质蕴涵中包含了否定和合取，而用否定和实质蕴涵定义合取，就表明合取中包含否定与实质蕴涵，这样，实质蕴涵中就包含了否定以及实质蕴涵，这种彼此包含的情况将导入无穷后退。

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可以否定逻辑对象的存在，即双重的否定将使否定被消除。如果否定是一个表示性质的函项，那么对一个否定命题的否定将是在一个命题上附加双重的性质，而不是消除之前加上去的那个性质，因此否定不是性质。

对于逻辑对象的否定论证具有正面的效果，这就是表明逻辑连接词实际上是逻辑运算，或者确切地说是关于真值可能性的操作。真值表定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否定的真值表定义清楚地表明了，否定就是对被否定的命题所实现的可能性进行颠倒，也就是让排斥这个命题的那个事态得到实现，这表现为当命题为真时，其否定命题为假，反之则为真。这就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何双重否定将消除否定。其他连接词也可以按照类似方式理解。例如对于析取来说，这就是在作为析取支的两个命题均为假的时候取为假，其他时候则取为真。

否定逻辑对象的存在，其结果是否定逻辑知识的可能性。在弗雷格那里，逻辑知识就是由逻辑真命题所表述的知识，逻辑真命题是仅仅就其逻辑结构就能确定其为真的命题。数理逻辑中的公理和定理就是这样的命题。逻辑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关于逻辑对象的知识，它们刻画了由逻辑对象构成的结构，这些结构就是关于这些逻辑对象的事实。

逻辑命题被维特根斯坦称为“重言式（tautology）”。与重言式相对立的命题，即那些依其逻辑结构为假的命题，被称为“矛盾式（contradiction）”。对于逻辑命题是否表达知识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的策略是否定重言式和矛盾式是命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逻辑图像论中命题是如何得到理解的。命题本质上就是图像，因此，作为图像这一点肯定会对什么是命题施加某些限制，使得不满足这些限制的就不是图像。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正是这样的，他所做的就是表明重言式不满足这样的限制。

作为图像，命题具有二值性，也就是说，既具有为真的可能性，又具有为假的可能性。2.173的解释是这样的：“图像从外面描画其对象，因此图像描画其对象有对有错。”这样一来，具有二值性就是作为命题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用真和假来衡量图像是否成功地描画了实在。既然图像是否成功地描画了实在，既取决于图像是怎样的，又取决于实在是怎样的，而在是怎样的层次上图像独立于其所要描画的实在，因此单从图像不可能确定其是否为真，换言之，图像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这样看来，既然命题就是图像，那么命题就必须具有真和假这两种可能性。由于重言式和矛盾式前者必然为真，后者必然为假，它们都不是命题。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重言式必然为真，是由于它所描绘的情况本身是一种必然的情况，而矛盾式必然为假，是由于它所描绘的情况本身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重言式与矛盾式毕竟描述了相应的情况，因而表达了知识。事实上，把重言式和矛盾式理解为依赖于命题结构为真和为假，就很容易导致这一看法。按照弗雷格和罗素对逻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按照这种理解，逻辑所刻画的正是命题的结构。

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逻辑是关于可能性的研究，这种可能性体现为命题具有真值的可能性，进而，沿着这一方向，维特根斯坦把逻辑连接词解释为关于真值可能性的操作，这使维特根斯坦能够按不同方式来解释重言式和矛盾式必然具有其真值这个事实。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它们必然具有其真值，表面上看是因为其结构决定了其真值，实际上却是，由于这种结构是通过表明了真值可能性操作的逻辑连接词得到的，重言式和矛盾式具有必然的真值，就体现了相应的真值可能性操作是怎样的。这种操作对于重言式来说就是，让命题在所有真值可能性中都取真值，而对于矛盾式来说，就是让命题在所有真值可能性中都取为假。这样一来，重言式与矛盾式之所以必然为真，就不能用结构本身的逻辑性质来解释；而要用重言式和矛盾式不具备二值性来解释，这就是说，重言式和矛盾式就其本身来说什么也不描述。重言式和矛盾式之所以具有必然的真值，这不是因为它们所描述的情况怎样，而是因为它们没有描述任何情况。

由于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关于重言式的解释就决定了维特根斯坦应当如何理解逻辑命题，从而决定了该如何理解逻辑研究。没有逻辑知识，逻辑命题也不是表述逻辑知识的，但逻辑命题究竟是什么呢？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重言式和矛盾式就像算术中的零一样，是逻辑符号体系的一部份，因而表明了符号体系的某种特征。这样一种属于符号体系但不描述什么的表达式被维特根斯坦称为无所说（sinnlos）
(6)

 。重言式与矛盾式就无所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逻辑命题一无用处。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命题为我们描述世界提供脚手架（6.124），也就是说，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必要的辅助工具。这个想法在表面上看接近于罗素。罗素也认为逻辑是辅助性的。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赋予逻辑以更加重要的地位：虽然不存在逻辑知识，但逻辑研究是必要的，它所关注的是，我们是如何思考世界的，我们必须关注这种方式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看法。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都承认，逻辑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与弗雷格的差异在于，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并不是通过获得作为其他知识的基础的知识起作用，而是作为我们获得确定知识的实践活动起作用，正是在这种作为实践的意义上，逻辑是独立自主的。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并不是逻辑研究产生的东西，而是任何确定的思考实际上已经遵循的规范。逻辑或哲学不过是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规范已经存在，并且对这种规范起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保持自觉的意识。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属于古典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

为了看到逻辑命题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先从对重言式的解释入手。通常我们会把类似于“p∨～p”这样的命题当作重言式，理由是这类命题从命题结构上就可以确定是真的，因此其必然为真，是命题结构的逻辑性质。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使用了“p”这样的记号来表示一个命题，这就使得“p”与“～p”成为不同的命题，因而就面临着解释两者为何互相否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是，除非这里的否定已经为“p”与“～p”所指的那两个命题的结构决定了，我们无法解释这两个命题何以互相否定。而这种解释使我们不需要否定记号就能够知道这两个命题是相互否定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认为重言式“p∨～P”告诉我们否定具有这样一种逻辑性质，它能够得到一个必然为真的逻辑结构。这里的关键是，决定“p∨～p”是重言式的不是否定，而是“p”的结构。因此，知道“p∨q”是重言式，我们就能够知道“p”和“q”具有这样的结构关系，它们共享同一个逻辑形式，但却是不同的实现。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析取不过是一种关于真值可能性的操作，而真值可能性受制于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这两者，那么只要给出了命题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就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逻辑命题来表明哪些结构会构成重言式。如果愿意，我们会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做出重言式。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逻辑命题。

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什么命题是重言式，这一点将显示构成该重言式的命题间的结构与形式处于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中。这正是前面关于“p∨q”的例子所表明的。因此，逻辑命题就起这样一个作用，它们把特定的命题记号与我们从中能够构造重言式的逻辑结构对应起来，例如，把“q”与否定命题p的那个结构对应起来，从而为“q”这个表面上没有结构的记号赋予一个逻辑结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重言式是符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重言式能够使我们在不实际给出命题的逻辑结构的情况下为记号赋予结构。按这种方式，整个符号体系都可以通过重言式建立起来。

事实上，由于命题的逻辑结构是由客体名称构成的，重言式在符号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也表现为对于客体的确认。例如，重言式“p∨q”既表明了构成事态p的客体同时也就是构成事态q的那些客体，也表明了这两个事态具有同样的逻辑形式。与此同时，由于只有当命题p和q具有相反的真值，而我们可以把相反的真值归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命题结构时“p∨q”才是重言式，它是重言式这一事实就表明了“p”和“q”都是命题，并且都对应于相应的事态。这样，客体与事态的存在都可以通过某个记号串是重言式这一事实显示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重言式，逻辑命题就是描述世界的脚手架。它们表明了命题描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了。

当然，这些必要条件的具备都是显示出来的。重言式为我们关注这些显示出来的东西提供了手段。我们可以通过构造适当的重言式来使这些东西显示出来。但是，重言式的构造并不是任意的。一切使用重言式显示的东西都可以不用重言式显示出来。这就意味着，存在着衡量一个符号串是不是重言式的独立标准，这就是实际上起作用的逻辑。我们可以区分逻辑与逻辑命题。逻辑命题仅仅是显示那些在逻辑中已经具备了的东西的符号串，通过研究逻辑命题，我们可以关注逻辑。

对于应当如何关注逻辑，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有趣的是，这个原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这个原则也为罗素所采用，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完全不同。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表述的：

5.4732　我们不能给记号以错误的意义。

5.47321　当然，奥卡姆剃刀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实践证明其成功。它仅仅是说，在记号法中不必要的东西没有意义。

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等价，不为任何目的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无所意谓（bedeutungslos）。

在罗素那里，剃刀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经济性原则起作用，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事实能够用比较少的实体来得到解释，多余的部分就没有必要引入，从而得到的本体论就更加经济。这样理解，这个原则仅仅是在没有确定的标准来对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权宜之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依据来贯彻这个原则，因而这只是一个任意的规则。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可以采用实践上的成功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事实上罗素有时也这么想。如果引入的本体论比较经济，那么犯错误的机会就会比较小，因而在解释的时候就更可能成功。这两种理解都被维特根斯坦否定了。

可以严格地证明，不必要的符号是没有指称的。我们在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存在逻辑对象的论证中看到这一点。这些论证遵从的总的方法是，对不必要的符号我们总是可以采取某种替换策略，来达到等效的逻辑后果，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客体与这些符号相对应。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命题描述实在。我们可以把描述实在当作使用命题的实践目的，在这个实践目的下我们运用奥卡姆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一组相互竞争的命题体系，有的体系就描述实在而言是成功的，而这些体系遵守了奥卡姆原则。情况也不是，这些相互竞争的体系中有的由于遵守了奥卡姆原则而是成功的。奥卡姆原则不是实践目的之外的附加条件，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实践目的的体现。正是由于命题的目的是描述实在，对于描述实在来说不必要的记号，在实在中才没有对应的东西。因此，奥卡姆原则的合法性来自于实践目的。由于这个原则本身就是实践目的在记号法层次上的体现，这种关于记号无意义性的划分就不是依据一个独立的原则进行的划分——奥卡姆原则是一个从内部限定逻辑体系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把握和运用来自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自觉意识：我们用命题来干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奥卡姆原则并不是断定，所有按照使用目的设计的符号体系都是合法的，而是在使用目的的前提下断定，只有必要的符号才是合法的符号。这两种理解的区别在于，前者把使用目的当作独立于符号体系的合法性依据，而后者并非如此。对后一种理解来说，是否能够在实践上自我一致，从而以有效的方式进行实践活动，才是我们接受一个符号体系的标准。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使用目的与符号体系的对照关系，而是符号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性体现出其目的性，我们通过这种目的性来对符号体系进行剪裁。使用目的在这里以另外一种方式起作用，可以说它塑造了我们的眼光，使得我们能够看出符号体系中什么样的要素是不必要的，什么才是协调一致的。

体系内部的一致性与体系的使用目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例子来说明。足球比赛的规则构成了一个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会明白这些规则彼此协调和制约的关系，例如越位的规则与射门得分的规则是相互制约的。越位的规则规定了进攻的一方在传球的那一刹那，己方的任何一个队员都不能处于对方最后一个防守队员身后，从而离球门更近；如果有这样的队员，进攻一方的持球队员就必须射门而不能传球，否则就算犯规。越位与射门得分的规则配合起来使得进攻的一方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使比赛更富于戏剧性，我们说这个体系按照比赛的目的协调得很好。在这样的体系中，规定射门前进攻一方的守门员必须把手举起来就是不必要的，而规定守门员在防守时不能晃动身体，就与整个体系的目的相冲突。这个例子中的规则体系可以类比于奥卡姆原则对其起作用的符号体系。一个符号体系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确定记号的使用方式。这个规则体系并不是一个靠来自于外部的目的裁剪成型的体系，而是在其内部的协调关系中体现了目的性。

一旦符号体系在其内部的协调关系中体现了目的性，这个体系就能表明什么是逻辑上必然的。足球比赛规则体系中的各个要素所建立的制约关系使得球员的所有行为（如果他们真正投入比赛的话）都具有确定的目的和可预测性，我们可以说，进攻队员必然会遇到防守队员的阻截，但这种阻截必然会在球出界后停止。有趣的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在规则中被规定好，而是一系列规则协同作用的结果。一个符号体系以类似方式建立了秩序。例如，任何命题与其否定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对于命题的使用者来说这是逻辑上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来自于我们用真来衡量描述活动是否成功。这个目的同时也决定了命题是什么。对于命题的使用者来说，一个与其否定可以同时为真的东西就不合乎命题的使用目的，因而不是命题，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命题必然不能与其否定同时为真。

这个例子也揭示了逻辑必然性是以何种方式建立的。要点在于不合命题使用目的的东西不是命题，而真这个概念也服务于这个目的，这就使命题与真之间的关联以逻辑上必然的方式建立起来——违反使用真的方式的命题就不是命题，因而命题必然按照这一方式被赋予真值。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命题作为图像具有内在性，即内在于使用的是命题本身。我们也会说，真这一概念也是内在于使用的。正是这种内在性，使逻辑必然性得以建立起来。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只有在内在性的意义上，逻辑必然性才能够建立。这是因为，逻辑必然性必须强到这样的地步，不满足这种必然性的就不是命题，而决定命题是命题的正是其内在于使用这一点，因此，无论逻辑必然性规定于命题的是什么，都要在其内在于使用这一点上起作用，或者说，要通过命题的内在性起作用。

于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逻辑必然性表明了命题和真在内在的意义上理解，因而表明了它们是按照使用目的来对待的。既然我们是按照使用活动的目的来确定使用活动本身的，逻辑必然性在这种内在性的意义上就表明了使用活动是确定的和可以理解的。服从这种逻辑必然性的要求，也就是在确定地使用一个符号体系。逻辑表明了什么是思考的活动本身。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思考来裁剪符号体系，但思考活动作为具有意向性的活动不具有自反性，因而不能通过思考来对思考活动本身进行规划。因此，说符号体系建立了逻辑必然性，这其实并不确切。确切地说应当是，一个符号体系的运作方式就是，使用这套体系的人会在这套体系中看到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贯彻于确定的思考中。这样一来，奥卡姆原则所说的就是，这种确定的思考可以通过建立一套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套体系只包含那些对于思考来说必要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能够区分出那些必要的记号和不必要的记号，是因为我们已经能够进行确定的思考。在运用奥卡姆原则时，我们据以裁剪符号体系的，和使我们能够进行思考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逻辑必然性。使用符号的目的编织于逻辑必然性中，通过逻辑必然性，我们能够感触到符号体系的“目的”。

当然，只要是在使用，就是在确定地思考，因此，只要是在思考，就是在服从逻辑必然性。5.473说，“在逻辑中我们不能犯错误”。这里的“不能”就是一种描述。换句话说，只要是在思考，就是在合乎逻辑地思考。一种不合逻辑的思考就不是思考。另一方面，这里的“不能”又是一种律令。正是因为不合逻辑的思考就不是思考，逻辑错误的代价就是失去思考本身，即我们不能思考。这个责任当然是难以承受地重。如果我们不能思考，就不能设法进入思考，因为设法进入思考就已经是在思考了。对于思考来说，没有外面；思考的界限，是绝对的界限。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维特根斯坦在何种意义上说逻辑必须关心自己。逻辑不受制于来自于外部的目的，而是受制于思考活动本身对于使用者表现的必然性。这是一种纯然内在于自身的活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对于逻辑的关注都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关注。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干预或者培育逻辑，逻辑只能自己关心自己。逻辑是自治的。

当然，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外部的目的，最初进入思考所需要的动机就只能是意志，即我要思考。关于这个意志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伦理学的领域。

伦理学与哲学

对于伦理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看法。伊壁鸠鲁的伦理学追求的是幸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追求善，康德的伦理学以义务为核心，维特根斯坦的伦理学，则以心灵的宁静状态为最终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灵的宁静就是幸福，是廊下派（Stoicism）的幸福。廊下派哲学的兴盛时期是在罗马时代，塞内加、爱比克泰德以及奥勒留是名留青史的廊下派哲学家。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宁静是以自我克制为基础获得的。欲望和情感是干扰判断力和道德完善的主要障碍，是堕落和不幸的根源，因而必须尽力戒除。廊下派强调以自我克制的方式达成自我修养的目的。自我克制在佛教中被认为是抛离尘世躯壳，达到非人间的永恒福社的途径，也就是说，自我克制的结果是自我的寂灭。廊下派哲学家则不这么认为，相反，对他们来说，自我克制是真正获得自我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帮助人达到圣人境界。因为自我克制不是使自我的意志被消灭，而是更有效地行使意志的前提。这种差别我们可以表述为，佛教是一种出世禁欲主义，而廊下派则是一种在世禁欲主义。这个区别背后所蕴含的是关于自我的看法的区别。对佛教来说，人的自我就是尘世情欲，由于情欲是痛苦之源，要摆脱痛苦就要戒除自我；而对廊下派来说，人的自我不是情欲，而是意志，由于情欲干扰软化意志，戒除情欲就是实现自我。显然，戒除情欲是对意志的转变，也就是说，让意志从被欲望驱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到自身。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整体上具有一个伦理学的框架，它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廊下派的在世禁欲主义伦理学。当然，这不是说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任何类似于廊下派的规整的伦理学观点，而是说，维特根斯坦关于整个哲学的看法，以及他处理主体和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可以用这种在世禁欲主义框架来理解。这体现在，（1）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伦理主体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人，同时也不是笛卡尔式的知识论主体，而是意志主体；（2）这个意志主体面临着某种诱惑的侵扰，这就是试图去言说那些显示的东西，这种侵扰带来智力上的痛苦；（3）唯有戒除这种侵扰，才能恢复自我的宁静，而这是一种与自我以及与世界合一的幸福。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明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与其人生问题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分析和展示这种关联不是这里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展示一种哲学。不过，从上述三点说明已经足以看出，任何一个发展了这种思想的哲学家都可以解释为以哲学为镜来认识和照亮自我为隐秘动机，至少可以说，从哲学中获得慰藉和生活的勇气。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框架是怎样的。

从前面关于逻辑的讨论进到伦理学的讨论是非常自然的。既然逻辑必然性系于命题的内在性，那么只有在使用活动内部才会有受制于逻辑必然性的思考，从而才会有确定的思考。当然，这种确定的思考就是使用活动。因此，只有已经在从事这种活动，才会有这种活动，只有已经受制于逻辑，才会有逻辑。我们说是逻辑和思考活动都是自治的。逻辑不存在认知上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参照任何外部标准来建立逻辑或者判定逻辑是否被遵守。任何一种按照逻辑之外的标准来建立或判定逻辑的做法，都依赖于这样一种判断是否能够得到证实，即某种做法是否合乎这个外部标准，而这是一种认知的方式。逻辑的自主性意味着逻辑不存在认知基础。但是，既然不存在认知基础，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开始有一种逻辑呢？答案只能是，我们决定要这样，我们之所以遵守逻辑，是出于意志。讨论认知主体的，是知识论，而讨论意志主体的，则是伦理学。有的伦理学以知识为基础，对这种伦理学来说伦理主体就是认知主体。维特根斯坦理解的伦理主体不是认知主体，而是意志主体。

维特根斯坦是通过对价值的思考引入伦理主体的。处理价值问题的起点是这样的：

6.41　世界的涵义（Sinn）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的一切物都如其所是，一切事都如此这般发生，其中不存在价值——即使有，也是没有价值的。

即使有有价值的价值，也必定存在于如此这般的物事所在的领域之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

使其成为非偶然的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否则它本身就是偶然的。

它必须在世界之外。

这是一个关于价值或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论证。如果有价值的东西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价值，也就是说，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东西，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个论证从字面上看相当清楚。但是，它是如何成立的，却不太明显。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其实与世界中的一切都独立于主体是同一个意思。这与我们的思考活动的意向结构有关，意向对象是独立于意向活动的东西。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关于世界的一切命题都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也就是说，其为真是偶然的。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偶然的。这不同于说，世界上的一切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偶然的；这里并不排除世界上存在就其本身而言的必然性。关键是，即使世界上有这样的必然之物，它是必然的，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偶然的。这里所说的偶然性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更清楚一些，我们会认为，无论世界是怎样的，都不会迫使我认为世界只能如此。

接下来看何以价值或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这是一个相当形式化的断定，我们可以通过关于价值的一般性的思考来理解这个断定。一般说来，某某具有价值，或者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价值，或者是由于别的东西使其具有价值。如果是别的东西使其具有价值，那么它只是偶然地具有价值，它本身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它之有价值，是因为它与其他东西建立了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可能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如果一只苹果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是甜的，那么苹果是不是有价值，这一点就是偶然的，因为苹果可能并不甜。与此对照，如果一个东西本身就有价值，那么由于它不可能不是它自身，因此它有价值，这一点就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它必然有价值，那么它本身就是必然的。这是因为，除非它是什么，这一点受制于它有价值，否则不可能保证它有价值这一点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它是什么，这一点仅仅受制于它有价值，而它有价值是由于它本身有价值，那么它是什么，就不受制于除它自身以外的所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什么，这一点是无条件的，只要它是其所是，就必然是其所是，换言之，它是什么，这一点是必然的。维特根斯坦所谈论的价值就是本身具有价值的东西，就此而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

很可能，我们会认为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是必然的，这其实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必然的”这一概念。说有价值的东西必然有价值，是在“应当（ought）”的意义上使用必然性的概念；而说有价值的东西必然如其所是，则是在“是（be）”的意义上使用。我们把某物视为有价值的，就是认为此物应当如此，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就是如此。按这种理解，即使我认为某物有价值，同样也会认为它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为了容纳这种可能性，我们区分“应当”与“是”。但是，按另一个方向来理解，如果某物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那么如果它实际上并不如其所是，我就不会继续认为它具有价值。按这种理解，我们不能容纳它实际上不如此的可能性——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而不会认为它必然有价值。这两种理解方向分别是第三人称理解和第一人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就是后面这一种。对于这种理解来说，具有价值的东西正是由于是其所是，才是有价值的，因而价值并不是附加于某物的东西，而是使某物成其为某物的东西，也就是说，具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价值本身。

如果把价值理解成看待事物的方式，那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待事物的方式就决定了事物本身是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印合了他所说的唯我论（solipsism）。但是，正是由于从第一人称角度来理解价值，把这种伦理学理解成唯我论才是错误的，相反，这里有一种关于价值的实在论。应当这样说，第一人称理解是一种自我消解的理解。这种理解必须否定它是出于某个视角的理解。这样看就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某物有价值，决定了某物是什么；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却必须说，某物有价值，正是由于它是其所是。这并非颠倒因果，而是角度转换。某物有价值决定了它是什么，这是关于某个价值判断的事实所要求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个事实所表明的东西；而某物是什么决定了它有价值，则是在这种意义上回到这一事实——这个价值判断是关于此物本身的判断，而不是与某个主体相对的判断。

既然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价值就必定在世界之外；既然所有命题所描述的东西都在世界之内，也就不存在关于价值的命题，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伦理命题（6.42）。显然，伦理学是不能表述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伦理学——伦理学是超验的（6.421）。承认伦理学，就等于承认伦理主体，即承认把握价值并按照价值做出伦理行为的主体。但是，否认伦理命题，就等于说伦理主体不是认知性的，因为并没有任何表述价值的命题，也就没有任何关于此类命题是真还是假的问题。否认伦理主体是认知主体，就等于说伦理主体仅仅是意志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种伦理学不存在命题，那么伦理学又是什么呢？

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如果要给出一个回答，那么就只能说，伦理学就是要解决人生问题，也就是说，解决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伦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样就来到了6.43节关于生命和世界的讨论。伦理主体的意志决定了世界的界限：

6.43　如果意志的善行与恶行改变了世界，它所改变的也只能是世界的界限，而不是事实，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

简言之，世界必定因此而变化。可以说它是整个地圆满或亏缺。

幸福者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

伦理意志的行使并不是欲求某个东西，而是决定某物成其为某物，这种决定正是在客体是什么的层次，即世界的实体的层次，或者说就在世界的可能性的层次。6.43第一段所说的“世界的界限”，就是指世界的可能性。如果伦理主体的意志改变了世界，那么这种改变必定处于可能性的层次，也就是说，必定是对世界整体的改变。这里需要注意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过渡。第三段话所说的幸福与不幸，并不是对生活际遇的一种感受，而是对我的生命本身的感受。幸福者的世界与不幸者的世界不同，也不是把一种自我感受投射到世界中去，而是一种对世界整体的体认。幸福者的世界和不幸者的世界，就是属于生命的世界，或者说就是表现了生命的世界。但是，既然伦理主体就是第一人称主体，从而处于一种自我消解的视角中，那么当主体面对世界整体时，面对的就是世界本身，如果世界表现了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是世界本身的生命。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劳作于世界，才是解决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的前提。但是，这种解决绝不是得到某个结论，而是获得这样一种超验的意识，意识到世界是我的世界。可以说这就是我与世界的和解状态。

只有投入劳作才会精神上的收获。在生命意义这一问题上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供利用。在某种意义上收获就是劳作本身，也就是说，内在于劳作活动本身。维特根斯坦曾经说，可以把《逻辑哲学论》当作一部伦理学著作来读。如果遵循这一建议，那么这种劳作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哲学被看做是一种实践，它不以具体的结论为目的，不建立任何理论，也不提供任何知识，但是，它为思想负责，它使思想成为思想，从而对于投身到思考中的我们来说，使世界成为世界。

关于这种劳作，维特根斯坦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启发法，这种方法被他自己称为“阐明”。我们可以把启发法分成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表明了这种劳作本身是怎样的，反面启发法则表明了所要避免的诱惑和侵扰。

在6.521中维特根斯坦这样说：“生命问题的解决，就在于生命问题的消失。”这就是启发法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整个《逻辑哲学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启发法。

从正面讲，生命问题的解决，在于我的生命通过世界的整体表现给我。世界的整体就是分解以得到存在的可能性的东西，进而就是继续分解以得到逻辑形式的东西，前者规定了什么是事态，后者则规定了什么是客体。一旦世界整体确定了，什么是事态，以及什么是客体，也就确定了。确定的世界整体，就是作为有限整体的世界。它所确定的东西也就是显示它的东西，有限的世界整体通过事态和客体显示出来。有限的世界整体如果被给与我，那么就是作为这些东西所显示的东西给与我。另一方面，什么是客体，在使用名称构成命题的行为中显示出来，正是在这种使用的行为中，事态才通过命题得到确定，因此，确定的客体和事态显示了使用的行为，即我的行为。作为使用者的我正是第一人称的主体——对于第一人称主体来说，它们显示了这就是第一人称主体的使用行为。因此，世界的有限整体以这种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显示了世界的有限整体的东西，显示了我就是这个第一人称主体。这就是在使用显示的，因此，在使用中，有限的世界整体表现了我的生命。

世界表现我的生命，这是在使用中达成的，这意味着以受制于逻辑的方式谈及客体和描述事态，意味着使显示的东西归于显示，言说的东西归于言说。一旦把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我们就不去言说显示的东西。作为伦理主体的我是什么，作为整体的世界是什么，这都是属于显示的东西。由于生命问题是关于显示的东西的问题，将其归于显示，就意味着问题消失了。但是，将其归于显示，就表明了我们已经在按照使世界的整体与我的生命在使用中连接起来的方式投入劳作，也就是说，生命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换个角度考虑，将显示的归于显示，言说的归于言说，其实就是不去言说显示的东西。阻止我们去言说显示之物的方法，就是反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就是划清有意义的言说与无意义的记号间的界限。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两条界限，一条是显示与言说的界限，这条界线表明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命题，即具有确定涵义的言说；另一条则是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unsinnig）记号间的界限，即那些试图跨越前一条界线的使用与在这条界线之内的使用间的界限。反面启发法就是通过划清后一条界线，来表明前一条界限何在。

对于反面启发法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表述的：

6.53　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是这样的，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说，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说，于是当某人要说某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某些记号以意义。这个方法对别人是不能满意的，他不会感觉到我们在教他哲学，但这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由于不能言说显示的东西，它们与言说的东西间的界限就不能直接指出，因为这就要同时言说界限的两边。能够做的只是指明那些试图越界的行为使用了无意义的记号，而这种行为就是试图言说除了科学命题所说的以外的东西，即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传统形而上学。

传统形而上学陈述本质的东西，它们描述一些状况，说明事情是怎样的或应当怎样的。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来看，这种哲学完全是错误的。形而上学所要处理的完全是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只有在这些概念之下才能够有所言说和思考。但是，它以一种不适当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它试图言说这些概念。所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受制于言说是如何得到理解的，这意味着通过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促成理解。事实上，这种言说的努力会使我们不能理解什么是言说。因为，如果要言说的东西本身就是言说的必要条件，那么言说的企图本身就会使言说脱离这种必要条件，从而得不到确定的言说。但另一方面，试图言说这些东西，却又是一种来自于语言本身的诱惑。我们关注什么，语言就要去谈论什么，语言能够谈论所要谈论的一切，这里没有任何界限。这种诱惑侵蚀着哲学的语言，也侵蚀着我们对于思想的理解。在哲学中这是必须戒除的。但这种戒除显然只能是对思考意志的制约。这是通过反面启发法进行的。

这里不讨论维特根斯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既反对又同情的矛盾态度，而是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心灵、善等等这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但维特根斯坦心目中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仅仅是讨论词语或记号，这种方法真的令人满意吗？6.53也提到了这个疑虑，但并未作答。不过，紧接着就给出了足够的提示：

6.54　我表述的命题在这种意义上起阐明作用：人们借助它们，穿过并越出它们，理解我的人最终将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unsinnig）（在登上之后，他必须扔掉梯子。）

他必须越过这些命题，才能正确地看世界。

《逻辑哲学论》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对于记号语言的本质的说明上。在维特根斯坦心目中，关于记号语言的说明是阐明性的，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断，而仅仅对于使用这种语言起引导和辅助作用。一旦人们学会以正确的方式理解这种语言的使用，相关的概念上的区分就自然而然地各就其位。这种理解的结果是，排列于《逻辑哲学论》的文本中的句子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命题，而应当说是达到对命题正确理解方式的提示物。这种提示物的作用类似于教音乐欣赏时所使用的提示语。通常，这种提示语是在描述某种景色、某种场景或者某种动作与情感，但实际上却是在提示听众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地方，从而学会从音乐中听出内容。关于场景或情感的提示语并不描述从音乐中听出的东西，相反对于听到音乐本身来说是一种干扰，对于音乐来说它们是无意义的。只有当学习听音乐的人借助提示语达到发现提示语不足以描述音乐中的内容的时候，他才学会了理解音乐。

这使《逻辑哲学论》具有某种辩证法特征。柏拉图的对话可以理解成这种辩证法的范本。这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要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某种意见上的一致，而是通过对话来达成灵魂的提升。这种提升的结果当然不是知识。对苏格拉底来说，这是意识到某种类似于神启一般的良知，而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则是一种对生命的自觉。启发法就是达成这种自觉严格意义上的方法。

哲学所关心的主题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并没有被琐碎而又无止境的语言批判取代，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是另外一种关注方式，这种方式远比传统的、自康德以来的学院式哲学严格和困难。如果关注的是世界，那么其所关注的世界就不是那种由命题所描述的世界，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完全的确实性的世界。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是感触到的世界。用《逻辑哲学论》中的术语说，就是显示出的世界。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可以显示这些东西，并且唯有达到这种显示，理解才被表明是正确的，从而我们才会在哲学中达到关于我们自身的直觉。这正是这种旨在显示的方法的困难之处——我们缺乏明确表述的指引，在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存在一种内在的指引，一种类似于苏格拉底的良知的指引，而这种指引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每个具体的情形中，我们唯有就每个具体的情况悉心辨析，才能获得指引，使显示的显示出来。达到这一点，也就是达到与世界的和解，达到与我们自身生命的合一。



————————————————————


(1)
  《逻辑哲学论》5.473；Notebooks，1914—1916
 ，Blackwell，1979/1998，p．2。


(2)
  Wittgenstein，Letters to C．K．Ogden
 ，ed．G．H．Wright，Oxford，Blackwell/London：Routledge，1973，p．23．


(3)
  Wittgenstein's Lecture
 ，Cambridge 1930—1932，from the notes of J．King and D．Lee，ed．Desmond Lee（Oxford：Blackwell），1980，#112．


(4)
  “Sachverhalten”这个德文词奥格登的英文译本译为“atomic facts（原子事实）”，皮尔斯的译本译为“state of affairs（事态）”。前一译法引起了不少误解，人们以为维特根斯坦发展了一种与罗素的逻辑原子论相近的形而上学。如果我在这里提供的解释站得住脚，那么这个译法就是错的。我采用皮尔斯的译法。


(5)
  Notebooks 1914—1916
 ，p．97．


(6)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了两个意义接近的词，即“sinnlos”和“unsinnig”前者我们译为“无所说”，后者译为“无意义的”这两个词的意思在《逻辑哲学论》中有所区别，例如重言式无所说（4.461），但却不是无意义的（4.4611），像“苏格拉底是同一的”以及哲学命题则是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把无所说的句子理解为属于符号体系但什么也没有说，而把无意义的句子理解为不属于符号体系的句子由于特定的符号体系之有无取决于是否有这样的使用，我们可以把无意义归于没有这样的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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